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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有用的白癡看德國總理如何成為普丁侵略的幫凶

林育立／旅居德國自由記者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俄軍大舉入侵烏克蘭，歐洲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再度面臨歷史轉折點。昔日最重要的能源夥伴俄羅斯，企圖用武力重繪地圖，打破歐洲二戰以來不得用武力改變邊界的禁忌，迫使各國全盤調整外交、國防和能源政策；其中與俄國關係最緊密的德國，改變的幅度也最大。

本書說的就是這個歐洲最重要國家的領導人，如何被俄羅斯當局收買，只看眼前利益，無視對方侵略野心，讓國家安全處於險境，終至身敗名裂的故事。

***

二○○一年、施洛德接任總理後兩年，即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建立國與國領導人之間罕見的親密關係。二○○五年卸任後，施洛德仍持續發揮影響力，跳槽到俄國營企業擔任要職，還在幕後指揮對俄政策。正因為施洛德，德國長年將能源命脈壓在俄羅斯，讓普丁得以充實國庫擴張軍備。在發動戰爭的前幾月，普丁還利用歐洲對俄國能源的高度依賴，動輒威脅切斷供應，導致歐洲陷入安全和能源的雙重危機。

在大報《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兩名資深記者深受刺激，決定寫下本書，抽絲剝繭檢討德國政壇為何會如此天真，犯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錯誤」。

***

作者首先聚焦施洛德的求學和從政之路，用相當篇幅描寫他如何在社民黨重鎮漢諾威建立政商人脈網路；這部分臺灣讀者或許陌生，卻是理解當代德國政治的關鍵。親蘇、反美的意識形態，深刻影響一整代左翼青年，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為社民黨菁英。社民黨不僅在施洛德當總理時執政，後來也與梅克爾領導的保守政黨（基民盟與基社盟）組成聯合政府，現在依然是執政黨，在德國政壇的影響力不容輕忽。

施洛德嶄露頭角的同一時間，普丁也在莫斯科崛起。同是窮苦人家出身，同樣身段靈活，兩人成長背景有不少相似之處，德國強大的製造業和俄國豐富的天然資源又正好互補；曾派駐東德擔任情報員、能說流利德文的普丁，千方百計討好施洛德，很快就擄獲德國政壇的心。兩人經常曬親密，公開私下友好互動的照片，竭力鞏固兩國的特殊關係。

施洛德離任後，在位長達十六年的梅克爾，仍堅持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是互惠的純經濟關係，政壇上僅綠黨等少數發出警鐘。直到普丁揮兵那一刻，德國朝野才急轉彎，對過去誤判情勢表示懺悔。

作者爬梳過去，發現與克里姆林宮合作歐洲安全才有保障的思維，並沒有隨著冷戰落幕告終，反而繼續主宰德國政壇。德國不知不覺陷入依賴難以自拔，也與普丁深知德國民情、懂得利用德國對美國的疑慮和對二戰罪行的罪惡感有關。

***

俄烏戰爭爆發後，本書在德國開了檢討對俄政策的第一槍，出版後引起全國迴響；現在政治人物私下與俄國代表見面，輿論馬上會援引書名警告新的「直通莫斯科」的危險，可見本書的影響力。有權有勢的政客盲目信任獨裁者、不知羞恥自肥到這種程度，讓德國讀者感到憤怒，作者反省二十年對俄政策得到的教訓，相信臺灣讀者也有既視感。

首先是與獨裁國家交往的盲點。普丁上臺後對內清洗反對派，壟斷權力走向獨裁，對外出兵曾屬蘇聯的喬治亞等鄰國，靠兵戎鼓舞愛國情操，並恢復國歌和紅旗等蘇聯象徵，毫不掩飾重建大國榮光的企圖。施洛德卻一直避免批評普丁，甚至為俄國選舉舞弊和迫害人權辯解。縱使俄軍併吞克里米亞半島和攻占烏克蘭東部，全力擴軍備戰，德國還是經濟利益先行，寧可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並以俄國不再威脅為由裁軍和刪減國防預算，以致防務廢弛。

事實上，獨裁者對內的壓迫和對外擴張往往是一體兩面；多年來，曾被蘇聯控制的中東歐國家，再三警告普丁的侵略性，只是西歐的主政者大多視而不見。

其次是能源、產業政策和地緣政治高度連動，有必要通盤思考。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歐洲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大減，為了提升效率，歐盟國家全面推動能源市場自由化；享受和平紅利的同時，卻輕忽地緣政治的風險，分散供應來源的國安思考也明顯不足。

在俄軍大舉進攻烏克蘭前夕，德國對俄國天然氣的依賴程度竟超過一半，重要的天然氣儲槽和管線被俄方掌握，造成德國在援烏時進退兩難，最後靠鄰國的接收站才挺住能源危機。

最後，即便本書作者非常努力找出幕後藏鏡人，我們對政壇自我反省的能力不能期待太高。

施洛德卸任總理後，繼續在俄國官營企業領高薪；他的辦公室主任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任外長多年，主導對俄外交，目前是德國總統；當年一起推動北溪二號輸氣管的荷蘭前總理呂特（Mark Rutte）是現任北約祕書長。接受普丁酬庸是歐洲政商圈子的共業，政壇、媒體、能源和顧問公司構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施洛德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本書的成就在於辨識出施洛德的人馬，梳理私相授受的管道，解釋普丁如何成功滲透歐洲政壇、進而掌握歐洲的能源命脈。可是到目前為止，書中提到的政治人物反省和公開道歉的例子卻十分罕見，可見結構性問題反省的困難。

***

歐洲如今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威脅，施洛德從此名譽掃地，差點被開除黨籍，檯面上政治人物沒人敢跟他同臺，去年八十歲大壽祝賀者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仍繼續為普丁背書，今年初還在報上撰文，指責各國妖魔化俄羅斯；他甚至暗指歐洲要為戰事激化負責，卻絕口不提發動入侵的普丁應該停戰。

冷戰年代，西方有一些人自願當蘇聯獨裁者的宣傳工具，媒體當時罵他們是「有用的白癡」。最近，這個字又開始在西方媒體出現，批評的就是像施洛德這樣普丁的幫凶。

普丁揮軍讓歐洲從和平的美夢中驚醒。四年來，俄國對烏克蘭的攻勢絲毫沒有鬆緩跡象，還醞釀對其他國家發動攻擊，喚醒歐洲的防衛意識，從原本「沒有俄羅斯就沒有安全」，一百八十度轉為「嚇阻俄羅斯歐洲才有安全」。為增加國防開支，各國大手筆舉債，同時還得切斷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付出慘痛的代價。這本戰爭爆發後寫的痛定思痛之作，對活在戰爭陰影下的臺灣來說應是一大警惕。


前言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九天，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搭機飛往莫斯科。二○二二年二月十五日的這趟行程，是他勸阻戰爭發生的最後努力。只是，在克里姆林宮內、普丁那張長達六公尺的會議桌上，這場會談進行得並不順利。隨後的記者會上，普丁被問到德國前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的動向，因為他不久前才剛受到提名，有望成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監事會的一員。普丁對此回應道，倘若施洛德真的進入該公司監事會，只能「樂見其成」。普丁並提到：「德國人該掂掂自己的荷包。」德國人確實有理由，應該因為低廉的天然氣價格感謝這位社會民主黨（ＳＰＤ；簡稱「社民黨」）的政治人物。「因為這是施洛德努力的成果。這是他的成就。」

然而，自從俄烏戰爭開打以來，德國人在檢視自己的荷包時，大概會做出和普丁不一樣的判斷。畢竟，如今的德國也為一直以來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在財務上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那麼，在造成德國依賴俄羅斯供應天然氣的這條路上，施洛德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普丁的說法顯示，至少就克里姆林宮的觀點看來，施洛德促成此事的努力極為關鍵。

本書要探討，究竟德國是如何陷入這種依賴的狀態，以及為何德國政界會如此天真地看待普丁的統治體系。本書的兩位作者認為，將上述兩種情況結合在一起，簡直是現代德國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在外交政策上最嚴重的錯誤。在克里米亞半島（Krim）被併吞、烏克蘭東部戰事不斷之際，德國憑什麼還提高對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的依賴程度？難道德國政府的視線被蒙蔽了嗎？

本書意在探討，一個以施洛德為中心且深具影響力的人脈網絡，對這些錯誤的發生起到重要的作用。施洛德的影響力，並未因為他在二○○五年卸任總理職務而告終。因為當時卸下總理身分的施洛德，幾乎可以任意變換角色，遊走於政、經兩界。他繼續運用自己的人脈，以及在所屬政黨內的影響力，操控時局於幕後。他的人脈網絡不僅包含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員，還有企業高層、企業家、外國政治人物，以及過往背景備受爭議的各界人士。而且涵蓋的範圍，從匯聚大國元首的高峰會議到各種密會行程，從動輒數百億歐元的歐洲天然氣生意，到金額少幾個零但意義不容小覷的資金流動。這些都涉及公部門許多重要局處的職務、政治理念、美好願景、浮誇的頭銜和各種帶有粉飾意圖的出版品。

然而，德國在能源政策與外交策略上失策，施洛德和他的人脈並非唯一需要負起責任的對象。倘若要有全面性的理解，就應納入其他方面的考量。因此，我們也會簡短介紹由基民盟（ＣＤＵ）和基社盟（ＣＳＵ）合組的「聯盟黨」（Unionsparteien），以及梅克爾（Angela Merkel）擔任總理時期的對俄政策。尤其是關於基民盟在德東地區的各邦黨部和基社盟，其實可以寫的還有很多。有關歐盟的監管規定、德國自身的能源轉型，以及國防政策的問題，在本書中只會簡略帶過。至於其他議題則超出本書要探討的範圍。

我們為這本書進行了許多訪談。感謝所有受訪者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以及在訪談中的坦誠。有些受訪者不願具名，我們予以尊重。在成書過程中，我們也仰賴過去一些報導提供的資料。對此，我們由衷感謝《法蘭克福匯報》同事和其他報章媒體記者。他們的報導提供了寶貴的資訊。至此，可以肯定地說：過去二十年來，德國媒體對於德國的對俄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的報導都有充分根據。幾乎所有問題很早就被明確點出。因此，所謂普丁騙了「所有人」這種說法並不成立。另外，兩點補充：為了方便閱讀，本書幾乎全篇以現在式寫就，即便所述事件發生在過去。書中提到的某些情況，比如某些局處單位的職務調動或是某些人的立場，至今可能有所改變。必須言明，本書的編輯作業截止日期為二○二三年二月三日。作者在此時間點之後接收到的任何資訊或資料，僅能在後續的版本中再予增修。

本書主要切入的時間軸在一九九八至二○二二年間，也就是施洛德當選德國總理，到俄羅斯全面進攻烏克蘭這段期間。只是，為了更理解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會先稍作歷史回顧。因此，在第一章至第四章，將梳理四個獨立事件的發展線。首先，第一章要探討施洛德的崛起、他的政治理念，以及施洛德人脈網絡的形成：這裡的關鍵地點是漢諾威（Hannover），因為後來的「莫斯科人脈網」有一些結構在此已然有跡可循。第二章分析普丁與其統治體系的發展脈絡。其中，天然氣和權力兩個議題，從一開始就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第三章要探討緩和政策（Entspannungspolitik）的歷史──這個社民黨的神話，至今仍能在德國社會輿論中引起強烈共鳴，並在施洛德的對俄政策中遭到利用。第四章簡述了德國天然氣供應的歷史，特別是與莫斯科當局之間，由於天然氣供應形成的互動關係。這裡要解鎖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俄羅斯作為「可靠的供應商」，這樣的形象是如何產生的？以及，這樣的形象有何根據？接下來的第五、第六和第七章，即由這四條線索匯編成一九九八至二○二二年間的發展脈絡。


1 漢諾威 施洛德與其人脈網絡的形成

漢諾威的社民黨地方黨部（SPD-Bezirk）由於其發展歷史、轄領範圍及影響力，被一些社民黨人稱為黨的「大主教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在漢諾威成立了「舒馬赫博士辦事處」，成為社民黨在西德占領區進行黨務工作的根基。不久後，社民黨又在漢諾威火車總站附近設立了第一個中央黨部。時至今日，奧迪昂街十五、十六號（Odeonstraße 15/16）這個位址仍然是社民黨在下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的邦黨部（Landesverband）。並且，除了原有的漢諾威地方黨部，漢諾威基層黨部（Unterbezirk）與漢諾威市黨部（Stadtverband）也都設址於此。這個市黨部轄掌社民黨在下薩克森邦行政中心內分工精密的組織網絡。從戰後到二○一九年的七十餘年間，漢諾威市的最高首長一直由社民黨人出任。然而，下薩克森邦社民黨實際的權力中心是漢諾威地方黨部，其管轄範圍從漢堡市南端，一路往南延伸到下薩克森邦與黑森邦（Hessen）的交界處。此外，在下薩克森邦社民黨的黨代表大會中，漢諾威地方黨部幾乎有著壓倒性的影響力。

其中，深具地方色彩又親民的社民黨人法蘭克（Egon Franke）帶領漢諾威地方黨部近二十年之久，並兼任社民黨下薩克森邦黨部主任委員。與此同時，作為聯邦議會議員的法蘭克還帶領一個名為「下水道工人」（Kanalarbeiter）的派系，成員約有一百名社民黨右翼議員。這個派系堪比今日走務實路線的社民黨派系「塞海姆圈」（Seeheimer Kreis）。然而在一九七○年代初期，漢諾威社民黨的黨內氛圍發生變化。黨內走左派路線的奧爾岑（Peter von Oertzen）接替法蘭克在漢諾威地方黨部及下薩克森邦黨部主委的職務。同時，作為下薩克森邦首府的漢諾威市也進入一個新時代：一九七二年，時年二十八歲的舒馬斯蒂格（Herbert Schmalstieg），在黨內初選時得到社民黨青年團（Jusos）支持勝出後，當選漢諾威市長，此後連續執掌這座擁有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市政長達三十四年。

政壇新秀

值此黨內勢力更迭與社會動盪之際，在下薩克森邦黨部主委奧爾岑的提拔下，一位名叫施洛德的年輕人來到漢諾威。這位還在實習階段的準律師，出身自經濟困窘的家庭。關於施洛德的父親弗里茲（Fritz Schröder），目前的已知資訊是，他在戰前就兩度因重大竊盜罪遭到判刑。據當時法院的卷宗記載，弗里茲是沒有固定居所的農工。由於施洛德的父親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在東線戰場犧牲，這個同年出生的兒子在戰後的艱困時局中，基本上全靠母親拉拔長大。施洛德的母親以打雜和清潔工作來維持家計。《明鏡週刊》（Spiegel）記者萊納曼（Jürgen Leinemann）後來在提及施洛德時寫道：「他的少年時期比許多同齡人更苦澀、更叛逆，但同時也更無憂無慮。」

學歷以及社民黨黨證，是施洛德崛起的兩樣工具。十七歲的施洛德完成零售商學徒訓練後，離開了家鄉利珀（Lippe），搬到下薩克森邦的哥廷根（Göttingen），之後就在這裡加入社民黨。在哥廷根，施洛德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先是補考了高中同等學力證明，接著通過高中畢業會考，取得高中畢業的學歷，並於一九六六年開始在哥廷根大學研讀法律系。哥廷根雖然位處下薩克森邦南部邊陲地帶，仍劃屬在社民黨漢諾威地方黨部的統籌範圍內。當時的哥廷根暗潮洶湧：過去沉靜的大學城，正轉變成左傾學生勢力的要塞。

當時，下薩克森邦社民黨人典型的政治生涯發展路線已經確定：先在哥廷根攻讀法律系或政治學系，再到這個邦的行政中心漢諾威市開展政治事業生涯。走上這條發展路線的不只施洛德，還有許多日後在邦內或聯邦政壇擔任要職的人物，如嘉布瑞爾（Sigmar Gabriel）、魏爾（Stephan Weil）、歐伯曼（Thomas Oppermann）等。

在哥廷根，施洛德不僅為他後來的崛起建立起必要的人脈，也學會了取得黨內權力的本事。一九六九年，施洛德先是獲選為社民黨哥廷根青年團（Jusos）主席。當時的社民黨哥廷根青年團恪守馬克思路線，對於左派威權政治模式也少有顧忌。身為其中一員的施洛德也不例外。施洛德後來曾表示：「在我剛接觸政治的一九六八年前後，卡斯楚（Fidel Castro）和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都是我們那一代左派人的偶像人物。」

只是，施洛德本能地遠離耗費心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爭，專注於個人的前途發展。在社民黨青年團內，「改良社會主義派」（Reformsozialisten，後文簡稱「改良派」）、「反修正主義派」（Antirevisionisten）、「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派」（Stamokap）等三大主流派系的角力中，他屬於「反修正主義派」陣營中的中間派。透過不斷調整意識形態立場及人脈結盟關係，施洛德在仕途逐步往上爬。一九七一年，施洛德接替施邁斯迪格（Herbert Schmalstieg）成為社民黨漢諾威地方黨部的青年團主席。一九七八年，施洛德與激進左翼路線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派」結盟，獲選為社民黨全國青年團主席。前任主席貝內特（Klaus Uwe Benneter）因為曾表示不排除與共產黨合作，而被開除黨籍。

當選社民黨全國青年團主席，是施洛德政治生涯上的重大轉捩點。從此刻起，他便掌握了發展政治事業所需的人脈和全國性的曝光率。施洛德雖然口頭上表示，自己並不打算爭取民意代表席次，但緊接著在一九八○年，他還是把握了成為民意代表的機會：他參加漢諾威第一選區的聯邦議會議員選舉，並順利當選為直選議員。在轉入全職政治生涯前，施洛德果斷捨棄了社民黨青年團的激進思想。他除了在社民黨內重新定調自己的立場，並開始用更友善的語氣談論當時的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施洛德的路線改變，讓他以前的支持者覺得遭到背叛。哥廷根的青年團就在《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上發聲批判：「過去你作為青年團當中馬克思主義陣營的代表人而當選，如今卻背離我們的立場，和改良派勢力合作，甚至於你的政見幾乎已經和他們難以區分。」

施洛德立場的轉變之所以讓一路走來的戰友感受如此衝擊，是因為這些轉變主要落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面的政見，而這些領域又剛好是過去他們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下的辯論重點。在關於施洛德的報導和著作中，他初期這項為人詬病的轉變，後來反而發展出一種身段靈活的務實者的鮮明形象。也就是，這個身段靈活的務實者雖然很少顧及自己人，對於現實卻有清晰的洞察力，並且擺脫了受到意識形態影響而局限的視野。

然而，在一個對本書內容極為關鍵之處，這種形象必須修正：那就是施洛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並未展現出任何深刻的轉變。相反的，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思維模式有著令人驚訝的延續性：從一開始，施洛德的好感和興趣便傾向於莫斯科當局多於美國華府。而且，施洛德向來也很能熟練地操弄社民黨內以及德國社會中蘊藏的反美情緒。

施洛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首次造訪蘇聯。一九七八年，他代表社民黨青年團，參加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蘇聯國家青年大會。施洛德當時在一篇發表於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ja prawda）的文章中，表態支持蘇聯批評美國在西歐國家的軍備部署計畫。一九八○年三月及一九八二年一月，施洛德再次前往莫斯科，同樣因為他對蘇聯立場不加批判的親近態度而引起注意。在這段期間，施洛德也對德國政府的決定提出批評。他認為，德國政府不應和美國聯合抵制莫斯科奧運，作為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回應。擔任聯邦議會議員期間的施洛德，是北約雙軌決議（Nato-Doppelbeschluss）A反對派中的一員。反之，由於推行這項決議，當時的總理施密特在社民黨內的處境卻愈來愈艱難。一九八一年，針對美國主張其在西方軍事聯盟中擁有領導地位，施洛德甚至建議西德政府應與華府保持距離，並聯同其他二十三位社民黨籍議員共同呼籲，將國防預算中的十億馬克轉作發展援助用途。

一九八二年，對失勢的總理施密特成功投下不信任票後，外交政策對於施洛德來說暫時不再那麼重要了。他以拓展自身政治生涯的精準眼光判斷出，當時聯邦議會所在地波昂（Bonn）不適合他施展抱負。這位時年三十八歲、出身下薩克森邦的議員不過是眾多議會議員中的一員。此外，作為在野黨的社民黨可以調配的官職也寥寥無幾。相較之下，他的故鄉漢諾威似乎有更好的前景，因為社民黨要在那裡物色一位人選，以挑戰基民盟的下薩克森邦首長阿布雷希特（Ernst Albrecht）。施洛德決心以此為目標。他雖然在一九八三年再次當選聯邦議會議員，但同一年接掌社民黨漢諾威地方黨部主委職務後，施洛德隨即表態有意代表社民黨領軍投入一九八六年邦議會選舉的選戰。

這時期的施洛德，為了在幅員廣大的下薩克森邦得到多數支持，立場已然明顯右傾。順利得到黨內提名，成為社民黨的主要參選代表後，施洛德印製了競選海報，上面的口號寫著：「施洛德──新腦袋（Kopf）」。施洛德有意以此表明自己繼承了同黨前輩、同時是下薩克森邦第一任邦長科普夫（Hinrich Wilhelm Kopf）的傳統，也繼承了前幾年他自己一度反對的社民黨在下薩克森邦的在地親民路線。自此，這種融合左翼「哥廷根小圈子」（Göttinger Blase）和傳統勞工與新教色彩的政黨特色，就成為下薩克森邦社民黨的代表性風格。

一九八六年，挑戰在任的阿布雷希特成為下薩克森邦邦長的首次嘗試雖然並未成功，但當時年僅四十二歲的施洛德，顯然擁有年紀和時間上的優勢。而他也善用這種優勢來鞏固他在黨內的地位，並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形象。這時期，施洛德的策略基礎已經清晰可見：他效法社民黨籍的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經常與當代藝術家或作家同臺亮相。這位政壇新秀刻意展現出藝術與文化之友的形象，以穩固社民黨在重視教育、進步取向的中產階級當中的地位。施洛德並與偏向大眾口味的報刊建立合作關係，以吸引更廣大閱聽群眾的關注。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在公眾面前高調展示他與暱稱「希露」的希爾特露德．韓佩（Hiltrud “Hillu” Hampel）在一九八四年締結的第三段婚姻。一開始便有人把這段婚姻和甘迺迪夫婦聯想在一起，後來更有人稱他們是「漢諾威的柯林頓夫婦」。

施洛德也以簡潔有力的口條，以及提供具有新聞價值的資訊，受到政治版記者的青睞。於是他的身邊很快就圍著一群對他展現出善意的新聞業從業人員，比如萊納曼便在《明鏡週刊》上發表過一連串的報導，介紹這位來自下薩克森邦、初露頭角的政治人物。施洛德以其男性魅力散發出一種強烈的冒險精神，而這正是政治體系中較難見到的特質。一九八五年，萊納曼有機會隨同施洛德出訪古巴，得以報導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楚會晤這位下薩克森邦社民黨政治人物的場面：「卡斯楚始終維持溫柔和藹的神情，一雙棕色大眼的視線幾乎沒有離開過施洛德。」

訪問古巴之後不久，施洛德隨即啟程，再次前往東德訪問，他前前後後總共訪問了東德十一次。施洛德預先爭取到與東德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會面的機會，並帶著一群記者隨行。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不僅讚許這位東德國務委員會主席為緩解兩德緊張情勢所做的努力，甚至還給出一項爭議性的承諾：未來他如果當上下薩克森邦的首長，他將廢除設在邦境內薩爾茲吉特市（Salzgitter）的「中央登記處」（Zentrale Erfassungsstelle Salzgitter）。這是一個專門蒐集和記錄東德政府侵犯人權事證的機構。當時中央登記處主要進行的工作，是蒐集東德政府不當施政的事證，以便在日後能加以究責。一九八○年代期間，社民黨與這個在布蘭特倡議下設立的機構漸行漸遠。另兩個由社民黨執政的薩蘭邦（Saarland）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Nordrhein-Westfalen，後文簡稱「北威邦」），也在一九八八年取消對中央登記處的資助。施洛德做出廢除中央登記處的承諾，可說是格外具有政治衝擊力道。因為他當時主政的下薩克森邦，其司法部部長就是中央登記處檢察官的上級主管。在與東德當局的往來中，施洛德就已經表態，可以放棄捍衛公民權益，來換取雙方的良好關係。

施洛德的德國政策同樣有著頻繁的出訪行程，但卻缺乏遠見。一九八七年施洛德再次訪問東德後，認為寄望兩德統一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與後來巴爾（Egon Bahr）形容兩德統一是「終生謊言」（Lebenslüge）的說法相呼應。三年後，兩德統一在即之際，施洛德在邦議會選舉中的選戰策略，是鼓動對於東德人民的社會民粹式不滿情緒。他主張，對德東人民的財政援助不得「動搖原本以西德為代表的聯邦共和國社會安全網」，而德東人民應「自食其力」。在邦議會的一次發言中，施洛德甚至提到，有必要「終止」「大量德東人民湧入」的現象。他並且提出，應對德西人民就兩德統一議題進行民調，「畢竟總不能讓一千六百萬前東德人民決定六千萬西德人該怎麼做。」施洛德最終於一九九○年五月十三日以四四．二％的得票率在選戰中勝出，並與綠黨在邦議會中組成聯合黨團，且在邦議會中獲選為下薩克森邦邦長。他上臺後的首批決策，其中一項是在聯邦參議院（Bundesrat）針對邁向兩德統一的第一份國家條約投下反對票（編按：德國聯邦參議院是由各邦政府直接任命代表），另一個投下反對的是同樣由社民黨主政的薩蘭邦。多數社民黨政治人物就跟柯爾（Helmut Kohl）一樣想把握這次機會，快速推動兩德統一。施洛德則不同，他反而與薩蘭邦邦長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聯手，力主推延統一的進度。一九九一年二月，施洛德就任邦長後首次的出訪行程就是再訪莫斯科。一九八九年秋季，柏林圍牆倒塌前夕，施洛德也曾與巴爾一同造訪當地。此次莫斯科行特別聚焦於位在西伯利亞西部、石油與天然氣資源豐富的秋明地區（Tjumen）。下薩克森邦並於一九九二年與秋明地區建立起合作關係。

黨朋

一九九○年夏季入主邦長辦公室，標誌著施洛德的人脈網絡正式開始形成。施洛德身為德國人口排名第四大邦的邦長，這時的他比以往握有更多人事調配和加快發展政治生涯的機會。於是在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周圍，開始出現一些日後將對德國能源與對俄羅斯政策有所影響的人物。例如，施洛德將年輕的德國工會聯盟（ＤＧＢ）顧問塔克（Alfred Tacke）延攬進邦長辦公室。一年後，塔克旋即晉升到下薩克森邦經濟部政務祕書的職位。當時一眾地方政治觀察家普遍認為，經由這次人事調動，再加上塔克和施洛德的密切關係，這個部會的權力核心已經從部長費雪（Peter Fischer）轉移到塔克。

此外，一九九一年遷居漢諾威的兩位年輕法律人，日後在德國的對俄政策中也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布莉姬特．齊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出自黑森邦的社民黨，在施洛德的邦政府中負責憲法事務。接著，齊普里斯引薦了她在基森（Gießen）讀大學時期的同學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到下薩克森邦。一九八○年代，齊普里斯和史坦邁爾曾共同參與法學期刊《民主與法治》（Demokratie und Recht）的編輯工作，當時這份期刊受到憲法保護局（Verfassungsschutz）的監控。《民主與法治》由帕爾魯根斯坦出版社（Pahl-Rugenstein-Verlag）發行。這家出版社的主要經濟來源是東德政府，因此在一九八九年隨著德國統一社會黨（ＳＥＤ）政權垮臺而結束營業。和施洛德一樣，史坦邁爾在一九九○年也被視為反對加速推動兩德統一進度那一派人。據傳當年面試時，施洛德對同樣出身利珀地區的史坦邁爾說了一句：「你很適合我們。」

史坦邁爾於是進入邦長辦公室擔任媒體法規與媒體政策顧問，並在兩年後成為邦長辦公室主任。這兩人有著互補作用：施洛德對輿情的觀察力敏銳，並且有領袖魅力；史坦邁爾則擅長處理檔案文件和梳理細節，這正好是他的老闆容易疏忽的事務。就這樣，史坦邁爾成為施洛德的得力助手，跟在施洛德身邊一步步往上爬。一九九四年邦議會選舉後，法律背景出身的史坦邁爾接掌邦長辦公室第一部門的主管職務，負責政策方針、部門間的統籌與規畫工作。齊普里斯則管理第二部門，負責法律、行政與媒體工作。這兩位曾經是基森求學階段的同學，自此掌控了邦長辦公室最重要的兩個部門。這兩人與施洛德辦公室主任克讓皮茲（Sigrid Krampitz）和塔克一起，組成這位邦長身邊最親近的政治核心圈，這個核心圈後來也和施洛德一同前往柏林發展。

施洛德的另一位親信也在一九九八年從漢諾威移駐柏林。與前面提過的幾位政治人物不同的是，魏澤（Heino Wiese）這個名字並未出現在任何施洛德傳記當中。這位出生於一九五二年的社民黨人，一九八二年在以咖哩香腸聞名的普呂梅克餐酒館（Gaststätte Plümecke）一次牌局中認識了施洛德。一九九○至二○○三年間，魏澤在下薩克森邦社民黨內身兼兩個具有影響力的職務：他不僅是社民黨漢諾威地方黨部主委，也是社民黨在下薩克森邦的邦黨部主委。因此，魏澤在奧迪昂街的社民黨下薩克森邦黨部內有高度主導權。邦黨部旁邊隔幾棟樓房就是廣告公司「奧迪昂二號」（Odeon Zwo），魏澤與這家廣告公司的老闆科羅納賀（Michael Kronacher）聯手操盤施洛德的選戰。身為社民黨關鍵黨部的主委，魏澤不僅關注黨內的每一項動靜，更在下薩克森邦的黨組織內建立起無比嚴密的人脈與組織網絡。根據魏澤的說法，這個網絡的核心是「施洛德隊」，成員包含史坦邁爾與齊普里斯，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支默契十足的老牌足球隊。魏澤長年信任的人，除了後來的總理施洛德與他的親信幕僚外，還有嘉布瑞爾、下薩克森邦現任邦長魏爾（編按：已於二○二五年卸任），以及社民黨黨主席克林拜耳（Lars Klingbeil）。日後，自由民主黨（ＦＤＰ）政治人物畢克納（Stefan Birkner）甚至將魏澤喻為社民黨內真正的「莫斯科人脈操盤手」。

然而，僅將目光集中在社民黨過去或目前在任的政治人物還不夠，因為施洛德在漢諾威建立起來的人脈，觸及範圍遠大於此。接下來要大略介紹歷年逐步形成的關係網絡──包含那些乍看之下和俄羅斯沒有直接關係，或是還要仔細檢視才能找到其中的關聯。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勾勒出施洛德人脈網絡的形成過程、人員結構、運作機制，以及其中牽涉的問題。因為除了私人朋友交情，這些人彼此之間往往還有財務上的關係。施洛德在政治上的決策和個人活動常使他的友人從中受益，而這些人又反過來支持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

施洛德最為人所知的人脈圈組合稱為「Frogs」，也就是「施洛德之友」（Friends of Gerhard Schröder）。有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圈子的核心人物是出身漢諾威的律師弗隆貝格（Götz von Fromberg）。施洛德與弗隆貝格是早在實習律師時期就結識的舊交，後來兩人一起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多年。弗隆貝格會在漢諾威定期舉辦充滿微醺氣氛的男性限定手足球之夜，女性只有在午夜過後才能入場。這些聚會的迷人之處在於不鋪張奢華，而是幾個男人可以搭配簡單的水煮香腸或冷麵沙拉，一邊輕鬆喝著啤酒，一邊玩手足球。

弗隆貝格是個走到哪裡都能引起注意的人物：作為律師，他的當事人經常是黑幫分子，其中最知名的當屬重機幫派大老哈內布特（Frank Hanebuth）。自一九九○年代起，哈內布特所屬的幫會組織「地獄天使」（Hells Angels）就掌控了漢諾威的石門區（Steintorviertel），也就是當地的紅燈區。「地獄天使」幫會涉及對女性的性剝削活動，勢力所及不僅遍布下薩克森邦各個角落，甚至還超出下薩克森邦的範圍。這種商業模式，某種程度上是由於紅綠聯合政府在二○○二年推動性交易大幅自由化而助長其發展。這項改革原本的用意在於解放性工作者，但實務運作上卻讓德國成為具有類似人口販運結構的「歐洲妓院」，而其中遭到剝削最嚴重的往往是外國籍女性。

「施洛德之友」的成員還包括多位業界高層和企業家，例如金融顧問公司ＡＷＤ創辦人馬施邁爾（Carsten Maschmeyer）、曾任製藥與實驗室設備供應商薩托留斯（Sartorius）董事長、之後擔任EnBW能源集團董事長的克拉森（Utz Claassen）、福斯汽車（ＶＷ）董事會成員哈茨（Peter Hartz），以及多角化經營的普魯薩格集團（Preussag）董事長弗倫策爾（Michael Frenzel）。其中，施洛德與弗倫策爾的關係並不穩固。一九九八年的邦議會選舉對施洛德的政治生涯至關重要。然而就在選前幾個月，傳出弗倫策爾有意出售普魯薩格集團（總部在漢諾威）旗下的鋼鐵事業部。這項規畫對於下薩克森邦政府與當地的社民黨而言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因為邦內已經深陷危機的薩爾茲吉特是以勞工階層為主的城市，而當地的生計又高度仰賴普魯薩格集團規模龐大的煉鋼廠。施洛德的不安或許還有另一層原因：普魯薩格集團的最大股東是北威邦西德意志銀行（WestLB），這家銀行的執行總裁是實力雄厚的諾伊伯（Friedel Neuber）。而弗倫策爾曾經擔任諾伊伯的辦公室主任，早年也是社民黨在杜伊斯堡（Duisburg）的地方政治要角。人稱魯爾區（Ruhr）「社民黨紅色男爵」的諾伊伯又與北威邦邦長勞烏（Johannes Rau）及社民黨在北威邦其他深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交情匪淺。當時這群人恰巧都不看好施洛德進軍聯邦總理府的野心。此時施洛德極力反對出售煉鋼廠，也成功阻止了這樁生意。最終，煉鋼廠幸未落入外國企業之手，而是由下薩克森邦政府以逾十億馬克取得普魯薩格鋼鐵事業部的經營權，並改回舊名「薩爾茲吉特股份有限公司」（Salzgitter AG）繼續運轉。直至今日，下薩克森邦政府仍持有這家鋼鐵公司超過四分之一的股份。另外約四分之一股份目前由駿騰集團（GP Günter Papenburg AG）持有。主業涵蓋建築與廢棄物處理的駿騰集團，其創辦人帕彭堡（Günter Papenburg）也是長年與施洛德往來密切的人士。一九九○年代初期，帕彭堡得以多次陪同邦長施洛德出訪，自此帶著這個集團在前蘇聯國家大力拓展業務版圖。這位建商回憶道：「如果當初沒有那幾次跟著施洛德的出訪行程，我根本不會去到哈薩克或烏茲別克這些地方吧！」後來，薩爾茲吉特公司也因此在俄羅斯天然氣管線的建置工程中得到幾筆大訂單。

弗倫策爾卸下鋼鐵事業後，又把普魯薩格公司轉型為途易旅遊集團（ＴＵＩ）。這種冒險式的轉型可讓一眾股東笑不出來，途易公司的名稱很快就被戲稱是「投資人的眼淚」（Tränen Unter Investoren）這幾個德文字的縮寫。就在公司搖搖欲墜時，一位挪威籍投資人入股途易並要求撤換弗倫策爾，相關人士轉而尋求下薩克森邦政府的援助。二○○八年初，俄羅斯富豪摩達雪夫（Alexei Mordashow）也加入投資該公司的行列。摩達雪夫的投資額不僅超過挪威投資人，更在接下來幾年間將持股比例增加到三四％。而施洛德的親信魏澤在促成這樁生意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這幾個人固定在漢諾威九六足球俱樂部裡面一間叫作「Ｇ６」的貴賓包廂聚會。其中，魏澤與弗倫策爾是因為俄國富豪摩達雪夫投資途易才認識彼此。此外，帕彭堡在世博園區的球場，多年來都由弗倫策爾經營的普魯薩格或後來的途易集團買下冠名權。天蠍合唱團（Scorpions）主唱克勞斯．麥內（Klaus Meine）早在弗隆貝格舉行手足球聚會時期就是常客。當然還有施洛德，「Ｇ６」包廂掛著一件印有「總理」字樣的球衣。第六位成員是知名神經外科醫師薩米（Madjid Samii），包廂中的球衣字樣是「教授」。

在漢諾威，薩米醫師最為人知的是他創辦的私人醫療機構「國際神經科學研究醫院」（International Neuroscience Institute, INI）。機構的建築外觀是人腦形狀。一九九八年，當時仍由施洛德領導的下薩克森邦政府提供了超過八千萬馬克的擔保金，確保這項計畫得以順利籌措資金。時任下薩克森邦科學部部長的歐伯曼，也是這個計畫的支持者。而與施洛德親近的企管顧問貝格（Roland Berger）則在一份顧問報告中預估這項計畫的投報率可達二七％。實際上，國際神經科學研究醫院曾多次陷入財務問題，並且在成立二十五年後仍無法納入下薩克森邦的公共醫療體制中。這家私人醫院多次登上新聞頭條，反而是因為創辦人薩米與幾個威權國家關係密切。二○○五年，當時的烏茲別克內政部部長阿馬托夫（Sakir Almatow）到該院接受治療。然而在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控訴阿馬托夫違反人道罪行後，他很快便在漢諾威不見蹤影。同樣的戲碼在二○一八年再度上演。伊朗前最高法院法官沙赫魯迪（Mahmud Haschemi Schahrudi）到薩米的私人醫院進行治療。沙赫魯迪曾經裁定多起死刑判決，其中更有幾起是對未成年人的死刑判決。遭到違反人道罪的刑事檢舉後，他也與隨行親信匆促離開德國。此外，薩米和他的祖國伊朗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與中國北京設立了國際神經科學研究醫院的分支據點。二○○九年，薩米安排他的友人施洛德到訪伊朗首都。在這趟據稱是私人性質的行程中，這位卸任德國總理會見了伊朗當局幾位高層代表，其中包含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伊朗總統阿瑪迪內賈德（Mahmud Ahmadinedschad），此舉在德國國內引發輿論反彈。施洛德在總理任期結束後，仍積極運用他在中東地區的商務人脈。不久之後，他在一場於慕尼黑舉行的德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會議上發聲示警，認為聯合國對伊朗當局的經濟制裁不宜進一步升級。反之，他鼓勵德國企業到伊朗投資。那場會議的與會人士還有薩米、魏澤，以及時任衛生部部長的社民黨人烏拉．施密特（Ulla Schmidt）。施密特底下有兩位深具影響力的部門主管諦利（Ulrich Tilly）和科尼普斯（Franz Knieps），兩人不久後便轉任魏澤的顧問公司，擔任合夥人直到二○一二年底。社民黨政治人物安德列斯（Gerd Andres）也在二○○八年轉到這家顧問公司任職，一度是公司合夥人。安德列斯是施洛德舊識，曾任職於德國礦業、化工與能源產業工會（IG BCE），後來選上漢諾威第一選區的聯邦議會議員，接著成為勞動部部長瑞斯特（Walter Riester）的議會政務祕書。離開政壇後，安德列斯專門從事與土耳其相關的往來業務。

金融顧問公司ＡＷＤ的執行長馬施邁爾，多年來也一直是施洛德在漢諾威的核心人脈圈成員。馬施邁爾憑藉「推銷王」的稱號致富，他和施洛德一樣出身經濟條件困乏的家庭。這兩人的關係（儘管起初只有間接連繫）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八年。那年年初，馬施邁爾似乎意識到，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舉行的下薩克森邦議會選舉，社民黨的表現將會決定同年秋季即將到來的聯邦議會選舉，到底是由拉方丹還是施洛德出線迎戰當時日益年邁的總理柯爾。以保險業經營者的視角來看：施洛德明顯是更好的選項。因為在那個時間點，施洛德已經被視為「親商派」人士。選前不久，馬施邁爾以「施洛德助選會」的名義在下薩克森邦內的幾份報紙匿名刊登了雙頁廣告。1廣告中依序列出自艾德諾（Konrad Adenauer）以來的歷任德國總理姓名，並在每個名字下方標注「不是下薩克森人」。廣告下方則醒目地用大寫字母寫著：「下一任總理，一定要是下薩克森人！」

那則助選廣告剛好與施洛德的計畫不謀而合，那就是把邦議會選舉變成下一屆社民黨聯邦總理候選人的民意表態。這個計畫果然奏效了：施洛德在邦議會選舉中贏得絕對多數的選票。這樣一來，拉方丹別無選擇，只能提名這位出自下薩克森邦的競爭對手作為總理候選人。據說馬施邁爾為這次助選行動花了六十五萬馬克。2然而很快就有消息傳出，這位保險業經營者就是這些助選廣告的幕後金主。到了秋季的聯邦議會大選前，又出現另一波助選廣告攻勢。這一次，施洛德的助選廣告出現在《法蘭克福匯報》、《世界報》（die Welt）和《世界報週日版》（Welt am Sonntag）等全國性的報刊版面上，費用約十五萬馬克。多年後的二○一一年，德國公共廣播聯盟（ＡＲＤ）的新聞性深入報導節目《全景時事》（Panorama）揭露的一份通聯紀錄也顯示，那次攻占全國性媒體版面的廣告背後，也有馬施邁爾的助力。在一份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的信件中，《資本市場內部消息》雙週刊（kapital-markt intern）總編輯普律姆（Axel J. Prümm）向下薩克森邦邦長辦公室表示，他願意代表馬施邁爾「出面協調」。因為對於「萬一再度被揭發馬施邁爾本人想支持施洛德」這件事，馬施邁爾有所顧慮。二○一一年，馬施邁爾致函《明鏡週刊》否認這個說法：「我從未直接或間接向普律姆先生或『中小企業聯盟』（Initiative Mittelstand）支付這筆十五萬馬克的助選廣告款項。」在整個過程中，最敏感的莫過於下薩克森邦邦長辦公室在一九九八年的一份內部備忘錄。其中，辦公室主任史坦邁爾得到指示，不得對外透露「贊助者」的身分。儘管邦長辦公室應極力避免涉入選戰財務運作等黨政事務，史坦邁爾還是簽核了這份文件。

根據馬施邁爾的說法，他是在幾年後才首次見到施洛德本人。馬施邁爾回憶道：「我們在二○○一年，一群漢諾威圈內人的聖誕聚會中認識。在場的還有幾位被稱為『馬施湖操盤手』（die Macher vom Maschsee）B的漢諾威地方要角。」3這位保險業企業家很早就察覺到，如果施洛德出任德國總理可以為自己的商業運作帶來好處。果不其然，事後證明確實如此：在施洛德的聯邦總理任期內，他在原本的法定退休保險制度中，加入了像「瑞斯特年金」（Riester-Rente）與「呂路普年金」（Rürup-Rente）等私人養老金概念。然而事後回顧，這些做法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保險業者收取的費用太高，從而嚴重侵蝕到投保人的收益。

就此而言，施洛德顯然既無意在政治與個人事務間劃清界線，也無法與馬施邁爾等人保持必要的距離。兩人認識後，馬施邁爾不只是長期處在施洛德的漢諾威人脈圈而已。二○○四年，施洛德還在聯邦總理任內出席了金融顧問公司ＡＷＤ在柏林舉辦的業務推廣會，並在大約兩千位保險業務代表面前表示，保險業有「取代國家功能」（staatsersetzende Funktion）的重要作用。

一年後，馬施邁爾與施洛德以握手方式達成協議，這項口頭協議後來在財政機關的要求下才補上書面紀錄：萬一施洛德連任失敗，馬施邁爾將以二百萬歐元含營業稅的價格，買下他在總理任職期間的回憶錄版權。關於這筆交易的具體敲定時間，有不同說法：根據羅爾（Wigbert Löer）與舒洛姆（Oliver Schröm）兩位記者的說法，早在二○○五年八月，也就是聯邦議會大選前就已經達成這項協議。4但是施洛德傳記作者索爾根寫道，當時僅有一些討論，至於真正的協議則是在施洛德卸任後才達成。5無論哪種說法，這都是一次引人注目、甚至可說是讓外界觀感不佳的交易。一方面，這是一位政治人物與一位企業家所做的協議，時間是在這位政治人物及其政府推出會對這名企業家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之後。另一方面，協議約定的酬金高達二百萬歐元，這在出版業界是極高的金額──高到難以靠書籍銷售回本。後來出版此書的霍夫曼與坎培出版社（Verlag Hoffmann und Campe）付給馬施邁爾的版權費只有一百萬歐元。順帶一提，當時該出版社的主事者是畢辛根（Manfred Bissinger）。這位施洛德的親信除了會針對這位總理的重大決策提出建言外，也會特別留意維繫他與葛拉斯（Günter Grass）等文化界人士的往來，因為這些接觸有助於提升他的形象。

施洛德在退休年金政策方面的顧問呂路普（Bert Rürup）後來也和馬施邁爾有生意往來：呂路普先是成為ＡＷＤ的首席經濟學家，接著這位社民黨人又與馬施邁爾共同成立了馬施邁爾─呂路普股份有限公司（MaschmeyerRürup AG）。還有記者安達（Béla Anda），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過一本施洛德傳記，出版後不久便成為施洛德政府的發言人，並在施洛德卸任總理後轉任到馬施邁爾的公司。這位《畫報》（Bild）的前記者就這樣搖身一變成為漢諾威ＡＷＤ公司的公關部主管。與此同時，安達也在專欄持續發表對俄羅斯友好的文章。在題為〈林登大道上的俄羅斯波卡舞〉（Russen-Polka unter den Linden）的報導中，他描寫柏林林登大道上的俄羅斯駐德大使館舉行的一場紙醉金迷的宴會，一同出席的有施洛德和幾位大型企業高層人士；在題為〈俄羅斯靈魂〉（Russische Seele）的文章中，安達抱怨德國媒體「大肆批評俄羅斯政治人物」以及「俄羅斯相關報導的批評過於偏頗」。安達的專欄發表於政治評議雜誌《西塞羅》（Cicero），當時這份雜誌仍隸屬於瑞士林格出版社（Ringier-Verlag）。在畢辛根牽線下，正是這家出版集團於施洛德卸任總理職務後聘請他擔任顧問一職。

結構

像安達、呂路普和畢辛根這類角色變換和身分界線模糊的例子，在這位前總理身邊的人脈圈並非例外，而是屢見不鮮的常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往往涉及財務往來，有部分甚至還動用到納稅人的錢。在施洛德的人脈網絡中，可以輕易梳理出各式各樣的關係鏈。以目前提到的人物為例：在魏澤的穿針引線下，俄羅斯富豪摩達雪夫入股弗倫策爾的途易集團，後者又以冠名的方式贊助帕彭堡的球場；帕彭堡持有薩爾茲吉特鋼鐵公司的股份，而這家鋼鐵公司剛好是施洛德擔任下薩克森邦邦長期間，由邦政府用稅金從弗倫策爾的普魯薩格集團手中買下的。其後，又由薩爾茲吉特鋼鐵公司供應管材給施洛德擔任監事的企業，進行北溪二號及克里姆林宮的其他天然氣管線計畫。而這些建置工程在漢諾威的授權代理人又剛好是魏澤。以上所有提到的人名，又不時會在漢諾威九六足球俱樂部的包廂中見面。

如果我們檢視一下施洛德人脈網的結構特徵，很快就會注意到幾乎沒有任何女性的身影。也就是，施洛德的圈子具有濃厚的「男性結盟」特性。這個圈子主要由一群事業有成又富有的男性成員組成，他們除了年紀多半與施洛德差不多外，社會地位迅速躍升的人也所在多有。他們往往極有自信，面對衝突也有極佳的應對能力。羞愧感則較為薄弱。無論是強迫推銷或是與重機犯罪幫派有關聯，乃至於與伊朗、中國甚至俄羅斯有廣大人脈網絡，都不會是進入這個圈子的障礙。一群人不僅一起飲酒作樂，也彼此互惠互利。

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這幾位主要人物之間多年來的地緣鄰近關係，有些甚至長達數十年之久。施洛德與他的朋友圈始終對漢諾威特別忠誠。這些人的主要互動幾乎都發生在市中心的艾倫里德森林公園（Stadtwald Eilenriede）周邊，這裡也是漢諾威最熱門的住宅區。他們最偏好的社交形式是紳士之夜，參與其中的人可以輕鬆自在地交換生意經，或探討彼此的事業發展前景。在這裡，一群人鞏固彼此的共同信念。其中包含「持續對話」一定沒錯的想法。這種人際網絡的精神在於高度重視非正式的往來，並以公私領域的混雜融合為目標。二○一二年，馬施邁爾將這種表現在反覆交流的對話技巧的思維模式出版成書，書名為《打造自我》（Selfmade），其中有兩章的標題分別是〈拓展人脈〉與〈這樣溝通最有效〉。

至於這個廣為人知的「漢諾威人脈圈」出現在下薩克森邦首府究竟是純屬偶然，或是與這個城市的某些特殊條件有關，就是一個難解的問題了。一九二○年，選擇定居漢諾威的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C曾以一句至今無人能超越的話，道出了這座城市的與眾不同之處：「漢諾威很幸運地擁有一座大城市的優點，卻沒有大城市的缺點。」作為一邦首府，漢諾威將幅員遼闊的下薩克森邦的各個重要機構集中在一個一目了然、步行可及的範圍內。相較之下，邦內的其他城市就明顯比漢諾威小得多了。下薩克森邦或許是典型的「搖擺邦」（swing state），但它的首府直到二○一九年選出綠黨籍的市長之前卻非如此。漢諾威一直維持著社民黨一枝獨秀的情況長達數十年。因此，一些重大政策毋須在不同黨派間進行協商，只需社民黨內部決定即可。漢諾威市內的多數企業自然也順勢調整自己的做法。因此，在漢諾威形成了一個社會生態圈，由傾向於社民黨立場的高稅率納稅族群組成。這是施洛德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主要的活動場域。這也是走左翼路線的前社民黨青年團後來被稱為「老闆們的同志」以及「親商派」的原因。不過這裡我們應該謹慎看待「親商派」此一概念的真正含義。在施洛德總理任內，「私領域優先於國家」（Privat vor Staat）這個口號或許切合當時的社會政策。然而在經濟和企業政策方面，施洛德與下薩克森邦的社民黨卻主張國家應該扮演強而有力的主導角色。這類做法與其說是著重於營造有利於整體的經濟環境，不如說更是為推動有利於本國大型企業的政策。

這種思維模式與下薩克森邦的特殊情況有關。下薩克森邦政府透過漢諾威控股公司（Hannoversche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持有許多企業股權，並從這些企業的利潤分配中獲益。其中最大的資產，便是對福斯汽車公司享有受法律保障的少數否決權。下薩克森邦的邦長在極有影響力的福斯公司監事會中占有一個席次，得以影響這家全球數一數二大型企業的決策。自信心因此更上一層樓的邦長，施洛德並非唯一一位。在施洛德的邦長任內，漢諾威控股公司取得薩爾茲吉特鋼鐵公司，以及北德意志邦銀行（NordLB）的股份。此外，下薩克森邦政府與漢諾威市政府也各自持有德意志展覽公司（Deutsche Messe AG）近半股份。社民黨尤其擅長與各工會結盟，並利用這些勞工組織來「培養自己的人才」。

相較於埃森（Essen）這些魯爾地區的城市，能源產業在漢諾威乍看之下沒那麼重要，因為大型能源公司並未將總部設在這裡。然而，礦業、化工與能源產業工會就位於此地。過去幾十年來，這個工會的三位領導人物拉佩（Hermann Rappe）、舒默特（Hubertus Schmoldt）與瓦希里亞迪斯（Michael Vassiliadis）不僅都是社民黨員，還與施洛德關係密切。礦業、化工與能源產業工會自始至終都是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工程的有力支持者。

後來施洛德與普丁稱兄道弟，乃至於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事務奔走，其實早在漢諾威時期就已經可以看到重要跡象。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的目光和興趣更熱切地朝向東方，而非往西。他對專制獨裁的統治模式採取不加批判的態度，連帶著也不在意這種制度下的受害者。

一九九八年贏得選戰之後，施洛德的工作地點換到聯邦總理府，但是他未能妥善安排邦長的繼任人選。在施洛德邦長任內擔任邦內政部部長的葛洛勾夫斯基（Gerhard Glogowski），很快就證明是錯誤的接班人選。這位來自布朗施威格（Braunschweig）的社民黨政治人物在接替施洛德出任邦長一職後，不過一年時間就因為一連串的小醜聞被迫下臺，而這些醜聞多半與他搭乘途易集團的航班有關。觀察人士回憶指出，那些外洩的內部消息正是來自葛洛勾夫斯基所屬的政黨。接替葛洛勾夫斯基的繼任人選很快就確定下來：由邦議會的社民黨黨團總召嘉布瑞爾接任。施洛德是提拔嘉布瑞爾的人之一，很早就對這位在各方面和他有相似之處的「胖子」讚譽有加。和施洛德一樣，當時作為政壇新秀的嘉布瑞爾身段靈活，是個有幹勁又活力十足的政治人物類型。嘉布瑞爾自認，能比其他人更早體察民意動向。然而嘉布瑞爾於二○○二年邦議會選舉中提出徵收富人稅的政見，讓施洛德極為不滿。那次選舉社民黨慘敗，最終不得不將執政近十三年的下薩克森邦拱手讓給基民盟。施洛德報復嘉布瑞爾的方式，是安排他擔任社民黨新設的流行文化推廣代表一職，藉此羞辱他。不過後來兩人又恢復了往日的親近關係，這點從嘉布瑞爾在施洛德人脈網絡中的多方參與可見端倪。此外，嘉布瑞爾就如施洛德一樣，他在追求物質富裕的過程中常會忽略社會容許的界線。

嘉布瑞爾自二○○三年就開始追求財富。在選戰中落敗後，嘉布瑞爾回鍋社民黨的邦議會黨團總召這個待遇優渥的職位，只是這次的表現不如以往那般有熱情。他同黨籍的黨團成員甚至氣憤地發現，他們的總召經常不在漢諾威。6與此同時，嘉布瑞爾還在薩勒河畔哈勒（Halle an der Saale）從事其他事務。在薩勒河畔哈勒，這位角逐邦長未果的社民黨人，除了偶爾參與前德國國家足球代表隊運動員斯特倫茨（Thomas Strunz）開設的公關品牌「斯特倫茨與朋友」（Strunz & Friends）的活動，嘉布瑞爾還在哈勒與老同學雷曼（Lutz Lehmann）合作經營「柯內斯」通訊與網路服務公司（Commu-nication, Network, Service; CoNeS），打算把這樁生意做大。「繼哈勒之後，我們還想拓點到柏林和布魯塞爾。」他的合夥人雷曼在一次接受《焦點》雜誌（Focus）的訪談中提到。7最初持有這家公司七五％股份的嘉布瑞爾，也成功爭取到一份利潤豐厚的訂單：自二○○三年十一月起，「柯內斯」這家兩人公司以每月一萬歐元的費用為福斯汽車提供「歐洲產業政策」相關的顧問服務。總部設在沃夫斯堡（Wolfsburg）的這家汽車大廠，預計將支付給柯內斯公司總計十三萬歐元的顧問費。這筆交易引發的疑慮，主要在兩個層面上：其一，訂單的簽署人是福斯汽車董事長會成員、同時也是社民黨人哈茨。這位管理高層當時不僅是施洛德的漢諾威人脈圈當中一員而已。二○○二年十一月，監事會還將哈茨在董事會的任期再延長五年，而當時嘉布瑞爾正是福斯汽車監事會的成員之一。鑒於這位管理高層年事較高，當時外界稱此為「哈茨條款」。據嘉布瑞爾表示，自己在二○○四年減少對柯內斯公司的持股到二五％，之後更是完全退出經營。「當時傳聞嘉布瑞爾即將入職聯邦政府，」雷曼在二○○五年提到：「這樣一來，柯內斯公司自然就會畫下句點了。」嘉布瑞爾和雷曼兩人在多年後又重新投入政治顧問服務業務。那個時候，固定與嘉布瑞爾一起進行斷食療法的魏澤也加入了他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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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莫斯科 普丁、天然氣與戰爭

一九九七年，普丁向聖彼得堡礦業大學提交了他的博士論文。據傳，這部論文的關鍵章節有五分之四的篇幅翻譯自美國匹茲堡兩位教授的論文。甚至一再有傳言指出，論文的實際作者並非普丁本人，而是出自他的論文指導教授。然而關於普丁論文是否抄襲、是否不是本人所寫，此處暫不予置評。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論文略顯複雜的標題：〈在市場機制形成時期，如何利用一個地區的原物料基礎之策略規畫（以聖彼得堡與列寧格勒地區為例）〉。自從出現指涉抄襲的相關報導以來，這篇論文便處於禁止查閱狀態。據瞭解，論文中將天然氣與石油的出口視為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其論點主張，為此，能源相關部門必須盡可能受到國家的掌控。在現實中，普丁自一九九八年中出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局（ＦＳＢ）局長，之後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坐上俄羅斯總統的位置，並將這個理論付諸實踐。

姑不論普丁那篇論文是如何完成的，總之，在論文口試前三年普丁就參加了一場會議，與會人士來自政界、學術界、外交領域與媒體。會議由德國的科伯基金會（Körber-Stiftung）發起，議題是「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當時普丁已經在家鄉聖彼得堡市擔任副市長兩年。會中，他先是專心聽了很久，隨後發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說。他認為，雖然並沒有人刻意造成蘇聯帝國瓦解，並表示這種說法未免太過荒謬，但由於戈巴契夫（Michail Gorbatschow）領導下的共產黨「處置失措」，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結果就是二千五百萬俄羅斯人突然被迫身處「境外」。普丁繼續說道：「即使只是為了維護歐洲的安全，俄羅斯政府也不該坐視這些人自生自滅。」他呼籲來自西方國家的聽眾：「勿忘當初俄羅斯為了顧及歐洲整體的安全與和平，主動將大片領土移交給前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其中甚至包括歷史上一直屬於俄羅斯的領地。」就普丁的觀點，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並非自己決定成為獨立國家，而是俄羅斯「自願」將歷來屬於俄羅斯的領土交予這些共和國。這不禁令人想到日後普丁談及烏克蘭的演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丁在一九九四年一場會議上，曾舉了幾個例子說明他的觀點：「對此，我想到的不僅是克里米亞半島或是北哈薩克，還包含像是加里寧格勒地區（Kaliningrader Gebiet）這樣的地方。」早在那時候普丁就已經對於克里米亞半島不再是俄羅斯聯邦所有感到不滿──至於加里寧格勒則因蘇聯解體而被獨立後的立陶宛隔開，成為不與俄羅斯接壤的境外飛地。德國專門研究俄羅斯史的歷史學家英格博．弗萊序皓爾（Ingeborg Fleischhauer）當時就在現場，她對這段發言的看法是，普丁對「原初俄羅斯領土界線的視角」必定令在場人士大感驚奇。最終，普丁歸結到一個古老的觀念：「那些浸染過俄羅斯或斯拉夫血液的領土，有權永遠屬於斯拉夫人。」從普丁這段話，可以看出「這種心態至今猶存」。

有兩件事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在幾年後成為俄羅斯總統並決定了這個國家此後幾十年命運的人是怎麼想的。一方面，普丁對蘇聯有著深切的緬懷之情。他曾在二○○五年表示，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於此，普丁哀悼的並非共產主義體制，而是帝國的消亡。另一方面，當時的普丁已經表達出一種想法，認為只要是俄羅斯人現居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都算俄羅斯。因而只要俄羅斯人的利益受到威脅，俄羅斯就有必要以國家的立場出手介入。這就是普丁思維中的「俄羅斯世界」概念，這種概念乃是俄羅斯主張其干預權的根據。二○一四年七月，普丁在對俄羅斯外交官的談話中表示，俄羅斯也應捍衛海外旅居同胞的利益。其中所指涉的對象，並非以種族歸屬來界定，而是所有「自認屬於偉大的俄羅斯世界的人」。也就是說，重建大俄羅斯帝國這樣的理念，從一開始就是驅使普丁行動的力量。這種帝國意識，再加上民族主義思維，便成為他治理國家的核心理念。普丁很快認定自己肩負歷史使命。他視自己為新的俄羅斯沙皇、新的彼得大帝。

第一件事顯示，普丁很早就認為俄羅斯的原物料，尤其是天然氣和石油，不僅是談判籌碼，甚至是一種可以為俄羅斯在世界上爭取到影響力的武器。而為了讓這些「武器」能派上用場，俄羅斯這個國家就必須擁有處置這些天然資源的權力。這樣的理念，也是普丁在成為總統後很快就著手推進的政策規畫。

幾乎可以說，普丁打從一開始就已經表明他的意圖，只是沒有人真的聽進去。這種說法固然有理，卻又不全然正確。因為普丁的作風深受蘇聯國安會（ＫＧＢ）及其情報手法所影響。謊言、欺騙、操控，還有獎勵、奉承、勒索、恐嚇、責罰、暴力，乃至於謀殺，都是蘇聯情報機構常用的手段。真正被低估的，正是普丁的這一面。

然而情況很快就明朗了：普丁要的是完全的權力。他以總統的身分廢除民選州長制，各行政區需要重新聽從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指揮。他扼殺所有的反對黨派，只允許聽命於克里姆林宮指示的所謂「體制內反對派」存在。境內的富豪倘若想要保有或部分保有他們的財富，就必須遵從他的指示。普丁以這樣的方式達到所謂的垂直式權力結構，讓中央重掌話語權，同時打造出一種被美化的「引導式民主」的假民主模式。為了對付內政上的對手，他採取各種司法手段，而這些司法機關的指令實際上來自克里姆林宮。普丁甚至把這樣的操作美稱為「法治的獨裁」（Diktatur des Gesetzes）。

為了落實前述所有規畫，並確保自己背後有忠誠部隊的支持，普丁把自己的朋友和舊部都安排到重要的職位。這些人多是普丁童年或青少年時期的舊識，曾經同住在聖彼得堡近郊奧澤羅（Osero）住宅區的朋友，或是他在涅瓦河（Newa）流經的聖彼得堡擔任副市長期間結識的交際圈人士。總之，大多是曾在蘇聯國安會或其後繼組織供職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在普丁把他們提拔到有影響力的職位後，肆無忌憚地以各種手段中飽私囊。這種中飽私囊的行為只是遊戲規則的一部分而已，因為普丁想要照應自己的人馬。這種行為也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得仰賴普丁，同時還被抓著把柄。對於政界和商界的高層人士，克里姆林宮掌握的詳細資料足以讓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瞬間化為烏有。普丁與其親信據為己有的金額之鉅，使得許多論述與著作將普丁政權歸類為「盜賊統治」（Kleptokratie），也就是主要為官員個人謀取私利的統治體制。然而這頂多只說對了一半。

普丁堅信自己的使命：他要讓俄羅斯再度強大、他要復興帝國。他懷抱極大的毅力去追求這個使命，而他所倚仗的，正是他從一開始便不斷煽動、愈來愈朝向與西方對立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利用俄羅斯東正教向來反對西方的立場，作為他意識形態基礎的一部分。俄羅斯東正教傳統上認為自己是第三個羅馬、真正的羅馬，正好完美契合普丁劃清與西方之間界線的立場。此外，東正教教會奉行的俄羅斯民族三位一體信念認為，俄羅斯民族由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即烏克蘭人）以及白俄羅斯人共組而成。東正教教會也批判同性戀，並排斥政治面與社會面的自由主義。在普丁執政初期，「自由主義」這一概念尚能苟延殘喘，之後逐漸演變成等同於西方頹靡「同性戀文化」的詞彙。與之相對的便是崇尚男性的陽剛氣概，一如普丁不吝於多方展示其運動員、肌肉猛男或是粗曠的鄉野男子等形象，並在言詞間不經意流露出源於俄羅斯黑道的粗俗用語。

普丁的獨裁作風很快就展現在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上。對於鄰國那些「凍結的衝突」（編按：雖停火但尚未正式解決的衝突），這位俄羅斯總統絲毫沒有加以調解的打算。這裡指的是受到莫斯科支持的親俄分離派掌控的地區，如喬治亞共和國境內的阿布哈茲（Abchasien）及南奧塞提（Südossetien）地區，以及摩爾多瓦共和國境內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Transnistrien in der Republik Moldau）。不僅如此，莫斯科當局反其道而行，不斷激化衝突，藉此對這些國家施壓。普丁的外交目的非常明確：他想掌控這些蘇聯解體後獨立出來的國家、削弱歐洲的民主體制，並分裂歐盟。他想建立一個削減美國實力、讓俄羅斯重獲其應得地位的新世界秩序。

特務掌權

由於普丁的安排，情報機構出身的人開始掌權。一時間，許多現任或卸任的情報單位人員一躍成為俄羅斯的「新貴」。蘇聯國安會認為自己是一個連結緊密的團體、兄弟會，是一旦加入就永遠無法自此脫身的教團般的組織。他們的口號是「一日『契卡人』（Tschekist）、終身契卡人」，這個名稱源自蘇聯的第一個情報機構「契卡」（Tscheka）。對組織忠誠是最高品德，背叛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他們的共同使命是重振俄羅斯的榮光，而最重要的個人特質是堅強的實力。為了履行這項使命，可以不擇手段對付俄羅斯的敵人。契卡人熟知如何隱藏自己真正的意圖，也深諳操控、抹黑、欺騙，甚至是肅清他人和組織的手法。對於這個在他眼中正陷入混亂的國家，普丁從一開始就重用這批他所信任的人馬。在普丁第一任總統任期期間，還有人相信他會在情治單位人員和「經濟自由派人士」之間尋求平衡，但事況很快就明朗：出身蘇聯國安會、如今稱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人才有話語權。在普丁的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Jelzin）掌權時期，醫生、歷史學家、超心理學家和馬戲團藝人都能在政壇上有所作為。如今在普丁治下，掌權的則是所謂的權力菁英「希洛維基」（Silowiki），亦即出自情報機構和軍方、穿著制服的那些人。二○○四年，莫斯科社會學家奧爾嘉．克瑞胥塔諾夫斯卡亞（Olga Kryschtanowskaja）分析了一千多位俄羅斯主要政治人物的生平，對象包含克里姆林宮各部門負責人、各部會部長、上下兩議院議員、聯邦行政機構主管和各地方政府首長等。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政治菁英當中，高達七八％有情報機構或軍方背景。1

蘇聯國安會可以說成就了普丁的一切。他出身貧寒，祖父是史達林鄉間宅邸的廚師，母親是沒受過什麼教育的純樸女性，父親則在工廠裡做工。兩位兄長皆已亡故，一位在出生後不久便夭折，另一位則死於納粹德軍封鎖列寧格勒（Leningrad，今聖彼得堡）期間。就連普丁的母親也是僥倖在當年的圍城戰中存活下來，才得以在四十一歲生下第三個兒子。普丁的父親在二戰期間加入一支游擊隊，在德軍敵後襲擊。據稱這支游擊隊的二十八名隊員中，僅有四人生還。之後，普丁的父親在一場幾近無望的陣地防衛戰中，差點因失血過多喪命。「戰爭中總有失誤。不可能沒有失誤。但我們還是要想到勝利，當時那些人就是想著戰勝這件事。」普丁在他首屆總統任期之初曾如此表示。普丁一家住在蘇聯時期特有的「共用公寓」（Kommunalka），屋裡沒有洗浴設備、沒有熱水，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廚房。普丁會和玩伴們一起在樓梯間追逐老鼠。他就是個在院落裡長大的孩子。父母雖然疼愛他，卻幾乎管不動他。依普丁自己的說法，他是個小搗蛋鬼。儘管如此，老師們也注意到他的記憶力很好。他以柔道和俄羅斯傳統防身術桑搏（Sambo）等搏擊運動，為自己贏得自信與尊重。接著，他立志成為間諜，為國家成就一些英勇事蹟。果不其然，他如願進入蘇聯國安會。據說普丁的一位大提琴家朋友曾問過他，作為間諜的他到底都在做些什麼，普丁答道：「我是和人打交道的專家。」

普丁三十三歲那年從莫斯科的國安專校畢業後，就被派遣到東德的德勒斯登（Dresden）執行海外任務。他很快就從上尉晉升到中校，並於一九八八年二月獲東德國安部（Stasi）部長米爾克（Erich Mielke）頒發國家人民軍銅質功績勳章。一位曾與普丁同時期駐在德勒斯登的蘇聯國安會同事回想表示，普丁「是善於祕密部署的大師」，並提到他是「精於製造人為情境的導演，用以測試對他有利用價值的人」。

東歐共產陣營的瓦解震撼了普丁。德勒斯登的抗議人潮想要衝進蘇聯國安會的建築時，普丁馬上致電東德境內的蘇聯武裝部隊，卻被告知：「沒有莫斯科的指令，我們什麼也不能做。但現在莫斯科當局保持沉默。」對普丁來說，這是一次關鍵的人生體驗：「我才感覺到，我再也沒有祖國了。」他向抗議人群自稱是翻譯人員，並表示已接獲指令，只要有人闖進蘇聯國安會的駐地，他就可以開槍。抗議人群於是散了開去。接下來幾天，普丁和他的同事都忙著焚毀文件資料。「我們銷毀所有東西，包含我們的連繫網絡和線人資料。那可是一大堆資料！我們燒的東西多到連火爐都燒爆了。」普丁回憶道。

普丁當上總統之後，他駐德勒斯登ＫＧＢ時期的幾位同事，也被提拔擔任要職。例如他拔擢托卡瑞夫（Nikolai Tokarew）擔任俄羅斯海外石油公司（Zarubezhneft）的執行總裁，這是一家開發油田和天然氣田的國營企業。幾年後，托卡瑞夫轉任俄羅斯國家石油運輸公司（Transneft）總裁，專營輸油管事業。駐德勒斯登時期與普丁同住一舍的切梅佐夫（Sergei Tschemesow）則成為國家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後來更成為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Rostec）負責人，主掌軍備現代化事務。2

以能源作為武器

普丁很快就著手將能源事業放在自己的掌控下。他早就注意到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他看重這家公司能成為他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武器。這家半國營的天然氣巨頭，坐擁全球最大的天然氣儲備量，而且銷往歐洲的量能與日俱增。就任總統後，普丁不斷擴張他在該公司的權力基礎。一年之內，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十一位管理高層就有九位換成普丁的親信人馬。這些新上任的高層大多是過去曾任職於蘇聯國安會，或是普丁在聖彼得堡時期的「家族成員」。二○○二年，普丁任命他的親信麥德維傑夫（Dmitri Medwedjew）擔任該公司的監事會主席。六年後，普丁更讓麥德維傑夫接任他為總統。因為依據當時的憲法，普丁不得在兩屆總統任期後續任。然而擔任總統的麥德維傑夫不過是代理人和魁儡，普丁只是在這段期間轉任總理，並於二○一二年重返總統之位。之後，普丁逐步修改憲法，保障他自己至少能安坐總統之位至二○三六年。

米勒（Alexei Miller）過去曾任職於聖彼得堡市長辦公室外事處，二○○一年被普丁任命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總裁。米勒被認為是缺乏自主創新意志的蘇共體制官僚，這正好符合普丁的需要，因為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單獨做出所有重要決策。就像普丁所有身居高位的親信一樣，米勒很快就晉升為身價不斐的富豪。據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walny）的團隊調查，米勒的莊園占地達六萬二千平方公尺，主屋面積就有八千五百平方公尺。除了一座東正教小聖堂和各式招待所外，莊園內還有一座占地二千平方公尺的馬廄，以及相連的賽馬場。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普丁的主導下，實力愈來愈堅強，並且將業務範圍拓展到石油產業。二○○五年秋季，這家天然氣巨頭以一百三十一億美元的價格從富豪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witsch）手中收購俄羅斯第五大石油企業西伯利亞石油公司（Sibneft）。這家公司持續以這種方式拓展規模。十五年後，俄氣公司已經擁有長達十七萬公里的天然氣管線設施、近五十萬名員工，並為俄羅斯國家預算提供幾近四○％的財政收入來源。此外，這個集團還有自己的銀行、一家航空公司與一家保險公司，以及位於普丁家鄉聖彼得堡那棟造價十七億歐元、高四百六十二公尺的集團總部大樓。

普丁上任後不久，就把俄氣公司當作排除內政上批評聲浪的武器。莫斯科的ＮＴＶ電視臺對普丁及他在車臣發動的戰爭提出嚴厲批判。ＮＴＶ是俄羅斯第一家全國性播放的私營電視臺，以優越的新聞報導品質受到觀眾喜愛。在每週一次的政治諷刺節目《人偶》（Kukly）中，俄國的一些掌權人物會以傀儡木偶的形象出現，接受尖銳的批判。該臺還在談話性節目中討論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是否參與了莫斯科多處民宅密集遭到炸彈攻擊的事件──因為那幾起炸彈攻擊事件，正是普丁不計後果對車臣發動戰爭的理由。此外，二○○○年夏季庫斯克號潛艇（Kursk）在巴倫支海（Barentssee）沉沒後，ＮＴＶ針對官方的應對措施做了批判性報導。那次事故造成潛艦上的一百一十八名官兵全員罹難。然而事故之初原本還有二十三人倖存，這些倖存者最終會喪命，可能與普丁拒絕外國專家的協助有關。ＮＴＶ電視臺的老闆是媒體大亨古辛斯基（Wladimir Gussinski），普丁由於該臺的批判報導而想盡早將之關閉。他動用了稅務警察和司法機關對電視臺施壓，並逮捕古辛斯基。為了不被羈押，古辛斯基被迫簽下合約，將他持有的媒體集團全部股份以三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古辛斯基同時也是「俄羅斯猶太人大會」（Russischer Jüdischer Kongress）主席。事發後他先逃往西班牙，然後移居以色列。至於ＮＴＶ電視臺對克里姆林宮當局的批評立場，則在被俄氣公司收購之後隨即終止。

另一位持有電視臺和多家紙媒股份的商人，則是備受爭議的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sowski）。這位富豪長期被認為是前總統葉爾欽的幕後操盤手，他在意識到普丁不想和他有生意往來後，也開始批評普丁。別列佐夫斯基在多次成為法律訴訟案件的被告之後前往英國，這位商界人士在那裡繼續積極反對普丁。二○一三年，別列佐夫斯基被發現陳屍於戒備森嚴的自家住處中。究竟他是上吊自殺或是被勒斃，始終未獲釐清。因此自二○○一年起，俄羅斯的電視媒體基本上已經呈現一致化的現象。僅有莫斯科迴聲廣播電臺（Echo Moskwy）還能維持帶有批判風格的節目內容，只是這樣的批判空間已然受到限制，因為該電臺三分之二的股份持有者是俄羅斯天然氣傳媒控股公司（Gazprom-Media），而這家控股公司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Gazprombank）旗下的子公司。

國家是否該有國營的石油公司，這個問題尚待解決──因為在一九九○年代，俄羅斯的石油市場已經完全落在私人手中。普丁沒辦法那麼快就將那十年間以各種不正當、甚至是非法手段致富的寡頭一腳踢開。當時最大的石油公司是尤科斯（Jukos），持有者是俄羅斯富豪榜榜首霍多爾科夫斯基（Michail Chodorkowski）。霍多爾科夫斯基有政治理想，他不僅以財力資助各政治黨派，還曾在一次普丁會晤多位寡頭的場合，公開譴責俄羅斯無所不在的貪腐現象。此外，霍多爾科夫斯基也計劃與美國的石油跨國企業埃克森美孚（Exxon）成立合資公司。霍多爾科夫斯基的種種規畫多次破壞普丁的策略布局，使得這位俄羅斯總統對他做出了最嚴厲的回應。最終，普丁決定摧毀尤科斯公司，並再次動用司法和稅務機關作為他的工具。整個行動由普丁的親信謝欽（Igor Setschin）負責策劃。謝欽出身自蘇聯國安會系統，曾在普丁任職於聖彼得堡市政府期間擔任他的辦公室主任。石油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在二○○三年遭到逮捕，並在一連串表演式的審判中被定罪，接著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營，就此消失在公眾視野中十年。

障礙掃除，成立國營石油公司的規畫得以啟動。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原來是蘇聯石油產業的剩餘資產，如今由謝欽負責經營。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公司解體後，該公司以遠低於市價的價格收購了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因此俄羅斯石油公司在極短的時間內，躍升成為俄羅斯最大的石油業者。

上任便開戰

普丁從一開始就把戰爭當成手段。他決心對叛離的高加索車臣共和國（Kaukasus-republik Tschetschenien）動用軍事武力，讓他這個本來默默無聞、略顯蒼白的新任總理，在一九九九年下半年迅速得到俄羅斯民眾的支持。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間，葉爾欽執政下的俄羅斯曾在車臣境內發動激烈的武裝衝突，讓俄羅斯人無意再戰，原因是俄羅斯對這個高加索小國的首戰就嘗到恥辱的敗果。但是，一九九九年九月發生的幾起戲劇性事件扭轉了這種輿論氛圍。短短幾天內，在莫斯科和其他兩個地方有多處民宅遭到炸彈攻擊，造成三百六十多人死亡。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隨即將偵查方向指向車臣嫌犯。在這個北高加索的自治共和國，在事實上獨立的這些年裡形成了一種由幾個軍閥枉法專制的統治狀態。這些武裝勢力製造不安和恐慌，光是俄羅斯人和外國人遭到綁架並勒索錢財的事件就高達數百起。這些事件引發的怒意和憤慨也相對強烈。而現在，車臣人又被認為是製造炸彈攻擊的始作俑者。

不過很快就有人開始懷疑，那些慘烈的炸彈攻擊事件是否真的是車臣人所為。其中一起爆炸案發生在莫斯科東南方約二百公里遠的梁贊市（Rjasan），特別引發揣測，認為該事件可能是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自導自演的行動，目的是扭轉俄羅斯境內的輿論氛圍。有人在現場看到幾名男性將三個大袋子放進一處住宅的地下室，然後開著一輛遮蔽車牌號碼的車子離開。接獲報案的警察在那些大袋子裡面找到名為「黑索金」（Hexogen）的炸藥，拆彈專家更在其中發現軍用引信。約二百五十名住戶旋即在夜間緊急疏散，安置在一間電影院的播映廳。翌日，俄羅斯內政部部長驕傲地宣告，成功制止了一場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只是才過半個小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同時也是普丁的親信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chew）便宣稱，那只是一場為了提高民眾警覺而做的演習，並表示大袋子裡面裝的只是砂糖。對該次事件的偵查行動也隨即告停。值得注意的是，認為聯邦國安局有涉入該次事件的兩位俄羅斯杜馬（Duma，俄國國會下議院）議員，不久後都在謀殺事件中遇害。其中，議會調查委員會主席尤申科夫（Sergei Juschenkow）於二○○三年四月在莫斯科遭到槍殺。僅僅三個月後，同樣也是調查委員會成員的謝科奇欣（Juri Schtschekotschichin）中毒身亡。據推測，致死原因可能是釙二一○（Polonium-210）中毒。不僅他的家人未接獲驗屍報告，他的病歷紀錄也不知所蹤。同為調查委員會成員的特列帕什金（Michail Trepaschkin）指認，租用梁贊事件地下室的一名男性疑似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情報人員。二○○三年十月，在公開調查結果前，特列帕什金遭到逮捕，隨後被判處四年勞改監禁。

被認為是車臣人所為的這幾起攻擊事件，改變了俄羅斯人看待戰爭的態度。儘管普丁口中說著「反恐行動」，但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卻下令用飛彈攻擊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sny），隨後的空襲更是造成數千平民百姓失去性命。更遺憾的是，罹難者大多是俄羅斯人，因為當時的格羅茲尼居民仍以俄羅斯人為主。然而隨著戰爭持續，普丁的支持率卻逐週攀升。他被視為民族救星，讓這個國家擺脫過去幾年所受的恥辱。一九九九年八月，普丁的支持率還只有三○％，同年十一月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七五％。當葉爾欽在二○○○年除夕夜宣布辭職，由普丁暫代總統職務時，這場「繼任者行動」也就完成了。

普丁從一開始就主張，軍事武力只用來針對恐怖分子。他宣稱要像碾碎毒蛇一樣剷平車臣恐怖分子，甚至「就在廁所把他們幹掉」。一九九九年十月，格羅茲尼的市集廣場遭到飛彈擊中，造成超過一百三十人死亡。這樣的行為很難與「打擊恐怖分子」的說法畫上等號。車臣共和國的面積僅相當於德國第二小的行政邦什列斯威─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而為了對付住在這個國家的人民，普丁卻很快動用了整個俄羅斯的軍事機器。格羅茲尼被炸得粉碎，市中心只剩下一些斷垣殘壁。車臣的武裝分子也採取冷酷的恐攻行動作為反擊，例如二○○二年十月在莫斯科一座歌劇院挾持觀眾作為人質。或是二○○四年九月在貝斯蘭（Beslan）一所學校進行流血攻擊，導致俄羅斯軍隊進行攻堅的過程中有三百三十一名人質喪生。不可否認的是，俄羅斯軍隊自開戰以來，就毫不留情地以殘忍方式對待包含平民百姓在內的車臣人。

如同後來世人從發生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的戰爭看到的一樣，當時俄羅斯軍隊在車臣用的是相同的手法。在戰場上發現的萬人塚中，多數罹難者頭部中彈身亡，有些遺體甚至被蒙蔽眼睛、綁住雙手。據悉，這些人多為此前被俄軍從住家中強行擄走的男性。他們被關在祕密監獄，遭到折磨甚至殺害。在所謂的「過濾營」（Filtrationslager），男性與女性遭受電擊、棍棒毆打，甚至被性侵。一個多數人口想要獨立自治的民族就這樣受到打壓，儘管當中也不乏有激進的伊斯蘭分子和暴徒參雜其間。此外，「清剿」行動不斷在車臣村落造成屠殺事件，致使更多人投入車臣武裝勢力的行列。普丁把一整個民族宣告成敵對方，最終使得一個國家淪為廢墟。普丁利用蓋達（Al-Qaida）和其他恐怖組織興起、伊斯蘭恐怖主義猖獗之際，把對車臣發動戰爭塑造成反恐行動。而西方國家則默許這些事情發生，畢竟車臣離得很遠。二○○一年九月，普丁甚至獲邀在德國聯邦議會發表演說，並搏得在場一眾國會議員的掌聲。

儘管車臣戰事延宕不決，普丁仍持續受到俄羅斯民眾的擁戴。薪資和退休金再度得以準時發放，俄羅斯的經濟也受惠於大幅上揚的原油價格而穩定成長。許多外國公司積極投入俄羅斯市場。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市，除了原有的富豪外，一個新的中產階級也在崛起。在許多俄羅斯人眼中，普丁執政的前幾年就是俄羅斯休養生息和經濟起飛的年代；西方國家則把普丁視為讓俄羅斯重新恢復穩定秩序的人。普丁意會到，戰爭能為他帶來聲望。他的支持率在二○○八年夏季特別高，因為當時擔任總理的普丁再次發動戰爭，總統則是長期被視為只是代行他職權的麥德維傑夫。這次的戰事跨出俄羅斯邊界，直擊南方鄰國喬治亞（Georgien），以防止「種族滅絕」為由開戰。俄羅斯對喬治亞的那波攻勢只持續了幾天，一度引起西方國家的擔憂，但為時極短，大家很快又回歸日常。

三年後，普丁宣布二○一二年將再度參選總統，即便俄羅斯憲法規定只能擔任兩屆。他的支持率在這個時候已經跌至歷史低點。俄羅斯在高油價推動下前所未見的十年經濟繁盛期此時已經結束。由於總統麥德維傑夫提出讓俄羅斯全面現代化的承諾未能兌現，令中產階級感到失望。終於在二○一一年底，因為杜馬議會選舉舞弊引發大規模抗議行動。這時普丁再次加大他打壓俄羅斯境內反對派的力道，並提高他主張民族主義、反西方的聲量。二○一三年底至二○一四年初，烏克蘭爆發「獨立廣場革命」（Maidan-Revolution），反對烏克蘭當時立場親俄的總統，並主張烏克蘭應加入歐盟。這場革命的訴求讓普丁陷入被動守勢。於是他下令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領了烏克蘭在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在二○一四年三月正式吞併該地。俄羅斯人為此大肆慶祝，普丁的支持率也飆升至幾近九○％的歷史新高點。

普丁繼續發動戰爭，這一次是針對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Donbass）。二○一四年春，併吞克里米亞之後不久，頓內次克（Donezk）與盧甘斯克（Luhansk）兩個「人民共和國」在俄羅斯的扶持下相繼成立。只是俄羅斯總統似乎更喜歡不光明正大地開戰。一貫的說詞是，俄羅斯士兵只是「迷路」或剛好「去度假」，就被捲入戰場了。與此同時，俄羅斯仍持續散布針對烏克蘭的政治宣傳，指稱烏克蘭是「法西斯主義者」和「納粹分子」的集中地。

普丁早已為這幾場戰爭做了充分的準備。對他來說，軍備戰力的改革，是他總統任內除了掌控能源產業之外最重要的任務。一場「寧靜的軍事革命」3在俄羅斯悄然展開，可惜西方國家對此不夠重視。普丁關注的重點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能力。他的目的是讓俄羅斯軍隊有能力在鄰近幾個國家進行軍事干預，同時也希望能以軍事實力改變冷戰結束後的歐洲秩序，朝有利於俄羅斯的方向發展。這波軍事改革的緣由，來自於俄羅斯對喬治亞的戰爭。那場戰役為期五天，最後俄羅斯雖然因為物資充足和人多勢眾等優勢而打贏了小國喬治亞。實際上克里姆林宮卻把那次行動視為一場慘痛的經驗：因為各部隊之間行動不協調，缺乏有效溝通甚至完全無法進行對話。因此，普丁自二○○八年底開始進行軍隊改革。他把臨時士兵的數量提高到三十萬人，並組建一支約有五萬兵力的快速反應部隊（Eingreiftruppe），由多達四十個特種單位組成。同時也改革了義務役的訓練方式，在瑞士和奧地利的協助下，將西方國家的指揮技術引介給俄羅斯軍方。此外，普丁大幅增加軍事演習的次數，開始進行進攻性戰略的演練。自二○○九年起，俄軍在一系列代號「薩帕德」（Sapad，「西方」之意）的軍事演習中，明確地將北約組織作為假想敵。還有一些軍事演習把波羅的海三國及芬蘭作為演習對象。在北約外圍邊境進行高風險軍事飛行訓練的目的，是要展示俄軍戰略上的難以捉摸。除了北約組織成員國的領空遭到侵犯的事件倍增外，俄羅斯空軍的長程戰略轟炸機和戰鬥機飛越波羅的海、北海與黑海，有時會威脅到民航機的飛行安全。二○一五年九月以來，為了避免自己支持的獨裁者阿薩德的政權倒臺並進一步穩固阿薩德的統治，普丁開始介入敘利亞內戰。為此，俄羅斯空軍不斷轟炸敘利亞的幾座城市，並且刻意以民宅、醫療院所和學校作為攻擊目標。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在這些空襲中失去生命。與此同時，普丁也在敘利亞戰場上測試諸如新型戰鬥機、無人機或是掩體穿透飛彈等數十種武器系統。

敘利亞戰場這個「實戰試驗場」對普丁來說極為重要，因為他可以藉此推動俄羅斯軍備工業的現代化。然而，俄羅斯軍備工業現代化的過程也有西方國家的參與：直至二○一四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前，包含德國在內的許多歐盟國家都以輸出技術的方式支持俄羅斯的軍備發展計畫。俄羅斯因此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軍武支出大國。自二○一四年起，俄羅斯官方公布的軍事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四％至五％。但如果加上財政預算上隱藏的軍事支出，俄國斯的實際軍事支出占比可能介於七％至一○．七％之間。相較之下，美國的軍事支出占比約為四％；同時期，德國的軍費占比為一．三％。俄羅斯國內因此開始出現一些警告的聲音，例如前財政部部長庫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若俄羅斯過度擴增軍費，可能會重蹈蘇聯走過的不歸路。普丁則說這些都是「極為不切實際的想法」。4

此外，普丁非常重視核武戰力的現代化。俄羅斯的軍事理念包含一項看法，也就是在戰事初期實際使用戰術型核武作為警告。這樣做的目的，就像軍事演習中演練過的一樣，在於「緩和」與北約間的衝突。二○○九年，俄羅斯首次進行了這類情境的模擬推演。其實，早在二○二二年二月進攻烏克蘭之前，普丁本人就提到過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二○一五年，在吞併克里米亞週年之際，俄羅斯一家電視臺播出一支影片。影片中，在被問及當時的行動過程時，這位俄羅斯總統表示，由於當時無法預知西方國家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這件事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因此俄軍為各種可能的情況都做了準備方案。接著，被問到這是否意味著俄軍部署的核武戰力已經進入備戰狀態時，普丁表示：「我們當時確實準備好這樣做了。」普丁想要讓西方相信，他已經做好動用核武的準備。

普丁也會刻意使用暴力對付個別持反對立場的人士。政治謀殺便是他統治的手段之一。失勢的人要做好可能被毒殺或槍殺的準備，或是在疑似車禍事件中喪生，或是不慎從窗戶墜樓身故。俄羅斯的情報機構擁有「殺人許可證」。據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調查發現，哪些人應該受到清算，決定權在普丁和總統辦公室。執行這些謀殺指令的單位，則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或是軍方的總參謀部情報總局格魯烏（ＧＲＵ）。這些執行單位之間存在競爭關係，看誰能最有效、最快達成克里姆林宮設定的目標，甚至常發生執行單位之間搶著負責某個案件的情況。除了這些情報單位之外，還有一些非官方的私人外圍組織，活動於前情報人員或是前寡頭的圈子裡，這些人會把打擊和殺害俄羅斯的敵人視為忠貞愛國的表現。

謀殺令的受害人往往是在軍事上對抗俄羅斯的人，例如車臣的人。然而，同樣會遭到殺害的還有反對派人士、反對普丁政府的人、發表批評言論的記者與人權運動人士。另一個目標族群則是變節者，亦即普丁所說的「叛徒」，尤其是那些叛逃的前情報人員。二○○六年十一月，就有一位這樣的「叛徒」遇害。前蘇聯國安會人員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winenko）在英國倫敦遭到釙二一○毒殺身亡。利特維年科之所以會中毒，極有可能是在倫敦的飯店與來自俄羅斯的前蘇聯國安會人員盧戈沃伊（Andrej Lugowoi）和生意人科夫頓（Dmitri Kowtun）見面時，遭後兩者在他飲用的茶水中投毒所致。英國警方確認，這兩人在行動過程中有留下毒物的痕跡。利特維年科最終在英國首都的一家醫院中痛苦地離世。他曾先後為蘇聯國安會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工作。據他表示，他與其他人過去曾接獲暗殺富豪別列佐夫斯基的任務。一九九八年利特維年科在莫斯科的一場記者會上公開此事，造成轟動。他在二○○○年逃往英國，在當地得到別列佐夫斯基的協助，並從二○○三年開始為英國情報機關「軍情六處」（ＭＩ６）效力。涉嫌謀殺他的盧戈沃伊於案發後在莫斯科得到國會上議院一個席次作為獎勵，並獲普丁授勳表揚。二○一六年，英國高等法院法官歐文（Sir Robert Owen）調查得出結論：俄羅斯情報人員執行了該次暗殺任務，且「可能經總統普丁授意」。

利特維年科遇刺的幾週前，批評當局的俄羅斯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wskaja）在租屋處遭到槍殺。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報導的重點是俄羅斯安全部隊和軍隊在車臣的貪汙行徑與暴行。早在二○○四年她就僥倖從一次毒殺行動中脫身。她撰文提到普丁時是這麼說的：「他會清算那些過於反叛的人。」

儘管東歐國家如波蘭，還有波羅的海諸國和北歐諸國早就對莫斯科當局的侵略意圖提出警告，德國仍不以為意。即便俄羅斯在各方面都明顯往威權的方向發展，德國依舊把這個國家視為可以開展業務、穩定供應天然氣和石油的戰略夥伴，同時也認為，若缺少俄羅斯，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安全就無法得到保障。然而，柏林當局的判斷錯得徹底。因為在普丁看來，這些西方國家過度安逸、軟弱又瀰漫著頹廢的氣息。普丁並認為，不同於俄羅斯，這些西方國家沒有承擔風險的意願。然而，德國的對俄政策仍陷於愈來愈偏離現實的俄羅斯印象之中。


3 緩和政策 遭到濫用的社會民主黨神話

二○二二年十月，社民黨人蒂爾澤（Wolfgang Thierse）在柏林的聯邦總理布蘭特基金會（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舉辦的一次晚會上發表演說。演說中提到，近日他在報紙上讀到：「布蘭特的時代過去了。」這讓蒂爾澤心頭震撼，不免想到：難道這位社民黨卸任總理當初的東方政策，以及他的幕僚巴爾提出的「以接觸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這項理念，也過時了嗎？曾任聯邦議會議長的蒂爾澤雖然坦承，隨著普丁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德國的對俄政策可能已經徹底瓦解，如今德國不僅無法將國家安全寄望於俄羅斯，反而必須提防、甚至與之對抗。儘管如此，蒂爾澤可能無法真正割捨布蘭特的東方政策。「這真的是歷史性的錯誤路線嗎？」時年七十九歲、擔任基金會理事會主席的蒂爾澤問道。他希望，未來某個時機點，當年由布蘭特和巴爾提出的「共同安全」理念能有機會重獲實現。和蒂爾澤一樣，這天晚上來到金屬工業工會（IG Metall）在柏林的孟德爾頌大樓的銀髮族男女，應該大多懷揣著相同的感觸。

在德國社民黨人的信念體系中，緩和政策（又稱為東方政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被認為是社民黨外交政策的基礎，而批評這項政策就會被視為對黨內最神聖信念的攻擊。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緩和政策的發想者布蘭特和巴爾，使得兩人也因此成為社民黨的偶像級人物。時至今日，這個東方政策在社民黨內仍被視為成功，且與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系列劃時代的正面發展息息相關。其中包括德國與東歐鄰國的友好關係，是因為緩和政策的推行才得以實現。此外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東方政策」，東歐就不可能推翻共產政權的統治。更重要的是：沒有布蘭特和巴爾提出的緩和政策，就不可能促成兩德統一。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有東方政策才讓兩德統一成為可能。只是，所有這些說法若非完全不正確，就是只對了一部分。然而，凡是批評這一點的人，在社民黨內往往被視為異端，或思想上還停留在冷戰敵對狀態的人，即便歷史研究早已揭露事實並非如此。東方政策至今仍是社民黨極力捍衛的神話。不瞭解該黨數十年來盡心維護的這個神話，就無法理解過去二十年來社民黨錯誤的俄羅斯政策。

身為政治人物，布蘭特曾多次改變他對蘇聯的立場。起初，他的目標是務必避免東西方兩大陣營爆發大規模衝突，同時，面對莫斯科方面的施壓他也抱持不退讓的態度。一九五八年，布蘭特擔任西柏林市長期間，柏林正陷入為期四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機，布蘭特果斷地以冷戰戰士的姿態站出來捍衛立場。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他仍堅定認為德國必須堅守對原東部領土的主權主張。當時的口號是「放棄即叛國」（Verzicht ist Verrat），這個立場也受到社民黨的支持。直到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結束、柏林危機也隨之解除後，布蘭特才逐漸改變他的態度。他的理念是，兩大陣營和平共存與競爭、推動緩和政策與各種人道放寬措施，以及採取循序漸進的政策以促進對方體制轉型。同時他也清楚，唯有西方維持強盛軍力和具備防禦能力，並持續採行嚇阻政策，緩和政策才有可能成功。當時，德國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已有超過四十萬兵力，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四％至五％。

擘劃構思東方政策的巴爾於一九六三年提出「透過接觸帶來改變」，說明未來兩德關係的東方政策。當時布蘭特和巴爾眼見西德在兩德關係的相關政策上已經陷入僵局。聯邦政府所在的波昂當局必須先與莫斯科達成共識，才能在與東柏林的談判上有所進展。對莫斯科方面有所妥協，才能繼續與東柏林方面順利進行談判。巴爾的目標是：「該區的轉型必須得到蘇聯的同意。」因此，東方政策的出發點可說是為了處理兩德問題的需要。

布蘭特曾在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領導下的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大聯合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部長，他在一九六九年出任由社民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社會自由聯盟政府（sozialliberale Koalition）總理。布蘭特上任後也開始尋求與東方鄰國緩解情勢，首先是霸權大國蘇聯，接著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布蘭特認知到，既然已經失去德國昔日的東部領土，那麼承認事實存在的邊界就很重要，並且應就此放棄所有以武力改變邊界問題的企圖。基民盟與基社盟的反對派之所以猛烈攻擊布蘭特與其東方政策，是因為這位總理及其東方政策，偏離了當時德國政界的普遍共識。這些攻擊聲浪後來也讓布蘭特獲得某種殉道者的光環，至今對許多人來說仍然如此。

一九七○年一月至五月，巴爾在莫斯科進行了長達五十個小時的談判，才終於確定了《莫斯科條約》的基本架構，其中的主要內容是承認以奧得河和奈瑟河（Oder-Neiße-Grenze）為邊界。布蘭特也致力於與那些在二戰期間飽受德國侵犯之苦的國家及其人民和解，他的華沙之跪成為東方政策的象徵。一九七○年代之初，德國與莫斯科、華沙和布拉格當局簽訂一系列條約，同時也與東德政府簽屬了《兩德基礎條約》（Grundlagenvertrag）。在這些條約中，約定相互放棄使用武力，並將主權限定在各自的領土範圍內。對許多德國人來說，與東德的《兩德基礎條約》放寬了旅遊限制，從此西德人可以前往東德，而東德人只有在退休後才能入境西德。

德國的東方政策是歐洲緩和政策的一部分，而歐洲緩和政策不僅受到華盛頓當局的認可與支持，也催生了歐洲安全合作會議（Konferenz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並於一九七五年簽署最終文件，其中納入了維護人權的承諾。

東方政策變得有壓迫性

然而，東西方對於緩和政策各有不同的解讀。西方期待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過程能促使東歐國家民主化，蘇聯則把這份最終文件視為維持現狀的保證，也就是讓二戰期間被征服的那些國家繼續受到莫斯科的主導。在莫斯科看來，蘇聯對歐洲的統治權由此得到了西方國家的默許，緩和政策是共產主義的一次勝利。至於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對民主與人權的承諾，則完全被蘇聯擱置──莫斯科的共產黨領導階層無情地打壓批評政權的人，並將這些批評者關進勞改營或精神病院。

最終，緩和政策未能達到預定目標。雖然與東歐的幾個共產政權展開了對話，但並未對當地的政治體制帶來任何改革。反而讓冷戰進入另一個新階段：莫斯科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非洲國家發動和支持推翻既有政權，並於一九七九年進軍阿富汗。然而，工會組織「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在波蘭由下而上興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則有「七七憲章」（Charta 77）的發表，訴請政府遵守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最終文件中的人權承諾。一九七九年，波蘭出身的教宗諾望保祿二世（Papst Johannes Paul II）訪問波蘭，在這個民主化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數百萬波蘭同胞歡呼教宗的到來，為他呼籲良心自由和關注人權議題喝采。教宗的返鄉之旅成為「團結工聯」成立的契機。面對新的挑戰，華沙的共產政權這樣回應：共產黨與政府領導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宣布實施戒嚴。近二十四年後的二○○五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終戰六十週年慶祝活動上，賈魯塞斯基獲普丁頒授紀念勳章。

對於立場保守與反共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德國社民黨抱持保留態度。而波蘭的團結工聯則被社民黨高層視為破壞緩和政策的力量，並傾向與這個組織保持距離。希望共產政權產生轉變的初衷在一九八○年代逐漸被人遺忘，只剩下接觸。在東方政策這第二個階段，社民黨以「安全伙伴關係」的想法，將希望寄託在這些威權的共產政權。即便當時早已清楚，東歐共產國家的幾位掌權者不會以巴爾主張的「具有人性面貌的社會主義」作為發展目標。

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波蘭局勢，乃至於該國發布實施戒嚴之後社民黨高層的反應，都充分說明了該黨面對共產政權的態度。巴爾指責團結工聯將歐洲和平置於險境。這位東方政策的策畫者認為，波蘭的動盪將危及北約與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軍事平衡。一九八一年秋，當團結工聯用罷工質疑共產黨的權力壟斷時，巴爾曾被問到蘇聯是否有權介入波蘭局勢。巴爾的回答是：「當然有！」同年底，社民黨籍的德國總理施密特認為，實施戒嚴「有其必要」。一九八五年布蘭特訪問波蘭期間，刻意迴避面會「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Lech Wałęsa）。

對於那些在東歐共產國家試圖推動社會與民主改革、掙脫共產黨統治牢籠的民主力量與民權組織，社民黨缺乏理解。正如史學家文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提到的那樣，社民黨的態度「給人冷漠無情的疏離感，甚至不信任的印象」。東方政策因此帶有壓制性質，因為它的發想人實際上支持壓迫者的策略。因此，波蘭和捷克的政界與社會始終未曾忘記德國社民黨當年的立場與作為。1

立場接近東德的統一社會黨

為什麼會這樣呢？說到這裡，就值得回顧一下社民黨近期的歷史。一九七○年代初期，六八學運世代在各大城市極力將社民黨推向左派立場，使這個黨陷入痛苦的自我撕裂論戰中。新馬克思主義開始興起，社民黨的《哥德斯堡綱領》（Godesberger Programm）原則，例如其中對市場經濟與國防的表態都備受質疑。一九七○年十一月，當時作為社民黨學生組織的「社民黨大學院校聯盟」（ＳＨＢ）自行決議了社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聯合行動。社民黨因此切斷社民黨大學院校聯盟的資金，後來並走司法途徑禁止該聯盟使用「社民黨」的名稱。即便如此，問題依然存在。在社民黨青年團中，支持共產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Staatsmonopolkapitalismus）理論的成員具有強大影響力，他們對於與受東柏林操控與資助的德國共產黨（ＤＫＰ，這是在西德活動的政黨）合作並無異議。他們還積極參與德國共產黨發起的「廢除職業限制令！」（Weg mit den Berufsverboten!）行動，反對將共產黨人排除在公職之外的規定。社民黨青年團主席貝內特宣稱，在企業內部，也就是「共產黨人做出實質貢獻的地方」，讓人不得不與他們「聯合起來反抗資本家」。貝內特並宣告，基民盟和基社盟是階級敵人的政黨，但共產黨不是。與此同時，在布蘭特領導下的社民黨則致力於和共產黨劃清界線。然而，社民黨高層並沒有嚴格執行這項策略的意願──因為有太多成員認同聯合行動的理念。一九八○年，這種聯合行動在對上基社盟候選人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的選戰中，或是在像「搖滾抗右」（Rock gegen rechts）這類活動中，都可以看到。

德國共產黨的傑作──同時也是東柏林與莫斯科的成就──便是一九八○年發起、反對美國提升軍備部署的「克雷費爾德呼籲」（Krefelder Appell）。當時的口號是「核武殺機，威脅你我」。然而，這份號稱跨黨派的呼籲卻對蘇聯「提前部署」SS-20核導彈隻字未提。德國共產黨因此得以打造一個多元大聯盟，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成員是社民黨左派分子。社會自由聯合政府之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告終，也與總理施密特推動部署潘興二型核導彈（Pershing-II-Raketen）和巡弋飛彈的政策，幾乎得不到自家黨內支持有關。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社民黨思想先鋒埃普勒（Erhard Eppler）參加了在波昂舉行、由德國共產黨主導的和平抗議活動。聯邦議會的社民黨黨團對此不甚贊同，然而社民黨黨主席布蘭特仍公開維護埃普勒──因為埃普勒的行動讓社民黨開始接觸和平運動。接下來幾年於復活節期間舉行的反戰示威遊行，社民黨會在集會上與共產黨發表共同演說。當時擔任社民黨漢諾威地方黨部主委的施洛德也不例外。一九八三年十月，布蘭特也和一名德國共產黨員共同出席了在波昂舉行的大型集會活動。為此，布蘭特曾表示，社民黨雖然不尋求與共產黨結盟，但也不會「因為那裡有一些共產黨員參與其中」就完全退出和平運動。

這種「和平」氛圍也影響到社民黨與共產黨在處理兩德關係的態度。在推動緩和政策的過程中，當時已經成為在野黨的社民黨於一九八四年開始與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展開直接對話。一九八七年八月，東德領導人何內克訪問西德前夕，雙方共同發表了聯合文件〈意識形態衝突與共同安全〉，確立了雙方在各自的「體制內」保有開放性討論的對話空間。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東德的民權運動人士、教會人士與文化界人士紛紛援引這份聯合聲明文件，要求當局落實其中的承諾。然而，文件中的許多段落讓一些熱愛自由的社民黨人感到不安。例如，文件中寫道：「任何一方不得否定另一方的存在正當性。」等於是接受了東德這個非法治國家的存在正當性。此外，共產黨與社民黨應「尊重彼此的基本決策、不樹立敵對形象、不懷疑對方的動機、不刻意扭曲對方的理念，並且不得詆毀對方的代表人物」。然而，鑒於東德一直以來的政治宣傳、軍事教育以及對付異議人士的手段，這在社民黨人看來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嘲諷。因此，這時候已經成為前總理的施密特形容這份聯合文件在「道德上與政治上都錯得離譜」。

社民黨和統一社會黨之間有一部分接觸，很快就明顯超出批判性對話的層次，轉而變成公開支持。一九八六年九月，巴爾在一次與何內克的會面中保證，倘若社民黨贏得一九八七年的大選，將全面承認東德人民的國籍。薩蘭邦的社民黨籍邦長拉方丹在前一年也提過同樣的主張。一九八七年八月，拉方丹在一次致詞中肯定東德國務委員會主席何內克道：「如果不能尊重何內克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就無法與他合作。」關於這位統一社會黨領導人，拉方丹甚至提到，他「對人民來說，並非不受歡迎」。即使在東德已經沒有人對改革抱有希望，但社民黨直到最後仍然相信統一社會黨和何內克會有改變的能力。為此，德國史學家沃夫岡．舒密特（Wolfgang Schmidt）寫道：「社民黨的東方政策構想有一個盲點：他們沒有想過，東德的改變也可能且可以（以革命的方式）從下而上發生。」2然而，即便這個綏靖政策經常被提出討論，社民黨至今仍未深入檢視其東方政策第二階段的問題。

相反的，將蘇聯定調為「邪惡帝國」的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在社民黨內並不受歡迎。雷根希望以軍備計畫迫使當時經濟陷入困境的蘇聯屈服──這個策略最終成功了。蘇聯在這場軍備競賽中失敗，以及蘇聯體制內渴求改革的巨大壓力，促使戈巴契夫上臺執政。因此，最終導致東歐共產體制垮臺的是雷根對莫斯科當局的戰略，而非德國社民黨傾向於維持共產體制的緩和政策。但社民黨至今仍不願承認這一歷史事實，因為他們始終視雷根為發動戰爭的保守派人士。一九八七年訪問柏林期間，雷根呼籲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拆掉柏林圍牆。這種主張並不符合德國社民黨的立場。當時，雷根在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前的演說中疾呼：「戈巴契夫先生，敞開這扇大門吧！戈巴契夫先生，拆掉這座牆吧！」即便如此，雷根與在德國受到敬重的戈巴契夫建立了一種出人意料的良好關係。

雖然東德已經爆發示威抗議聲浪，但社民黨直到柏林圍牆真正倒塌前夕仍不願討論兩德統一這件事。布蘭特稱這種兩德統一的主張為「終生謊言」；直到柏林圍牆倒下三週前，長期擔任社民黨中央總幹事的格羅茲（Peter Glotz）仍批評這種想法是「投機取巧、令人反感」。施洛德則以「反動且高度危險」形容，甚至在圍牆倒塌後幾天，巴爾還形容兩德統一的訴求是「政治環境汙染」。兩德意外的統一，在社民黨內引發的情緒不只有喜悅，這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畢竟在一些社民黨人眼中，兩德統一也代表了社會主義的垮臺。例如，拉方丹和施洛德當時就跳出來反對第一份處理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條約（Staatsvertrag zur Wirtschafts-und Währungsunion）。社民黨左翼代表人物海德瑪麗．魏佐瑞克─湊伊爾（Heidemarie Wieczorek-Zeul）說這是「早期資本主義思維下的產物」。對於傳統左翼人士來說，即便他們對共產主義有所保留，但共產主義的垮臺仍是一場悲劇，因為這讓他們過去以批判眼光檢視的資本主義，從此失去了可供對照的體制。一九九○年二月，魏佐瑞克─湊伊爾在一次社民黨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提到，她無法想像有一天史書上會記載，東德革命的結果是北約組織取得優勢，並促使美國擴張其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她並強調，她會「竭盡全力反對」這類可能的結果。

社民黨內的反美情結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混雜著反資本主義的德式反美情結。這種反美情結雖然並不僅限於社民黨內，但在社民黨內表現得尤為強烈。大部分社民黨人對美國抱持極為懷疑的態度，甚至在普丁的高壓統治已經非常明顯的當下，許多社民黨高層仍主張應同等看待美國與俄羅斯。二○○七年左右，前後擔任社民黨聯邦議會黨團主席八年、也當過三年國防部部長的施特魯克（Peter Struck）表示：「我們與美國之間，以及我們與俄羅斯之間，都應保持同等的親近關係。」時任社民黨歐洲議會黨團總召、後來代表社民黨競選德國總理的舒爾茨（Martin Schulz），在同一時期也發言表示：「德國必須竭力關注，確保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至少與美國的關係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顯然他們不認為這種輕忽北約盟友美國的言語有什麼問題。而這類表態正體現了社民黨的固有立場。此外，同黨籍的拉方丹早在一九八三年就提出解散北約組織的主張。巴爾也在柏林圍牆倒下後寫道，主張兩德統一的人也「必須要求解散北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一九八九年版本的社民黨基本綱領（實施到二○○七年）提到，該黨的目標是「以歐洲和平秩序取代軍事聯盟」。在此之前，德國在大西洋聯盟中「尋求力所能及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是要能獲得並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這是北約反對派與認為北約組織仍有存在必要的另一派之間的妥協方案，這種想法至今依舊存在。二○二一年，施洛德在與索爾根合著的書中仍主張，「作為最終結果」應解散北約現行的組織架構，如此一來，歐洲將可望「擺脫美國的『監護』」。然而，書中對俄羅斯的評判卻截然不同。兩位作者認為與莫斯科當局的關係必須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他們總結道：「因為若不與俄羅斯維持堅實可靠的關係，歐洲就沒有未來可言。而與俄羅斯的穩固基礎，必須建立在對等互惠的原則上。」

在東方政策神話滋養下對俄羅斯的執念，與對美國的疑慮混合在一起，將社民黨帶向一條同時也會動搖其自身民主人權價值觀的外交路線。對普丁政權的錯誤認知，巴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他淡出政治圈之後仍然如此，這為德國對俄政策的走向帶來嚴重而負面的影響。巴爾在柏林的社民黨中央黨部「布蘭特之家」裡面除了擁有終身辦公室，同時也擔任社民黨的外交政策顧問，主要負責對俄羅斯的相關事務。他認為社民黨（尤其是他本人）比其他政黨更瞭解俄羅斯，特別是相較於基民盟／基社盟而言。巴爾於二○○七年五月表示：「從社民黨的歷史來看，我們對俄羅斯局勢一直有更深的理解。」巴爾認為，這是因為社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特別親近。「共產黨和社民黨之間的衝突，就像是家族成員之間的爭吵。這類爭執縱使格外激烈，但也因此能更理解對方。」3

直到二○一五年辭世前，巴爾對社民黨高層始終保有影響力。正如東德最後一任外交部部長、也是社民黨籍的麥克爾（Markus Meckel）於二○二二年十月所言，巴爾刻意親近社民黨每一位黨主席和議會黨團總召，並讓所有人都相信：「莫斯科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為巴爾當時被許多人視為關鍵顧問，連帶他對莫斯科的執著對社民黨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曾任社民黨黨魁與布蘭登堡邦邦長的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由於對普丁政權有近乎無限的諒解而聞名，他寫道：「我何其幸運，能在巴爾身上找到『我專屬的』長輩宗師。」普拉策克表示，每當他進到巴爾的辦公室，巴爾「有理有據的分析和深刻的見解」總能讓他如沐春風。普拉策克曾在巴爾去世前幾週陪同他進行最後一次的莫斯科參訪行程。普拉策克認為，當時最重要的原則是，只有與俄羅斯合作才能達到持久的安全保障。可以視為左翼民族主義者的巴爾，是社民黨糟糕的顧問。然而社民黨至今仍無法與巴爾的立場保持距離，也無法積極反思東方政策第二階段造成的嚴重後果。

若討論的不只是社民黨如何面對俄羅斯，那麼還有其他因素要納入考量：德國對於納粹時期在東線戰場上的殘暴滅絕戰爭所背負的罪惡感。尤其是老一輩的德國政治人物，有些人在二戰期間曾親身參與東線戰事；另外也有一些人像施洛德一樣在戰爭期間出生、因為東線戰事而失去父親，這場戰爭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人生。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德國進攻蘇聯造成數百萬人喪生，這種負罪感無疑是德國對俄羅斯懷有特殊責任感的重要原因。然而，歷史上對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的「希特勒─史達林條約」（Hitler-Stalin-Pakt）往往刻意避而不談。但對中歐東部國家而言，這是時至今日仍然會讓恐懼蔓延的心理創傷，因為他們擔心德國和俄羅斯可能再次無視他們的意願，私自劃定彼此的勢力範圍。只是，德國的外交政策鮮少顧及這些國家的憂慮，這也與德國對普丁肆無忌憚的強權政治認知不足有關。德國的「記憶文化」（Erinnerungskultur）片面聚焦於俄羅斯，將所有在德國侵略戰爭中的蘇聯犧牲者都劃歸於俄羅斯這方，卻忽略了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樣在這場滅絕戰中失去數百萬條人命的事實。這種對俄羅斯的執著，使得德國政界對克里姆林宮的施政始終特別寬容以待，即便俄羅斯不斷主張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以武力進犯鄰近國家。反之，俄羅斯領導層也非常清楚，如何利用德國這種偏狹的認知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4 天然氣管線貿易 可靠的供應商

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大多數德國人很少真正關心過天然氣的供應問題。天然氣總會穩定地流進自家的加熱設備，而掌權的政治人物和企業高層在被問到相關問題時，也總是樂於保證未來的情況將維持不變。然而大家都忽略了，天然氣的使用不僅需要高超的技術條件，更涉及極為重要的政治層面。而這裡所指的政治層面，過去幾十年來讓天然氣供應隨時可能中斷的疑慮一直如影隨形。接下來這一章，將大略說明何以德國的天然氣產業與德國的外交政策如此密不可分。

從煤氣過渡到天然氣

德國使用可燃氣體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百年前。起初主要用於照明，很快也應用在烹飪、取暖和工業等領域。這種「城市燃氣」大多由地方煤氣廠以煤炭氣化方式產製。然而在焦炭的生產過程中，也會附帶產出可燃氣體。有很長一段時間，業界只是單純將這些作為副產品的煤氣燃燒掉。後來，煉焦廠也開始努力想要出售這些煤氣，因此煉焦廠和既有的城市燃氣供應商形成競爭關係。一九二六年，魯爾區礦冶業的幾個主要業者結盟成立「煤炭回收股份有限公司」，以利將煤氣供應到更遠的區域。1這家公司自一九二八年起改名為「魯爾燃氣公司」（Ruhrgas），其複雜的股權結構反映出魯爾區幾家主要礦冶業者的利益分配。在施洛德擔任總理期間，魯爾燃氣公司一直主導德國的燃氣市場，直至併入意昂集團（E.ON）。

一開始，魯爾燃氣公司的主要供給對象是工業用戶，僅有一小部分供應給民生用戶。這些民生用戶除了位於魯爾區外，還有仰賴長途管線輸送燃氣的科隆、漢諾威或法蘭克福等大都會地區。遍及全國的輸送管線建置計畫由於地方煤氣廠的反對而無法付諸實現，因為他們擔心魯爾燃氣公司會壟斷市場。一九五○年代後期，魯爾燃氣公司既有的商業模式陷入困境。起初是因為煤氣產出不足，無法穩定供給快速攀升的燃氣需求。到了一九五○年代末，德國硬煤的價格相較於其他能源也過於昂貴。燃氣與德國煤礦開採至此脫鉤。就在這時候，鄰國荷蘭發現了豐富的天然氣蘊藏：格羅寧根氣田（Groningen-Feld）。天然氣的時代就此展開。德國境內也開發出愈來愈多的天然氣資源，尤其是在德國西北部。一九六○年，下薩克森邦的奧登堡（Oldenburg）成為德國第一個改以天然氣供應燃氣的大城市。

對使用燃氣作為動力來源的工業用戶來說，關鍵在於生產成本不能比使用石油的競爭對手高。這也導致燃氣價格和石油價格之間產生連動性。然而，燃氣價格依舊存在爭議。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燃氣出口方的荷蘭與進口方德國之間，在價格議題上產生激烈衝突。當時就得到這樣的教訓：不應過度依賴單一供應來源。那時候西德的優勢在於，直到一九八○年代尚能憑藉國內的天然氣產出來應付一大部分新增的需求。隨著挪威（自一九七七年起）和蘇聯的加入，天然氣的供應來源有更多選擇，用以滿足工業用戶對能源不斷增長的需求。

一九五○年代末期，德國與克里姆林宮展開了一樁極敏感的能源交易：西德鋼鐵業以其技術專長製造鋼管，協助蘇聯開發在西伯利亞西部新發現的能源蘊藏。其中一個重要的遊說團體是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然而，地緣政治打亂了這樁生意。古巴危機爆發後，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促請德國總理艾德諾中止這樁交易。波昂的聯邦政府於是致函克里姆林宮，表示輸氣鋼管的銷售案攸關德國的安全利益，因為在戰時，這些規畫中的管線將能為蘇聯駐紮在東德的二十個師的軍隊提供能源補給。直到一九六六年，北約組織才終於解除對鋼管管材的禁令。

與東方陣營的天然氣交易，此後不斷成為西德與美國的爭議議題。因為這類交易案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私人經濟行為，而是與地緣政治密不可分。其中尤以一九七○年的天然氣管線合約（Erdgas-Röhren-Vertrag）最具代表性，堪稱是二戰結束以來東西兩方陣營間最大的交易案。這個合約並成為當時新掌政權的社民黨聯邦政府正在推動的東方政策的核心要素。這項政策的兩位主要推動者布蘭特和巴爾早已策劃多年，希望藉由強化能源政策方面的合作來促進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他們喊出的口號是「以接觸帶來改變」，還有「以貿易帶來改變」。天然氣管線合約中規定：由曼內斯曼（Mannes-mann）與蒂森（Thyssen）等業者，供應蘇聯天然氣田到巴伐利亞邦境內的魏德豪斯（Waidhaus）之間的輸氣管所需的鋼管。德國幾家銀行將提供必要的貸款，蘇聯則以供應天然氣來分期償還這些投入的資金。諸如此類的合約為莫斯科帶來許多好處：蘇聯除了可以獲得西方的技術與資金，還為他們蘊藏豐沛的天然氣打開了長期銷路。在與德國締約前，莫斯科就已經跟奧地利石油公司（ＯＭＶ）簽署過一份類似的合約，只是規模相對較小。對莫斯科來說，維也納是進入歐洲的跳板。而在德國，新上臺的波昂聯邦政府則意圖讓實力雄厚的魯爾燃氣公司成為這樁生意的核心。然而，魯爾燃氣公司的董事會採取觀望的態度，初期只是表面上敷衍應付地現身談判場合。畢竟魯爾區礦冶業者的利益依舊是背後的影響因素，因為他們把這些國外來的新型能源選項視為競爭對手。但新的聯邦政府可不接受這種停滯的局面。負責此案的經濟部次長，同時也是社民黨籍的多納尼（Klaus von Dohnanyi）邀請兩位有力的監事會成員會談，並明確表示：「達成相當規模的協議，攸關我們的國家利益。」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東方陣營的天然氣首度跨過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注入西德的輸氣管網絡。同年，東德也首次從蘇聯進口天然氣。隨後由於需求急遽攀升，德國不斷擴大天然氣的進口量。這時候，經由海路進口液化天然氣也開始成為討論話題。英國自一九六四年起便開始從阿爾及利亞進口液化天然氣。德國也有計畫從北非採購天然氣。早在一九七二年，德國就曾經考慮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建置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只是與阿爾及爾的交易告吹，與奈及利亞的生意也沒做成。魯爾燃氣公司前高層貝格曼（Burckhard Bergmann）憶及此事提到，明明每次談判都頗有進展，但最後還是因為價格過高破局了。

此外，德國對天然氣的需求持續攀升，也與一項技術精進有關：以往只能經由鋼管輸送的天然氣，到了一九六○年代，在供應民生用戶的燃氣需求時，也能以更具優勢的塑膠管線輸送到用戶住家。此後，愈來愈多消費者開始使用天然氣作為暖氣的燃料，使得天然氣的消耗量到了冬季急遽攀升。這種現象改變了天然氣產業的生態，天然氣供應自此成為季節性生意。於是從一九七○年代起，業者開始在鄰近用戶的地方儲存大量天然氣，以因應低溫月分的用度。岩鹽洞或已經枯竭的天然氣田就非常適合作為儲氣用途，而這類地質結構尤以德國西北部最為常見。這種儲氣設施的運營模式，是在天然氣較低廉的夏季填充天然氣，再於寒冷的季節以較高價格售出。此外，這些新的天然氣儲存設施，還能在供應中斷時為德國保障某種程度的能源供應安全，尤其是在蘇聯輸氣管天然氣經常斷流的情況下。

然而，要保障天然氣供應的安全與穩定，關鍵還是在於是否有多元的供應來源。多位長年任職於能源業的主管一致表示，當時占據市場領先地位的魯爾燃氣公司有規範，天然氣來源出自任何單一國家不得超過三○％的比例，特別是俄羅斯。據傳在施密特擔任總理期間，德國聯邦安全理事會（Bundessicherheitsrat）甚至曾針對蘇聯議題，達成天然氣進口自單一來源國不得超過三成的內部協議。一位天然氣公司的主管提到當時的考量時表示：「他們希望至少有四個不同的供應來源來支撐。」長年擔任魯爾燃氣公司執行長的貝格曼則進一步說明，他們公司主要顧慮的並非戰爭議題，更多的是擔心因為技術問題或是價格談不攏而導致的供應中斷。

在一九八○年代，依據三○％的限定規則，德國燃氣產業有相對多元的供應來源：荷蘭和俄羅斯是最主要的供應國，其後是德國國內的天然氣探採，再來是挪威及其他較小的供應來源。這時候，地緣政治對天然氣產業的重要性再度凸顯出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雷根堅決反對克里姆林宮攻打阿富汗的行動。面對蘇聯帶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雷根對歐洲與莫斯科之間的天然氣交易抱持批判的態度。美國表態反對德國政府簽署另一樁規模龐大的天然氣管線交易。美方警告，一旦簽下這筆交易，或可讓蘇聯取得西方的技術，甚至是與軍武科技相關的技術。華盛頓當局提醒，這樣一來就讓歐洲更容易陷於受到勒索的處境，畢竟莫斯科隨時可能切斷天然氣的供應。但在德國，有一個政商聯盟強烈反對這種看法。薩爾茲吉特公司當時的主要決策者欣然表示：「即使在局勢緊繃的情況下，他們也會遵守合約上的內容。」最終，歐洲方堅持自己的立場，不顧美方的意見。

從現今的角度來看，這場論辯帶來許多頗有深意的啟示。首先，它展示了美國立場的延續性。過去幾十年來，華盛頓方面不斷示警，天然氣出口在東西兩方陣營的體制競爭中尤其會助長莫斯科的氣焰，同時也帶來極大的安全政策隱患。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眾人還不能指責美國這些觀點是意圖排擠莫斯科，以便向歐洲人推銷自家產出的液化天然氣。因為在這個時間點，美國還沒有成為液化天然氣的主要出口國，但安全風險已經成為德國輿論關注的話題。雖然俄羅斯當時供應的天然氣占比仍然很少，但彼時魯爾燃氣公司的執行長利森（Klaus Liesen）曾在一次訪談中被問到，是否存在「由於政治因素而導致全面停止供應的風險」。對此，利森回應道：「三○％只是聽起來似乎很多。」但隨即補充說明，「俄羅斯天然氣」實際上在西德的初級能源消耗中，僅占五．五％。2

兩德統一、自由化、能源轉型

然而，前面提到的問題日益惡化，因為德國本土的天然氣產量無法跟上消耗量增長的腳步。過去，德國產出的天然氣一直是燃氣供應穩定的重要來源。但幾年下來，相較於進口天然氣，德國天然氣的產量逐漸變得無足輕重。這不僅是跟德國本地的天然氣儲量逐漸枯竭有關，也與主要產地下薩克森邦受到的阻力日增有關。一位基民盟黨籍的前部長提到近年的一份鑑定報告指出，德國本地天然氣可以在十五年內滿足國內約七成的需求量。然而，在訪問下薩克森邦受到衝擊的選區時，他遇到一個反對以水力壓裂法開採天然氣的跨黨派聯盟。帶頭抗議的是綠黨，其次是社民黨，連同當地的基民盟也明確反對水力壓裂採氣法。而且民眾對此的疑慮也與日俱增。某次，前往當地的活動前，一位當地同黨籍的盟友來找他，告訴他如今民眾反對的不只是水力壓裂法，「就是傳統天然氣他們也不想要了。」最終，基民盟高層就水力壓裂議題給出這樣的訊號：「算了吧！」就在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前不久，在漢諾威的邦議會也採取了跨黨派的立場，反對在北海的開採計畫。

受到兩德統一的影響，俄羅斯天然氣的市占率也不斷提高。曾任魯爾燃氣公司執行長的貝格曼指出，前東德幾乎完全依賴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而莫斯科曾強烈要求，希望能維持其在東德的強勢地位。然而，隨著兩德統一打破這種局勢，魯爾燃氣公司取而代之，取得了東德燃氣公司ＶＮＧ的主導地位。照理說，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和溫特斯哈爾公司（Wintershall AG）本應滿足於僅剩的微薄利潤，只是這兩家公司卻不願就此妥協。於是，因為統一後德東地區的燃氣供應爭議，導致了一個影響重大的新局面。其中的關鍵參與者是巴斯夫集團（ＢＡＳＦ），這個集團不僅是德國最大的天然氣工業用戶，自一九六○年代末期以來更是溫特斯哈爾公司的母公司。早在一九八○年代，這家以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為總部的化工大廠就一直對魯爾燃氣公司開出的價格感到不滿。因此，巴斯夫公司希望建置一條從埃姆登（Emden）通往路德維希港的自有天然氣管線，打算直接從挪威進口天然氣。不過這個計畫最終未能付諸實踐，畢竟挪威方並不想惹惱實力雄厚的魯爾燃氣公司。東歐局勢的轉變又為巴斯夫公司帶來新的契機，使其得以繞過魯爾燃氣公司直接取得天然氣。而克里姆林宮也樂見在重要的德國市場有兩位買家相互較勁的局面，甚至不排除日後直接出售天然氣的可能性。一九九○年秋，巴斯夫旗下的子公司溫特斯哈爾公司，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簽署了一份合約。

其後不久，魯爾燃氣公司與巴斯夫集團（旗下的溫特斯哈爾公司）之間爆發一場稱作「天然氣之戰」的激烈衝突，期間甚至一度威脅到德東地區天然氣供應的穩定度。因為依照魯爾燃氣公司的規畫，德東地區的天然氣供應來源應該更多元，主要的做法就是引進挪威的天然氣，只是要實現這樣的規畫還需要時間。於是，巴斯夫集團與旗下的溫特斯哈爾公司試圖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合作，想要利用俄羅斯天然氣在德東地區的持續高市占率作為施壓的籌碼。俄羅斯政府也參與其中，增強施壓力道。至於德國政府，起初還能在雙方之間進行調解，直到一九九四年「天然氣之戰」再次爆發。溫特斯哈爾公司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成立的合資公司，威脅要中斷對德東ＶＮＧ公司的天然氣供應。自由民主黨籍、時任德國經濟部部長的芮克斯洛特（Günter Rexrodt）隨即致函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提到此舉「明顯違反合約」3並損害兩國政府間的互信基礎。這場衝突幸而在升級到政治層面之前得到緩解。兩家德國企業達成協議，以一紙劃界合約明定各自的營業範圍，並分別與俄方簽訂長期供應合約。於此期間，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還實現了另一個布局目標：與溫特斯哈爾公司攜手共創天然氣供應商「Wingas」。據一位資深能源業高層評估，巴斯夫集團藉此突破過去魯爾燃氣公司一直防止發生的事：俄方自此不再只是天然氣的出口國，還得到進入德國銷售體系的管道。

「天然氣之戰」凸顯出，即便表面上東西兩方陣營的體制對立告一段落，能源供應穩定度的問題並未隨之得到解決。與之相反：克里姆林宮聯手產業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開始以更強勢的姿態，試圖進一步深入西方陣營的市場。由此衍生的風險逐年升高：隨著天然氣總消耗量不斷攀升，天然氣在德國初級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連同俄羅斯天然氣在整體進口天然氣中的占比亦不斷增加。與此同時，不僅下薩克森邦本地的天然氣產量萎縮，鄰國荷蘭的探採量也呈現下滑趨勢。荷蘭的地質問題日益嚴重，開採出來的天然氣也優先供應自己國內的需求。

一九九○年代，歐洲和德國國內推動能源市場自由化所做的努力，更是使原本問題重重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自由化背後的立意固然良善，畢竟當時的天然氣市場確實缺乏競爭。就是當年的既得利益者，比如一度獲利極為豐厚的魯爾燃氣公司，如今也坦承這一點。當時，魯爾燃氣公司堪稱是「德國公司體系」（Deutschland AG）的代表，這個體系由一群產業掌舵者以接近壟斷結盟的方式運行。擔任魯爾燃氣公司執行長多年的利森被認為是這一體系的化身：利森同時是福斯汽車、安聯保險（Allianz）與意昂集團的監事會主席。在普魯薩格集團轉型到途易旅遊集團的過程中，利森也以監事會成員的角色參與其中。

在天然氣市場，自由化的陷阱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大型供應商屈指可數，而俄羅斯和挪威最大的生產商均由國家控管。自由化並未減少對這些主要業者的依賴，反而是加重了依賴的程度。地緣政治因素以及供應穩定度的考量相對受到忽視。在舊體制下，德國經濟部天然氣業務部門負責人每年十一月固定會邀集各家長程傳輸天然氣公司的負責人與會，共同商討當下的情勢。「結果總是：『我們都準備好了，下個冬天可以來了。』」當時蒂森天然氣公司（ThyssenGas）的負責人貝默（Philipp Behmer）如是回憶道。業界人士彼此認識，不會對彼此造成太大的損害，還會在遇到困難時互相幫忙。自二○○○年代初期開始，德國經濟部已經不知道該邀請哪些人了。礦業工程師出身的貝默憶起當年提到，那時經濟部裡面也已沒有具備相關技術專業知識的人才。在會議上，貝默也不得再透露自家管線中的天然氣會流向哪些客戶。於是，過去一直例行填寫的調查表，關於這部分資訊的欄位只能留下一片空白。

政治界漸漸失去對整體局勢發展的掌控。即使魯爾燃氣公司這樣一家在所有權結構上就承擔著保障德國產業能源穩定供應責任的企業，其傳統的角色定位也逐漸趨於淡化。對此，貝默回憶道：「隨著業務結構的拆分，風險意識也隨之消失。」並表示：「業內許多人都知道，監管制度本質上只適用於順風順水的時候。而點出風險的人，就會被貼上杞人憂天、頑固守舊的標籤。」

然而，莫斯科很快就察覺到，歐洲天然氣市場的監管制度有漏洞可鑽。自由化的本意在明確劃分生產商、管線營運商、天然氣儲存設施所有人，以及經銷商等不同角色，以降低個別參與者在市場中的勢力。對於曾經是德國市場最有影響力的能源企業魯爾燃氣公司來說也是如此，但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而言卻不然。過去幾年來，這家由克里姆林宮掌控的企業，已經成功在德國天然氣產業的各層面站穩腳跟。不僅如此，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以遙遙領先的態勢，晉升為德國最重要的天然氣供應商。這家公司還建置新的輸氣管，將掌控範圍擴展至基礎建設。此外，俄氣公司透過天然氣供應商Wingas，將其原物料直接售予客戶，甚至在二○一五年成為Wingas的單一所有權人。當時俄氣公司與巴斯夫集團進行「資產交換」（Asset Swap），又達成一次巧妙布局：這家德國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同時也成為位於雷登（Rehden）的德國最大天然氣儲存設施，以及其他多處天然氣儲存設施的所有人。

由此，供應來源集中的風險逐年加劇，而德國的能源政策也大力助長了這樣的局面。因為會對氣候造成危害的硬煤，以及會造成更嚴重汙染的褐煤已然遭到唾棄。此外，二○一一年春，日本福島發生核電廠事故後，總理梅克爾的態度貿然轉變，倉促（甚至可以說是草率地）放棄核電。在這之後，政界更用力宣示再生能源的使用，實際上卻欠缺擴建風電和太陽能光電設備的決心。能源來源組合中，價格低廉的天然氣默默成為贏家。因為，不同於核電廠，燃氣發電廠可以快速提高或減少發電量，進而平衡風力和太陽能造成的發電量波動。二○一九年，德國經濟部部長、基民盟的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簡潔地表示：「天然氣很有吸引力。」

當時，天然氣的運用不僅被視為能源轉型規畫中的完美補充能源，天然氣產業也成功讓自家產品披上綠色環保的形象。誠然，不能否認在燃燒天然氣的過程中會釋放二氧化碳。不過我們會自我安慰，認為比起煤炭或石油等石化燃料，天然氣釋出的二氧化碳比較少。然而，天然氣在開採和運輸過程中，會釋放出大量的主成分甲烷（CH4），這一點卻經常被忽略了。甲烷對氣候的危害是二氧化碳的二十五倍以上，有些計算方式甚至得出明顯更高的數據。「這一點絕對不容輕忽，」一位資深天然氣產業界主管表示。在甲烷排放議題上，各企業經營者的能力和責任意識尤為關鍵。包含德國主要供應國俄羅斯在內的幾個前蘇聯國家，對這個氣候殺手的處理被認為特別輕率。沒有人知道這些地方逸散的甲烷到底有多少。「我們無法取得相關數據。」業界人士這樣說。德國聯邦地質科學與天然資源研究所（Bundesanstalt für Geowissenschaften und Rohstoffe）也抱怨這方面的資訊透明度嚴重不足。4

克里姆林宮掌控的天然氣供應閥門

在德國，政治風險持續以更強的力道受到淡化。政界與商界相關人士，以各種不同說法援引一九八○年代以來就廣為人知的論點，認為即便是在危機時期，莫斯科始終會是可靠的能源供應方。

於此，有必要大略瞭解一下蘇聯與俄羅斯有多不可靠。早在一九七三年天然氣首度進入德國之前，魯爾燃氣公司對其蘇聯交涉窗口的信任就已經開始動搖了。時當魯爾燃氣公司高層還在和莫斯科方面進行談判，總部位於維也納的奧地利石油公司就通報，在一九六九年這一年內就發生過八次供應中斷的情況。除了這類技術問題外，還存在政治勒索的風險，美國方面也一直針對後者不斷提出警告。只是，直到蘇聯解體，這種情況並未發生。正是這樣的經驗，在烏克蘭遭受全面攻擊之前，成為俄羅斯供應可靠性的最有力依據。當時的主流觀點是：如果連蘇聯這個西方體制的對手都能履行合約，那麼轉型後的俄羅斯應該更能遵守承諾。這裡被忽略的是，蘇聯在最後的二十年間，主要扮演維持現狀的強權角色，而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則日益展現出侵略性。

因此，這個值得注意的階段可追溯至蘇聯解體。因為從那時起，莫斯科便多次以天然氣作為施壓工具。除了兩德統一後因為德東地區能源供應問題爆發的「天然氣之戰」威脅之外，當時克林姆林宮在另一處施展了更強硬的手段：一九九○年，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立陶宛宣告獨立後中斷供應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達三個月之久，意圖脅迫立陶宛屈服。立陶宛從中吸取教訓，建造了自己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以接收從其他來源國進口的能源。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之間，俄羅斯首次與烏克蘭發生嚴重衝突時，莫斯科也中斷了能源供應作為施壓手段。二○○四年二月，白俄羅斯獨裁者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chenko）也在克里姆林宮下令停止天然氣供應二十四小時後不得不就範。

烏克蘭在建國之初握有一項應對克里姆林宮爭端的有力工具，那就是俄羅斯出口到西方陣營的天然氣必須經過烏克蘭的領土。因此，繞過烏克蘭的管線建置工程，也有將這種權力關係導向有利於莫斯科的目的。早在北溪一號（Nord Stream 1）與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工程之前，建造通過波蘭與白俄羅斯的亞馬爾管線（Jamal-Pipeline）時，這種風險便已浮上檯面。二○○○年《法蘭克福匯報》就有報導指出，這條管線可能被用來對烏克蘭施壓，甚至迫使這個前蘇聯加盟國「回歸」。二○○四年秋天的橘色革命過後，烏克蘭開始轉向西方陣營，莫斯科隨即調漲天然氣價格，甚至將爭端升級至多次中斷天然氣供應。分別發生在二○○六年與二○○九年的天然氣斷流，皆於寒冷的一月分開始。烏克蘭因此擷取部分過境的天然氣自用，導致供應中斷的情形一路向西延伸，波及歐盟國家。

當年的經驗，加上二○一二年冬季俄羅斯出口到義大利的天然氣中斷，成為歐盟於二○一七年十月通過第2017/1938號條例的背景。根據這項條例，在發生能源供應危機時，必須區分「受保障」的民生用戶與「不受保障」的工業用戶，後者需承擔供應受限的可能性。歐盟在該條例中明確提及，「俄羅斯可能部分或完全中止輸送天然氣」的可能情境。其中「完全」一詞反映出歐盟設想的情境，並非如德國過度渲染的那般，是流經烏克蘭的天然氣出現輸送中斷的情況，而是直接被莫斯科方面叫停。因為沒有經過烏克蘭、能夠高效輸送天然氣的北溪一號管線與亞馬爾管線當時已經投入運作一段時間了。

因此，布魯塞爾對於能源供應危機早已制定了應對規畫，而柏林政府卻誤判了普丁及周遭人士的意識形態走向，接下來幾年繼續沉溺於不切實際的懷舊錯覺中，認定俄羅斯是可靠的供應商，即使在冷戰期間的最黑暗時刻，也始終勤勤懇懇地履行合約義務。

還有一種見解與上述誤判如出一轍，認為施洛德帶頭大力遊說的北溪一號與北溪二號輸氣管線工程，只是「單純的民間商業計畫」，而不是克里姆林宮出於地緣政治考量，為了排除幾個立場不合的管線途經國的影響而設計的行動。德國甚至額外以「歐帕豁免條款」（Opal-Freistellung）為這場地緣政治盤算助力。歐帕管線（Opal-Leitung，編按：Ostsee-Pipeline-Anbindungsleitung的簡稱）將天然氣從北溪輸氣管的終點盧布明（Lubmin）輸送到德國與捷克的邊境一帶。途經烏克蘭的舊管線終點也是盧布明。歐帕管線的背後主要是溫特斯哈爾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這兩家公司，而德國豁免了歐帕管線原本應該遵守的須給第三方使用的歐盟規定，使得原本就市場地位穩固的俄氣公司得以經由這條管線輸送更多天然氣。這家俄羅斯公司在自由化有利於自身時從天然氣市場自由化獲得好處，卻在市場自由化對其造成阻礙時得到額外的豁免權。然而，波蘭以供應安全受到威脅為由，對這項給予歐帕管線的特別豁免提起訴訟。二○二一年夏季，波蘭在德國的強力反對下，幾經波折，最終在歐盟法院勝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歐洲沿岸紛紛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作為全球最大天然氣進口國的德國，雖然早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五十年就有這類接收站的建置規畫，卻長期遭到擱置，未曾付諸實現。每當提起這類規畫時，就有人表示，依照天然氣市場當下的情勢，進行這類工程並不划算。然而，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卻始終沒有納入考量，那就是：即便是一座尚未滿載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仍有助於國家安全，在與管線天然氣供應商談判時也能提供更有力的議價籌碼。

幾乎完全忽略這些戰略與安全政策考量，不免引發疑慮。尤其是二○一一年北溪一號啟用後，單一來源國供應的能源以三○％為上限的舊規定完全失效。此後，德國對克里姆林宮的能源供應依賴迅速加深。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fW-Institut）的一份研究報告，在二○二○年，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已經占德國進口天然氣的五五％。5


5 合作關係的假象一九九八至二○一三年間德國的對俄政策

普丁的「施洛德攻略」

普丁在世紀之交接掌政權後，當時的德國總理施洛德並不認為有必要盡快親自會見這位俄羅斯的新強人。相反的，施洛德表現得謹慎保守。這也與施洛德想要擺脫前任總理柯爾的影響有關。柯爾和葉爾欽有密切的私人交情，兩人的關係甚至被戲稱為「三溫暖之交」。但施洛德希望採取不同的做法。早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施洛德首次以總理身分訪問莫斯科時，他就傳達出將以一種冷靜務實的新態度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可以說是要「走出三溫暖」。畢竟俄羅斯在盧布危機之後，由一位酗酒成癮、不斷往返於醫院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總統葉爾欽主政。對德國來說，這樣的俄羅斯不再是一個那麼有吸引力的合作對象。因此在施洛德執政之初，德國的外交政策規畫把莫斯科排在相當後面。

一九九九年八月開始擔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丁，對施洛德的立場感到不滿。在普丁的戰略考量中，作為歐洲最強經濟體的德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普丁由於精通德語，也曾在東德擔任間諜，都讓他對這個國家有特殊的情感連繫。因此在一九九九年秋季，普丁就曾透過管道詢問德國方面是否歡迎他前來訪問。然而，柏林對這位新人的示好反應冷淡，畢竟克里姆林宮已經考慮過一批有望接替葉爾欽總統職位的人選，但很快就發現那些人都不合適。然而，最遲到普丁就任總統後，便開始構思他的「施洛德攻略」。

不過，直到二○○○年六月中旬，普丁才有機會到柏林進行上任後的首次拜會行程。由於此前德國承諾，要以冷靜務實的態度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因此這位俄羅斯總統要迅速得到德國總理的支持並不容易。首次會面後，施洛德和普丁雖然互相讚揚對方在會談中展現出坦率的態度，但措詞都顯得略帶保留，並未表現出過度的熱情。

這位因逮捕批判克里姆林宮的媒體企業家古辛斯基而在自己國內飽受批評的俄羅斯總統，在訪問柏林期間展現了他操控人心的嫻熟技法。普丁在柏林「經濟之家」（Haus der Wirtschaft）發表演說後，被追問對古辛斯基被逮捕一事的看法，他表示自己無權指揮俄羅斯檢察總長辦事。他用這樣的說法誤導公眾，讓他們相信俄羅斯的司法單位可以獨立運作。然而一年之前，俄羅斯檢查總長斯庫拉托夫（Juri Skuratow）因偵查行動涉及克里姆林宮權力核心而被免職。同時，普丁點名古辛斯基持有以色列護照、稅籍所在地在直布羅陀，還有高達數億歐元的債務，並指出這些債務理應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來承擔。但普丁又認為，俄氣公司可以把這些資金用在其他地方做更好的投資，「例如與德國企業共同投資」。在場的德國商界人士熱烈鼓掌，對俄羅斯限制新聞自由的做法表示贊同。

普丁也很有技巧地與總理施洛德互動。身為蘇聯國安會情報員，普丁學會了事先研究對方的喜好與弱點，以便完美地應付各方對手。現在他把這些技巧運用在他的「施洛德攻略」中。普丁以施洛德和自己人生經歷的共同點作為起手式：兩人都出身底層，來自受到戰爭摧殘、沒有權勢背景的貧困家庭。足球之於施洛德就如柔道之於普丁，運動對兩人都相當重要。此外，兩人大學時都讀過法律系。

然而，以上都只是展開「施洛德攻略」的一般背景。具體而言，重點在於對細節的瞭解。例如，普丁知道這位德國總理喜歡喝啤酒。但平時只會適量飲酒的普丁，卻在訪問行程的第一天晚上刻意表現出熱愛啤酒的樣子。在斯潘道（Spandau）堡壘的一家酒棧中，面對遞過來的超大啤酒杯，他不僅一飲而盡，還接受象徵性的木劍受勳，獲封為「斯潘道騎士」。翌日，施洛德在柏林格魯納瓦德區（Grunewald）普克勒街（Pücklerstraße）的總理官邸中，特別準備了普丁駐任德勒斯登期間就很熟悉的「拉德堡皮爾森啤酒」（Radeberger Pils）。就這樣，在這次兩國領導高層的認識行程中，普丁邁出了建立私人交情的第一步，並成功得到德國總理的好感。更重要的是，這位俄羅斯人也積極推進他的策略行動：他提議施洛德夫婦在半年後的聖誕節期間，以私人名義到莫斯科旅遊，讓普丁以及此次陪同訪問柏林的夫人柳德米拉（Ljudmila Putina）招待。施洛德當場欣然接受這項邀請。

於是，施洛德夫婦於二○○一年一月六日、七日東正教聖誕假期前往莫斯科。這次行程促成了一段男性間的朋友情誼，而這種情誼在政界實屬罕見。普丁在自家地盤不僅竭盡所能想要進一步加深與施洛德的私人情誼，也要讓施洛德留下深刻印象。普丁夫人柳德米拉親自前往機場迎接施洛德夫婦。平安夜那天，兩對夫婦一同前往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參加聖禮儀。到了聖誕節當日，普丁夫婦與施洛德夫婦一同乘坐由三匹馬並列拉動的俄羅斯傳統雪橇，穿過莫斯科一座白雪皚皚的公園。他們參訪了莫斯科東北方謝爾蓋耶夫鎮（Sergijew Possad）著名的聖三一修道院，這座修道院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中心之一，而前一天在聖誕聖禮儀上已經歡迎過他們的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Patriarch Alexij II）也在此等候他們的到來。普丁和施洛德兩人還去了三溫暖，如同當年柯爾和葉爾欽也曾一起進過三溫暖一樣。只是三溫暖突然起火，使得兩人不得不逃出來，消防隊也馬上趕來救援。據傳在逃出三溫暖之前，施洛德還趕忙要把自己杯中的啤酒喝完，這點讓東道主普丁印象深刻。而普丁在許多事情上都想聽聽比他年長八歲的施洛德的看法，這種做法應該讓施洛德心裡很受用。在普丁的鄉間別館中，兩對夫婦吃著魚，搭配醃酸菜和伏特加，一直聊到凌晨四、五點。這兩對夫婦都以德語交談，令在場的口譯員無事可做。據施洛德後來表示，那天晚上建立起一段超越政治範疇的情誼。1

普丁的魅力攻勢隨即在政治上見效。俄國媒體大亨古辛斯基的「萬能媒體」集團（Media-Most）旗下有大力批判克里姆林宮的電視臺ＮＴＶ及其他多種報刊雜誌。在普丁拆分「萬能媒體」集團後，二○○一年四月的德俄峰會上，施洛德在提到媒體自由的重要性時，也只是泛泛而談。甚至對於俄軍在車臣的暴行，他也隻字不提。接下來幾年，也維持這樣的情況。綠黨籍的外交部部長約舒卡．費雪（Joschka Fischer）雖然間或對車臣戰爭或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發言警示，但這也讓費雪很快就在親克里姆林宮的媒體間得到「德俄關係的掘墓人」這種稱號。幸運的是，費雪與施洛德對俄立場的不同調，並未在紅綠聯合執政期間引發爭端。費雪的言論只是重申他所屬黨派重視人權政策的立場，但實際上這位外交部部長並未特別關注俄羅斯，與莫斯科方面的往來絕大部分都交給總理施洛德處理。

此時普丁執政僅一年，就已經顯示他在克里姆林宮的統治風格完全稱不上「自由」二字。普丁強化了與北韓、古巴、伊拉克和伊朗等專制國家的關係，並極力推動將俄羅斯的武器出口到這些國家。在自己國內，他也恢復唱誦蘇聯國歌，並重新將紅旗作為軍隊的榮譽標誌。情報單位再度發現數百名所謂的間諜，這些人通常是科學家或環保人士，他們被指控出賣國家。網路服務供應商必須與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連線，否則就會被吊銷營業執照。學校方面則加強愛國軍事教育。普丁還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Lubjanka-Platz）旁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大樓牆上設立了安德羅波夫（Juri Andropow）的紀念牌匾。安德羅波夫是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並長年擔任蘇聯國安會主席，無情地迫害異議人士。在史達林誕辰紀念日當天，普丁舉杯並以祝酒詞向這位獨裁者致敬。

雖然普丁的這些作為人盡皆知，但他在二○○一年九月再次訪問德國時，仍然受到友好的招待。他甚至得到在聯邦議會發表演說的殊榮。普丁抵達德國的時候，世界已經變得不同了。因為那年九月十一日，伊斯蘭恐怖組織蓋達（Al-Qaida）在美國挾持了四架飛機，並操控這些飛機撞向具高度象徵意義的著名民用與軍事目標。這幾起恐怖攻擊造成近三千人喪命。接下來多年間，西方陣營的各國政府都將伊斯蘭恐怖主義認定為對其國家政治秩序與文明的主要威脅。當時，普丁是最早一批致電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表達慰問之意的人。他巧妙地利用這個重大變局，扮演起西方反恐戰的盟友角色，並把自己對車臣發動的戰爭粉飾成這場反恐戰的一部分。

然而在普丁的演說中，卻隱約透露出與美國往日的競爭關係，甚至是敵意。再仔細檢視該次演說的內容，便不難發現其中分化西方陣營的意圖。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普丁在德國國會發表的演說主要以德語發言。他表示，俄羅斯選擇了自由，並且說，雖然沒有人質疑歐洲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但唯有與俄羅斯聯手，歐洲才有機會成為世界政治中的獨立參與者。俄羅斯是一個「友好的歐洲國家」，只是政界還沒有學會互相信任。即便冷戰已經結束了，仍有許多決策「沒有我們」，也就是沒有俄羅斯的參與。這根本談不上真正的合作關係。「我們為雙邊關係展開新的篇章吧！」這位俄羅斯總統說道：「我們可以藉此合力打造共同的歐洲家園。」普丁在演說中反對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他提到「極權式的史達林意識形態」，並稱柏林圍牆是「歐洲深度分裂的災難性象徵」。2演說完畢，在場的國會議員都起立為這位俄羅斯來賓鼓掌喝采。

最重要的是，普丁成功傳達了他的政治訊息。他並在訪德期間表示，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他「完全贊同」美國總統在阿富汗為反制恐怖主義所採取的措施。他宣告，他的情報單位會將蒐集到與恐怖分子相關的情報，提供給美國及其他西方陣營國家。這項宣告在德國國內引發部分人士的熱烈反響。當時任職於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的政治學家拉爾（Alexander Rahr）寫道，反恐戰可能「打造出一個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國際安全政策聯盟」。自此，拉爾很快就成為普丁政權在德國的主要擁護者。3

早在訪德期間，普丁就致力於將俄羅斯塑造成抵禦伊斯蘭恐怖主義堡壘的形象。在一次與德國記者的會面中，他反問道：「伊斯蘭主義者想要一個從裏海延伸到黑海的伊斯蘭國家。但我們也需要嗎？」這位俄羅斯總統沒提到的是，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造就伊斯蘭極端主義在興都庫什山脈扎根的這一事實。但普丁的如意算盤打對了：施洛德隨即回應了普丁的期望，不再譴責在車臣發生的戰事。在普丁訪問柏林期間，施洛德並表示西方陣營應該把更多因素納入考量、以「更細膩」的眼光看待在車臣的軍事衝突。

普丁提議，要支持超級大國美國與西方陣營共同打擊蓋達組織。這樣的提議其實只是他更深遠規畫的一部分。他希望莫斯科在重大國際政治議題中擁有發言權。他表示，願意就俄羅斯加入北約組織展開對話。但是否真的會加入，完全取決於「所提出的條件」。隨後，施洛德表態支持強化俄羅斯與北約組織間的合作關係。但對於是否讓俄羅斯成為會員國，他不願做出承諾，僅表示對此持「開放態度」。庫斯克號潛艇沉沒後，普丁拒絕了西方的援助。當時這個舉動就表明，普丁實際上無意與西方陣營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

施洛德在普丁上任後的前兩年，兩人頻繁會面十一次。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施洛德也一直避免公開批評這位克里姆林宮的主政者。施洛德不斷表示，如果有任何批評也只會在內部提出，並稱這是「可以施加影響力的唯一途徑」。至於施洛德實際上到底傳達了多少批評意見，外界無從得知。但廣為人知的反而是，對於任何批評俄羅斯人權議題的言論，施洛德都會加以駁斥。二○○三年春，普丁在車臣舉辦憲法公投，意圖藉此宣布北高加索戰爭結束。即便投票結果擺明已經內定，並且會依照上級想要的結果呈報，施洛德仍認為投票結果是「良好的開端」。二○○四年夏末，車臣的總統大選同樣充斥著嚴重的舞弊情形。然而，在與普丁會面時，施洛德卻表示：「就我所知，我並未發現選舉有出現任何嚴重瑕疵。」當普丁下令拆分石油公司尤科斯並將其收歸國有時，施洛德竟然說出一番近乎荒唐的言論：「我不明白為何要大驚小怪：沒有任何跡證顯示整個事件是違法的。」相較於這幾個評論，施洛德對普丁的一項評價留存在德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甚至成為街頭巷尾耳熟能詳的「名言」，那就是稱普丁為「完美無暇的民主人士」。施洛德並未親口說出這句話，而是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者貝可曼（Reinhold Beckmann）提問「普丁是否是一位完美無暇的民主人士？」時，他回答道：「我相信他是，我也確信他是。」至於施洛德曾經提出要「以冷靜務實的態度與莫斯科交流」，很快就被拋諸腦後。與之相反，最晚從二○○一年秋季起，德俄關係成為最高層的直接事務，而且幾乎由施洛德全權負責。

施洛德政策路線的最大支持來自於德國商界。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主席孟高德（Klaus Mangold）甚至比總理施洛德更早對普丁展現出熱情。孟高德不僅在二○○○至二○一○年間統轄該委員會事務，更傾盡全力協助施洛德推行對俄友好政策，因此很快便贏得德國商界的「俄羅斯先生」稱號。早在二○○○年春，孟高德即撰文指出俄羅斯領導層「展現出很大的決心要進行現代化」，並強調俄羅斯「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且對德國「未來的能源供應具有極為關鍵的意義」。而施洛德身為推動這些政策的核心人物，毫不猶豫就予以滿足。起初，在國家層面的經濟政策上，還是以蘇聯時代的舊債償還問題為主。但最終德國慷慨地免除了債務方俄羅斯七十億歐元的債務，使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最遲自二○○二年起，施洛德也接受了德國商界的核心理念，認為俄羅斯雖然偶爾會遇到困難，但仍是擁有幾近無限機會的新興市場。從德國主要企業的角度來看，施洛德放手走這條政策路線是莫大的好運。因為這位總理毫無疑慮地將經濟利益視同為德國的國家利益──同時把所有關乎民主、人權與法治國家的問題都掩蓋起來。不僅如此，施洛德更進一步表示，未來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將「建立在對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承諾之上」。4

此外，施洛德與普丁之間的關係因為拒絕參與伊拉克戰爭而更加緊密。施洛德反對美國小布希總統發起的戰爭，宣稱要走「德國之路」。他將美國意圖讓德國參戰一事，作為他在二○○二年夏秋之交選戰的焦點議題。因為這個議題的助力，至少幫紅綠聯盟贏得了選戰。二○○三年初，施洛德明確表示，德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不會支持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下薩克森邦的邦議會選戰期間，施洛德更在戈斯拉（Goslar）發言表示：「不要指望德國會同意一項讓戰爭合法化的決議。」二○○一年美國遭到蓋達組織的恐怖攻擊，施洛德曾發表聲明表示「無條件站在美國盟友這一邊」，並在紅綠聯合政府中推動派遣聯邦國防軍赴阿富汗參與行動。然而到了二○○三年這時候，他有充分的理由反對小布希總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及其單邊主義。這個決定實際上是正確的，儘管施洛德在選戰策略中利用了這個議題。但是，這同時代表打破了德國一直以來的外交政策，也偏離了與美國以及北約盟友英國的聯盟步調。如今施洛德走上這條與盟友不同的「特立獨行德國之路」，正好是他過去在對俄關係上打算避免的情況。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也反對美國自二○○三年三月以來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這點正好更堅定了施洛德的立場。這樣一來，德國就不是獨力反對華盛頓和倫敦，而是願意接受法國的歐洲觀點，以此與美國做出區隔。隨著普丁的加入，德法聯盟如今更有影響力，它們合力反對華盛頓發起的「自願聯盟」（Koalition der Willigen）。

三位國家元首多次進行三邊會談，例如二○○三年四月十一日在普丁的出生地舉行的聖彼得堡論壇（Petersburger Dialog）期間，隨後在二○○四年八月於俄羅斯索契（Sotschi）、二○○五年三月中旬於巴黎，以及最後在二○○五年七月於慶祝前科尼斯堡（Königsberg，現今的加里寧格勒）建城七百五十年的場合。雖然普丁明確表示他無意與美國小布希總統決裂，而且三國聯盟的軸心更具象徵性質，而非在國家間建立具體的安全政策。然而，施洛德不僅因為這次結盟改變了此前德國外交政策所立下的基礎，還以這樣的聯盟關係和普丁走得更近，如今更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立場作為支撐。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使這個德俄軸心更具爭議。中歐與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不願跟隨德法合作的腳步，反之，這些國家更緊密地向華盛頓靠攏。因為相較於柏林，華盛頓當局更加有力地代表他們的立場、為他們的安全政策利益發聲。這些東歐國家再次被施洛德忽視。對於巴黎、柏林與莫斯科組成的新軸心聯盟，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特別存有疑慮，但這位德國總理一點也不以為意。他在訪談中表示，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不會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作為代價。對於那些與俄羅斯和蘇聯有過截然不同歷史經驗的國家，這位總理幾乎無法理解。如同許多德國政治人物一樣，施洛德在談到德國的歷史責任時，也會將俄羅斯與蘇聯等同。例如在二○○五年五月，紀念終戰六十週年期間，施洛德表示有超過兩千萬「俄羅斯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而不是用兩千萬「蘇聯人民」這樣的措辭。施洛德沒提到的是，據估算，僅烏克蘭在二戰中就有八百萬人罹難。

畢竟，烏克蘭是讓施羅德與普丁政權的緊密關係再次受到短暫質疑的原因。這些質疑主要是因為二○○四年底的「橘色革命」，而之所以發展成這場革命，是由於同年十一月的總統大選出現舞弊爭議，使該次選舉結果有利於莫斯科扶植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Viktor Janukowitsch）。隨後，競選對手尤申科（Viktor Juschtschenko）的支持者走上街頭，要求重新選舉。尤申科在九月的時候遭到戴奧辛毒害，當時這種有毒物質並沒有在烏克蘭產製，但包含俄羅斯在內的一些國家有生產。尤申科到維也納一家醫院治療才得以挽回一命。主嫌在偵查期間逃往俄羅斯，烏克蘭人認為莫斯科應對此事負責。

由於烏克蘭的示威抗議，施洛德多次致電普丁，並且公開提及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正當利益，還強調烏克蘭發生的事件不會對德俄間的戰略夥伴關係造成任何影響。在普丁看來，抗議選舉舞弊、支持親近西方陣營的尤申科的示威行動背後，都有美國的操控──就像二○○三年喬治亞共和國的玫瑰革命之後的情況一樣。無論如何，克里姆林宮當局對各種「顏色革命」的恐懼與日俱增。然而，讓抗議者起身反抗的真正原因在於，他們訴求一個運作健全的法治國家和民主社會，而不是一個貪腐的家長式寡頭體制。數十萬烏克蘭人為此走上街頭。但普丁由此得出的結論卻是，他必須嚴厲打壓俄羅斯國內的所有反對行動。然而在施洛德介入後，普丁同意烏克蘭重新舉行總統大選。二○○四年十二月，選舉最終結果由尤申科勝出。

然而，施洛德對俄政策的重點在於經濟政策，尤其是能源政策。那幾年，德國能源產業正面臨徹底的重整階段，這些重整奠基於歐洲和德國推動能源市場自由化的努力，這樣的努力早在柯爾擔任總理時期就已開始。然而，市場自由化不僅使監管環境變得極難理解，其轉變之快速就連時任魯爾燃氣公司執行長的貝格曼這樣經驗豐富的天然氣業界高層都曾在書面紀錄中坦承「問題多於答案」，並表示：「與其說我們是主動採取行動，不如說我們是被迫做出反應。」5雖然大家都知道那種界線分明的舊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但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接下來會出現什麼。

在施洛德擔任總理期間，日益確定的答案是：規模愈大愈好。因為在社民黨帶領的聯邦政府眼中，自由化的目的並非帶動國內競爭，而是恰恰相反，寄望於打造出更有全球競爭實力的國家冠軍企業。於是，隨之而來的便是一波大規模的業內整併浪潮。二○○○年，兩家原來主要由國家控股的維爾格（ＶＩＡＧ）公司和費巴（ＶＥＢＡ）公司，整併成為意昂集團。這家在德國電力市場新成立的大型企業隨即將目光投向德國天然氣市場龍頭──魯爾燃氣公司。經濟學家海威格（Martin Hellwig）當時擔任獨立運作的壟斷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主席，他多年後回顧此事總結認為，意昂集團購併魯爾燃氣公司不僅明確標誌了「把『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等同於『能源供應安全』」這個政策的開端，同時也反映出「相關權責單位對現行法令規定的蔑視」。6此外還可以補充第三點：意昂集團與魯爾燃氣公司的整併，體現出施洛德的人脈網絡對於經濟政策所起的作用。

起初，這項購併案於二○○二年遭到聯邦反壟斷監管局（Bundeskartellamt）禁止。反壟斷監管局認為，能源市場面臨雙頭寡占的威脅。其中，電力市場可能由意昂集團和萊茵再生能源公司（ＲＷＥ）兩家企業寡占，而天然氣市場則可能遭到魯爾燃氣公司（如今在意昂集團旗下）以及能源供應商Wingas（俄氣公司與德國溫特斯哈爾合資的子公司）雙頭寡占。意昂隨後向紅綠聯合政府提出申請，希望藉由部長特許推翻反壟斷監管局的裁決。意昂集團指出，打造出一家德國自己的大型能源企業，意味著在面對外國供應商時有更多談判權力，也更能提升供應安全。然而，獨立運作的壟斷委員會支持反壟斷監管局的立場。一眾專家認為，實現能源供應安全可以透過幾種方式，諸如「取得自己的供應來源、採購來源多元化、開放市場及儲存能力」等。7而原定的購併案對這些目標毫無幫助，反而會妨礙預期的競爭。由於施洛德的經濟政策鮮少顧及市場的監管政策，而是把重心放在國家主動參與的產業政策上，因此前述監管機關的顧慮被忽略了。同樣受到忽視的還有綠黨以及經濟部官員的反對聲音。經濟學家海威格因此稱之為「政策屈從於大企業的『專業權威』之下」。

此外，社民黨領導的政府高層還面臨一個嚴重問題。不僅在反壟斷監管局做出裁決之前，就有媒體傳聞施洛德已經對企業高層承諾提供政策上的解決方案。而且，當責的經濟部部長穆勒（Werner Müller）也被質疑沒有迴避利益衝突，因為穆勒在入閣前是意昂集團前身費巴公司的代表人兼董事會成員。這些顧慮都被穆勒氣憤地加以駁斥。儘管如此，考慮即將到來的聯邦議會選舉，穆勒還是將部長特許這件事交給他的國務祕書塔克處理。但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改善。因為塔克身為具有公務員身分的國務祕書，不僅受到上級命令的約束，他還是施洛德的老戰友。並且，早在施洛德於下薩克森邦從政時期，就已經是施洛德在經濟政策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塔克力排眾議，批准了部長特許。許多評論家認為，這種做法簡直是膽大妄為。然而這些負面評論並未對經濟部部長穆勒與國務祕書塔克帶來任何損害：二○○三年，穆勒成為魯爾煤炭公司（Ruhrkohle AG）的董事會主席。這家公司不僅是魯爾燃氣公司的大股東，也與意昂集團關係密切。一年後，塔克離開政壇，轉進能源產業。這位社民黨人成為斯迪亞公司（Steag）董事會主席。這家公司不僅是德國排名前幾大的電力供應商，更是塔克的前主管穆勒領導的魯爾煤炭公司全資持有的子公司。

在施洛德擔任總理期間，德俄合作關係的巔峰便是規畫中的波羅的海輸氣管線。這條管線預計將德國直接接入俄羅斯的輸氣管網絡，並連接到西伯利亞西部的天然氣田。這條長達一千二百二十四公里的管線，起始於俄羅斯維堡（Wyborg），終點是德國格萊斯瓦德（Greifswald）附近的盧布明。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持有這條管線五一％的股份，德國溫特斯哈爾公司和意昂集團則持有四九％。北溪一號的構想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年代中期，但德國企業對這項規畫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熱情，推動這項工程的主力是俄氣公司，因為它想要建置一條繞過烏克蘭的輸氣管線。俄羅斯方面確實如願以償。延遲一年後，雙方於二○○四年七月簽下合作意向書，並於二○○五年四月簽署正式合約。施洛德與普丁雙雙現身簽署會場。合約明定在瑞士成立一家運營公司，同時也商定建置第二條管線。施洛德特別看重這條管線的建置工程，因為它對施洛德的對俄政策有著象徵性意義。二○○五年九月八日，雙方就這項工程簽署原則性協議時，施洛德強調，協議是因為聯邦議會選舉而提前簽署。施洛德表示，他為這項工程感到驕傲，並提到這項工程「並非為了針對任何一方，既不是針對波羅的海三國，也不是針對波蘭」。但這些國家「必須理解，他身為德國總理有責任代表德國的能源利益發聲」。

在九月十八日的聯邦議會選舉落敗後不久，由社民黨主導的聯邦政府即表示，願意為兩家德國銀行提供給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十億歐元的貸款作擔保，為規畫中的輸氣管線工程提供資金。十月二十四日，負責此事的跨部會委員會批准了這項擔保。幾個月後，這項決策對外公開時引發強烈的憤怒。自由民主黨稱此「操作流程有不法的嫌疑」，並要求加以徹查。施洛德則堅稱他對此事一無所知。俄氣公司則取消了這筆根據聯邦政府的說法「將於二○○六年上半年完成」的交易。當時的俄氣公司總裁只是淡漠地表示：「我們有天然氣，我們不需要錢。」

到了施洛德總理任期的末尾，他與普丁的會面更具私人關係的色彩。兩位國家元首多次互訪對方家中。二○○四年四月，施洛德在漢諾威慶祝六十歲生日時，普丁是唯一出席的外國元首。作為賀禮，普丁帶了一支四十人的哥薩克民族合唱團，在艾吉劇院（Theater am Aegi）獻唱〈下薩克森之歌〉（Niedersachsenlied）。作為回報，施洛德在二○○四年十二月普丁訪問漢堡時安排了一支海員合唱團，兩位國家元首就在一艘三桅帆船上欣賞演唱。當晚，兩人還在大西洋飯店（Hotel Atlantic）與搖滾歌手烏多．林登貝格（Udo Lindenberg）共飲蛋黃酒。翌日，兩人前往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的哥特多夫堡（Schloss Gottorf）進行政府會談，之後再到施洛德位於漢諾威的住所共度聖誕節。施洛德表示，德俄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在施洛德總理任期最後一年，亦即二○○五年，施洛德與普丁會面了八次；在施洛德的整個總理任期當中，兩人的會面次數共約四十次。二○○五年十月七日，施洛德前往聖彼得堡為普丁慶生，據傳普丁稱此為「最好的生日禮物」。

與普丁的交情讓施洛德引以為傲，也為他的家庭生活帶來重大影響。二○○四年中，膝下無子的施洛德與第四任妻子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Doris Schröder-Köpf）從聖彼得堡的一所孤兒院，領養了一名三歲的俄羅斯女童。過程中，普丁從旁協助，省掉許多繁瑣的官僚手續，也沒發生通常會出現的賄賂情事。一位事業繁忙、離過三次婚的六十歲男性，與他四十一歲的妻子能順利從國外領養小孩，絕非常態。許多辦理收出養事務的機構甚至表示，這個案例的情況在實務中絕不可能發生──畢竟，已經有成千上萬年齡相仿的父母被告知，以他們的年紀不可能再領養兒童。至於施洛德夫婦本身，則對領養過程的細節保持沉默。社民黨籍的漢諾威市長施邁斯迪格表示，希望施洛德的案例可以起到「示範作用」。在二○○五年的選戰中，施洛德夫人多麗絲也提及領養女童一事，她並表態支持開放讓較高齡夫婦也能領養孩子。她批評基民盟總理候選人梅克爾，指責沒有子女的梅克爾應該為德國低迷的出生率負起部分責任。多麗絲提到：「梅克爾提出的政策從未對女性或家庭友善，即便她擔任多年的部長職務，負責的正是這方面的相關政策。但她當年的政策正是造成如今少子化的原因之一。梅克爾女士個人的學經歷，無法代表多數女性的處境。」8兩年後，當時已經卸任總理的施洛德與妻子多麗絲又從聖彼得堡領養了一名將滿週歲的男童。至此，普丁的「施洛德攻略」所達到的成效，早已超出他六年前的籌謀。

史坦邁爾的「以緊密合作帶來改變」政策

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施洛德在聯邦議會選舉當晚的表現，即便在多年後仍令人印象深刻。當時施洛德在鏡頭前對勝選者梅克爾咆哮，並對驚訝不已的觀眾表示，梅克爾擔任總理後絕不可能與社民黨共同執政。尚未卸任總理職務的施洛德大喝道：「在她的領導下，她不會與我們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這點毫無疑問。大家就別自欺欺人了。」

幾天後，由於與綠黨或自由民主黨等合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破局，施洛德才接受社民黨必須與這位基民盟的總理共同執政的現實。儘管此後施洛德不再擔任任何官職，但對於新政府內社民黨籍的部長人選，他的表態仍具有關鍵影響力。而這些人選對俄羅斯的立場，顯然也是施洛德決定是否舉薦的重要考量。比如，這位即將卸任的總理就打算安排普拉策克出任外交部部長。此前一年，擔任布蘭登堡邦邦長的普拉策克曾在邦內的競選活動中，為施洛德在社民黨內不受支持的改革政策（Agenda-Politik）辯護。雖然因此流失部分選票，最終仍順利連任邦長。施洛德甚至認為，未來普拉策克有機會登上總理之位。而外交部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良好起點，就像當年布蘭特在這個職位三年之後，於一九六九年成功入主總理辦公室。此外，普拉策克對莫斯科的立場與施洛德接近，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俄羅斯迷。但當時五十一歲的普拉策克卻拒絕前往柏林擔任外交部部長和副總理，而是繼續深耕布蘭登堡。對此，普拉策克公開表示自己就是個「鄉下人」。

於是施洛德轉而推舉他多年來政治上最親密的戰友史坦邁爾出任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自一九九九年開始就是施洛德總理辦公室的祕書長，他被認為是「效率先生」，甚至是總理辦公室的幕後操盤手，負責處理總理的一切事務。史坦邁爾起草了諸如「二○一○改革計畫」（Agenda 2010）等改革方案，但他本人始終保持低調。然而他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例如，他要隨時留意與掌控總理接觸到的人員，並將他視為干擾因素的人排擠出總理辦公室。無論如何，在聯邦政府內閣中，史坦邁爾這個人是最能體現施洛德路線方向的。施洛德卸任後甚至提到，如果他在二○○五年的選戰中獲勝的話，他打算在任期到一半時辭職，然後舉薦史坦邁爾接任總理職位。

施洛德的這位「救火員」過去一直負責找出問題的源頭，並妥善安排整個團隊的工作，他也相信自己能勝任這份工作。而成為布蘭特之後首位社民黨籍的外交部部長這一點，也讓他感到非常自豪。然而，外界對於這位此前主要是技術官僚的人，是否有能力勝任外交部部長持保留態度。畢竟，從出兵科索沃到拒絕派兵參與伊拉克戰爭等重要外交決策，都有史坦邁爾的參與。此外，任職總理辦公室期間，他還推動了一項施洛德特別重視的工程計畫，那就是從俄羅斯到德國、後來稱為「北溪」的波羅的海輸氣管線工程。在前往莫斯科的行程中，史坦邁爾順利協調了穿越波羅的海管道鋪設工程的相關事務，並認識了普丁的親信、時任副總理兼俄氣公司監事會主席的麥德維傑夫。

史坦邁爾喜歡這種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他對這個國家相當感興趣。這與前任部長費雪的做法很不同。費雪不僅不會插手施洛德的對俄政策，也不會讓自己成為施洛德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相較之下，史坦邁爾則以延續施洛德的對俄政策為目標。他認為，這也是社民黨承繼自布蘭特與巴爾推行的緩和政策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史坦邁爾希望能打破施洛德在總理辦公室內壟斷對俄政策的局面。而相較於施洛德在任時期，梅克爾也讓這位外交部部長有更充裕的施展空間。這位新任部長也帶者堅定的信念入主外交部：他相信自己熟悉對俄政策。上任後沒幾天，史坦邁爾就得到普丁的接見；即便依照外交禮儀，以普丁的總統身分接見德國外交部部長並非階級相當的對話。普丁在他莫斯科近郊的宅邸接待猶如施洛德義子的史坦邁爾──據傳，該次會面毫無意外主要是普丁發言。那次行程安排中，史坦邁爾認為，沒有必要與普丁的反對派人士或是人權運動人士見面。直到二○○六年初，梅克爾首次以德國總理身分訪問俄羅斯，邀請了批評普丁的人士到德國駐俄大使館進行茶敘，史坦邁爾才在其後的訪俄行程中加入與反對派人士見面的安排。而這麼做的目的，終究只是為了抵擋德國媒體的批評聲浪。

二○○六年十二月，史坦邁爾第二次訪問莫斯科時，在大使館會見了當時西方陣營特別看重的普丁政權批評人士卡斯帕羅夫（Garri Kasparow）。然而，因為當時親克里姆林宮的駐俄大使史密特（Walter Schmid）的建議，隨後與其他反對派政治人物的晚宴並未邀請卡斯帕羅夫，因為這位前西洋棋世界冠軍是普丁憎惡的人物。卡斯帕羅夫於是被安排在另外的時間點與德國代表團見面，目的是讓會面顯得不那麼正式。

然而，過去施洛德一時興起和普丁合演的兄弟情深戲碼，史坦邁爾沒辦法依樣畫葫蘆。不同於施洛德，曾任總理辦公室祕書長的史坦邁爾自視為知識分子，指派下屬提出構想及撰寫政策文件。這位外交部部長讓部裡起草一份「新東方政策」（即對俄政策），史坦邁爾的策劃幕僚團在前聯邦情報局（ＢＮＤ）人員艾德勒（Markus Ederer）帶領下，想出了「以緊密合作促進交流」（Annäherung durch Verflechtung）的口號。顯然這個口號參考了四十年多前巴爾提出的口號「以接觸帶來改變」。後來接連擔任歐盟駐北京與莫斯科大使的艾德勒當然知道俄羅斯可能發展成獨裁政權，但他的上級期待的是一個正向發展的腳本、一個所謂的「現代化計畫」。

這裡的構想就是與克里姆林宮進一步加強合作，並且以能源方面的合作為主要考量。他們認為，擴大經濟交流將會帶動俄羅斯社會的現代化與轉型，讓目前實力尚薄弱的中產階級站起來，成為民主改革的推動力量。

聽起來似乎盡善盡美，但卻有一個問題：普丁早在二○○五年之前就已充分證明，他不想和西方認定的價值觀扯上任何關係。果然，史坦邁爾的對俄政策將人權議題擺在較後面的順位。曾有熟悉俄羅斯情勢的外交部官員提出，出身蘇聯國安系統的普丁不可能是真正可靠的人。對於這類反對意見，史坦邁爾一律予以忽視。外交部官員也提出報告指出，普丁曾指揮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炸毀莫斯科及其他多個城市中的民宅，造成數百人喪命，好為他對車臣開戰找藉口。即便有線索指出，葉爾欽之所以選擇普丁作為接班人，正是因為普丁牽扯到聖彼得堡的黑幫與貪腐。但這些資訊和線索都無法說服史坦邁爾放棄與普丁政權推動現代化的構想。一位當時的外交部官員回憶道，只要提到任何一點普丁犯下的罪行，就像是刻意羅織罪名一樣。

史坦邁爾也聲稱，自己隨時關注德國的能源政策利益。二○○六年秋季，在一次廣播節目的訪談中，史坦邁爾稱挪威為「重要的合作夥伴」，並表示能源產業為確保企業自身的利益，已經努力提升能源供應商和供應管道的多元化。他補充道：「當然，除了經由輸氣管線供應的天然氣外，我們也會評估使用液化天然氣的可能性。」9但這個時候，他的人脈圈卻是截然不同的氛圍。巴斯夫化工集團的董事會成員艾格．沃舍勞（Eggert Voscherau）是當時史坦邁爾親近的友人，他不僅參與北溪管線的建置工程，也是普丁在索契避暑別墅的常客。後來沃舍勞成為巴斯夫集團監事會主席，他的哥哥亨寧．沃舍勞（Henning Voscherau）則在艾格的勸說下，自二○一二年春季起進入規畫中的南溪管線（South Stream）工程公司的監事會。巴斯夫集團也透過子公司溫特斯哈爾參與南溪管線工程。於是，繼施洛德之後，亨寧成為第二個同樣系出社民黨、為俄羅斯利益效力的德國天然氣遊說公關。

亨寧於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七年間擔任漢堡首席市長（與邦長等級相當），他很早就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支持者，深深著迷於普丁在人群間的魅力。甚至早在普丁擔任聖彼得堡副市長期間，亨寧就與普丁結識，畢竟漢堡是聖彼得堡的姊妹城市。與前任首席市長多納尼一樣，亨寧認為普丁是民主人士，只是迫於情勢，無法全然採取民主手段行事。二○○四年，正當車臣境內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因莫斯科當局發動的殘暴戰爭失去生命時，亨寧還想授予普丁漢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此舉引發該大學多位教授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此事，亨寧卻要他們「閉嘴」。最終因為抗議聲浪太大，榮譽學位並未頒出。

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同樣對普丁抱持正面觀感。自二○○六年起，他在外交部的策劃幕僚團持續推動「以緊密合作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Verflechtung）的理念，無視於反對意見質疑根本不清楚到底該與誰「緊密合作」。畢竟俄羅斯缺乏外國投資者可以信賴的獨立司法系統，無法保障外國投資者的法律權益。儘管如此，政策草案仍載明，與俄羅斯的新合作關係應該要非常緊密、一旦建立便「不可逆轉」。總理辦公室，尤其是梅克爾的外交政策顧問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對這些構想抱持批判態度。然而，梅克爾並未出手干預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的決策。史坦邁爾相信，德國與俄羅斯在很多領域都有合作的可能性，「無論是氣候與能源政策、共同提高能源效率，或是健康醫療政策、減緩高齡化社會帶來的衝擊、教育與科學領域，乃至於法治方面。」二○○七年，他利用德國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國的機會，將與俄羅斯的「現代化合作關係」提升到歐洲層面。這是對德國既有的親莫斯科政策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歐盟與俄羅斯甚至在二○一○年五月與六月正式簽署了共同聲明，但之後則不了了之。

然而，二○○六年二月，史坦邁爾首次以外交部部長身分出訪烏克蘭的行程卻頗為不順。當時的德國駐烏克蘭大使斯圖德曼（Dietmar Stüdemann）是烏克蘭事務專家，深受該國領導層喜愛，不過即將退休。史坦邁爾因為欣賞斯圖德曼的專業表現，臨時起意主動向烏克蘭外交部部長塔拉休克（Borys Tarasjuk）建議，讓斯圖德曼出任烏克蘭總統尤申科的外交政策顧問。後來，斯圖德曼確實也曾短暫擔任這個職位。只是史坦邁爾此舉給烏克蘭政府的印象卻是：原來對史坦邁爾來說，烏克蘭是需要外來專家指導的不發達國家、毋須太認真對待──這種評價正好與莫斯科的觀點完全一致。

二○○八年三月，史坦邁爾偏好的人選麥德維傑夫接替普丁出任俄羅斯總統──因為依據當時的憲法，普丁無法連續連任──讓這位德國外交部部長更堅信，與俄羅斯建立特別緊密的合作關係是可行的。麥德維傑夫的作風明顯比普丁自由，這讓史坦邁爾認為他是明日之星，即便外交部內真正熟悉俄羅斯事務的官員認為這種想法極為荒謬。無論如何，這都只是史坦邁爾的一廂情願，因為他與麥德維傑夫私交甚篤。至於對換到總理職位的普丁而言，這一切不過是一場政治操作。麥德維傑夫只是暫時填補總統的職位，為的是替這位強人的回歸保留位置。但長久以來，史坦邁爾與梅克爾都沒有領悟到這一點，反而幻想著俄羅斯可能對西方陣營採取更友善的政策路線。史坦邁爾依然堅持他提出的「與俄羅斯建立現代化合作關係」的理念。二○○八年七月三日，史坦邁爾於聖彼得堡論壇的指導委員會議上表示：「唯有與俄羅斯共同努力，我們的能源供應才能長期穩定與和平；也唯有與俄羅斯合作，我們才能在裁減軍備這件事情上有所進展，並在全球反恐戰中有所成就。我確信：在歐洲，乃至於整個歐亞大陸，如果沒有、甚至反對俄羅斯的參與，就沒有安全可言。」10

二○○八年八月，俄羅斯對喬治亞發動戰爭，證實了這種想法就是一種幻想。普丁給性格衝動的喬治亞總統薩卡什維利（Micheil Saakaschwili）設下陷阱：他讓俄羅斯軍隊炮轟鄰近南奧塞提的幾個喬治亞村落，薩卡什維利於是攻打南奧塞提。這個地方雖然名義上屬於喬治亞，實際上卻由俄羅斯掌控。俄羅斯軍隊其實只是在等待薩卡什維利調動部隊。喬治亞軍迅速潰敗，俄羅斯軍隊在幾天之內就攻入喬治亞首都提比利斯（Tiflis）。四個月前，德國與法國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karest）舉行的北約峰會上，拒絕接納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只以不具約束力的展望敷衍，表示有朝一日兩國有望成為會員國。普丁將此解讀為他可以在高加索地區為所欲為。柏林和巴黎的反應強化了普丁的認知。即便有示警，史坦邁爾似乎並未預料到會爆發軍事衝突，因為他認為這種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身為外交部部長的史坦邁爾本應從這次的誤判中汲取教訓，但令人驚訝的是，喬治亞戰爭並未讓他的政策轉向。例如，在布蘭登堡邦的社民黨代表大會上，史坦邁爾就警告要避免「刻意煽動」，並批評喬治亞的行為「不負責任」，而俄羅斯則是「小題大作」。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部長庫希內（Bernard Kouchner）曾考慮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史坦邁爾對此表示反對，並拒絕對莫斯科採取更強硬的做法。他表明：「即使是在這種嚴峻的政治情勢下，也必須保留一點理性。未來我們將繼續與俄羅斯保持鄰國關係，而與之恢復正常關係也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

接下來幾年，德國錯失與喬治亞、烏克蘭和摩爾多瓦一起加強安全政策的機會，儘管這些國家積極爭取加入歐盟。喬治亞戰爭結束後，對於俄羅斯今後的發展方向，德國外交部的策劃幕僚團推演過各種可能性，其中一種便是設想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但最終，他們還是選擇了事態往最好的方向發展的那個選項。這個假定很快就被剔除，畢竟大家認為發生的機率太小了。

此外，對於北約組織打算實施嚴厲程度高於暫停「北約俄羅斯理事會」（Nato-Russland-Rat）的制裁，史坦邁爾也加以阻撓。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切斷對話的機會。他認為，只要對話有明確、實際的目標，就沒有反對的必要。然而，史坦邁爾無法理解一個並不難理解的事實：俄羅斯只有在面對強硬態度時，才會願意坐上談判桌。妥協被俄羅斯視為弱者的表現。俄羅斯政治思考的是輸贏這件事。如果無法成功，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進一步讓衝突升級。史坦邁爾並未堅決反對這種思維邏輯，這也是他在莫斯科還算受歡迎的原因之一。他是比較拘謹內斂的人。前任部長費雪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wrow）相處輕鬆自在，費雪甚至經常打斷拉夫羅夫的長篇大論。相較之下，史坦邁爾面對拉夫羅夫經常說不出話來。史坦邁爾有時稱為「親愛的謝爾蓋」的這位拉夫羅夫，與人交談時常常言語刻薄，但面對德國外長的時候卻沒必要這樣。

接下來幾年，史坦邁爾也刻意避免採取任何約束俄羅斯的措施。二○○七年三月，就在美國意圖單方面在歐洲領土部署飛彈防禦系統時，史坦邁爾提出警告，在《法蘭克福匯報週日版》（FAS）上撰文指出：「我們不希望歐洲進入軍備競賽狀態。」文中並表示，和平「不再是建立在武力嚇阻的基礎上，而是應該立基於合作意願之上」。11史坦邁爾的立場與當時社民黨領導層完全一致，更是與他的師父施洛德同調。與此同時，施洛德稱美國的計畫「在政治上極具危險性」，並稱這是試圖「對俄羅斯進行荒唐的圍堵政策，全然有違歐洲的利益」。12

此時，施洛德在社民黨內又重新得到更大的聲量。卸任總理之後，他大約有一年時間刻意保持低調，如今他又積極介入政策討論。他和巴爾商討社民黨的外交政策路線議題；與新任社民黨主席貝克（Kurt Beck）固定保持連繫；只要兩人時間都允許，就會與之前在總理辦公室的親信史坦邁爾相約餐敘。即便還沒有擺脫在聯邦議會選戰落敗的陰影，施洛德仍想繼續參與政事。

於是施洛德繼續對重大政治議題發表評論，這種做法經常引起總理辦公室的不滿。二○○七年十一月，他批評總理梅克爾在總理辦公室接待達賴喇嘛，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他偏偏在北京發表此番評論，有違外交慣例。《中國日報》（China Daily）隨即引述這位德國前總理的言論，表示德國前總理感到遺憾，因為梅克爾「犯了一個錯誤」。從中國返德後，在柏林的葛洛庇烏斯美術館（Martin Gropius-Bau）的一場盛大晚宴上，施洛德嚴厲抨擊總理梅克爾。他指責梅克爾因為在共產體制下的個人經歷，而將情緒帶到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上。據引述，施洛德表示：「我們固然可以對與能源政策相關的價值觀進行哲學性的思考，但天然氣卻是實實在在的需求。」即便「能理解東德人的特殊經歷」，但因此對俄羅斯築起新的修辭屏障仍然是危險的事。施洛德本人則以「自由人的身分」堅信，這樣的做法並不明智。13

總之，施洛德想要繼續介入政治議題，無論是國內或國際事務。他既不想對日常政治事務保持低調，也不想只在被徵詢意見時才發表看法。在社民黨內，這位前總理也再次為選戰披掛上陣。施洛德雖然因為改革政策以及對黨的傲慢態度而引發黨內部分人士的不滿，但由於黨主席貝克主動向他示好，施洛德很快又與社民黨高層熱絡了起來。二○○七年十月底，貝克說服施洛德在漢堡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致詞，施洛德則以低調的方式完成這項任務。

二○○七年九月，施洛德在俄羅斯大使館露面時強力主張，要為俄羅斯的能源公司「併入我們網絡」創造良好條件。如果歐洲公司同時進入俄羅斯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將帶來更多能源安全」。施洛德也支持俄羅斯投資者進入德國電信市場。他表示，無法理解為何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會容許像黑石集團（Blackstone）這樣的美國對沖基金成為大股東，卻「不太待見」擁有八千萬行動通訊用戶的俄羅斯公司西斯特瑪（Sistema）。施洛德沒有提到的是：由於俄羅斯方面間諜活動猖獗，德國聯邦情報局對於德國電信出售四分之一股份給俄羅斯富豪葉夫圖申科夫（Wladimir Jewtuschenkow）一事，曾表達嚴正疑慮。

此外，外界對克里姆林宮施行鎮壓手段的批評，施洛德一概無動於衷。普丁將財閥霍多爾科夫斯基送進西伯利亞的勞改營時，施洛德僅表示：「我認為，這是俄羅斯司法與霍多爾科夫斯基之間的衝突。」他並表示自己從未與普丁討論過此事。然而，被問到俄羅斯尚未釐清幾位異議記者的謀殺案時，他駁斥道：「其他國家也有很多犯罪案件懸而未決，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關注這方面的議題。」二○○八年，對於俄羅斯出兵喬治亞，施洛德也為其辯護，稱這是在「圍剿」莫斯科當局。

同年，史坦邁爾成為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這讓施洛德覺得自己的地位得到證實，因為一直以來他都認為自己這個親信是坐上總理職位的最佳人選。然而，為此必須先讓社民黨主席貝克下臺。於是史坦邁爾和前社民黨主席敏特費林（Franz Müntefering）這兩位施洛德派系人馬，就首當其衝成為主要負責此事的人。貝克那次在施維洛湖（Schwielowsee）傳奇式的主動請辭後，敏特費林甚至回鍋成為社民黨主席。不過，有些媒體懷疑施洛德其實才是整個事件的幕後主使者，因此史坦邁爾在選戰中刻意避免被視為施洛德門生。施洛德於是也主動避開現身競選活動的場合、避免出現在大型活動上，只在一些小型場次露面。這樣做的目的是不要搶走史坦邁爾的主場，不要讓自己蓋過史坦邁爾的光芒。然而，史坦邁爾的每次競選演說都充斥著施洛德的口氣。一位總理候選人如此「施洛德化」，實在不太合適。最終結果不如預期。史坦邁爾在聯邦議會選舉中，僅為社民黨爭取到二三％的選票支持。這是現代德國成立聯邦共和國體制以來，社民黨最差的成績。

施洛德的商業操作

施洛德被迫離開總理辦公室的時候已經六十一歲。他的政治生涯已然結束，但這位社民黨人自認，如果從此把自己局限在一位偶爾參與公共事務的前總理角色，還是太年輕了。當然，金錢也是他考量的因素之一。在地方擔任邦長時，施洛德有機會進入福斯汽車的監事會，更別提後來擔任總理期間，施洛德經常往來的是一些收入比他領公職薪資高出好幾倍的人。據許多與他打過交道的人透露，施洛德對此不無妒羨。而且施洛德顯然迫不及待：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從生活優渥晉升到富豪階級。前文提過，馬施邁爾曾為施洛德的回憶錄支付過一筆高達二百萬歐元的不尋常高額款項。至於這位保險企業家與施洛德之間的協議，究竟有多少可以追溯到施洛德的總理任期內，至今仍存在爭議。而施洛德進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企業帝國」任職一事，也同樣引發爭議。

施洛德卸任總理還不到三週，《畫報》於十二月十日即出現一個標題為〈俄羅斯來接施洛德了〉的報導。在此之前，一次俄羅斯參訪行程中就已經傳出消息，施洛德即將出任北溪工程公司（Nord Stream AG）監事會主席。施洛德本人則表示，他「在十一月才首次」得到這個消息，而且一開始他還予以婉拒。14直到二○○五年十二月九日，他才點頭同意這個職位的邀約。根據施洛德傳記作者索爾根的描述，施洛德當時是撥號到普丁的私人手機上親口表態的。15巴斯夫集團當時稱，其子公司溫特斯哈爾及另一德國股東意昂集團直到當天才獲悉此事，這項人事安排完全是俄羅斯方片面做出的決定。16

不過，這些說法有值得懷疑之處。據一名高層消息人士透露，北溪一號的德國投資方先前就獲悉施洛德的人事安排，甚至還與這位前總理討論過此事。何況早在施洛德還在任時，俄羅斯當地就已經出現關於他卸任後新職位的報導。早在二○○五年十月十日，莫斯科迴聲廣播電臺就有報導稱，施洛德將在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任職。報導並指出，當時還未卸任的施洛德於十月七日再次前往聖彼得堡會見普丁時，俄羅斯外交官即已得知此事。施洛德的政府發言人稱該報導是「毫無根據的臆測」。社民黨祕書長貝內特則稱此為「惡意的謠言」。兩個月後的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貝內特在聯邦議會的大議事廳上表示：「施洛德為保障德國的切身利益，在一個專案計畫中擔任監事高層的職務。該專案攸關德國的能源政策與能源產業的利益。」

普丁與施洛德可能在更早之前就已經討論過施洛德選戰失利後的職位安排。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商務人士向《法蘭克福匯報》透露：「九月二十一日，我們從俄氣公司內部得知：『施洛德已經確定在我們公司任職。』」顯然，施洛德的職位早在九月十八日聯邦議會選舉前就已經決定好了。

出任北溪工程公司的職位，是施洛德做出的影響深遠的決定。他將自己的人脈網絡與普丁的專制權力結合起來，並以高調的遊說行動，扮演起他之前的幾位總理未能擔任的角色。然而，施洛德與普丁的協議同時也損害了他自己在總理任期內──特別是因為推行「二○一○改革計畫」與對美國發起的伊拉克戰爭說「不」──所積攢的政治遺產與聲望。

施洛德與普丁，作為全球最大天然氣公司的領軍組合，為一段對地緣政治關係重大的男性情誼打開了新的視野。俄羅斯媒體稱此為「普丁體系的西向擴張」，亦即這位俄羅斯總統到處安插親信，藉此擴大他的管控範圍。無獨有偶的是，主導德俄合資管線工程公司運營方向的正好是兩個德國人：擔任監事會主席的施洛德，以及擔任董事會主席的駐莫斯科德勒斯登銀行（Dresdner Bank）總裁馬蒂亞思．瓦尼希（Matthias Warnig）。瓦尼希是前東德國安部官員，普丁的老熟人。

既然要講述瓦尼希、施洛德與普丁的故事，不妨將時間線跳到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普丁又一次來到柏林。隔天與總理梅克爾會面前，他先與施洛德餐敘，地點在柏林旬納貝格區福格街（Fuggerstraße in Berlin-Schöneberg）的藝術家咖啡餐館（Restaurant Café des Artistes），就位於同性戀者聚集的酒吧和社交場所林立而稱作「彩虹街區」的地段。施洛德在那裡等普丁等了一個小時，晚上九點剛過，他的朋友才出現。上桌的餐點有牡蠣蘸紅酒、酥脆烤鴨佐燉煮紫甘藍和甜點拼盤。施洛德是這家餐館的常客、他的朋友史坦邁爾也是。那天晚上稍晚，史坦邁爾也來了。普丁到柏林時，也常光顧這家餐館，這與這裡的廚師有關。這位廚師還小時，常和普丁的幾個女兒玩在一起。他就是當晚也在場的史岱方．瓦尼希（Stefan Warnig），父親就是馬蒂亞思．瓦尼希。普丁和施洛德之前在莫斯科就已經領略過小瓦尼希的廚藝。當時小瓦尼希工作的同名餐廳，就在離克里姆林宮不遠的卡默野格巷（Kammerjägergasse）。那家餐廳深受莫斯科當地同志族群的喜愛。

父親瓦尼希在前東德的勞西茲地區（Lausitz）長大。這位當時的自由德國青年團（ＦＤＪ）書記，年僅十八歲的時候就決定為東德國安部工作，並立志要成為國安局的全職員工。瓦尼希先在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接受訓練，接著在國安部的守衛隊服役半年，然後在東柏林經濟大學完成學業。這段經歷主要是成為他的掩護身分，讓他後續可以接受東德國安部對外間諜事務單位的偵查總隊（ＨＶＡ）的間諜訓練，目的是成為「特殊勤務官員」。瓦尼希當時在東德國安部的代號是「經濟學家」。一九八六年，瓦尼希被派往西德的杜塞道夫（Düsseldorf），任務是從事經濟方面的情報工作，而他在官方文件上的身分，則是任職於東德的貿易代表團。瓦尼希隨和的個性讓他在為東德從事間諜工作（此時他的代號是「阿圖爾」）時能輕鬆與人接觸，並從企業得到資訊。他負責調查包含克虜伯（Krupp）、蒂森、巴斯夫與德勒斯登銀行等企業。一九八九年夏季，為了避免真實身分曝光，東德國家安全部將他召回東柏林。同年十月七日，東德國安部局長米爾克（Erich Mielke）授予瓦尼希「為國家人民軍忠誠服務金質」勳章。

在莫德羅（Hans Modrow）領導下的東德政府時期，經濟部部長克莉絲塔．盧芙特（Christa Luft）任用瓦尼希擔任經濟部幕僚。曾任職於東德國安部的瓦尼希，因此得以參與經濟與貨幣聯盟（Wirtschafts-und Währungsunion）的談判，更因此結識當時的德勒斯登銀行董事長駱勒（Wolfgang Röller）。駱勒延攬瓦尼希負責自家銀行接下來在俄羅斯的業務，並派他前往聖彼得堡。不久，瓦尼希就建議在當地開設分行，德國總部的董事會對此表示同意。為了順利推動分行的設立，瓦尼希需要當時負責外國企業投資事務的副市長普丁的支持。在最初遭到拒絕後，瓦尼希一早九點便帶著保溫瓶和夾心麵包，到普丁辦公室前的接待室等他。當時在場的有普丁的祕書，以及他的辦公室主任謝欽。這位祕書後來成為俄氣公司總裁米勒的夫人，而謝欽則晉升為石油巨頭俄羅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多年後，瓦尼希和施洛德也都成為俄羅斯石油公司的監事會成員。只是這一切在當時都是預料不到的事。那天瓦尼希等了八個小時，普丁才現身。他很快打斷翻譯員，親自與瓦尼希約好當天深夜在一家名叫「海鷗」（Tschaika）的餐館再會。兩位男士相談甚歡，兩人很快就在彼此的人生經歷中找到共同點：兩人都曾在共產國家的情報機構服務過、都很早婚、都有兩個孩子，並且兩人後來的人生都與原先設想的不一樣。

之後，瓦尼希經常在週末前往普丁在郊區的宅邸作客，兩人從此成為朋友。一九九三年，普丁的夫人柳德米拉在一場車禍中重傷，瓦尼希安排她前往德國巴特洪堡（Bad Homburg）接受復健，並由德勒斯登銀行承擔所有費用。療養期間，普丁的兩個女兒也與瓦尼希的兩個孩子一起在德國上學。瓦尼希同時也安排普丁參加在法蘭克福附近的柯尼斯坦（Königstein）舉辦的銀行監管研討會。後來兩家人還一起到瑞士滑雪度假。這對德勒斯登銀行來說是一樁非常划算的生意：成為第一家在俄羅斯開展全面業務的西方金融機構，不僅承辦了俄羅斯石油公司首次公開發行的業務，也承銷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債券。

普丁就任總統後，瓦尼希躋身俄羅斯最重要的商界高層。他進入俄羅斯銀行（Rossija Bank）監事會，該銀行一向被視為普丁派系的金融機構。瓦尼希也在負責俄羅斯境內石油運輸的俄羅斯國家石油運輸公司擔任監事會成員，此外，他甚至出任當時全球最大的鋁業公司俄鋁（Rusal）的監事會主席。二○○六年，這時應該已經成為富豪的瓦尼希，帶著他的第二任俄羅斯妻子和婚後所生的兒子，從莫斯科遷居回德國，不久後定居巴登地區南部、靠近弗萊堡的施陶芬（Staufen）。據傳瓦尼希定居的地點應該是在鄰近的敏斯特山谷（Münstertal），而且是經由專門負責俄羅斯業務的商界高層孟高德的推薦才做出的決定。從那裡到瑞士的楚格（Zug）不會太遠，而北溪工程公司的總部就在楚格，總部內有約兩百名人員為瓦尼希工作。他的監事會主席施洛德也會偶爾來訪。正如瓦尼希在二○一○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施洛德對我個人來說，是莫大的支持。」17

瓦尼希並非施洛德在俄氣公司「帝國」中遇到的唯一一位前東德幹部。因為在這位卸任總理加入該公司後的幾年內，那裡就充斥著前黨高層成員和東德國安部間諜。一九八九年之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德國分公司（Gazprom Germania）的執行長高尼希（Hans-Joachim Gornig）曾任煤炭與能源部副部長，並擔任天然氣管線建置工程政府專員。高尼希曾因他「明確的政治立場」而被授予祖國功勳銅章。俄氣德國分公司財務長施垂霍柏（Felix Strehober）則曾是東德國安部的職業軍官，負責監視同學。俄氣德國分公司的人事長克雷爾（Hans-Uve Kreher）曾以非正式人員的身分向東德情報機構檢舉自己母親的私生活，並受命監視一位能源業高層。18

整個俄氣德國分公司瀰漫著一種奇怪的企業結構網絡。距離該公司柏林總部僅幾百公尺的萊比錫街（Leipziger Straße）上，矗立著一座過去為統一社會黨菁英所建造的大樓。大樓的一樓是「天然氣顧問公司」（Gasconsult GmbH）。據傳這家僅有一間辦公室的公司，在一年內就從俄氣德國分公司獲得約一百萬歐元。而俄氣德國分公司執行長高尼希即為這家公司的少數持股人。「天然氣顧問公司」八○％的股份握在另一家公司手上。高尼希的兒子便是這所謂的「另一家公司」的執行長，而高尼希本人又持有這家公司約六成的股份。「天然氣顧問公司」的執行長不用走太遠就能到辦公室，因為他就住在這棟位於萊比錫街上的大樓裡。這位執行長正是高尼希的老朋友馬赫（Bruno Mach）。馬赫在東德時期曾任國務祕書，而且同樣負責能源領域。柏林圍牆倒塌後，高尼希曾參與加薩─扎魯貝茲天然氣進出口公司（GASA Zarubezhgaz Import-Export GmbH）的營運。這家進出口公司格外有價值，但在經由瑞士公司將俄氣的天然氣轉售到保加利亞的過程中，可能只是多餘的中間商角色。加薩─扎魯貝茲天然氣進出口公司的股份有七○％歸屬於一家名為「達薩」（ＤＡＳＡ）的公司，而「達薩」公司的所有權人正是高尼希和馬赫。

在東德瓦解之際，以高尼希為核心的一個舊勢力人脈圈，顯然也試圖掌控蘇聯對東德的天然氣供應合約，以便從中獲取鉅額的價差。這條線索可以追溯至圍繞著東德負責長程天然氣傳輸業務的ＶＮＧ公司展開的「天然氣之戰」。當時俄氣公司聯合巴斯夫集團及其旗下的溫特斯哈爾公司，共同抵制魯爾燃氣公司。即便在二○○五年施洛德加入俄氣公司之後，總部設在萊比錫的ＶＮＧ公司仍舊是爭議的焦點。這家公司的股東之間彼此爭鬥不休。於是，總部位於奧登堡的能源服務公司ＥＷＥ面對的是由俄氣公司、溫特斯哈爾以及東德勢力組成的對抗聯盟。據相關人士透露，這場爭鬥的過程中不乏動用到情報單位的手段。一位受訪者表示，他在萊比錫遭到跟蹤，並且曾有一位具東德勢力背景的俄氣公司代表在一次會議的空檔對他出言恐嚇。一位來路不明的俄氣顧問還在政界人士間散布一份針對他的背景資料，意圖排擠他。另一位同樣在ＶＮＧ擔任要職的受訪者，也證實了這份背景資料的存在。這位被針對的受訪者還回憶，在萊比錫，由於擔心受到監視，大家都不敢暢所欲言。

施洛德加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帝國」，儼然進入了一個遊戲規則截然不同的場域。這裡，我們應該退一步，用更遼闊的視野來審視普丁徵召這位德國前總理的做法。畢竟施洛德並非唯一一位在政治生涯結束後，收受俄羅斯薪酬的歐洲政治人物。整合各國的案例，便不難看出克里姆林宮的雙重戰略。

俄羅斯一方面扶植左翼或右翼的反建制運動，以破壞西方民主體制的穩健，或是促使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新封建主義持開放的態度。在這個過程中，克里姆林宮正是利用了自身意識形態的兩面性。例如，對德國左翼黨（Die Linke）這類政黨，克里姆林宮可以寄望其作為統一社會黨承繼政黨的認同，黨內仍延續舊共產時期對莫斯科的兄弟情誼，尤其是在普丁任內致力重新強化蘇聯傳統脈絡的情況下。

另一方面，對德國另類選擇黨（ＡｆＤ）這類右翼政黨而言，普丁帝國中的身分政治、民族沙文主義傾向則極具吸引力。抨擊「同性戀歐洲」（Gayropa）的論調、反同性戀法規，以及對歐盟的尖刻批評正好符合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喜好。在反美立場方面，極左和極右翼反正都是一致的。因此對俄羅斯來說，全力支持這兩種側翼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二○二二年秋季，美國情報機構的代表對外表示，俄羅斯自二○一四年以來，極有可能已經在全球投入約三億美元，用以在其他國家推動有利於俄羅斯的政治勢力。在歐洲也有大量跡象顯示，極端政黨與俄羅斯之間有著密切連繫，有部分甚至涉及金流往來。特別受到關注的政黨組織包含法國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與義大利的「北方聯盟」（Lega Nord）。

俄羅斯就這樣，從左右兩翼同時夾擊西方陣營的民主國家，並且利用西方國家多元開放的氛圍與言論自由。克里姆林宮利用這種自由空間打造了諸如「今日俄羅斯」電視臺（Russia Today）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等宣傳媒體，其目的也是為了分化歐洲的民主體制。二○一七年法國總統大選期間，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甚至突破底線，散布有關候選人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是同性戀者的謠言。

除了普丁遊走於政治邊緣的操作之外，還有另一種可以造成影響的做法，便是直接針對主要政黨的決策者。畢竟時至今日，歐洲政策的基本走向主要仍由社會民主派或溫和保守派的勢力主導。因此，倘若克里姆林宮想要發揮影響力，尤其是在天然氣與石油這些主要收入來源方面，就必須在這些勢力中找到支持者。在選擇政治立場上走中間路線的合作對象時，克里姆林宮就像對待極端政黨的態度一樣隨意，甚至到了毫無原則的地步。如果像法國總統候選人費雍（François Fillon）這樣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主動表態合作意願，就會得到克里姆林宮的支持。費雍後來也確實成為俄羅斯石化公司西布爾（Sibur）以及俄羅斯海外石油公司的監事會成員。19如果能本著緩和政策的精神說動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克里姆林宮也會主動向他們伸出合作的橄欖枝。

俄羅斯影響力的多元性與機動性在奧地利尤為明顯。因為當地，包含奧地利人民黨（ÖVP）、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以及奧地利自由黨（FPÖ）在內的三大政黨，都與俄羅斯往來密切。其中，立場偏右的奧地利自由黨容易受到外部操控的特性，並非在發生伊比薩醜聞（Ibiza-Affäre）時才首次曝光。早在二○一八年，奧地利自由黨提名的外交部部長卡琳．克奈瑟（Karin Kneissl）就曾因普丁出席她的私人婚宴時，對普丁行屈膝禮而上過新聞頭條版面。克奈瑟卸任後不僅為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工作，還成為俄羅斯石油公司薪酬優渥的監事會成員。

奧地利人民黨出身的卸任總理舒塞（Wolfgang Schüssel）後來進入俄羅斯盧克石油（Lukoil）的監事會。前財政部部長謝林（Hans Jörg Schelling）同樣也為俄羅斯的利益效力──這位奧地利人民黨出身的政治人物之後成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顧問。因此，後來謝林曾經協助沃夫（Sigi Wolf）處理稅務問題的事件曝光，一度引發軒然大波。因為企業家沃夫不僅與奧地利人民黨關係密切，他在俄羅斯更是交遊廣闊。沃夫曾同時擔任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歐洲子公司，以及俄羅斯富豪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握有的俄羅斯機械公司（Russian Machines）監事會主席，並於二○一六年獲頒俄羅斯友誼勳章。

奧地利社民黨過去二十年來的三任總理甚至都與俄國有著引人注意的連帶。一九八○年代，古森鮑爾（Alfred Gusenbauer）擔任奧地利社民黨青年團副主席期間，抵達莫斯科後做出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訪各國時一樣的舉動──親吻當地的土地。卸任奧地利總理後，古森鮑爾成為哈薩克的獨立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在這個職位上，這位奧地利前總理得以接觸來自歐洲各國的其他卸任高層政治人物，以進一步說服這些人成為哈薩克掌權者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sarbajew）的說客。後來在維也納一次資料外洩事件中，合約草案的金額遭到曝光：每年支付古森鮑爾四十萬歐元、其他高層政治人物每人每年三十萬歐元，20其中包含德國前總理施洛德。施洛德也曾與哈薩克代表會面，但他強調並未從中收受任何酬金。

偵辦美國總統川普的前競選總幹事曼納福特（Paul Manafort）的過程中，發現他也曾與古森鮑爾有過接觸。政治新聞雜誌《政治人》（Politico）報導了美國調查人員對於哈普斯堡集團（Hapsburg Group）的調查結果稱，該集團為親克里姆林宮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進行遊說工作。而這個集團的主事者遭點明是一位「歐洲國家前總理」，據說就是古森鮑爾。21古森鮑爾則駁斥「祕密遊說」的說法，並表示自己只是收取會議出席費，且已依法繳納這筆收入的稅金。22在亞努科維奇下臺、克里米亞被併吞後，古森鮑爾進入亞庫寧（Wladimir Jakunin）所屬的智庫監事會。亞庫寧除了是普丁親信之外，直至二○一五年為止長期擔任俄羅斯國有鐵路公司總裁。後來成為奧國總理的奧地利社民黨人克恩（Christian Kern），在短暫的總理任期後也進入俄羅斯國有鐵路公司監事會。至於同為奧地利社民黨出身，在二○○八至二○一六年間擔任奧地利總理的法伊曼（Werner Faymann），他的商務人脈稍後還會再提到。在所有卸任後自俄羅斯得到金援的歐洲政要之中，施洛德無疑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得到這位德國前總理的支持，普丁不僅有了為俄羅斯利益代言且聲量遍及整個歐洲的人，透過延攬施洛德，克里姆林宮也因此得以接觸到他盤根錯節、遠遠超出德國社民黨所及的人脈網絡。只要這位德國前總理拿起話筒，或是發出餐敘邀請，放眼整個歐洲大概沒有人會拒絕。丹麥記者霍夫斯嘉德（Jens Høvsgaard）曾報導，施洛德與瑞典政治人物佩爾森（Göran Persson）於二○○七年五月七日共進午餐的情形。翌日有消息指出，這位長期擔任瑞典首相的瑞典社民黨政要，是公關公司ＪＫＬ的說客。而這家公關公司的一大主要客戶，正是德國北溪管線股份持有者意昂集團。23二○○八年七月，施洛德邀請利波寧（Paavo Lipponen）到柏林訪問。芬蘭社民黨籍的利波寧曾擔任該國首相多年，過去曾因與東德國安部有接觸而在自己國內引發爭議。在柏林行程幾個星期後，利波寧接下北溪工程公司的顧問職位。24施洛德有目的性地利用他過去的人脈，為管線工程取得在北歐國家必要的核可。

除了在北溪公司的職位，施洛德卸任總理不久後還接受了其他職務邀約。這位前總理成為瑞士林格出版社的顧問，並在隨後幾年間，屢次在這家出版社的出版品中表達他對普丁的看法。此外，施洛德也受聘擔任洛希爾投資銀行（Investmentbank Rothschild）的顧問。根據當時《法蘭克福匯報》的報導，施洛德將在此職位發揮他的「國際專長」，特別是在「東歐、俄羅斯、土耳其與中國等新興市場」。25另外，據一篇關於孟高德的報導指出，施洛德與洛希爾投資銀行的連繫是由孟高德牽線而成。二○○六年，曾是戴姆勒（Daimler）董事會成員的孟高德不僅擔任洛希爾投資銀行的監事會主席，同時還是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主席，以及俄羅斯駐巴登─符騰堡邦的名譽領事。後來孟高德於二○一一年接任途易集團監事會主席，使得他與「漢諾威人脈網」之間又多了一層關係。

此外，施洛德還是一名律師。多年來，他與為地方權勢圈效力的律師老友弗隆貝格在漢諾威共同經營一家聯合事務所。即便在擔任總理期間，施洛德也不曾真正離開漢諾威這座下薩克森邦的首府。雖然工作上需要常駐柏林，但他私人生活的重心仍舊在漢諾威。施洛德的住家、家人和朋友，都在這裡。離開總理辦公室後，施洛德繼續維持在漢諾威和柏林兩地奔波的生活方式。在首都柏林，聯邦政府為這位前總理提供了一個配置完備的辦公室。施洛德因而得以留用克讓皮茲這樣的親信下屬，並搬入俄羅斯大使館正對面、坐落於林登大道五十號的德國聯邦議會辦公大樓的辦公空間。

不遠處的貝倫街七十三號（Behrenstraße 73）是施洛德為自己安排的私人寓所。這座由建築師蓋瑞（Frank O. Gehry）設計的建築所處的街區內，還有英國大使館和美國大使館。此外，這棟建築距阿德隆大飯店（Hotel Adlon）的後門也僅幾公尺之遙。

施洛德寓所的正下方，是「魏澤顧問公司」（Wiese Consult）。這家公司由此前施洛德競選總部的總幹事魏澤創立，創立的時間點正好在施洛德卸任總理後不久。二○○二年，魏澤在失去聯邦議會席次、並辭去他在下薩克森邦社民黨總幹事的職務後，進入下弗蘭肯地區（Unterfranken）的時裝公司奧利弗（S. Oliver）擔任出口部總監。「這段期間，他在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建立商務往來。」魏澤在自述中提到。如今，魏澤選擇了一種與施洛德極為相似的生活模式：兩人都奔波於漢諾威的私人生活圈與柏林的公務領域之間，並經常前往莫斯科和其他往往是由獨裁者統治的國家。

這兩位政治人物存活在一種權力關係分配明確的互利共生關係之中。就如同魏澤在貝倫街七十三號住在施洛德樓下，在政治上，魏澤也同樣扮演著由下而上仰望這位前總理的角色。魏澤把施洛德視為「偶像」、「老大哥」，26甚至認為他是「德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魏澤還表示，施洛德當選德國總理，以及二○○一年普丁在德國聯邦議會的演說，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兩大「輝煌時刻」。27這種關係有時難免淪為一種卑躬屈膝的關係。有位曾到貝倫街七十三號拜訪魏澤的人士回憶道，在他們談話期間，樓上的天花板傳來一陣敲擊聲，顯然是前總理在向他的親信傳達某種訊號。後來面對相關詢問，魏澤未做任何表示，但當時魏澤隨即中斷談話，疾步往樓上趕去。

當然，發生在貝倫街寓所的共生關係，魏澤也能從中受益。這位存在感不強的漢諾威人，很快就被認為是德國社民黨內人脈最廣的說客。除了魏澤本身在下薩克森邦深入基層、盤根錯節的人脈之外，可以暢通無阻地接觸到施洛德這一點，也是他最大的資本。「多數人都知道我和他是朋友。」魏澤表示：「我也因此受益。」施洛德在俄羅斯、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都有良好的人脈，「這點自然也會對我產生一些影響。」魏澤的顧問公司在德國和其他國家都有著幾乎無人能及的人脈。這些人脈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有價值，尤其是與俄羅斯的商務往來，而這正好是魏澤顧問公司的業務重心。

魏澤顧問公司贊助出版的《俄羅斯商務指南》（Business Guide Russland）中，以討喜的方式向潛在客戶說明了箇中原由。他甚至為這本指南書親自撰文，闡述德國中型企業在進入普丁統治下的俄羅斯市場後可能會遇到的難處。「表面上看似一夕之間就頒布某個政令或法規……使你不得不重新評估此前所做的規畫，」魏澤在書中提到並示警：「許多利益相關人既可能對企業發展造成阻礙，也可能成為助力。」並且，「雖然這種情況並不常見，但仍可能發生：在局勢艱難的階段，因為疏忽而導致事態升級，可能讓你面臨全盤慘賠的局面。或許只是因為你忽略了政治這個重要因素。」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像魏澤顧問這樣的公司就能提供實質的幫助。這位前社民黨政治人物認為，俄羅斯「依舊是世界上貪腐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與俄羅斯政府機關打交道可能面對的問題，「只有借重專業的政治顧問服務才能妥善應對」。對此，魏澤建議：「必須持續保持並進一步開發與俄羅斯及德國政界高層直接連繫的管道。」

對德國的中型企業來說，貪腐猖獗可能是他們經商路上最大的挑戰。對魏澤來說，猖獗的貪腐正好是他那一套商業模式得以開展的基礎。這個觀點同樣可以用來說明，何以在獨裁體制中進行遊說活動，對卸任的政治人物來說如此有吸引力。因為比起在多元民主或法制健全的法治國家，他們過去的人脈在獨裁國家當中更有價值。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施洛德的人脈圈多半與具爭議性的掌權者有關。甚至，魏澤業務所及的地區就足以填滿一張獨裁國家的世界地圖。中國、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家，都是魏澤顧問公司業務所涵蓋的範圍。28其中，最被看重的當屬俄羅斯。據魏澤本人的說法，他自己就認識俄國的十三位州長。29同樣也據魏澤自述，他與普丁總統見過八次面。並且，在魏澤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某次會談中，魏澤還請對方向他說明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我認為拉夫羅夫絕對是一位優秀的外交部部長，因為他不是嘴上說說而已，他會採取具體行動。」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幾個星期，魏澤如是說道。30魏澤說：「我也常去土耳其。」他在聯邦議會的任期結束後，在「土耳其企業家協會」（TÜSIAD）擔任高層職位。據魏澤所言，該組織是「土耳其最重要的企業協會」。他並提到：「我和土耳其外交部部長私交甚篤。我認為他跟我的交情比跟馬斯（Heiko Maas，曾任德國外交部部長）的更好。」

魏澤在亞塞拜然也認識「一些人」。因為亞塞拜然這個國家不僅和土耳其關係密切，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也有愈走愈近的趨勢。只是，俄羅斯因此忽略了自己作為受到迫害的亞美尼亞人保護者的傳統角色。二○二○年，亞塞拜然軍隊進攻亞美尼亞時，俄羅斯幾乎沒有給予亞美尼亞任何援助。對於莫斯科立場的轉變，魏澤表態理解，因為「這個亞美尼亞多少也是個麻煩」。亞美尼亞國內親西方陣營的政府進行所謂的「政權和平轉移」，「我認為對普丁來說多少也是有點疑慮」。

魏澤顧問公司的客戶名單固然無法取得，但有些公司行號的名稱仍為人所知。比如：經洽詢，溫特斯哈爾公司證實，已經交付魏澤的公司三份委託合約。另有其他多個消息來源證實，魏澤也為奧地利石油公司提供服務。這家主要由奧地利國營控股的能源公司，尤其自二○一五年起，原溫特斯哈爾執行長澤勒（Rainer Seele）接任奧地利石油公司執行長後，經營策略上以引進俄羅斯的天然氣為主。在能源產業的管理高層中，澤勒一直被視為親莫斯科派人士，甚至有人稱他為「俄氣公司的傀儡」。此外，奧地利石油公司也是北溪二號管線的投資方之一。據魏澤自陳，他也曾為石膏建材大廠可耐福（Knauf）提供服務，該公司積極在俄羅斯投資布局。可耐福公司高層尼可拉斯．可耐福（Nikolaus Knauf）與孟高德、擔任魯爾燃氣公司高層多年的貝格曼以及魏澤，曾一度組成俄羅斯駐德名譽領事四人組。這家石膏大廠的總部位於下弗蘭肯，該地區又是德國繼漢諾威和施威林（Schwerin）之後的另一個親俄大本營。僅二十公里之外，就是魏澤的前東家、同樣也積極拓展俄羅斯業務的奧利弗時裝公司。此外，可耐福總部所在的城市依普霍芬（Iphofen）歸屬於葛洛斯（Michael Glos）的選區，而葛洛斯於二○○五年出任德國經濟部部長。二○一三年，可耐福延攬這位基民盟政治人物擔任公司顧問與遊說代表。卸任經濟部部長職務後，葛洛斯並積極參與德國的俄羅斯商會（Verband der Russischen Wirtschaft）、「德俄新世代」（Deutschland-Russland-Die neue Generation）協會顧問委員會，以及對俄羅斯商貿顧問等領域的活動。31

魏澤顧問公司的其他知名客戶大多與下薩克森邦有地緣關係。當年俄羅斯富豪摩達雪夫成為途易集團的大股東，也有魏澤的助力。據魏澤本人表示，他也曾為EnBW能源集團提供服務。二○○三年，漢諾威「施洛德之友」成員中的克拉森接掌這家位於德國西南部的能源公司的管理權。巴爾瑟（Markus Balser）與里澤（Uwe Ritzer）這兩位記者幾年前曾收到出自下薩克森邦的能源公司ＥＷＥ的商業文件，並對此展開調查，他們的研究成果對魏澤的顧問工作提供了深入的見解。這段商務關係的起點，是與奧登堡當時快速成長的能源公司ＥＷＥ有關的一起贊助醜聞。魏澤於二○一二年處理這起事件時，動用了他在下薩克森邦政界的人脈。

兩年後，魏澤插手土耳其事務。當時ＥＷＥ正面臨魏澤在《俄羅斯商務指南》中提過、德國中型企業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管線過境費率的調整，ＥＷＥ在土耳其的天然氣事業部子公司突然被要求繳納四千萬歐元。然而，魏澤出面運作顯然很有效：土耳其方之後甚至請ＥＷＥ提出該公司可以接受的法案建議。據相關資料顯示，魏澤動用的人脈包含了曾經一起進行斷食健身活動的老戰友，也就是當時的德國經濟部部長嘉布瑞爾。那麼，施洛德是否也參與其中呢？畢竟這位前總理與土耳其領導人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之間有最直接的連繫管道。施洛德曾在自己家中，以私人名義宴請艾爾段共進早餐。二○○九年，艾爾段也曾特別搭機前往漢諾威參加施洛德的六十五歲壽宴。在兩位記者的探詢下，魏澤否認施洛德也在幕後為這些委託任務出力。然而，一位ＥＷＥ主管寫給公司高層的電子郵件中寫道：「今天魏澤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施洛德總理打算在他與艾爾段總理的私人會晤中討論布爾薩天然氣公司（Bursa-gaz）的議題。」32面對記者的詢問，無論是魏澤或施洛德都保持沉默。施洛德甚至表示，「基於律師職責」他無可奉告。

不過，土耳其在德國天然氣產業中畢竟只扮演次要的角色。對德國天然氣產業來說，俄羅斯的重要性遠大於土耳其，對奧登堡的ＥＷＥ也是如此。二○一三年，ＥＷＥ打算收購東德燃氣公司ＶＮＧ的多數股權，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及與之關係密切的溫特斯哈爾公司持有ＶＧＮ的股份。於是，正如同魯爾燃氣公司前執行長兼俄氣公司監事會高層貝格曼所述，俄羅斯的天然氣產業完全脫離不了政治，事無鉅細盡在普丁的掌控中，因此這方面的事務也會有用到魏澤之處。巴爾瑟與里澤兩位記者的報導提及，當時施洛德也動用了他的人脈。33最後，這筆交易於二○一四年三月簽訂，與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幾乎發生在同個時間點。

幾乎沒有任何政界或商界人士在有關施洛德和魏澤二人組的事情上願意被具名引用，但還是會開口。一位曾在德國能源產業的管理高層表示，業內人士其實都知道「魏澤與施洛德關係密切」。「施洛德周遭是一個由魏澤主導的組織。如果想聯絡施洛德，必須透過魏澤。」並支付費用給魏澤顧問公司。一位交遊廣闊的人士稱魏澤是施洛德的「清道夫」，他表示：「只要施洛德沾上一點髒汙，魏澤就會去處理。」一位社民黨政治人物憶起，某次與魏澤及前布蘭登堡邦邦長普拉策克同席而坐的場景。「我很快就意會到，他試圖利用俄羅斯的人脈謀取私利。」這位知名社民黨人士表示：「魏澤把施洛德的俄羅斯政策變成一種商業模式。這令我反感。」

除了在國外保持低調的連繫外，魏澤顧問公司還提供其他業務服務內容。這家顧問公司試圖遊說漢諾威和柏林的有力人士轉向親俄立場，手段包含「社交聚會、會談、大型會議、參訪團考察行程等」。魏澤顧問公司在這些活動中不是主辦方就是幕後協辦者。至於魏澤在《俄羅斯商務指南》中提過俄羅斯貪腐猖獗的大問題，在這些操作下幾乎就不值一提了。相反的，在俄羅斯拓展業務的發展機會，以及在普丁治下該國的正向發展則被擺到檯面上來。另外，魏澤顧問公司還出版了《首都內幕》（Hauptstadt Insider）這份刊物，意圖在柏林政界發揮影響力。這份定期出版的小冊子雖然只有少少幾頁的篇幅，但內容豐富，涵蓋政論、產經新聞、人事動態，並羅列近期舉辦的活動資訊，例如俄羅斯能源部部長舒馬特寇（Sergei Schmatko）現身阿德隆大飯店，或是黑森邦的參訪團前往俄羅斯考察等。某次，《時代週報》（Die Zeit）外交政策新聞部的主編勞烏（Jörg Lau）發表了一篇評論，引發魏澤的不滿。魏澤於是在自家的《首都內幕》中回敬一篇〈時代週報抹黑前社民黨政治人物〉的文章。文中，魏澤呼籲對俄羅斯「邁向自由法治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應給予「更多包容」，並讚揚那些投入心力以支持這個發展的企業。接著，魏澤又毫無根據地拋出以下說法：「至於勞烏先生，我們現在或許也可以開始疑問，究竟是誰付錢給他，讓他不斷對俄羅斯做出負面的報導。」

魏澤顧問公司為《首都內幕》這份小刊物下了不少功夫。「政治與經濟」版面主要由前《明鏡週刊》記者帕爾莫（Hartmut Palmer）負責。二○○七年，帕爾莫與同僚萊納曼共同告別《明鏡》的歡送會，施洛德還親自到場。後來，施洛德的親信、前文化事務政務次長瑙曼（Michael Naumann）在林格出版社擔任《西塞羅》雜誌總編輯，帕爾莫則在那裡擔任副總編。《首都內幕》的總編輯是威爾漢彌（Frank Wilhelmy），他過去曾是安德蕾亞．納勒斯（Andrea Nahles）擔任聯邦議會議員期間的辦公室主任。二○○三年，威爾漢彌接替魏澤，進駐漢諾威奧迪昂街，成為社民黨在下薩克森邦的邦黨部主委。二○一七年，威爾漢彌成為當時甫成立的「社民黨經濟論壇」（Wirtschaftsforum der SPD）執行長，而社民黨經濟論壇的創辦人兼當時的董事長則是施洛德好友、途易集團前執行長弗倫策爾。

梅克爾與聯盟黨對莫斯科的偏愛

社民黨青年團成員施洛德在三十歲出頭的年紀自願前進蘇聯，以展現他對共產主義和蘇聯國家青年的信念齊心一致，梅克爾卻更早且更直接接觸到俄羅斯與蘇聯。這是因為她在東德的藤普林（Templin）長大，而不是像施洛德那樣成長於西德。不過，即便就東德來說，梅克爾與俄羅斯的關係也格外密切。不同於多數東德學童，梅克爾在俄語課的表現特別突出，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因此得以於一九七○年前往莫斯科參加俄語奧林匹克競賽。她曾表示，俄語是「一個美麗的語言，有點像音樂、又帶點憂傷」。在莫斯科，梅克爾買下她人生第一張披頭四（Beatles）專輯《黃色潛水艇》（Yellow Submarine）。此外，她的家鄉藤普林有一座蘇聯軍營，因此在學生時代，這位未來的總理就有機會與俄羅斯士兵交談。所以對她來說，俄羅斯人不僅僅是高高在上的占領者而已。她個人的人生經歷也頗受俄羅斯影響：一九七四年，在一次物理系學生前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交流活動中，梅克爾結識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烏里希．梅克爾（Ulrich Merkel）。三十歲時，年輕的她與幾個朋友沿路搭便車穿越高加索地區，也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喬治亞首都提比利斯火車站的庇護所過夜。她在那裡見到與自己家鄉的普魯士風格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樣貌的社會主義社會。

梅克爾熟悉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俄國文學作品。有一段時間，總理府的辦公桌上還擺了一幅在德國出生的俄國女皇凱薩琳大帝的肖像版畫。過去，德國從未有任何一位總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如此密切。然而，即便對俄羅斯有著情感上的連繫，梅克爾對俄羅斯的民族精神也未曾展露過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就與她的個人經歷有關：身為牧師家庭的女兒，她的出身本就在統一社會黨政權下備受審視，而她曾遊歷蘇聯的經歷，也讓她能帶著觀察入微又抱持保留的態度看待那裡的體制。梅克爾瞭解共產主義的統治手法，清楚蘇聯國安會的操控和打壓手段，也熟悉瀰漫在這個幅員廣闊國家中的「懷疑文化」。但在東德，她既非反對派人士，卻也不是施洛德在三十五歲左右自稱的「公開表明的馬克思主義者」。

梅克爾擔任總理之初，在對俄政策上就明確與前任總理劃清界線。尤其是施洛德的行事風格令她厭惡。與普丁像哥兒們一樣的交情也不是她的作風。過去施洛德常與俄羅斯總統進行私下會談，但梅克爾上任初期拒絕這種會面方式。二○○六年一月她首次以總理身分訪俄，在德國大使館的接待會上，除了杜馬議會議員外，還邀請了普丁的批評者與會。不久後，她又在自己的私人寓所接見了來自東歐，特別是俄羅斯的政治學者、記者與人權運動人士；當晚，眾人齊聚一堂探討俄羅斯議題。梅克爾很快就習慣公開表達自己對俄羅斯的看法。她開始一一點出問題，無論是侵犯人權、打擊新聞自由、謀殺批評政權者與記者，或是迫害同性戀者等行為。甚至早在當選為總理之前，她就在華沙承諾，「不會再有以犧牲波蘭為代價而組成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聯盟」。總之，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都為施洛德下臺感到慶幸，因為過去施洛德為了討好莫斯科當局，完全忽視了他們的權益。

儘管如此，梅克爾仍堅持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即便其定義始終不明確，究竟這種關係是否已經存在，或是仍待實現。無論如何，這位總理已經表明，實際上她不會推動完全不同方向的對俄政策。她在首次以總理身分拜會普丁時表示，與俄羅斯的情誼本就「理所當然」，應當持續發展下去，並保持德國對俄政策的一貫性。連同從俄羅斯進口能源，或是在施洛德主政期間拍板決定的波羅的海北溪管線議題，梅克爾也無意做任何改變。如此一來，她在與普丁的互動上固然展現出不同的行事風格，但基本上的執行路線並無二致。梅克爾雖然把面對這位俄羅斯統治者視為一項挑戰，但還不至於視之為威脅。

由於出身蘇聯國安會情報人員的背景，普丁喜歡測試或挑釁與他對話的對象。「我聽說您不喜歡狗？」普丁在梅克爾首次拜會時如此說道，並送給她一隻大型絨毛玩具狗。普丁明明知道梅克爾曾經被狗咬過：那是一九九五年，梅克爾有次騎腳踏車時被鄰居的短毛臘腸咬了。二○○七年一月，梅克爾第三度以德國總理身分訪問俄羅斯，前往普丁在索契的度假別墅時，又發生另一次挑釁行為。普丁放任他的黑色拉不拉多犬柯尼滿屋跑。柯尼貼近梅克爾嗅聞，讓這位總理感到極度不安。「我希望這狗沒嚇到您。」普丁明知故犯地說道。梅克爾強忍內心的驚恐，只求不動聲色通過這項蘇聯國安會等級的測試。然而，據悉梅克爾在返程航班上坦承自己並未通過測試，而是落入了陷阱。她認為當時應該堅持讓那隻狗離開房間。34

這個小插曲比表面看來透露出更多訊息。它顯示出，在某些特定層面，梅克爾對普丁還是有所忌憚。她雖然批評普丁的政策，卻無意演變成大型衝突，而是從中尋求妥協。梅克爾在多年總理任期內一直堅持的觀點是：普丁應該納入歐洲秩序，應該擁有他的位置。因此她不斷與普丁對話，即便她眼見普丁政權在內政與外交上愈來愈強硬。為了牽制普丁，她先是採用外交手段，隨後又訴諸經濟制裁。

至於在軍事上嚇阻俄羅斯，則不在梅克爾的考量中。至少在她看來，德國沒有義務就此做出關鍵行動。她認為這應該是其他國家的責任，尤其是美國。與她結盟的社民黨不支持大幅提高國防預算，這正合她的心意。對於美國計劃在歐洲擴增軍備部署，例如小布希總統曾經希望在波蘭與捷克建置飛彈防禦系統，梅克爾則表態反對。二○○七年三月，梅克爾對此表示批評，她認為這類防禦系統頂多只能由北約成員國共同決議。社民黨更是要求就此事與俄羅斯進行協商，因為對於美國的計畫，普丁此前已經表達了強烈反對的立場。

對於蘇聯解體後成立的幾個國家想加入北約一事，梅克爾也反對給予承諾。二○○八年四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北約峰會上，梅克爾與法國總統薩克齊（Nicolas Sarkozy）共同主張，不宜在可預見的未來允諾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梅克爾成功貫徹了自己的立場，她反對美國總統小布希將這兩個國家納入「成員行動計畫」（Membership Action Plan），這是邁向北約成員國資格的第一個具體步驟。梅克爾認為，這些國家現在還「為時尚早」。此外，她提出喬治亞不能加入北約組織的理由之一是：一國之內如果有領土衝突尚未解決，就不能成為成員國。而喬治亞正面臨這種情況，因為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提兩個地區當時已經脫離喬治亞的統治。然而，這些地區的現狀獨立全然仰仗俄羅斯的支持。普丁深知其中的道理，後來他也用這一套讓烏克蘭陷入領土未決的困境。

梅克爾擔任總理期間，任用霍伊斯根擔任她的外交政策顧問。霍伊斯根極力敦促梅克爾對俄羅斯事務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他對社民黨籍的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的作為也抱持懷疑態度，尤其是在史坦邁爾的第一任期內。相較於霍伊斯根，梅克爾的經濟政策顧問羅勒（Lars-Hendrik Röller）更在意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的利益。羅勒的父親過去曾派瓦尼希前往俄羅斯，擔任德勒斯登銀行駐地代表。與霍伊斯根的對俄立場不同，羅勒支持北溪二號管線工程。梅克爾則一向走中間路線，但在出現爭議時會優先顧及經濟利益。不過，梅克爾很快就察覺到，與普丁交手的難度愈來愈高。於是，在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達成共識後，她於二○○八年轉而支持普丁的接任者麥德維傑夫。這兩人都希望，被外界認為比普丁更開明的麥德維傑夫能投入他的職位。但直到後來他們才意會到，原來這只是普丁與麥德維傑夫事先約定好的戲碼。實際上仍由普丁掌控一切，而接任的麥德維傑夫不過是暫時代行職務，直到普丁再度當選總統。梅克爾對烏克蘭這個國家心存疑慮，因為她認為烏克蘭是政治立場分裂且由寡頭掌控的國家。但梅克爾又與後來的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chenko）關係良好，甚至在接近總統大選時表態支持他。可惜波洛申科是偏保守的傳統烏克蘭政治人物，比起克里姆林宮裡那位常交手又精明老練的普丁，面對波洛申科反而讓梅克爾覺得更為吃力。至於波洛申科之後、演員出身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Wolodymyr Selenskyj），或許直到梅克爾卸任總理都未曾與他達到一定程度的默契。

在對俄政策方面，梅克爾幾乎沒有受到自家黨內或是姊妹黨基社盟的阻力。即便偶有批評的聲音，也不是指責她的立場過於懷柔，而是因為她的態度過於嚴厲。隨著共產主義不再是莫斯科當局的官方教條，對於傳統上向來傾向支持跨大西洋陣線的聯盟黨而言，過去那個宿敵的形象也隨之瓦解。於是，基民盟和基社盟在對俄政策上尋求新的方向。聯盟黨的多數政治人物並不認為普丁足以構成威脅，反而有許多人積極想與莫斯科當局拉近關係。此外，經濟政策領域的政治人物則多受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的影響。相較之下，僅有部分基民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的政治人物以更為嚴苛的態度審視普丁政權，其中包含長年擔任德國聯邦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波蘭茲（Ruprecht Polenz）、接任波蘭茲職位的洛特根（Norbert Röttgen），以及聯盟黨團副總召蕭肯霍夫（Andreas Schockenhoff）。他們採取人權導向的立場。但整體而言，涉及普丁與俄羅斯相關事務時，基民盟內專精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就分成批判立場或是更加寬和友善的立場。

基民盟與基社盟的聯盟黨團外交政策發言人米斯費爾德（Philipp Mißfelder）與蕭肯霍夫兩人長年在對俄政策上爭論不休，便是雙方立場分歧嚴重的代表性例子。身為聯盟黨青年團「青年聯盟」（Jungen Union）主席的米斯費爾德挾其十二萬成員，早已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基礎。在基民盟中，即便他觀點善變，仍被看作是前途看好、有個人魅力的人物。此外，米斯費爾德活耀於許多民間社團，其中包含「大西洋橋協會」（Atlantik-Brücke），A不免令人聯想到他可能與華盛頓方面有密切往來。二○一四年一月，米斯費爾德出任德國政府的對美事務協商代表。然而在同一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的四月二十八日，他卻現身聖彼得堡華麗的尤蘇波夫宮（Jussupow-Palais），參加一場由北溪工程公司與瓦尼希為慶祝施洛德七十歲所舉辦的私人壽宴。普丁本人與俄羅斯石油公司董事長謝欽，都在這場壽宴的賓客名單之列。德國商界人士孟高德，以及兩位社民黨人，麥佛邦（Mecklenburg-Vorpommern）邦長賽勒凌（Erwin Sellering）與目前任職於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前漢堡城市邦邦長沃舍勞。關於該次行程，米斯費爾德並未提前知會聯盟黨議會黨團與總理梅克爾。至於前往俄羅斯參加施洛德壽宴的理由，米斯費爾德先是表示自己向來敬重這位前總理，且一直與施洛德維持良好關係。隨後又補充道，在壽宴上有機會與普丁在人員精簡的情況下進行對話。在當晚與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會面中，當時被米斯費爾德視為未來德國總理人選的魏澤也在場。這次行程在聯盟黨議會黨團中引發批評，尤其是因為在那個時間點上，還有三名德國士兵與一名德語翻譯人員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ＯＳＺＥ）觀察員身分在烏克蘭執行任務期間，遭到烏克蘭東部斯拉維揚斯克（Slawjansk）親俄的分離主義分子挾持作為人質。米斯費爾德在黨團的外交政策發言人職位幾乎面臨被撤換的命運，只是向來與米斯費爾德親近的聯盟黨議會黨團總召考德（Volker Kauder）對此有所顧忌而作罷。

在此之前，米斯費爾德對施洛德或普丁的支持傾向鮮為人知。二○○七年，米斯費爾德甚至評估認為，施洛德為俄羅斯能源公司工作是危險的行為。他曾表示：「施洛德竟然恰巧在這時候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工作，這也只是俄羅斯獨裁政權意圖對德國發揮更大影響力的先行訊號。」35到了二○一三年，米斯費爾德卻改口讚許施洛德當年拒絕參與美國對伊拉克開戰的決定。不久後，米斯費爾德便成為俄羅斯大使館的常客，而俄羅斯駐德大使格里寧（Wladimir Grinin）也常受邀出席基民盟的活動。赴俄參加施洛德的壽宴之後，米斯費爾德的外交立場也正式而迅速地轉向。他辭去對美事務協商代表的職務，加入「德俄新世代」協會的顧問委員會，並成為「德國土庫曼交流協會」（Deutsch-Turkmenisches Forum）的董事會成員，這個社團組織致力於維繫兩國間的友好關係。雖然土庫曼的獨裁者在國內打造了一種近乎荒誕的史達林式個人崇拜的統治氛圍，但仍不敵它作為全球天然氣儲量第四大國地位的重要性。此外，米斯費爾德也擔任「德俄交流協會」（Deutsch-Russisches Forum）的董事會成員，施洛德的親信魏澤恰好也在這個董事會。

然而，米斯費爾德早在此前就已經與魏澤及他背後的施洛德人脈網絡往來密切。例如在二○一一年，魏澤安排了一次聯邦議會議員前往俄羅斯的參訪行程，米斯費爾德與社民黨議員、同時也是德俄議會交流團副主席的克林拜耳都在參訪之列。米斯費爾德與克林拜耳素有交情。一行人在莫斯科拜會了年輕的杜馬議會議員，隨後前往位於切列波維茲（Tscherepowez）的北方鋼鐵公司（Sewerstal）總部考察，又到卡魯加（Kaluga）參觀福斯汽車在俄羅斯的分公司。此次行程的費用由北方鋼鐵公司、福斯汽車、意昂集團、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與途易旅遊集團共同出資。其中，途易集團的大股東摩達雪夫同時也是北方鋼鐵公司的總裁兼所有人。而德俄交流協會、駐德俄羅斯聯邦工商會（Handels-und Industriekammer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in Deutschland）及魏澤顧問公司則是這次活動的主辦方。36米斯費爾德的親俄立場，與基民盟內的「長者聯盟」（Senioren-Union）主席烏爾夫（Otto Wulff）不謀而合。且自二○○八年以來，米斯費爾德與烏爾夫共同主導的「世代團結」（Zusammenhalt der Generationen）小組，是基民盟黨內重要的策略性聯盟組織。米斯費爾德偶爾在長者聯盟出版的刊物《主權》（Souverän）上發表文章。在其中一篇發表於二○一五年三月號、標題為〈烏克蘭衝突的解方〉（Lösung des Ukraine-Konflikts）的文章中，他寫道：「西方國家應該用批判的態度自問：與其全盤忽視，難道接受普丁和麥德維傑夫在經濟與安全政策方面多次提出的各項提議，不會是比較明智的決定嗎？」他在文中喊話，要北約組織與俄羅斯「合力打造一個符合共同價值的合作空間」。文中並表示，「以接觸帶來改變」的理念，已經在歷史上證明極為成功。米斯費爾德認為，這個理念承襲了社民黨的經典口號精神，「應該成為未來的指標性做法」。37在《主權》雜誌的同一期，也出現了德國國防軍中校勞夫（Ralph G.）的投書。文中傳達出明顯的親俄立場，並強烈批評烏克蘭。二○二二年八月，杜塞道夫高等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勞夫的案件。聯邦檢察署指控，勞夫在二○一四至二○二○年間向俄羅斯軍方情報單位格魯烏洩漏大量資訊與文件。最終於同年十一月，勞夫因間諜罪被判處一年九個月有期徒刑，得以緩刑。38

米斯費爾德在議會黨團中的對手是蕭肯霍夫，他曾於二○○六至二○一四年初擔任德國政府的對俄事務協商代表。蕭肯霍夫不僅批評俄羅斯當局侵犯人權，更在克里米亞遭併吞後，主張在所有經濟領域與金融交易方面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他也毫不客氣抨擊普丁，稱其為「偏執的」統治者。蕭肯霍夫聯合綠黨議員瑪麗露易絲．貝克（Marieluise Beck），提出改革聖彼得堡論壇的要求。兩人都認為這個會談遠非公民社會間的對話，而只是為了讓社會主流接受克里姆林宮的政策。他指責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試圖粉飾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政策。作為回應，莫斯科方面拒絕蕭肯霍夫訪問俄羅斯首都的行程安排。此舉無異於外交操作上的羞辱。

此外，蕭肯霍夫與米斯費爾德在聯盟黨議會黨團內，爆發了一場影響到外交政策工作小組運作的公開衝突。這場爭端的背後原因，是蕭肯霍夫懷疑有一個牽扯到財務關係的人際網絡存在。蕭肯霍夫想加以揭發，並認為米斯費爾德是這個人際網絡的中心人物。蕭肯霍夫嗜酒成癮，他在二○一一年公開自己的病情，並稱病情已得到控制。蕭肯霍夫在一次巴黎出訪行程中喝了酒，隔天《畫報》就出現一篇附有據稱是證據照片的報導，直指這位基民盟政治人物酒癮復發。聯盟黨議會黨團內部有傳言稱，那則報導中的資訊和影像來自米斯費爾德。39這兩位基民盟政治人物之間的矛盾最終以雙重悲劇的方式收場。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蕭肯霍夫在家中的蒸氣室意外嚴重灼傷後去世。七個月後的同一天，米斯費爾德死於肺栓塞。

還有一位出身基民盟，後來歷任北威邦邦長、基民盟黨主席，並一度角逐聯邦總理大位的政治人物，也對俄羅斯格外寬厚。就在克里米亞遭到俄羅斯併吞之際，拉榭特（Armin Laschet）批評德國輿論當中有一股「迎合大眾喜好的反普丁民粹主義」聲浪。拉榭特認為，儘管克里米亞公投「明顯違反國際法」，但「在維護外交關係時，也有必要設身處地去理解對方的立場」。他同時提到，當時北威邦有一千兩百家公司行號與俄羅斯有生意往來。

多年後，時任北威邦邦長、坐鎮杜塞道夫的拉榭特又以一番與普丁政權有關的論述引發爭議。二○一八年三月，前俄羅斯情報員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及女兒在英國慘遭軍事化學武器「諾維喬克」（Nowitschok）毒害，險些喪命。事件發生後，一些西方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美國與德國）紛紛將偽裝成外交人員的俄羅斯情報員驅逐出境。當時，德國另類選擇黨與左翼黨批評，這起下毒事件是否真是克里姆林宮當局所為尚未可知。拉榭特附和這種說法，並在推特發文表示：「如果非得要所有北約國團結一致，難道不該提出確鑿的證據嗎？一般人固然可以對俄羅斯持有各種立場，但就我從國際法中學到的，國與國之間的事務應該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他的這番言論忽略了一點：西方國家的情報單位與各國政府都認為，這種軍用神經毒劑的來源只可能是俄羅斯政府。也因此，無論是外交政策圈，還是在聯盟黨議會黨團，拉榭特素有「普丁通」的稱號。而在聯盟黨議會黨團內，更有人形容拉榭特是「務實派中最務實的那個人」。拉榭特的立場可能受到他在商界的人脈影響。與他親近的顧問人士包含德國鐵路公司董事會成員、聖彼得堡論壇主席波法拉（Ronald Pofalla），以及前記者兼企業家，同時也是聖彼得堡論壇指導委員會成員與德俄交流協會的董事儒茲（Michael Rutz）。

另則，在基社盟內部，相較於對俄羅斯維持審視態度和保持距離的立場，傾向與俄羅斯拉近關係的呼聲更為有力。基社盟追求自己的對俄外交政策。普丁與史托伊柏（Edmund Stoiber）之間的關係尤為密切，他在巴伐利亞邦邦長任內，就曾多次與俄羅斯總統會面。普丁甚至在史托伊柏順利連任巴伐利亞邦邦長時親自致電祝賀，史托伊柏為此感到自豪。二○○七年七月，史托伊柏卸任邦長前最後一次拜會克里姆林宮，普丁撥出近四個小時的時間親自接見他，並特別安排儀隊出場致敬，即便此時的史托伊柏在自家黨內正面臨被逼退黨主席職位的局面。隨後，普丁又在自己的鄉間別墅安排了晚宴款待。之後，基社盟的澤厚佛（Horst Seehofer）也試圖與普丁建立起親近的特別關係。二○一六年一月，澤厚佛首次出訪莫斯科之前，他找來兩位黨內人士進行磋商。一位是親俄的高懷勒（Peter Gauweiler），另一位則是記者向納格（Wilfried Scharnagl）。向納格於一年前剛出版的一本書中自詡為普丁辯護者。澤厚佛的出訪行程備受質疑，因為他此前不久才在難民政策上表明與梅克爾對立的立場。然而澤厚佛堅稱，他拜會普丁的行程先前已經跟梅克爾照會過。但是到了莫斯科，他又表態支持放寬制裁。澤厚佛這種對梅克爾立場不忠誠的舉措，又於二○一七年三月拜會普丁期間再次上演。當時他發言支持解除因烏克蘭東部戰爭而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措施。由此可看出，在外交政策上，澤厚佛既採行了不同於總理辦公室的副線策略，但同時又與社民黨立場一致。

接替澤厚佛職位的索德（Markus Söder）在上任初期行事更為謹慎，他雖然也出訪莫斯科，但強調自己此行是「務實而理性的工作行程」。然而，新冠疫情爆發後，索德為尋求在巴伐利亞邦生產新冠疫苗「史普尼克五號」（Sputnik V）的機會，甚至不惜為此簽署初步協議。直到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前一天，索德才宣布暫停該項計畫。另一位基社盟的重量級人物，甚至在俄羅斯政策上與向來立場迥異的對象合作：曾在梅克爾第二屆內閣出任交通部部長的聯邦議會議員蘭紹爾（Peter Ramsauer），於二○一八年二月以「經濟合作暨發展委員會」主席身分，出席由左翼黨議會黨團在俄羅斯科學與文化中心舉辦的活動。蘭紹爾與左翼黨政治人物莎拉．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以及巴爾奇（Dietmar Bartsch）同臺亮相，因為他們都反對制裁俄羅斯。40

普拉策克的「派對社交術」

俄羅斯的外交官與情報人員通常擅於獲取目標對象的好感，也善於利用對方的虛榮心與對自我肯定的渴求。他們用盡各種手段拉攏西方國家政界與商界的決策者，以及任何能夠提供情報的人，藉以建立支持者網絡。多年來，德國的國安部門不斷警示，學者或政府部會人員往往會被偽裝成外交官的情報人員長時間接觸吸收。政治人物則不同，他們會接到正式連繫或邀請。畢竟，有誰能拒絕在壁爐旁談話交流、實至名歸的獎章，或是與未來的領導高層會面，或一場在俄羅斯大使館舉行的宴會呢？

在德國，社民黨的普拉策克多年來一直是這張人脈網絡的重要人物。他的親俄情懷源於童年時期。普拉策克自小就對駐紮在家鄉波茨坦（Potsdam）的俄羅斯軍人懷有好感，當年那裡約有三萬名蘇聯士兵。普拉策克表示自己是「在俄羅斯人當中長大的」──他與其中一些俄羅斯軍人特別親近，而這樣的童年印象格外令人難以忘懷。普拉策克常提到他對俄羅斯文學與音樂的喜愛，對人說起他最喜歡的電影是《紅莓》（Roter Holunder），或是回憶起他以前的俄語老師有多棒。出任布蘭登堡邦邦長期間，他也曾滿腔熱情地提到自己前往俄羅斯進行經貿訪問的經歷。二○○五至二○○六年間，普拉策克曾短暫接任社民黨主席，成為在施洛德之後，第二位與俄羅斯關係密切、不以批判眼光審視普丁政權的黨內高層。二○○二至二○一三年間，普拉策克在波茨坦擔任布蘭登堡邦邦長十一年，主持布蘭登堡邦社民黨黨務長達十三年。因此布蘭登堡邦是下薩克森邦以外，另一個與克里姆林宮立場相近的社民黨邦黨部。接替普拉策克成為布蘭登堡邦邦長的社民黨籍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也延續相同立場。二○○九年，時任外交部部長的史坦邁爾在好友普拉策克的安排下，在布蘭登堡邦取得一個選區提名的機會，於該地角逐聯邦議會直選議員席次。

普拉策克由於健康因素辭去邦長職務後，仍繼續為他心心念念的俄羅斯議題效力。於是他在二○一四年成為德俄交流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的宗旨是促進俄羅斯與德國民間的交流，然而，普拉策克將這個交流協會帶往一個著重於與俄羅斯官方代表往來的方向。

這種現象在聖彼得堡論壇上更為凸顯，因為普拉策克恰好也是董事。這個組織是由普丁和施洛德於二○○○年成立，初期作為兩國政府磋商機制下的附屬組織，名義上是為了促進兩國民間交流。德俄交流協會創辦人亞莉桑德拉．蘭伯斯多夫女爵（Alexandra Gräfin Lambsdorff）認為，普丁設立聖彼得堡論壇的目的是要造就直接的競爭，以削弱德俄交流協會的影響力。因為德俄交流協會舉辦過議題非常開放的座談會，有許多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參加，其中不乏對普丁抱持批判態度的人。當時只有德國方面會重視兩國代表成員的多元性。這位德俄交流協會創辦人寫道，「可惜」施洛德及其夫人多麗絲「太過樂意」遵從普丁的想法行事。41

總之，代表俄羅斯參加聖彼得堡論壇的主要人士，從一開始就是克里姆林宮精挑細選出來的。至於德國方則以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的代表，以及對克里姆林宮不採批判立場的政治人物為主，例如基民盟籍、同時擔任該論壇指導委員會主席的德梅基耶（Lothar de Maizière）。

聖彼得堡論壇與德俄交流協會之間的緊密關係，不僅體現在普拉策克這個人身上。這兩個機構甚至有同一個負責人：俄羅斯遊說公關霍夫曼（Martin Hoffmann）。霍夫曼曾獲俄羅斯聯邦友誼勳章，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一直擔任交流協會的祕書長，於二○○一年成為聖彼得堡論壇的「執行董事」。德俄交流協會與俄羅斯官方之間的關係有多密切，可以從一些電子郵件中看出。例如在二○一五年十月二日的通聯中，交流協會以「奉大使之命」的名義發出的邀請函，活動內容是在俄羅斯大使館內舉行的爐邊座談，由大使格里寧主持。德俄交流協會的工作人員關注的不只是與俄羅斯的民間交流。霍夫曼的核心幕僚娜塔莉．繆赫豪森（Natalia von Münchhausen）還同時經營針對俄羅斯有錢人的房地產業務。「我們為講究品味的俄羅斯客戶服務，為他們在德國新購置的房產提供完整的客製化服務。」繆赫豪森信誓旦旦表示：「我們也協助這些客戶實現他們的裝修需求。」

普拉策克不斷提出一些似乎是出自他俄羅斯聯絡對象的建議。例如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他提出西方國家應當接受普丁拿下克里米亞半島這件事。他呼籲：「併吞克里米亞一事，應在事後以國際法加以規範，以便讓所有人都能接受。」普拉策克認為，西方國家也應接受頓內次克與盧甘斯克這兩個地區脫離烏克蘭的事實。在這些議題上，西方國家應該讓步，因為「一旦普丁下臺，繼位的可能是作風更加強調民族主義立場的總統」。

從普拉策克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政治層面與個人層面對俄羅斯的熱情如何交雜在一起而遭到俄方利用。普拉策克不會避諱與俄羅斯官員的私人往來。俄羅斯大使科特涅夫（Wladimir Kotenjow）自二○○四年春季起在柏林擔任駐德代表六年，與普拉策克交情甚篤。兩對夫婦經常一同出遊，後來更一起留下一組名為「好友」的照片紀錄。

普拉策克與俄羅斯人親近的程度，已經到了即便情報單位公然登場，他也不以為忤的地步。二○○五年十一月，時任布蘭登堡邦邦長的普拉策克在俄羅斯大使館接受「彼得大帝一級勳章」表揚，這枚勳章是由莫斯科一個具有情治背景的單位「安保、國防與法治學院」所授予。授勳的理由是普拉策克「為歐洲擺脫納粹統治的多場週年紀念活動能夠順利舉辦所付出的貢獻」。學院院長、退役少將榭夫琴科（Viktor Schewtschenko）過去曾任俄羅斯導彈部隊反偵察部門負責人，他為了這次授勳儀式甚至專程飛往柏林。同樣曾獲頒這枚勳章的人有白俄羅斯獨裁者盧卡申科，以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但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顯然絲毫不介意這一點。社民黨籍的柏林邦議會議長、前柏林市長莫佩爾（Walter Momper）同樣也獲頒這枚勳章，同時也對這枚勳章其他得主的特殊背景絲毫不以為意。據傳，截至二○○八年，德國政界、商界、科學與文化界有近百位重要人物都獲得這枚勳章。前東德對外情報總局局長、外號「米夏」（Mischa）的沃爾夫（Markus Wolf）也名列授勳名單。「米夏」以八十三歲之齡辭世時，俄羅斯大使科特涅夫在他於柏林弗里德里希費爾德（Berlin-Friedrichsfelde）的葬禮上致詞。對於這位曾因非法拘禁而在聯邦德國被正式定罪的前東德國安部指揮官，科特涅夫提到：「德國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子孫，俄羅斯也失去了它在德國最好的朋友。」由於這位東德對外情報總局局長於二○○六年十一月九日在睡夢中安然離世，科特涅夫提到：「只有心地純潔的人，才能以這樣的方式告別人間。」

科特涅夫大使不只會安排授勳儀式，他也是形象外交的能手，尤其擅於營造排場華麗的浮奢氛圍。在柏林，他素有「施普雷河（Spree）畔的派對達人」之稱。對一位向來給人「灰色黨機器」印象的俄羅斯大使而言，這樣的稱號實屬罕見。他與暱稱「瑪莎」的夫人瑪莉亞（Marija Kotenjow），經常在林登大道上的俄羅斯使館舉辦熱鬧的舞會，並邀集政界與商界高層同樂。在這樣的場合裡，克里米亞半島產的氣泡酒、伏特加和魚子醬都大方供應，而使館大廚製作的俄式餃子更是深受喜愛。德國各大車廠的高層都現身參與，各大能源公司也派代表出席。保時捷執行長魏德金（Wendelin Wiedeking）與巴斯夫的監事沃舍勞同樣是這些宴會的賓客，沃舍勞任職的這家化工大廠甚至開啟自家酒窖供俄羅斯使館的宴會使用。ＢＭＷ高層漢斯萊納．施羅德（Hans-Reiner Schröder）還與這對自帶光環的大使伉儷，在科特涅夫稱為「俄羅斯宮」的使館內舉辦一場時尚盛會，吸引了兩千名熱中時尚的人士到場參與。德國政界許多人也紛紛前去科特涅夫的宴會「朝聖」。施洛德多次露面，普拉策克更是常客。二○○八年九月，就在俄羅斯與喬治亞開戰幾週後，兩人於午夜過後竟還在使館引頸高唱俄羅斯與西方經典老歌。

科特涅夫還受邀上電視臺的談話性節目。無論在節目上，或是在各種平面媒體的訪問中，他都一再提及德國的反俄情緒「不過是與俄羅斯真實情況嚴重不符的扭曲印象」。在一次訪談中，他提出幾種對俄羅斯的典型刻板印象，諸如「俄羅斯政府等同於蘇聯國安會」、「俄羅斯不是民主國家」，以及「在他的祖國沒有新聞自由」等。他還強調，認為俄羅斯企圖把能源當成武器，也是錯誤的觀點。42二○○六年底，為了讓這位德語說得幾近完美的大使能在黃金時段宣揚他的世界觀，德國公廣聯盟電視臺的談話性節目《莎賓娜．克莉絲蒂揚森》（Sabine Christiansen）匆促地將俄羅斯反對派人士卡斯帕羅夫從來賓名單中移除，只因為科特涅夫不願與批評俄羅斯的人同臺亮相。43該檔節目後來臨時由所謂的「俄羅斯專家」嘉布莉樂．克羅納─舒馬茲（Gabriele Krone-Schmalz）上場代打。此後多年，這位記者作家撰寫多部暢銷書，長期淡化普丁與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問題。這個談話性節目的主持人克莉絲蒂揚森則是科特涅夫夫婦宴會上的常客。此外，德國的談話性節目也不乏邀請有「記者」稱號、實則收受克里姆林宮金援為其宣傳的人士。例如，俄羅斯在二○一四年春併吞克里米亞後，羅濟歐諾夫（Ivan Rodionov）便以來賓身分在耀赫（Günther Jauch）、普拉斯貝格（Frank Plasberg）與弗里德曼（Michel Friedman）等知名主持人的節目現身。能言善道的羅濟歐諾夫在柏林主持Ruptly新聞通訊社，便是由克里姆林宮資助並主導的對外電視頻道「今日俄羅斯」的子公司，該頻道後來又更名為「ＲＴ」。同一年，ＲＴ推出德語頻道「德語ＲＴ」（RT Deutsch），由羅濟歐諾夫擔任該頻道的總編輯。

俄羅斯一再指責德國媒體的報導失衡，認定這是受到所謂的「反俄情結」（Russo-phobie）影響。在俄羅斯與喬治亞之戰爆發後，科特涅夫一度在使館舉行的記者會上闡釋他所理解的「反俄情結」：「如果有人說我喜歡柴可夫斯基、我也愛康丁斯基，但是我不喜歡俄羅斯這個國家。這就是一種反俄情結。」

然而，許多德國政治人物似乎不覺得這一切有什麼問題。而科特涅夫試圖拉攏的政治人物也不限於社民黨人士，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也在他的結交之列。因此，基社盟重量級人物史托伊柏或葛洛斯都在他的賓客名單內。二○一○年四月，科特涅夫即將卸任駐德大使之際，教授及女性企業家瑪格麗塔．馬蒂奧普洛斯（Margarita Mathiopoulos）在有眾多富人聚居的柏林達勒姆區（Berlin-Dahlem）自家別墅為科特涅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私人歡送會。馬蒂奧普洛斯曾被布蘭特視為社民黨發言人人選，後來加入自由民主黨，並與基民盟政治人物普夫呂格（Friedbert Pflüger）結婚。在那場送別盛宴上，自由民主黨籍的外交部部長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致詞道：「親愛的科特涅夫，你不只是貴國的代表，更早已成為我們許多人真心的好友。」

在柏林的駐德大使任期結束後，這位被許多人視為好友的科特涅夫並未返回俄羅斯，而是接下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德國分公司執行長的職務。新官上任後，他隨即與業務夥伴溫特斯哈爾公司一同租下柏林愛樂音樂廳，邀請知名的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交響樂團（Mariinsky-Orchester）前來客座演出，由普丁的好友傑吉耶夫（Waleri Gergijew）擔任指揮。據官方說法，科特涅夫將以「強烈的企圖心、高效率並帶進大量新思維」來推動德國分公司的業務，同時善用他的人脈拓展俄羅斯天然氣的商業布局。只是成效似乎不如預期，故而不到一年，俄氣公司便與他解約了。

科特涅夫確實是有想法的人。例如他在擔任大使期間組織了「德俄新世代」協會，以別出心裁的方式進行青年世代的交流。該協會於二○○九年五月舉辦首次會議，接著於隔年十月正式成立。協會的目標族群是年齡介於二十五到三十五歲之間、來自德國與俄羅斯商界、政界、文化界與科學界等各領域的未來領袖人物。根據該協會二○一○年秋季發表的策略文件，這些領袖人物「因其專業形象或個人背景，未來對兩國間的關係預料將有重要的影響力」。二○一一年，該協會的董事成員包含安娜瑪莉．葛羅斯曼（Anne-Marie Großmann）及麥西米連．瓦登費爾斯（Maximilian von Waldenfels）。其中，安娜瑪莉是德國能源公司萊茵集團（ＲＷＥ）高層、同時也是施洛德好友的尤根．葛羅斯曼（Jürgen Großmann）的女兒；而麥西米連則是前巴伐利亞邦財政部部長葛奧格．瓦登費爾斯（Georg von Waldenfels）的兒子。當時，父親葛奧格擔任基社盟籍的聯邦國防部部長楚古騰堡（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的私人幕僚。二○一一年三月一日，楚古騰堡辭去聯邦國防部長職務。此外，當時任職於麥肯錫顧問公司的拉貝（Nico Raabe）與俾斯麥（Konstantin von Bismarck），以及其他出身於貴族世家的年輕後代，也都在「德俄新世代」協會的董事會占有席次。

本書作者掌握的大量文件顯示，這些「新世代」協會人士在政界有極為良好的人脈。例如，時任德國總統、此前以基民盟籍擔任下薩克森邦邦長的烏爾夫（Christian Wulff）便曾表態支持這個組織的構想。二○一○年十月中旬，一次在莫斯科的參訪行程期間，烏爾夫甚至向普丁提起「德俄新世代」協會的事。二○一○年十一月四日，烏爾夫致函葛羅斯曼與瓦登費爾斯，並在信中鼓勵這兩位協會董事「可邀請普丁總理前來參加你們預定於二○一一年五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聚會」。協會主席於是在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正式發出邀請函。此外，葛羅斯曼在給普丁的一封信中提到她與烏爾夫的連繫，以及前大使科特涅夫發起成立「德俄新世代」協會的想法，並寫道：「若總理閣下您能夠撥冗於本次友好聚會期間蒞臨指教，甚或可就俄羅斯議題致詞，敝協會將備感榮幸、不勝感激。」類似的內容，葛羅斯曼也致函當時的俄羅斯總統麥德維傑夫。

「德俄新世代」協會為落實構想，也積極爭取德國外交部的支持。同樣在一月二十二日，葛羅斯曼致函自由民主黨籍的外交部政務次長霍耶（Werner Hoyer），信中不無誇耀地表示普丁「可望」出席在莫斯科的會議。她提到，希望外交部能繼續支持協會的運作，並提及已得到「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德國分公司、麥肯錫、俄羅斯北方鋼鐵公司，以及溫特斯哈爾等企業的財務贊助承諾」。協會的策略文件顯示，幾個主要贊助商的最低贊助金額為一萬歐元。此外，贊助內容還包含餐飲、場地、專家的差旅費，以及其他「為個別需求量身打造的補助方案」。麥肯錫公司人員、後來曾在基民盟籍國防部部長烏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底下負責軍備專員多年的謝爾夫（Gundbert Scherf），於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發給霍耶辦公室主任舒斯特（Frank Schuster）的電子郵件中表示，希望能「以口頭照會的形式，透過莫斯科德國駐俄大使館這樣的正式管道」向普丁與麥德維傑夫遞送前述信函。電郵中並提到，派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基本上已經獲悉此事，「只是，據我們瞭解，尚需柏林方面的指示。」

科特涅夫以極為務實的方式，讓他的兩個孩子分別坐上「德俄新世代」協會俄方代表的董事席次。他的兒子弗拉基米爾（Wladimir Kotenjow）是德國板材加工大廠菲德萊（Pfleiderer）駐俄羅斯諾夫哥羅德（Nowgorod）分公司的負責人；而女兒奧嘉．佩斯托娃─科特涅夫（Olga Pestowa-Kotenjowa）則任職於莫斯科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在支持協會的贊助商名單中，除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及旗下銀行外，還有意昂集團、溫特斯哈爾，以及俄羅斯工業大廠，如北方鋼鐵公司及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Norilsk Nickel）等。二○一一年五月，約有一百二十人前往莫斯科參加「德俄新世代」協會的會議。其中也包含德國政界知名人士，如基民盟籍、專長外交政策的米斯費爾德便在俄羅斯首都，與克里姆林宮的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Partei Einiges Russland）新崛起的政治人物施雷格（Robert Schlegel）進行會談。該次會議由艾德諾基金會（Konrad-Adenauer-Stiftung）的莫斯科分部協辦。然而，眾人期盼與普丁的會面最終並未實現。此前一年，「新世代」協會在下薩克森邦的柏林代表處舉行會議。當時，該協會的兩國成員與前總理施洛德進行對談。

發展至此，「德俄新世代」協會的運作終於逐漸步入穩健階段。該協會開始舉辦與會者達數百人的大型年會，並輪流在德國與俄羅斯舉行。其中一次年會於二○一四年七月在漢堡舉行，參加人數共計約有四百人。當時的時間點距離克里米亞遭到併吞，以及俄羅斯在頓巴斯發動戰爭才剛過幾個月而已。時任漢堡第一市長的蕭茲（Olaf Scholz）也在會上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維持外交禮節，並未直接批評俄羅斯的作為，但明確表示：「歐洲任何國家的主權完整性都不應受到質疑。」同樣擔任過漢堡第一市長的沃舍勞也在會議上致詞。此時，該協會的顧問委員會成員還有科特涅夫的夫人瑪莉亞、俄氣公司監事馬蒂諾夫（Viktor Martynow）、流行歌手維琪．李安托絲（Vicky Leandros），以及鋼琴家兼藝文活動策展人伊琳娜．尼基蒂娜（Irina Nikitina）。尼基蒂娜是普丁長女瑪麗亞的乾媽，因此算得上是與普丁關係最密切的家族成員。與此同時，另有多位現任或前任德國政治人物加入這個顧問委員會。例如聯盟黨籍的米斯費爾德和葛洛斯，以及社民黨籍的聯邦議會議員、同時也是現任社民黨主席的克林拜耳。克林拜耳後來回顧自己在協會中的工作時曾寫道，他與米斯費爾德曾攜手「試圖強化俄羅斯與德國年輕世代之間的關係」。44

此外，魏澤也在顧問委員會成員之列。一九九八至二○○二年，魏澤代表社民黨出任聯邦議會議員期間，克林拜耳曾在魏澤的選區辦公室任職。其後，克林拜耳在漢諾威攻讀政治學期間，也曾在施洛德的選區辦公室服務。作為演講嘉賓，克林拜耳曾多次出席「德俄新世代」協會的會議。在漢堡年會結束幾個月後，時任協會主席的奧登堡（Christoph von Oldenburg）在一封信中肯定他的特殊地位。他提到：「儘管政治環境艱難」，我們仍首次成功讓俄羅斯杜馬議會、德國聯邦議會以及邦議會的年輕議員齊聚一堂，「在我們顧問委員會成員克林拜耳的帶領下，共同進行小組討論。」45克林拜耳與施洛德保持良好的交情，他於二○一七年邀請施洛德在他再次進軍聯邦議會的選戰中站臺，這位前總理也欣然應邀。那時施洛德剛加入俄羅斯石油公司監事會。對克林拜耳來說，這一點並不構成讓他疏遠這位人生導師的理由。提到施洛德時，克林拜耳曾表示施洛德是那種「願意做一些無法令所有人都滿意的事情的人」。


		編注：大西洋橋協會是德國最重要的跨大西洋外交與菁英網絡，以促進德國與北美關係為宗旨。	↑




6 有毒的關係二○一三至二○二一年間德國的對俄政策

漢諾威再度轉紅

二○一三年一月將近二十一日夜裡，漢諾威市中心籠罩著刺骨寒意。此時已近午夜，一陣歡呼聲從舊市政廳傳到市集教堂周邊結冰的街道與人行道上。就在此刻，社民黨的選舉之夜現場收到消息：在邦議會選舉的開票過程中，一個關鍵議席改由在野陣營拿下。此前執掌邦政府的基民盟在這次選戰中落敗；隨著魏爾當選，時隔十一年又有社民黨政治人物進入邦總理府。

魏爾原任漢諾威市長，對漢諾威的社民黨地方黨部而言，他的履歷堪稱標準範本：在邦首府長大，於哥廷根攻讀法律，加入社民黨，曾任漢諾威地區的社民黨青年團主席，而後又進入公共事務部門，先是在社民黨主導的邦司法部工作，接著轉入同樣由社民黨主政的市政府體系。這位新任邦長最初曾被輿論諷稱為「迴紋針」（譯者按：意指為人缺乏個性，行事官僚）。不過，這番評價卻也低估了這名政治人物。魏爾是一部高度專業的權力機器，性格封閉，凡事都要掌控在手。魏澤回憶，他早年在漢諾威社民黨圈子裡認識的魏爾可不是現在這種個性，反而更外放。魏澤還記得兩人曾多次把酒言歡，暢飲至深夜。「我們共度過好幾晚，」他說，「那時他的歌喉堪稱冠軍。」

這位邦長也曾和施洛德及他的「漢諾威人脈圈」成員同席聚會。二○一○年，《週日世界報》在馬施邁爾那間傳奇的派對地下室訪問他時，現場仍擺著前一晚用過的酒杯。記者問當晚都有誰到場，馬施邁爾回道：「幾個朋友。」這「幾個朋友」當中包括施洛德、魏爾，以及時任德國電視二臺（ＺＤＦ）總監的謝赫特（Markus Schächter）。1馬施邁爾在二○○六年秋天也曾致函魏爾，恭喜他當選漢諾威市長。信中寫道：「因此，我也備感榮幸在選前曾略盡綿薄之力，支持過您的競選活動。」2

魏爾對施洛德圈子裡的大多數成員也不陌生。他在二○一六年以邦長的身分率團出訪德黑蘭，在當地讚揚「德國與伊朗兩國之間的長久友誼」，並與薩米醫師聯合為一間新建診所開幕剪綵，這間診所的外觀堪稱是薩米在漢諾威的神經外科診所的翻版。通往這間位在德黑蘭北部的診所的街道，甚至直接以薩米為街名。魏爾也和這位醫師一起會見了伊朗前總統拉夫桑賈尼（Rafsandschani），拉夫桑賈尼則是藉機發表一連串反猶的仇恨言論。當時搭著順風車、跟著邦長出訪德黑蘭的還有施洛德的友人帕彭堡，他在此行中簽署了一份建築機具供應合約。

二○一九年，帕彭堡在八十歲生日時再度登上媒體頭條。當時他包下漢諾威的途易體育館，請來德國女歌手海倫娜．費雪（Helene Fischer）登臺演出，為自己慶生。活動當天，魏澤、施洛德與帕彭堡就坐在最顯眼的位置；這位營建企業家、前總理和邦長三人也一同面對鏡頭合影。但邦長周圍的政治圈子可不樂見這類合影照片，因為那會令人聯想到魏爾和施洛德人脈網絡的成員之間想必有什麼密切關係。自從二○一二年的烏爾夫事件後，無論是邦總理辦公室或者奧德翁街黨部的人都知道，和施洛德的「漢諾威人脈圈」密切往來若是太過公開會有極高的風險。因此他們竭力替魏爾塑造另一種形象──冷靜又務實的地方父母官，喜歡皮爾森啤酒更勝巴羅洛（Baloro）紅酒，而且寧可和老朋友去爬山散步，也無意登門造訪富商的別墅。「他現在變得非常小心翼翼，這種謹慎態度在他當市長那時還沒必要。」他的老朋友魏澤這麼說。

對於魏爾和施洛德之間的關係，官方說法是：這位邦長尊重且肯定前總理的政績，但私人層面上則刻意保持距離。如此策略讓他們得以在官方場合或是選舉活動中適度安排施洛德出場，又不至於對魏爾造成負面風險。這同時也讓外界幾乎沒去注意到魏爾在俄羅斯議題上投入的積極程度，儘管當中其實大有可議之處。因為在政權輪替之後，社民黨主導的漢諾威邦政府逐漸形成一種帶有多樣元素的俄羅斯式濫情敘事，包括對俄羅斯靈魂的好感，對克里姆林宮領導者普丁的理解，以及對布蘭特提出的緩和政策的浪漫追憶。即使俄羅斯在二○一四年併吞克里米亞，邦長辦公室的這個傾向也不見動搖。當時這種自我陶醉的一個代表例子，就是二○一五年邦長將下薩克森邦大獎頒給天蠍合唱團的現場。當時，施洛德得以在漢諾威名流齊聚的赫恩豪森宮最華麗的大廳現場發表頌詞。這位前總理卻藉此舞臺沉浸在懷舊情緒中，大肆鋪陳自己的對俄政治觀點。他回憶自己曾和天蠍合唱團主唱克勞斯．麥內以及普丁同臺出席過某場活動，當時可是連俄羅斯士兵都跟著〈變遷之風〉A的旋律吹起口哨。

社民黨接手掌政後，下薩克森邦同樣與俄羅斯有直接連繫。魏爾就任邦長後的首次出訪，就是在二○一三年十一月飛往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魏爾讚揚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的「民主取向」值得尊重，並且在一場與人權倡議人士的會談中，刻意降低外界的期待。他警告，外界的指責無濟於事，「企業界的明智做法，就是將民主化的進程讓該國自行去處理。」

魏爾之後又三次率團訪問俄羅斯。儘管造訪俄羅斯對下薩克森邦的經濟並無多少意義，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卻是頻頻前往俄羅斯，甚於出訪其他國家，甚至一度有意每年訪俄一次。然而像二○一三年那樣，在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Stiftung）辦公室與人權倡議人士會面，之後再也沒有安排在訪俄行程中。不過魏爾倒是仍持續會晤和普丁關係密切的人士。像他在二○一八年十二月的最後一次莫斯科之行，就會見了俄羅斯副總理科札克（Dmitri Kosak）。柯札克在二○一四年曾受命負責將克里米亞納入普丁的帝國版圖，歐盟當時隨即將他列入制裁名單。儘管如此，這位低地薩克斯邦邦長還是與他會面。

由社民黨執政的邦政府安排的這些海外出訪行程，往往可見魏爾的老友魏澤本人或是魏澤顧問公司的員工隨團參加。不只前往俄羅斯如此，就連前往伊朗或土耳其也是。魏澤稱讚這位邦長「非常重視國際事務」，重視的對象不僅有俄羅斯，還有土耳其和中國。他稱魏爾是一位「不會舉著道德的牌子對他國指指點點說：等你們做到這個、那個要求之後，我們才來談」的政治人物。

魏爾長期支持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計畫，對西方國家的對俄制裁措施也多所批評。魏爾並不接受外界認為他這個立場早就悖離現實情況的批評。二○一八年，一名記者在莫斯科追問他時，他這麼回道：「對於這一點，我會固執到底。」3另有一位德國政界人士回憶道，他曾經在莫斯科巧遇魏爾，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當時曾對與俄羅斯的友誼發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並對所有批評的提問置之不理。

比起下薩克森邦的次級外交，更重要的是魏爾在社民黨內展現的可觀影響。二○一三年勝選之後，魏爾這位來自漢諾威、總愛稱自己是「簡單、愛喝啤酒的法律人」就成了社民黨內一股重要的聲音。一度最具份量的北威邦邦黨部的影響力則逐漸式微，甚至在二○一七年北威邦邦長漢內洛蕾．克拉夫特（Hannelore Kraft）未能連任而下臺之前就已隱約可知，社民黨內要期待再見到杜塞道夫（北威邦首府）發出強大的政治動能，已是無望之事。取而代之的是下薩克森邦的影響力劇增，該邦是社民黨在二○一七年之後唯一仍掌握大型邦政府的據點。下薩克森邦的邦黨部不僅以高度團結著稱，競選動員和操作也是相當成功。其他黨的人偶爾也暗地裡揣測，這個邦黨部背後的資金究竟從何而來，才打得起這樣耗費龐大的選戰？無論如何，魏爾都從個人的勝選當中得到了自信，開始在社民黨聯邦層級的政策上施加自己的影響力，這當中也包含社民黨的對俄政策。二○一八年，施洛德稱讚他是社民黨黨內的「政治重量級人物」，表示這位下薩克森邦的邦長「即使在柏林這裡，也會是聯邦重要決策的一號人物」。這位前總理如此評價魏爾，並稱魏爾是他「過去幾年來一向非常可靠的政界朋友」。

隨著二○一三年勝選，另一個積極為俄羅斯說話的人物也進了下薩克森邦議會，那就是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這位當時還是施洛德妻子的政治人物用了一種不尋常的方式，將長期擔任社民黨邦議員的席格麗．洛施納（Sigrid Leuschner）擠出漢諾威─德倫（Hannover-Döhren）選區的席位競逐戰局。二○一二年一月，人正在波蘭旅行的洛施納手機響起，一名黨內幹部在電話上告訴她，黨內有人正在安排候選人要將她換掉。漢諾威的市級社民黨主席此時已經為施洛德─科普夫引介了幾個最重要的基層黨支部領導人。洛施納驚覺大事不妙，隨即趕搭車程十七個小時的巴士趕回漢諾威。爭奪議席的角力就此開始。4洛施納原本在各個黨支部的初步投票中領先，局勢看似穩定，但在選區代表大會上卻有一些代表臨時倒戈，轉而支持施洛德─科普夫。深感挫敗的洛施納不久後便退出了社民黨，她認為自己遭到黨內背叛，稱這整個過程「毫無品格可言」，而且懷疑檯面下一定有什麼「協議」。

引人注意的是，施洛德─科普夫在這次勝出之後便向黨內捐出高額捐款。她在二○一三年總計捐出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五點二六歐元，其中二萬五千歐元是以單筆捐款捐給社民黨的漢諾威市黨部，四千六百歐元是公職人員應繳納的黨費，其餘約三千多歐元則是小額零星捐款。該年社民黨在全德國收到的政治獻金中，僅有一人是以八萬三千歐元的捐款額超過施洛德─科普夫，此人同樣來自漢諾威。此事因而引起全德國的媒體報導，因為私人捐款金額如此之高，並不尋常。二○一三年社民黨得到的金額第三高的政治獻金，同樣來自漢諾威基層黨部。

根據施洛德─科普夫的律師說法，二○一四年她再次將總額達二萬七千歐元的捐款匯給社民黨。這筆捐款讓她再度名列全國捐款前茅。5高層級的政治人物一年捐出五位數的金額，不是什麼罕見之事，但一個邦議會層級的議員能從個人口袋掏出這麼一大筆錢，這對社民黨內而言可就少有了。

二○一五年春天，當外界傳出施洛德夫妻倆分居的消息之後，施洛德─科普夫的捐款金額隨即就大幅下降，直到二○一九年她的捐款才又稍微高過依法必須公開的一萬歐元門檻。施洛德─科普夫的委任律師回應《法蘭克福匯報》的詢問，稱她的前夫施洛德「並無參與我們的委託人捐予社民黨的任何款項」。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這位前記者名下有一處不動產，此外「還擁有其他個人資產」。

下薩克森邦的社民黨領導階層至今還是稱這僅是一場地方黨支部層級的紛爭角力，施洛德─科普夫擠掉洛施納並不是受此影響。只不過，出於諸多原因，這般說法怎麼聽都教人難以信服。因為社民黨高層早在二○○九年就已遊說施洛德─科普夫出來參選，而且二○一三年的候選人部署更是如漢諾威方面所說，是「由上而下操盤」。社民黨邦黨部對此也是有所期待，畢竟對當時形象還略顯寡淡的魏爾而言，前總理的妻子無疑是能為他的選戰聲勢增添光彩的最佳人選。這種八卦、名人式的操作策略，早在施洛德還在政壇上活躍的時期就已經是社民黨打選戰的一種方式。而且施洛德─科普夫自己也和諸如《繽紛》（Bunte）與《盛會》（Gala）這類調性相合的通俗媒體保有密切連繫。例如《繽紛》雜誌便在二○○七年以「莫斯科淑女高峰會（關乎孩子的幸福）」為題，刊登一篇接連數頁的精美圖文特輯，報導這位前總理的夫人在克里姆林宮的訪問行程，當中還有她和普丁妻子柳德米拉的合影。在這篇報導裡，施洛德─科普夫還與時任俄氣公司的德國子公司總裁高尼希一起合影入鏡。

《繽紛》的讀者自然不會知道高尼希在東德時期的人脈網絡；相反的，施洛德─科普夫在報導中談到自己和柳德米拉的友情，同時抱怨德國有一種「扭曲的認知」與「反俄情緒」，國內「大家以最粗糙、又最不理性的酒桌式口吻在批評俄羅斯」。她還說，如此言論若是出於「以媒體傳播言論的記者之口，那更是嚴重」。這位前記者不正是藉著《繽紛》這個媒體在傳播她的觀點嗎？施洛德─科普夫還建議，「俄國人自己的總統和政府的政策，該由俄國人自己去評價。」

然而下薩克森邦的社民黨盤算的不是只有收割這位前總理夫人的「希拉蕊效應」而已。魏爾這位首席候選人顯然在政治上對施洛德─科普夫有更高的期待。競選期間，施洛德─科普夫被介紹成是出任魏爾新設立的邦移民事務專員一職的屬意人選，這是魏爾在二○一三年勝選後就直接設立於邦總理辦公室的職位。施洛德─科普夫雖然在相關領域沒有特別突出的專業背景，但收養了兩個孩子讓她和移民議題倒也有了連結。

在此必須進一步檢視社民黨對俄政策的另一個面向。德國境內約有二百五十萬名來自前蘇聯的回歸德裔移民（Aussiedler），而這些「俄羅斯德國人」的政治態度在各政黨眼中看來多半傾向保守，因此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基民盟的選民基礎。尤其是在下薩克森這個往往會由少數選票決定政治版圖最後勝負的邦裡，社民黨如果能贏得這麼大的群體支持，無疑極具吸引力。還有什麼人選能比一位對俄友好的前總理的夫人更適合擔負這個任務，尤其在她所屬的選區裡，來自俄羅斯的回歸德裔移民人數又如此之多？下薩克森邦的基民盟也看穿了對手的這個企圖，因此在二○一七年邦議會大選過後合組紅黑聯合政府的談判會上，基民盟就堅持要求施洛德─科普夫不得繼續負責這群「俄羅斯德國人」的相關事務。最後，邦政府是在由基民盟主導的科學部另外設置了一名邦政府專員，負責處理回歸德裔移民事務，而施洛德─科普夫則在邦總理辦公室內專責「移民與難民」事務。然而施洛德─科普夫並沒有恪守這個分工要求。二○一八年八月，她和邦長魏爾一起出席魏澤在吉夫霍恩（Gifhorn）舉行的一場頌揚德俄情誼活動。施洛德─科普夫在現場發表演說，稱俄羅斯德國人在下薩克森邦的融合是一段「成功的佳話」。二○二○年九月，施洛德─科普夫在進入德俄論壇董事會時寫道：「身為下薩克森邦的移民與參與事務專員，我常和從俄羅斯來到德國的人有所接觸」，德國理當妥善運用這些「重要且可信的橋梁構築者」，而她自己「身為兩個出生在聖彼得堡的孩子的母親」，也樂於善盡個人心力。

無論是俄羅斯在二○一四年併吞克里米亞，或是隔年她與前總理丈夫分居，這些都沒讓施洛德─科普夫停止散播她對普丁的浪漫想像。在二○一七年的州議會選舉前幾天，她在俄國政治宣傳媒體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採訪中近乎迷戀地盛讚俄羅斯總統，稱他是「一位極其細膩周到、非常聰明的男子，而且完全能承受他人批評」。她也樂於回顧她和普丁的私下會面。「我們在第一次比較長時間的私下會面時，整整聊了一整晚，討論內政和外交議題。」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如是說。「那一晚，那些談話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憶。」但她認為梅克爾並沒有接續她前夫與莫斯科建立起來的「強韌紐帶」。「一條陽光下的金色大道可說就擺在她眼前，她只需要踏上去就可以，」施洛德─科普夫說：「但她就是沒這麼做，原因或許是出於某種對美國過度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態度吧。」

無論是下薩克森邦的社民黨，或是邦長魏爾，都不認為邦政府的移民事務專員和一個俄國政治宣傳媒體合作有何不妥，而且，據專家研判，這個媒體甚至是以破壞西方社會安定為目的。其他政黨內部則推測，這篇在選舉日前幾天刊出的訪談，目的是要拉攏施洛德─科普夫所屬選區內為數眾多的俄羅斯德國人支持社民黨，漢諾威這個選區直到二○一七年之前，一直都長期掌握在聯盟黨手中。選後，基民盟不滿地表示，該黨在漢諾威─多倫選區的選戰失利，與其說敗給了社民黨，不如說是敗給了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盛會》。

併吞？社民黨依舊從容以對

對施洛德而言，二○一三年的收尾甚至比開始更順利。繼下薩克森邦社民黨和他當時的妻子在當年一月勝選之後，聯邦社民黨也重新掌握了政治權力。雖然社民黨二五．七％的得票率令人失望，導致該黨總理候選人史坦布呂克（Peer Steinbrück）退出政壇，但遭受更慘重打擊的是自由民主黨，該黨以四．八％的得票率跌出了聯邦議會。梅克爾因此不得不尋找新的聯合執政夥伴。在和綠黨談判破局之後，她轉而與社民黨協商。如同二○○五年的組閣，這位總理也在政策內容上對社民黨相當讓步。在人事安排上，施洛德的親信最終也占得了關鍵位置。社民黨聯邦主席嘉布瑞爾出任經濟與能源部部長，並擔任副總理。其部內的國務祕書由布莉姬特．齊普里斯擔任，而史坦邁爾則再次接掌外交部。如此，施洛德只要一通電話，就能直接聯絡到德國對俄政策最關鍵的兩個部會的最高層決策者。施洛德這位北溪二號管線的遊說者，將會充分利用這個人事布局帶來的各種可能性。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對此抱持高度關切，因為德國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在聯合政府組成談判期間已快速惡化。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親莫斯科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宣布，將不會與歐盟簽署聯合協定。普丁承諾給予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貸款，並以七五折價供應天然氣，亞努科維奇對歐盟的立場因而在最後一刻生變。亞努科維奇的決定引發了基輔市民在首都市中心廣場（Maidan）群聚抗議，這裡也被稱作歐洲廣場。但史坦邁爾仍舊堅持延續他初任外交部部長時期的政策路線，僅在表述語氣上稍有調整。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外交部對外交人員發表就職演說時表示，將繼續以「冷靜、不加美化」的方式推動與俄羅斯的現代化合作關係。史坦邁爾談的雖是與莫斯科的合作，但也提到一種共同的未來，「在那共同的未來中，俄羅斯不僅會在經濟上、也會透過共同的基本信念，與西方緊密相連。」共同的基本信念？就在兩年前，普丁才剛以武力鎮壓了抗議議會選舉遭操控的群眾，囚禁許多示威者，並處以長期徒刑，明確向中產階級發出訊號：不會有任何政治革新。由於普丁將抗議活動歸咎於境外勢力在操弄，於是在二月呼籲應當嚴厲打擊那些受到國外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依據二○一二年七月通過的一條法規，這類組織此後必須自行標示為「外國代理人」。

但俄羅斯國內政治情勢收緊的這個明顯事實，並未動搖史坦邁爾的立場。史坦邁爾傳達出的訊息十分清楚：先前以基民盟的蕭肯霍夫為代表、那種以人權論述為主導的對俄政策時代，如今該告一段落了。如今，在自由民主黨外交部部長威斯特威勒卸任之後，德國外交部如今又出現一位有著政策形塑抱負的部長。

史坦邁爾相信普丁是可對話的理性之人。他在二○一四年二月中旬前往莫斯科，與這位俄羅斯總統會談了一個半小時。當時正值索契冬奧期間，史坦邁爾在與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上，盛讚那些「體育設施令人驚嘆」，要知道，普丁的寡頭圈子成員正是從這些建設工程中牟取私利。更重要的是，這位德國外長向俄國表明，他會延續與俄羅斯的「現代化夥伴關係」。現在史坦邁爾稱此關係為「正向方案」，內容包括提升能源效率、擴充社會體系、培育中小企業，以及強化雙邊在科學研究上的合作。他向俄國《商人報》（Kommersant）表示，能在第二次擔任德國外長的初期就提出一種「與俄羅斯建立具有建設性的互信合作關係」，對他來說相當重要。「沒有俄羅斯，就無法進展，」他在和拉夫羅夫召開的記者會上這麼說。俄羅斯外長的態度相形之下就顯得更為強硬了。拉夫羅夫指責歐盟和美國介入烏克蘭的國家事務，如果「某些特使」在烏克蘭「每天都不請自來」想要說服該國領導層「選擇歐洲及美國」，那便是企圖在烏克蘭建立勢力「影響範圍」，而俄羅斯無法接受這一點。拉夫羅夫還宣稱，二○一三年十一月底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決定不與歐盟簽署原訂的聯合協議，並非俄羅斯施壓的結果。 6

此時基輔的局勢已急遽惡化，最初是數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到了十二月已增至數十萬。示威者包圍政府行政區，到了一月，抗議者與國家安全部隊的街頭衝突開始出現死傷，情勢隨後升溫為真正的武力對抗，到了二月，安全部隊的狙擊手向人群開火，造成數十人喪命。史坦邁爾連同波蘭外交部部長西科斯基（Radosław Sikorski）及法國外交部部長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一起飛往基輔，在當地與烏克蘭總統、反對黨領袖和示威者代表進行一天半的談判。這三位外交部部長成功促成一項妥協方案，旨在避免烏克蘭進一步的流血衝突，史坦邁爾於是帶著「救人無數」的良好感受返回德國。但事態發展隨即超乎這次斡旋的預期。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就在協議簽署當晚，亞努科維奇逃離基輔，先是前往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基夫（Charkiw），接著轉往俄羅斯。烏克蘭隨即由反對派接掌政權。

普丁在這一輪關於烏克蘭的政治角力中雖然暫時落敗，但他隨即醞釀報復。兩個半星期後，他派出無配戴任何識別標誌的武裝人員「小綠人」（grünen Männchen）占領克里米亞，部署在政府機關及烏克蘭武裝部隊營區周圍。起初外界還不知道普丁是否會在併吞克里米亞後就停手，或者打算更進一步讓烏克蘭東部的能源供應不穩，藉此併吞更多領土。對此，德國聯邦政府的俄羅斯事務專員埃爾勒（Gernot Erler）表示：「如此一來，投資者將會撤離，對俄貿易將會崩潰，我國的能源供應勢必也得重新調整。」接著補充說：「屆時我們的對俄政策恐怕將所剩無幾。」然而事情沒發展到這一步。

因克里米亞遭吞併致使與莫斯科之間關係決裂，這對史坦邁爾無疑是一記沉重打擊。數週前他才剛提出、企圖延續個人初次任期間的外交路線計畫，如今就像是被瞬間冷凍冰封。但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並未因此改變個人的基本思維。在他的認知裡，唯有協同俄羅斯，才能實現歐陸、乃至全球的安全。如此信念在他心中固若磐石。儘管種種跡象都顯示，他的對俄政策已經失敗，但俄國吞併克里米亞也沒有令他醒悟。至少在吞併危機初期，史坦邁爾還是寄望能和俄羅斯達成某種共識。三月初，他在和總理梅克爾的通話中提議建立一個國際聯絡小組，希望藉此促成莫斯科與基輔直接對話。隔天，他在歐盟外長理事會上主張應當再給俄國幾天時間。隨後幾天，史坦邁爾與梅克爾的行動一致，竭力阻止對莫斯科的立即制裁。當時經濟部部長嘉布瑞爾擔心外交失敗，有意取消規畫已久的一趟莫斯科之行，史坦邁爾和梅克爾說服了他還是按原計畫前往莫斯科並與普丁會面。普丁藉那次會面機會和嘉布瑞爾私下以德語談了一個小時之久。普丁告訴嘉布瑞爾，基輔廣場上的示威者是得美國資助的法西斯分子。梅克爾和史坦邁爾一直要到莫斯科宣布將立即舉行先前已預告的克里米亞公投，才意識到俄國根本無意談判，普丁一直將他們蒙在鼓裡。歐盟的制裁名單也是在此之後才正式成形。梅克爾在三月十三日的一場聯邦議會演說中宣布了制裁措施，包括入境禁令、凍結帳戶，並警告將在下一階段採取經濟層面的後續制裁。

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展開一場幾乎不加掩飾的戰爭，史坦邁爾和德國政府再次錯判局勢。俄國因此舉而被排除在西方主要工業國家集團Ｇ８之外，美國及歐盟也相繼對俄國施行首輪制裁。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預計飛往吉隆坡的民航客機在烏克蘭東部上空遭擊落，導致二百九十八人喪生。據獨立專家調查，該航班是遭到莫斯科所支持的叛軍以一枚俄國製飛彈擊落。這起事件也成了轉折點，促使歐盟最終決定加重對莫斯科的制裁，並且在九月正式生效。歐盟的制裁對象包括俄國政府體系的官員、銀行及石油企業，這些企業不得購買西方國家的部分科技產品。史坦邁爾隨後推動俄、烏兩國循諾曼第模式B進行談判，並由德、法兩國一起參與。四國外長在這個框架下會晤了十多次，地點多半是在柏林的博爾西格別墅內（Villa Borsig）。然而始終未有實質進展。

不過，並非所有涉及對俄事務的參與者，都願意繼續支持史坦邁爾那種對克林姆林宮寬容以待的政策路線。這一點在參與聖彼得堡論壇的部分成員身上尤其明顯。眼見俄國吞併克里米亞，又在頓巴斯地區發動戰爭，二○一四年十月，五個代表德國公民社會的基金會和協會共同致函梅克爾和史坦邁爾，表示後續將不再參加聖彼得堡論壇的任何會議。這封由伯爾基金會（Heinrich-Böll-Stiftung）、綠色和平組織以及國際特赦組織共同署名的信中指出，聖彼得堡論壇在俄國那方面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由克里姆林宮在背後策劃、操控的活動。信中同時也批評了德國這方的論壇領導層成員，指明他們多是出於政治及經濟上的考量，將所有批評俄羅斯領導層的聲音視為是對德俄兩國友誼的干擾，而對俄國侵害人權的批評，則被這些官員貶斥是「冷戰式的修辭」。信中還指稱，他們僅容忍少數來自公民社會的批評者，目的不過是想藉此替聖彼得堡論壇營造出「多元與公開討論的表象」。當時，俄國以近乎下達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論壇照舊進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向史坦邁爾表明，德方如果未出席下一次在索契舉行的會議，那麼兩國整個交流將會徹底破裂。德國外長選擇了讓步，配合俄方的要求，並請求原本主張就此中止論壇的梅克爾讓他在此事有可自由裁量的空間。然而德國這方反對的組織和機構態度強硬。事後，梅克爾撤換了長期擔任主席的德梅基耶，這位基民盟的政治人物曾說批評者是「拒絕對話者」，改由前總理府辦公室主任波法拉擔任。雖然在波法拉的帶領下，德方對普丁政權持批判立場的論壇成員比例明顯增多，但雙邊始終未能進行真正的對話，因為俄方的參與者仍然是由克里姆林宮親自挑選。

在此同時，莫斯科仍在烏克蘭東部持續推進戰事。二○一四年夏天，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試圖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促成停火協議，但不到數週便失敗。隔年二月，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以及新任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在明斯克與普丁再度會面，試圖進行新一輪的談判。這次的會談目標是希望就停火及政治衝突解決方案達成協議，各國外長也全程參與。在長達十七個小時的拉鋸中，梅克爾、歐蘭德、波洛申科和普丁反覆交涉，但普丁握有關鍵籌碼。此時約有五千名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東部距離頓內次克東北約七十公里的小鎮德巴爾切夫（Debalzewe）遭到包圍，這幾乎是烏克蘭部署在前線的三分之一兵力，全部武裝力量的六分之一。普丁要求這些部隊必須先投降他才願意開始停火談判，這條件顯然令人無法接受。

普丁一再要求波洛申科，他要直接和分離主義領導人談判，這些人名義上雖然是獨立行動，但普丁仍透過一名顧問和他們保有連繫。波洛申科拒絕了普丁的要求。談判於是轉而在不同的框架下先討論其他議題，包括邊境控管，在分離主義者控制的地區舉行選舉，以及在烏克蘭憲法中賦予這些叛離的「人民共和國」特殊地位。當包括停火在內的所有難題看似都一一解決之際，分離主義者的領導人卻拒絕接受協議，堅持德巴爾切夫的烏克蘭士兵要先投降，他們才可能來談停火。據悉，普丁隨後又與他們通了電話並帶回一項新提議：停火不在兩天後，而是在三天後開始。俄方顯然是想利用這個策略爭取時間，藉此在德巴爾切夫得勝。然而烏克蘭軍隊已深陷絕望處境，波洛申科最終也只能同意。據說梅克爾最後在明斯克感嘆：「這是俄羅斯的一場局。」

《明斯克協議》挽救了許多人命，因為當時烏克蘭軍隊正處於被全數殲滅的險境。然而這項稱為「明斯克二號」的協議，從一開始就有結構上的缺陷。因為俄羅斯實際上是分離主義勢力背後的參與者和指揮者，而不是它自稱的旁觀第三方。相形之下，烏克蘭卻被《明斯克協議》加上連串義務，例如推動憲法改革和地方選舉，但基輔難以在政治上落實這些要求。此外，史坦邁爾還在二○一五年提出後來稱為「史坦邁爾方案」的建議。按此方案的構想，分離主義地區在選舉當天將獲得特殊的地位，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對該場選舉予以正面評估，這個地位將可永久化。但史坦邁爾方案既未提到俄羅斯軍隊撤離烏克蘭邊境，也未談及克里米亞將來的命運。因此這個方案對侵略者俄羅斯有利，卻不利於遭受攻擊的烏克蘭。普丁長期施壓，要求烏克蘭接受這項史坦邁爾方案。明斯克談判框架內的協商一再陷入停滯。儘管如此，德國依然堅持這項和平協議，即使眾人皆知莫斯科根本沒打算履行協議內容，普丁反而更下令修建通往克里米亞的橋梁，而且在亞速海（Asowsches Meer）攻擊烏克蘭的海軍。

儘管普丁持續在烏克蘭東部推進戰事，梅克爾和史坦邁爾還是反對以軍事手段約束俄羅斯。史坦邁爾這位德國外交部部長通常主張克制，不讓溝通對話中斷，《明鏡週刊》稱他不時會向梅克爾爭取行動空間，「行事幾乎像是副總理」。結果呢，如今局勢中誰是侵略者，誰是受害者，有時反而混淆不清了。史坦邁爾的某些表態言論，聽起來幾乎就像是出自克里姆林宮之口。二○一六年六月，北約在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進行動員數萬名士兵的軍事演習，並且決定在波蘭永久駐紮一千名士兵。史坦邁爾在某次報紙採訪中說：「我們現在不該做的，就是以喧鬧叫囂和兵戎相見對局勢火上加油。若認為在北約盟國東部邊界進行象徵式的坦克閱兵能帶來穩定和安全，那就錯了。」他認為不該為對方送上可以讓目前的對峙局面升溫的新藉口。雖然他在訪談中也提到「沒有人可將北約既有規模的措施，視為是對俄羅斯的威脅」，但這個陳述並未出現在相關的新聞摘要中。在此同時，史坦邁爾也質疑以嚇阻為核心的對俄政策：「此刻若過度著重軍事層面，將希望完全寄託於嚇阻政策，後果將會是致命的災難。」這位外長對於所謂「兵戎相見」的批評讓總理府大為震驚，就連史坦邁爾領導的外交部也有不少人不認同部長的這番言論。

但在對俄政策上，史坦邁爾終究得和總理協商。普丁以軍事手段改變了歐洲邊界，令梅克爾大為震撼，她所受的震撼之大，尤其表現在二○一五年五月出訪莫斯科時。或許不是刻意，但這位德國總理當時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做出意料之外的直白批評，不僅稱俄國違反了國際法，更直言那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對於普丁打破禁忌，以軍事手段奪取勢力範圍，梅克爾在政治上的回應從一開始就相當明確：進行制裁。這標誌了德國對俄政策的分水嶺，一次路線轉變。梅克爾以出乎普丁預料的堅定立場在歐盟內推動對俄制裁，竭力確保歐盟成員國多年來在制裁政策上態度一致。因為歐盟內有不少國家更傾向解除對俄制裁，尤其是匈牙利、奧地利、希臘和義大利。但梅克爾認為對俄制裁有其必要，也明白如此會令這些歐盟夥伴不滿，甚至得罪德國商界以及一部分德國民眾，但她仍是不願意看到國際法遭到俄國公然破壞，即便自己也明知制裁無法立刻讓普丁的政策有所改變。梅克爾在此同時卻也避免更進一步的行動，或是升高制裁的規模。她的外交顧問霍伊斯根曾構想在極大程度上將俄羅斯排除於環球銀行金融電信系統（SWIFT）之外，但這類想法被視為缺乏可行性，並未得到梅克爾支持。

當基輔請求德國透過軍事訓練和供應武器以支持烏克蘭，德國總理與外交部部長都拒絕了。梅克爾與史坦邁爾選擇了以制裁為基礎的外交路線，而訓練烏克蘭武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則是由美國承擔。

制裁政策在執政的大聯合政府內同樣受到反對，反對最甚的是社民黨。勢力逐漸壯大的下薩克森邦社民黨尤其屢次唱反調。社民黨內的幾位資深大佬施密特、巴爾、埃普勒與多納尼打從一開始就對梅克爾的制裁措施多所批評。他們極力認同普丁，對烏克蘭則毫無同情，而且一致認為俄羅斯有權維護自己的勢力範圍。多納尼曾對一名主張本國自決權的烏克蘭女記者說：「你們不能就這麼直接從一個勢力範圍中抽身。」埃普勒則稱讚普丁「沒有被烏克蘭人和西方人牽著鼻子走」。7在二○一五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書末，埃普勒用一整章談論當時烏克蘭的局勢，文中採取的立場幾乎就是俄羅斯的觀點。埃普勒認為烏克蘭本來就稱不上是民族國家，頓內次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分離主義地區的脫離也不是俄羅斯軍隊所為，而是「烏克蘭警察」造成的結果；普丁在烏克蘭東部的所謂「侵略」，其實是一種「強硬、而且部分見效的防禦行動」。在他看來，「二○一四年的俄羅斯政策」，也就是併吞克里米亞，以及普丁在頓巴斯引戰，是俄國「對北約明顯企圖朝俄羅斯的方向擴張、企圖跨越俄羅斯紅線的防禦性回應」。比起顧慮普丁，埃普勒更擔憂歐洲「必須長期依附在美國的裙襬底下」。8曾被視為社民黨思想領袖的埃普勒當時雖然已不再代表該黨的立場，但他對俄、烏兩國的看法仍是社民黨內部一種思維路線的極端面貌，而如此思維至今仍在社民黨中相當大的範圍具有影響力，旁人也可從社民黨內重要人物的作為中看出端倪，例如嘉布瑞爾自二○一三年出任部長以來的行事風格便是一個例子。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嘉布瑞爾的性格與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大不相同，他行事多變，情緒不定、缺乏自制，卻是一位傑出的演說者，點子多，而且立場鮮明。但若是回頭看他在二○一三至二○一七年間的表現會發現，這位經濟部部長對普丁和俄羅斯幾乎沒有過批判，甚至反而常對克里姆林宮的關切表示理解。對一個外國部長級的人物而言，普丁極為罕見地曾多次親自接見嘉布瑞爾。或許這背後是因為嘉布瑞爾和史坦邁爾一樣，都和施洛德關係密切，以及他對普丁友善、甚至近乎逢迎的態度。二○一五年十月底，嘉布瑞爾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奧加廖沃（Nowo-Ogarjowo）總統官邸與普丁會面時，還感謝普丁特意撥冗與他見面。「您這幾天還在處理敘利亞衝突，想必一定很忙，」嘉布瑞爾這麼說，還強調他「完全無法理解」德、俄兩國的關係怎麼會在短短十五年間變得這麼疏離。這位副總理會後甚至向普丁索取簽名，說是要送給自己妻子身邊一位有俄羅斯背景的牙醫助理。嘉布瑞爾這麼做，可說已喪失了自己身為德國高層政治人物應有的分寸。

嘉布瑞爾曾在多個場合質疑對俄制裁的意義和期限。他曾對普丁表達過自己的「個人看法」，認為對俄制裁應當逐步解除，而不是像歐盟和自家總理梅克爾主張的那樣，要等到俄國完全履行《明斯克協議》之後才鬆綁。這位副總理沿襲莫斯科的說法，多次稱烏克蘭的局勢是「內戰各方」之間衝突，因而削弱了梅克爾的立場強度。嘉布瑞爾和史坦邁爾一樣，在二○一五年初也曾警告不應該進一步加重對俄羅斯的制裁，同時還將抨擊矛頭對準美國。他表示，有一些勢力企圖「在經濟及政治上進一步削弱俄羅斯」，希望「讓另一個超級強國競爭者一敗塗地」。在嘉布瑞爾看來，加重對俄制裁的力道並非促使普丁在烏克蘭政策上讓步的好手段。「我們希望能解決烏克蘭問題，」他說：「但不是要讓俄羅斯屈服。」

嘉布瑞爾也在德國國內的各類活動上，一再遊說解除對俄制裁。二○一六年五月，他在黨內同志、麥佛邦邦長曼努埃拉．施韋西（Manuela Schwesig）舉辦的第二屆「俄羅斯日」活動上就公開表示：「我們從自身經驗知道，長期的孤立根本無濟於事。」因此，在他看來，歐盟堅持俄羅斯「必須先百分之百履行《明斯克協議》，而後才能完全解除制裁」的態度並不正確。儘管克里米亞已被吞併，頓巴斯的戰事仍在進行，嘉布瑞爾還是呼籲柏林和莫斯科的關係應當「重新開始」，例如二○一六年三月在柏林進行的德俄論壇上，他在活動致詞中便這麼主張，甚至進一步提出，制裁是否可能在當年夏天之前結束。嘉布瑞爾對於作為能源供應國的俄羅斯的立場，同樣表達得十分明確。這位經濟部部長指出：「歐洲日復一日地討論，將能源領域的合作形容為前蘇聯隨時會入侵歐洲的長期威脅。這種情況當年根本沒發生，如今的討論也同樣毫無意義。」9

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也表態支持嘉布瑞爾的立場。委員會主席、從二○一○年開始接替孟高德職位的科爾德斯（Eckhard Cordes）同時也是德國大型批發零售企業麥德龍集團（Metro AG）的執行長，他就多次主張，即便無法立即終止對俄制裁，至少也應逐步放寬。科爾德斯在二○一五年年底表示，自己理解烏克蘭對俄羅斯的「顧慮」，「雖然我個人不認為這些顧慮有其根據」。然而，烏克蘭在那一年已有數千人因俄羅斯在頓巴斯的攻擊而喪命。科爾德斯也是認為俄羅斯能源供應「絕對可靠」的人士之一。「四十多年來，俄羅斯每天都如實履行合約，供應約定的石油及天然氣，未來三十年也必將如此。俄羅斯不會砍斷自己坐在上頭的那根樹枝。」他在二○一四年六月十日這麼表示。林德（Linde）工業氣體公司與巴斯夫集團的經理人比歇勒（Wolfgang Büchele）接任科爾德斯的主席職位之後，東方委員會的立場也沒有改變。儘管商界代表抱怨對俄制裁造成高額損失，但二○一六年情況又出現了好轉跡象。包括麥德龍集團與巴斯夫集團在內的多家大型企業再度對俄羅斯進行巨額投資，興建工廠。建材大廠可耐福在二○一八年於薩馬拉（Samara）再設新廠，巴斯夫也在同年於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設立新據點。許多德國企業試圖透過這些新工廠繞過美國的對俄制裁，因為這些制裁主要是針對進出口。

社民黨對於制裁成效的批評，不能算是全然錯誤。因為德國主管機關對於制裁的監督與執行本來就相當不足。一名高層官員事後就坦言，德國在落實對俄制裁上的效率相當低落。二○二二年夏天，一名負責制裁事務的德國聯邦警局官員也有類似的評估，認為在克里米亞遭併吞之後，德國在政治層面上其實缺乏落實對俄制裁的意志。聯邦刑警如今反覆查獲的，還是那些早在二○一四年就被列入制裁名單者名下的同一批資產。當事人當初在恐慌下將這些資產移轉到人頭帳戶底下，有時甚至是登記在家人名下。然而他們發現其實也沒有什麼後果之後，遭到制裁的俄羅斯人又將轉出的資產重新收回納入自己名下。

北溪二號與德國天真的天然氣政策

在共同執政時期結束的四年之後，約舒卡．費雪與施洛德再次相遇，然而兩人這次不再是盟友，而是對手。原因是費雪這位前綠黨政治人物在二○○九年成了「納布科計畫」（Nabucco）的遊說者。這條同名的天然氣管線計畫將裏海的天然氣經由土耳其和東歐的陸路輸送到維也納，刻意避開俄羅斯。繞過俄羅斯正是納布科計畫的關鍵所在，因此，這條管線符合歐盟的地緣戰略利益，「納布科」將會使歐洲在能源上更為獨立，尤其有助降低東南歐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高度仰賴。

俄羅斯想要阻止這條管線。身為俄氣公司的遊說者，施洛德公開嘲弄費雪的這項計畫。更重要的是，俄國將以一項替代方案對抗納布科，計劃以一條名為「南溪」（South Stream）的新管線將俄國天然氣由黑海輸送到東歐，而社民黨政治人物亨寧．沃舍勞在他弟弟、同時也是巴斯夫集團董事會成員艾格的牽線下，將出任這項計畫的監委會主席。然而這類海底管線不管在興建或營運上，都遠較陸上管線複雜且昂貴，因此能源產業內部對於這類海底管線在經濟上的可行性始終存疑。這種看法不僅適用於北溪二號，在北溪二號之前同樣適用於南溪。對這類管線而言，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多半是地緣戰略上的考量。

南溪計畫中有一處引人注意的細節：這條管線並沒有選擇走穿越黑海的最短路徑。南溪預計將繞過烏克蘭的專屬經濟區，改經土耳其的水域，莫斯科為此還先取得了安卡拉方面的同意。但對俄國而言，繞過烏克蘭不過是次要的考量，它真正的核心目標是要摧毀納布科計畫的獲利前景。到了二○一二年初，情況確實逐漸明朗，納布科計畫看來將以失敗告終。費雪事後回顧時不禁感嘆，稱普丁出手阻撓納布科這條管線的時候「在西方找到了自願配合的幫手」，儘管他沒點出施洛德及沃舍勞這兩位社民黨人的名字。10

然而南溪計畫最後也沒能實現。二○一四年初，歐盟在俄羅斯併吞了克里米亞之後，隨即緊縮這條管線計畫的監管規範。11普丁隨後在訪問土耳其總統艾爾段時也宣布，有鑒於歐盟對南溪計畫的「阻撓態度」，俄羅斯將放棄這項計畫，改建一條通往土耳其的管線。持有南溪計畫一五％股份的德國溫特斯哈爾公司還是透過媒體報導，才得知普丁的這項決定。而薩爾茲吉特公司的股價在此同時也應聲下跌，因為該公司在這之前已開始生產南溪計畫所需的管線。

南溪管線的失敗具有啟示意義。它顯示普丁早在二○一四年就將一個進展得相當深入的管線計畫，拿來獻祭給他的大俄羅斯美夢。然而當這個模式八年後又在北溪二號的規畫中重演時，柏林方面對此卻還是毫無質疑。嘉布瑞爾在二○一三至二○一七年擔任經濟部部長期間，是德國逐步走向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一大關鍵。因為德國正是在這段期間，開始在能源政策上與整個歐洲背道而馳。就在普丁比以往更暴露出他的侵略性格之際，德國卻徹底拋棄了能源來源多元化的原則，以及長久以來奉行的「三○％上限」準則。嘉布瑞爾上任之前的二○一二年，俄羅斯在德國天然氣進口量中的占比為三四．六％，到了他卸任後的二○一八年，這個占比已增至五四．九％，而且在二○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也幾乎不見明顯下降。12

德國的天然氣儲存設備，也在嘉布瑞爾任職經濟部部長期間賣給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設備當中就包括位於下薩克森邦雷登鎮的那座全德國最大的地下儲氣庫。這筆交易是巴斯夫集團在二○一二年便與俄氣公司談妥的大規模交換安排的一部分。按此安排，巴斯夫設在卡塞爾的子公司溫特斯哈爾將可獲得西伯利亞天然氣田的少數股權，而作為交換，溫特斯哈爾公司會退出天然氣的貿易業務，並將該公司在雷登和耶姆古姆（Jemgum）的儲氣庫，以及它位於奧地利海達赫（Haidach）的儲氣庫的部分股權轉交給俄氣公司。這項合約協議在通過歐盟審查後，便在二○一三年的平安夜前夕簽署，並訂於隔年年中執行完成。但是在普丁派出「小綠人」進入克里米亞併吞該半島之後，這項交換交易也被迫延後，直到公眾輿論漸趨平靜之後，才在二○一五年回溯適用至二○一三年，正式完成。

有鑒於俄國入侵烏克蘭爆發戰爭，常有輿論認為德國的儲氣設施是在政界及大眾幾乎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被賣掉的。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朗茲（Markus Lanz）於德國第二電臺主持的同名談話節目中，魏爾說他不記得出售雷登儲氣庫曾被認為有問題。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強調，如果他當時知情，絕對會提出質疑。但主持人朗茲已有充分準備，當場拿出二○一四年基民盟針對此交易可能的相關風險所提出的一項議會質詢。而魏爾所領導紅綠邦政府在答覆中表示，即將進行的雷登儲氣庫出售「首先是一項企業層面的決定」，並稱這項交易「不會損害下薩克森邦的利益，也不會影響能源供應安全」。

嘉布瑞爾領導的經濟部也在二○一五年十月以幾乎一字不差的說法，回覆聯邦議會反對黨綠黨對此的質詢，稱出售天然氣儲存設施是「企業層面的決策」，而且這項交換交易「並不影響能源供應安全」。即便克里米亞遭併吞的事實明顯擺在眼前，德國的主管機關對此交易也未重新審查，理由是相關審查程序僅適用於歐盟以外的收購方，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德國的子公司是「設立於歐盟境內的企業」，嘉布瑞爾領導的部會以天真到令人錯愕的語氣這麼寫道。至於聯邦參議院要求建立國家天然氣儲備制度，經濟部則表示仍在審議當中──但這計畫之後始終未曾實現。經濟部同時強調，正致力降低德國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程度，然而實際情況卻是與此背道而馳。

長期擔任魯爾燃氣公司執行長的貝格曼認為，德國出售自己的儲氣設施是一大錯誤。「我不懂，為何俄氣公司身為規模最大的供應商，竟可獲允購買德國最大的儲氣設施。在我看來，聯邦政府根本不該批准此事。」貝格曼表示：「我們在俄羅斯連想取得相對小規模的天然氣田的少數股權都困難重重了，但作為主導供應商的俄方反而能以多數持股的方式，收購德國重要的天然氣基礎建設？這根本說不通。」後來轉任意昂集團經理人的貝格曼，在此點破了俄羅斯在普丁掌權之下日益採行的策略。俄羅斯起初還需要西方的資本，用以更新國內老舊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因此對外資投入相當開放。魯爾燃氣因此在一九九○年代末開始，一度持有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六．五％的股份，貝格曼也在二○○○年成為唯一得以進入被視為「俄羅斯天然氣產業聖殿」的俄氣公司董事會的外國人。貝格曼回憶，當時國家的影響力極大，而且普丁對所有關鍵問題無不「瞭若指掌」。二○○六年九月，普丁又授予這位高階經理人另一項榮譽，任命他為俄國駐杜塞道夫的榮譽領事。貝格曼說，當時普丁告訴他：「你現在是我在德國的新員工了。」這句話聽似玩笑，背後的意涵卻極為嚴肅。因為就在那個時期，俄方已明確要求取得意昂／魯爾燃氣的股權，藉此直接進入德國市場。當這家企業未能滿足普丁的這個要求，俄氣公司轉而改與巴斯夫及其子公司溫特斯哈爾深化合作，藉此對日漸衰退的能源市場前龍頭意昂／魯爾燃氣施壓，並試圖製造兩邊的競爭，藉此分化兩者。

俄國天然氣工業公司在二○○六年與德國足球甲級聯賽球隊沙爾克○四（Schalke 04）簽下了球衣贊助合約，此舉不僅帶有象徵意義，同時也是在為日後進入一般消費市場先行鋪路。「俄氣」這個品牌需要廣為人知，而促成這筆高額廣告合約簽訂的，是施洛德在背後牽線。球隊監事會主席特尼斯（Clemens Tönnies）曾前往克里姆林宮拜會普丁。「我向普丁介紹我們的俱樂部時，他眼睛立刻為之一亮，」這位肉品加工業者事後得意洋洋地回顧道。他日後也將在俄羅斯進行鉅額投資。看在不帶成見的旁觀者眼裡，或許會以為德俄之間這一連串的交易正是史坦邁爾提倡的「以緊密合作帶來改變」在發揮效果。但這些商業關係就像貝格曼說的，日漸透露出不對等的跡象。意昂／魯爾天然氣最終賣掉了它持有的俄氣公司股份，也失去了它在董事會中的席次。於是，貝格曼不僅是這個「俄羅斯天然氣產業聖殿」當中的第一位外國成員，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位。這位天然氣經理人的事後回顧也反駁了一項流傳普遍、以為俄羅斯天然氣特別便宜的認知。然而俄氣公司絕非什麼「價格低廉的供應商」。其價格或許比其他來源略低一點，但供應的彈性也相對更小。貝格曼始終認為，俄方「完全有辦法掌握我們從西方購得的天然氣價格是多少」。

德國政界對俄羅斯不斷擴張的影響力幾乎未加制衡。歐盟本可推動將能源企業從開採、運輸及銷售等方面進行更徹底的分拆，但在柏林方面的施壓下，反而允許了比較寬鬆的替代方案。如此安排尤其有利於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讓它得以在能源產業的各個環節擴張自己的權力。就連非常關鍵的歐帕管線，德國政府也如前述那樣出面為俄氣公司護航。

柏林方面對於北溪二號的監管規範也如出一轍。這條波羅的海管線新增的兩條支線不僅是嘉布瑞爾任內及其後的德俄能源政策關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項計畫，也是最有爭議的一個。許多專家都質疑該計畫在能源經濟上的合理性，因為需要鋪設大約二十萬段的管線，每一段重達二十噸。再者，來自俄羅斯的額外五百五十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其實也能走既有的管線輸送到西歐。北溪二號的支持者則反駁說，歐洲將來對天然氣的需求會大幅增長，但如此說法卻難以和另一套論述調和，亦即認為天然氣只是一座「過渡橋梁」，最終會通往乾淨環保的未來。批評者因此推測，北溪二號的建設背後其實另有動機，這管線不是用來增補歐陸目前既有的管線體系，而是想取而代之，不論其目的僅是日後不必再支付管線過境費用，抑或是要削弱東歐國家的戰略影響力。

儘管俄羅斯在二○一四年公然破壞國際法，改變了歐洲邊界，在烏克蘭掀起戰爭，德國政府依然堅持推動北溪二號計畫。二○一五年九月初，北溪二號建設方案在俄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Wladiwostok，也就是海參崴）定案。就在此前不久的夏天，俄羅斯暗地支持的分離主義者才剛在烏克蘭上空擊落一架民航機，造成機上近三百人喪生；而普丁此時也已在敘利亞展開一場殘酷的戰爭，然而德國在決策過程中都未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北溪二號被定義成是一項「民間商業工程計畫」，然而只有德國抱持這種看法。這條管線其實是一條高度政治化的工程。為了落實計畫，普丁如同當年第一條北溪管線那樣倚重德國人瓦尼希，任命他為北溪二號工程公司執行長，而施洛德則同樣擔任該計畫的監事會主席。不久之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成為北溪二號計畫的唯一股權持有人，但奧地利石油公司（ＯＭＶ）、殼牌公司（Shell）、法國的Engie，以及尤尼珀（Uniper，前身為意昂）與溫特斯哈爾這兩家德國公司，則共同承擔了半數的建造成本，各自出資約十億歐元。

在國際層面，反對這條管線的陣線相當廣泛，尤其歐盟的東歐成員國和烏克蘭更是強烈反對這條經過波羅的海的管線鋪設。對烏克蘭和波蘭而言，反對動機雖有可能是因為會影響原有因天然氣過境的過路費收入，但歐盟成員國波蘭跨越了國內黨派藩籬，再三向柏林示警這項計畫會增強俄羅斯在歐盟內的影響力，助長它的帝國主義野心。俄羅斯有可能會將能源當作武器。然而柏林從未認真看待這些反對的聲音。史坦邁爾認為那不過是一種典型的心理包袱，認為波蘭人是因為自身的歷史經驗才有如此情緒。但在歐盟內部，波羅的海三國的看法也與波蘭相似，瑞典對於北溪二號同樣抱持批判態度，隨後法國也加入質疑的陣營。最後，歐盟執行委員會介入此項計畫，以高度警覺的態度審視北溪二號，檢視法律上的可行性後認定：並無必要增建一條新管線來向歐盟成員國供應能源。同時，歐盟也指出，各國對於俄羅斯能源的高度依賴本來就有隱憂顧慮，而北溪二號計畫只會加深這種依賴。美國隨後也與歐盟執行委員會站在同一立場。二○一七年六月，美國參議院通過針對俄羅斯管線的制裁措施，北溪二號於是成為柏林與華盛頓之間的爭議議題。然而柏林往往將美方的立場解讀為美國的一種策略性伎倆，尤其社民黨內部更是這麼想，認為美國真正的目的是要將自家價格昂貴的液化天然氣銷往歐洲。普拉策克甚至到了二○二○年仍然認為北溪二號能為「歐洲與俄羅斯的鄰夥關係注入新生命」，他稱這項計畫是「對一個以合作為導向、而且納入俄羅斯的歐洲所投下的一票」，如果能「在和烏克蘭取得平衡的情況下」完成，那麼「也可望為東烏克蘭的局勢降溫」。

儘管面臨眾多背景互異的國際夥伴反對，德國為何還是形成如此立場？德國政府、尤其是當中的社民黨的說法是，北溪二號符合國家利益，將來一旦需要，這條管線可為德國及歐洲輸送更多的天然氣。而烏克蘭在許多人眼中則被當成是管線過境環節中可能的攪局者，一旦繞過它，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德國國內唯有綠黨堅決反對這項工程，而且毫不保留地抨擊施洛德這個北溪二號的首席遊說者。綠黨的歐洲議會議員布提科弗（Reinhard Bütikofer）指出：「施洛德竭力推動俄羅斯的能源出口，但俄國的戰爭支出正是從能源出口取得資金。即使全世界都對俄羅斯在阿勒坡戰事中扮演的角色大感震驚，他還是不為所動地繼續這麼做。」然而發聲反對的不是僅有綠黨。曼弗雷．韋伯（Manfred Weber）這位歐洲議會中的保守派、歐洲人民黨黨團主席，同時也是基社盟主席團成員，也主張「無論如何」都必須阻止北溪二號興建。而基民盟政治人物、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洛特根也同樣希望阻止德俄進一步擴張在天然氣上的夥伴關係。他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攻擊，以及在敘利亞的戰爭行為，絕不能不受懲處地毫無後果。我們不能在譴責俄國違反國際法與戰爭法之際，卻又與其有商業往來，獎勵這些行為。」

然而德國政府依然堅定推進北溪二號。之所以如此，極大程度是因為施洛德的人脈網絡在社民黨內聯手俄方共同為該計畫進行遊說。這當中除了施洛德之外，嘉布瑞爾也扮演關鍵的角色。「北溪二號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這是他不斷強調的口號。二○一五年十月底，嘉布瑞爾獲普丁接見，並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執行長米勒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會談，席間極可能特別談到後續推進北溪二號的策略。隔天，嘉布瑞爾旋即又在莫斯科與米勒二度會面。這位德國經濟部部長向普丁表示，德國對於北溪二號的興建希望「限制外部的干預」，這句話顯然是特意針對位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因為歐盟對北溪二號一直抱以高度批判的態度。德國希望將歐盟擋在此事之外。

嘉布瑞爾和米勒在這段期間的接觸特別頻繁。二○一五年二月到二○一七年十一月間，兩人總共會面五次，商討議題幾乎全是這條新的波羅的海管線。諷刺的是，多虧了向來以親俄立場聞名的左翼黨，才讓外界得以窺見俄氣公司與北溪公司的代表，有多頻繁與德國的部長、國務祕書和大使針對北溪二號進行會談。因為左翼黨國會黨團在二○一七年十二月提出一份書面質詢，主題是「北溪波羅的海管線計畫當中的遊說與旋轉門效應」。13

聯邦政府對質詢的回覆很有啟示性，它逐一列出相關的會面，清楚顯示社民黨的部長們與遊說者之間的關係有多親近。嘉布瑞爾與俄氣公司和北溪公司的代表會面至少十五次，而相較於與俄氣公司執行長米勒的見面次數，這位經濟部部長和瓦尼希的接觸更是頻繁。二○一五年二月至二○一七年一月之間，兩人總共會面七次，當中一次是在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當時施洛德也在場。嘉布瑞爾在二○一七年初轉任外交部之後，瓦尼希在該年六月之前和他還另外有過三次會面。瓦尼希的活動範圍也不局限於柏林，這位北溪公司的執行長在二○一五年底到二○一七年的九月間，在布魯塞爾與德國常駐歐盟代表席伯貝爾格（Reinhard Silberberg）曾會面過五次，而席伯貝爾格也曾在布魯塞爾以晚宴款待施洛德與瓦尼希。他們彼此都不是陌生人，施洛德擔任總理期間，席伯貝爾格曾於一九九八至二○○五年間擔任施洛德總理府的歐洲事務司司長，二○○六至二○○九年間，又在史坦邁爾底下擔任外交部國務祕書。至於瓦尼希是否曾與梅克爾見過面，則沒有任何相關紀錄。

奧地利石油公司執行長澤勒也曾在二○○五年就波羅的海管線事宜兩度拜會嘉布瑞爾，其中一次還是與米勒同行。至於在溫特斯哈爾那方面，接替澤勒職位的梅倫（Mario Mehren）在二○一六年五月與此時的外交部部長嘉布瑞爾討論了北溪計畫的進展，他在前一年已經就同樣的議題和史坦邁爾的國務祕書史坦萊（Stephan Steinlein）有過兩次會面。北溪計畫的遊說人士也是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內的常客。正如聯邦政府在回覆左翼黨書面質詢時所列出的，前總理施洛德在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應德國駐俄大使弗里奇（Rüdiger von Fritsch）之邀共進晚餐，席間談的正是北溪二號的進展。瓦尼希自己也在二○一六至二○一七年間，因波羅的海管線的相關事宜三度前往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館。對北溪二號來說，二○一五至二○一七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期，因為關係到它能否取得施工許可。許可最後在二○一七年十一月核發。

引人注意的是，這個普丁─施洛德人脈網絡裡的人幾乎只和社民黨的政治人物接觸。相形之下，基民盟主導的總理府則對此類關係相當自制。不過梅克爾在這段期間也曾兩度會晤法國能源公司Engie的董事長梅斯塔列（Gérard Mestrallet），也曾和荷蘭皇家殼牌執行長波爾登（Ben van Beurden）會面；波爾登在二○一五年七月曾與殼牌德國公司的博勞霍夫（Peter Blauwhoff）一同會晤梅克爾。總理府部長（Kanzleramtsminister）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則和尤尼珀公司董事長謝弗（Klaus Schäfer）及溫特斯哈爾控股公司負責能源政策與政府關係的威斯特霍夫（Peter Westhoff）會面。上述這些企業都有投資波羅的海的管線計畫。但總理梅克爾沒有與施洛德身邊的人馬見過面。而且，基民盟的阿特麥爾接掌經濟部之後，瓦尼希和其他相關人士原本與經濟部之間的接觸顯然也大致中斷了。

嘉布瑞爾領導的部會一再強調，為推動能源轉型，德國需要更多的天然氣，而北溪二號計畫「在經濟利益上是合理的」。對於質疑者認為俄羅斯此時在內政及外交政策上日益強硬的現狀，可能不適合合作的顧慮，官方的回應則說，在此外交緊張的時刻，更是應該進行理性的商業合作，「以此表明雙方之間還是有些事情是可行的」。至於擔憂俄羅斯可能會拿能源作為武器，嘉布瑞爾認為這種風險根本不存在。他在德俄論壇的一次致詞中表示，莫斯科一向是可靠的合作夥伴，因此在能源領域上的合作「不構成任何威脅」。

梅克爾直到總理任期結束，一直都是這條管線的支持者。她所屬政黨中的經濟政策人士，同樣積極為北溪二號背書，像是後來因為涉及遊說爭議而退出聯邦議會的經濟政策發言人費弗（Joachim Pfeiffer），以及她的經濟顧問羅勒。相形之下，梅克爾的外交政策顧問霍伊斯根則是站在反對立場。梅克爾無論如何都不希望由自己承擔否決該管線的責任。霍伊斯根在總理知情的情況下，曾多次致電歐盟當時負責能源聯盟事務的執行委員、斯洛伐克籍的謝夫喬維奇（Maroš Šefčovič），明確向他表示，如果布魯塞爾基於法律理由禁止北溪二號營運，那麼柏林也會服從歐盟的決定。不過，支持管線的一方同時間也積極在布魯塞爾進行遊說，試圖阻止歐盟做出禁止的裁決。

唯有考量梅克爾在權力政治上的務實精神，才能理解她的立場。北溪二號會在德國的麥佛邦上陸，因此德東的這個邦對此頗為期待，當地政府也一直主張與俄羅斯有商業往來。若在此議題上退縮，恐怕會引起地方民意的反彈。此外，社民黨積極推動北溪二號，梅克爾不願意因為這條管線而與聯合執政夥伴發生正面衝突。除此之外，她和社民黨之間還有某種默契：只要社民黨繼續支持他們並不喜歡的對俄制裁，那麼她就不會對北溪二號這個社民黨最喜愛的計畫有所阻撓。德國能源產業也支持興建這條管線，梅克爾也無意和他們對立。

二○一六年十月，社民黨黨主席兼副總理嘉布瑞爾發動攻勢。他提名史坦邁爾接替高克（Joachim Gauck）擔任下一任的聯邦總統。梅克爾起先堅決反對，但具勝算的兩位替代人選，基民盟的聯邦議會議長拉默特（Norbert Lammert）及綠黨的瑪麗安娜．比特勒（Marianne Birthler）先後婉拒，梅克爾最後只得讓步。但嘉布瑞爾為聯邦總統府策劃的這一步，卻也迫使社民黨必須進行部長人事調整。隨著史坦邁爾轉任聯邦總統，嘉布瑞爾則接任外交部部長職務，經濟部部長的職位由他原本的議會國務祕書布莉姬特．齊普里斯接任。於是，來自漢諾威的「施洛德老班底」此時在柏林又多占了一個重要職位，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二○一七年，溫特斯哈爾的執行長梅倫曾兩度與嘉布瑞爾在外交部的新任國務祕書華特．林德納（Walter Lindner）會面。同年二月十六日，新上任的經濟部部長齊普里斯接見了施洛德和米勒，隔天又與梅倫在她故鄉所在的卡塞爾於溫特斯哈爾公司內會面。

莫斯科對西方發動攻擊

費根特羅伊（Fritz Felgentreu）至今還記憶猶新。二○一五年五月某天，這位聯邦議會的社民黨議員被同辦公室的同仁急忙叫到電腦前。費根特羅伊眼睜睜看著自己和同事電腦中儲存的檔案，彷彿是被無形之手操控般接連消失無蹤。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當時遭遇的，是德國聯邦議會至今遭受過規模最大的一次駭客攻擊。攻擊者潛伏在議會網路系統中長達數月，期間掌控了主伺服器，竊得多位議員的資料存取權限，當中也包含梅克爾的。德國議會的網路毫無防護，只得斷網數日。負責保護聯邦政府及各聯邦機關通訊安全的聯邦資訊安全辦公室（ＢＳＩ）專家隨後介入調查發現，有多名議員曾經收到一封以「un.org」結尾的電子郵件，誤以為寄件者來自聯合國。任何點開這封看似聯合國電子報的人，都等於是為網路間諜打開了入侵的大門。議會發現攻擊時，初估已有將近十九G的資料流出，而且當下還無法立即阻止資料繼續外流。

德國安全機關對此案調查數月，最後確信攻擊來自俄羅斯。攻擊者是一個名為APT 28的駭客組織，該組織也稱為「Fancy Bear」或「Sofacy Group」，屬於俄羅斯的軍事情報組織格魯烏。這個駭客組織在網路世界活躍多年，一再鎖定特定目標攻擊：歐洲各國政府、北約、西方軍事工業、航太產業公司，甚至梵蒂岡也曾受其攻擊。其目的是盡可能從西方政府內部竊得機密資料，並蒐集相關國家的軍工業體系情報。

聯邦議會遭駭客嚴重攻擊過後五年，調查機關在困難重重的詳細追查之後，終於鎖定一名嫌疑主謀。犯嫌是當時二十九歲的俄羅斯士兵巴丁（Dmitri Badin），應是為俄國情報機關格魯烏工作。德國在境內對巴丁發出緝捕令，聯邦檢察總長指控他從事「間諜性質的情蒐活動」。美國聯邦調查局多年來也持續在追緝此人，指控其組織涉及多起駭客攻擊案，當中包括對世界反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的入侵攻擊，以及更重要的，在美國二○一六年大選期間入侵民主黨的系統，公開該黨候選人希拉蕊的電子郵件，進而有利於希拉蕊的競選對手川普，而巴丁可能正是該組織成員。

俄羅斯駭客的攻擊手法一向專業嫻熟，這可歸因於俄國在數學、資訊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優秀教育，讓俄國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員一直是世界頂尖。波羅的海國家早在二○○七年就遭受過俄羅斯第一波的網路攻擊，但德國對此風險的認知相當遲鈍。二○一三年，德國開始傳出一場大規模網路間諜活動的消息，憲法保護局C辨識出當中有些駭客技術與二○○九年開始持續針對聯邦政府的連串攻擊手法相同。攻擊主要鎖定外交部，尤其是德國在東歐各國的大使館，位在柏林的其他部會也未能倖免。所有跡象全都顯示，攻擊背後的主使是俄羅斯。這場網路攻擊被稱為「紅色十月」，柏林自此也開始更為嚴肅看待俄羅斯的網路諜報威脅。

德國的警惕有其道理，因為普丁早在二○○四年就著手建立一支戰力強大的網路部隊。西方情報機構推估，受僱於俄羅斯各情報單位、領有官方薪資的網路成員多達萬人。俄羅斯網路戰力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情報機構與犯罪組織之間存有密切關係。犯罪集團會定期接受情報單位指派任務，而情報機構則讓犯罪組織資助某些軍事計畫。如此合作對雙方都有利，情報機構可讓犯罪組織代為取得某些特定的技術工具，而犯罪組織則能在情報單位的保護下追求金錢利益。

自從併吞克里米亞導致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之後，普丁不僅將網路用於諜報蒐集，也開始用於實際破壞，而當中最主要的實驗場是烏克蘭。二○一四年秋天，烏克蘭的選委會電腦系統在國會選舉前夕遭到俄羅斯攻擊而癱瘓。隔年十二月，烏克蘭西部的電力網絡控制系統遭到外部操控，造成約七十萬居民長達數小時無電可用。這起破壞行動是俄羅斯的駭客組織「沙蟲」（Sandworm）主導，該組織的行動目標是操弄各國的基礎設施系統。對於此類破壞性的攻擊，德國一樣無法倖免於難。據國安單位透露，某次曾及時警告一家研究機構因而躲過攻擊，「但也有一些案例我們發現得太晚。」某位高階的安全官員如是坦承。

網路攻擊是混合型戰爭策略的一部分，在這種戰爭型態中，政治、軍事、情報以及媒體會協同運作。俄羅斯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Waleri Gerassimow）二○一三年初曾在一場主題為「作戰指揮的新形式及新手法」的演講中闡述如此構想。格拉西莫夫在一篇甚具指標性的文章中稱：「『戰爭的規則』如今已有根本性的變化。對於實現政治與戰略目標，非軍事手段的效用日益增強，其效果在某些情況中甚至更勝武力。」在這類新型作戰方式中，宣傳（Propaganda）具有重要地位。普丁重新啟用傳統的情報手段，但也做了修正，以配合現代發展的新技術，尤其是當今社群媒體的傳播。社群媒體平臺讓俄羅斯得以精準影響它想鎖定的國內外特定族群。其中一種宣傳伎倆是大量散播相互矛盾的敘事，讓人難以辨別謊言與真相。這種手法尤其常用來轉移外界對俄羅斯的注意力，例如當初馬航班機ＭＨ１７在烏克蘭東部遭親俄的分離主義者擊落這一事件。另一種手法則是陳述盡量貼近事實，但在當中關鍵處置入不實謊言。德國在二○一五至二○一六年間發生的難民危機，在克里姆林宮看來，特別適合用來塑造一個人民遭受威脅、德國很不安全的形象。

德國在二○一六年初親身體驗過俄羅斯如何利用假訊息介入他國內政。一月二十三日，約有七百多人群聚在柏林的總理府前示威，標語上寫著「保護我們的婦孺」、「今天是我的孩子受難，明天換你的孩子遭殃」這類口號。一些年輕人身著白色T恤，衣服上寫著「麗莎，我們與你同在！」或「德國危險了」字樣。這場示威起於一樁引發全德國高度關注的事件。先前，柏林一名來自俄裔德國家庭的十三歲女孩麗莎在失蹤三十個小時後，網路開始出現謠言，謠言最後被俄國國家電視臺的晚間新聞頭條當成事實報導，稱這名女孩被三位貌似南方人的男性綁架、毆打及性侵，但德國當局卻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不願追查此案件。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接著以「未成年人遭性侵，警方無作為」為標題報導，並在臉書上有逾百萬次的點閱。這起發生在德國的性侵案消息也迅速在俄語平臺上擴散開來。最後，在德國多處城市中總計有約一萬名的俄裔德國人上街抗議。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以下達最後通牒的語氣，要求德國當局說明「我們的女孩麗莎」的下落，並且對德國官方試圖隱瞞真相表達「關切」。他說，「真相與正義」必須伸張。

但這個故事很快就不攻自破。那名女孩其實是因為在學校遇到問題，所以到一位熟人家過夜，又因為怕受罰而編造了整套故事。德國警檢也隨即出面澄清真相。在德國境內約二百五十萬的俄裔德國人中，真正參與示威的不過是少數，但俄羅斯早已達成目的，成功製造出德國社會的裂痕。俄國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事後依然堅稱德國刻意隱瞞某些事情。對此，總理府向俄羅斯駐德使館表示不解，指出警方早已明確說明，此事件當事人既未遭到綁架、也沒受到性侵，為何俄方仍有如此指控？梅克爾質問普丁時，這位俄羅斯總統卻裝作不知此事，據稱他還反問梅克爾到底在說什麼。

為了在境外推動宣傳攻勢，克里姆林宮養了一大批媒體，當中最重要的當屬後來簡稱為ＲＴ的電視頻道「今日俄羅斯」，以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這兩者同屬「今日俄羅斯」（Rossija Sewodnja）媒體集團，一家成立於二○一三年的現代新聞工廠。今日俄羅斯媒體集團的負責人是基謝廖夫（Dmitri Kisseljow），他是一位民族沙文主義者及仇同人士，因為反西方的煽動言論而遭歐盟列入禁止入境名單。ＲＴ與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這兩家媒體非常善於操弄從難民危機到新冠疫情這類爭議性的議題，藉此形塑出西方國家墮落的形象，其目的在於煽動社會情緒，削弱民主制度的可信程度。俄羅斯領導階層對今日俄羅斯媒體集團的資金注入逐年增多，根據西方情報機構估計，普丁的這個宣傳工具在二○一五年的年度經費約是三．○一億歐元；二○一七年增加到三．八七億歐元，二○二○年再增加到四．三一億歐元。這當中最核心的工具是早在二○○五年就成立的ＲＴ電視頻道。該頻道的宗旨，就如普丁自己說的，意在「打破盎格魯薩克遜媒體的壟斷」。德國境內支持普丁政策的另類選擇黨和左翼黨的政治人物，也常出現在ＲＴ的德語頻道上。二○一七年九月，德國聯邦大選前夕，時任外交部部長暨社民黨黨主席的嘉布瑞爾也接受了這家俄國宣傳媒體專訪。對此，他說：「我們身為德國政治人物，得習慣媒體不是只有我們熟悉的那些。」還補充說，他「無論如何」都不想讓ＲＴ的觀眾被「另類選擇黨整個端走」。普拉策克那年也接受了ＲＴ採訪；兩年後，社民黨籍的德國聯邦司法部部長卡塔琳娜．巴利（Katharina Barley）也如法炮製。

除了公開運作的宣傳媒體，普丁政權也動用了暗中影響輿論的操弄者。批評政府的俄羅斯《新報》（Nowaja Gasjeta）記者起初是在俄國網路上揭露這套運作方法，大眾不久後也發現，同樣的手法已經有系統地運用於境外。克里姆林宮養了一支規模龐大的所謂「網路軍團」，他們匿名行動，依照俄羅斯領導層的企圖塑造公共輿論。當中最知名的是一處稱為「網軍工廠」的設施，就位在聖彼得堡薩武什金納（Sawuschkina）街的一棟辦公大樓內，現場約有四百多名年輕員工專門鎖定海外進行網路宣傳。它對外是以網路分析機構為名作為掩護，員工當中不乏外語能力優秀的學生，他們每天從早到晚在西方國家的新聞網站和線上媒體論壇上撰寫評論，在臉書、推特這類社群平臺貼文，參與各類的網路聊天室。網軍會以看似尋常的普通用戶身分出現在網路上，實際上卻是受包括前ＫＧＢ資深人員在內的上級明確指示，寫出該寫的內容，藉此操弄西方社會形成意見。網軍員工必須完成具體的指標工作，像是每天要在各類網站發表至少五十則留言，或是同時經營六個臉書帳號，而達成的狀況需定期回報給上級。根據一封匿名線人連同大量文件一起公布在俄羅斯某部落格上的電子郵件顯示，有一名網軍員工在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週報告中寫到：「共計發出三百零五條推文（Tweets）。」

網軍工廠的員工每個月可領數百歐元，對俄羅斯的學生來說是待遇不錯的工作。年輕的俄羅斯女子盧德米拉．薩威楚克（Ljudmila Sawtschuk）就公開揭露了她個人擔任「網軍」的經歷，稱她被要求要在新聞網站、聊天室和部落格中讚揚普丁的政策，「同時貶低他的對手」。她每天寫多達一百則評論，月薪落在六百四十到八百歐元之間，直到最後辭去這份工作，選擇公開內情。

這些網軍行動的成效相當顯著。克里米亞遭吞併和頓巴斯剛爆發戰火之際，大量留言淹沒了美國和歐洲多家報社的網站，表達的多是和克里姆林宮一致的立場。這些留言貼文不斷重複同樣的敵人形象──美國、西方，以及歐盟，並指控那些關於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進行軍事行動的報導是在煽動反俄，聲稱實情是北約正在侵略俄羅斯。德國有許多新聞網站因此關閉了留言功能，因為根本無法分辨何者是網軍，何者是正常的用戶。

據信這間網軍工廠背後的出資者，是聖彼得堡的餐飲企業家普里格津（Jewgeni Prigoschin）。普里格津是一九九○年代在聖彼得堡經營賭場時與普丁結識，當時普丁在聖彼得堡市政府工作，負責監管當地的博弈業。別號「普丁的廚師」的普里格津出資營運這間網軍工廠，資金一大部分是用於支付底下網軍員工的薪資。網軍分為兩班制，全天輪班工作，每月財務報表會送往普里格津旗下的協和公司（Concord）。揭露這間網軍工廠的資料還顯示，該組織的工作報告會直接送交克里姆林宮總統行政辦公室副主任沃洛金（Wjatscheslaw Wolodin）。普里格津後來又因為成為俄羅斯傭兵集團「瓦格納」（Wagner）的領導人而出名，他在二○二二年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從俄國監獄裡招募罪犯進入這支傭兵部隊，派往烏克蘭作戰。不是所有貼文都由這支網軍撰寫。對許多關鍵詞的回應其實都來自機器人帳號，這些帳號依循特定的演算法自動按讚或是發布推文。俄羅斯在英國脫歐公投和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也動用過這類行動，但俄國官方一直否認暗中干預。直到二○二二年十一月，普里格津才在俄羅斯的社交網路平臺ＶＫ上談到美國國會選舉時坦承：「我們的確干預過。我們正在介入，而且還會繼續介入。」

二○一六年夏天，普丁的親信亞庫寧開始在柏林進行一種更特殊的介入行動。他成立了一處所謂的研究機構，致力於文明的對話，而「文明對話」正是他長期在維也納運作的基金會名稱。這個位在柏林的研究機構，如今是一個旨在推廣俄羅斯的世界觀，並以親俄立場影響諸如烏克蘭問題等政治議論的全球智庫網絡總部。亞庫寧和早年相識於聖彼得堡的普丁算是同道中人，在一九九○年代曾是「奧澤羅別墅合作社」的成員之一，該合作社的多名成員在普丁上臺後接連躋身俄羅斯的政商核心圈。亞庫寧曾任職蘇聯情報機構二十二年之久，據知他最後的官階是蘇聯對外情報局ＳＷＲ的高階將領。他從二○○五年開始擔任俄羅斯鐵路總裁達十年，以此累積出鉅額資產。亞庫寧徹底依循普丁的政治路線，積極宣揚以東正教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具有帝國色彩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在柏林一場活動中的發言曾引起爭議，因為他聲稱那些在歐洲歌唱大賽中投票給奧地利蓄鬍女裝男藝人康琪塔．沃斯特（Conchita Wurst）的人「心理不正常」。亞庫寧也讚揚俄羅斯禁止公開呈現同性戀的法律規定，理由是十六歲以下兒童的性取向未定，因此必須保護。為了維持這個位在柏林的研究機構運作，亞庫寧引入了二千五百萬歐元的資金。

德國聯邦總理府和外交部內部同樣視這間研究機構為莫斯科對西方進行混合戰的另一個工具。儘管如此，當初開幕活動還是吸引了德俄論壇主席普拉策克和基民盟的前總理府部長波法拉到場，波法拉也是聖彼得堡論壇的主持者。「文明對話」這個由普丁支持的新智庫也獲得了一批支持者，當中包括德國聯邦國防軍將領庫亞特（Harald Kujat），他警告外界「莫將這個研究機構視為俄羅斯的宣傳噱頭」加以否定。這個研究機構的共同創辦人還有奧地利人民黨的政治人物施溫默（Walter Schwimmer）。此人曾任歐洲理事會祕書長，而且長期於亞庫寧在奧地利的基金會裡工作。此外還有頓河畔羅斯托夫大學的名譽教授舒爾策（Peter W. Schulze），他在二○○三年之前曾主持與社民黨關係密切的艾伯特基金會莫斯科辦事處多年。「文明對話」這個研究機構的監委會成員，除了亞庫寧、施溫默、舒爾策和庫亞特之外，還有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全代會上發言、反歐盟立場鮮明的前捷克總統克勞斯（Václav Klaus），以及奧地利前總理、社會民主黨前主席古森鮑爾。目前仍不知這個機構能有多少影響，但確定的是，即便它聘請了一家獵人頭公司協助，也沒能成功從其他機構將俄國問題研究專家挖角過來。

俄羅斯除了運用智庫，以及透過現代媒體進行宣傳之外，還運用了另一項傳統工具企圖影響外界，那就是間諜活動。在普丁指揮下，俄國的間諜活動再度回到冷戰時期的水準。位在柏林市中心林登大道六十三與六十五號的俄羅斯駐德大使館，正是這些諜報活動的核心據點。這座擁有側翼長廊、正式入口和榮譽庭院D的建築群，現在依然帶有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興建期間那種晚期史達林主義時代的氣息。在這座使館、或是德國各地的其他俄國領事館工作的俄羅斯外交人員中，有相當多人實際上是為情報機構工作。德國安全部門估計，其比例約為全數在德人數的三分之一。當中少數人是登記為俄羅斯情報機構代表的正式身分在進行活動，但絕大多數的情報人員則是以外交人員身分進行任務。你連繫互動的文化專員或使館祕書，可能實際上是俄羅斯情報機構的人員。根據德國反情報單位的掌握，這現象不僅在外交體系如此，俄羅斯的在德企業，例如俄羅斯航空（Aeroflot）或是新聞通訊社職員，當中也有人暗中效力於情報機構。不過並非所有在德國境內活動的俄國間諜都是由大使館調度指揮。有些流動型特務（Reiseagenten）其行動是獨立於外交代表機構之外，直接聽命於莫斯科總部。在德國的憲法保護局眼中，這類傳統的特務人員都是經驗老道的專業間諜，深受莫斯科領導層、尤其是前ＫＧＢ上校出身的普丁所器重。普丁個人特別關注情報工作這個「王冠領域」，他往往會親自為重大決策拍板定案。通常那些需有高度複雜的掩護、得在非法狀態下進行的特務活動，都不會直接在德國境內指揮，而是會從周邊國家進行境外遙控。當中最受青睞的是荷比盧三國、斯堪地那維亞，或是奧地利。諜報界常有這種以一國充作「安全港」，再從該處指揮鄰國活動的做法。要揭露這類諜報網絡相當困難。

俄羅斯在德國的間諜活動特別鎖定外交與安全政策，當中又以能源政策為重點刺探核心。對俄國這個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而言，相關資訊極具價值，如同德國憲法保護局所說，能源議題被俄國視為「特別重要的間諜目標」。莫斯科希望能在此取得資訊優勢。掌握德國如何彌補放棄核能後的能源缺口，以及再生能源在將來的能源結構中將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問題對一個石化燃料供應國而言，就與知道其他國家天然氣供應商的合約條件具有同等的關鍵意義。至於俄方在軍事層面關注的，則是歐洲防衛政策走向，以及北約的戰略路線。

吸收線民並不局限於議會或各部會等直接的政治圈，這裡鎖定的多是基層工作人員。俄國情報機構的目光也會投向各大學及研究單位，相關者會收到像是參加會議、牽線與某俄國基金會接觸，或是得到專案贊助等各類邀請。德國憲法保護局一名人員表示：「許多案例中的接觸對象之所以接受這類安排，純粹是因為天真。」至於明知對方用意，卻還是選擇合作者，動機則更複雜，可能是出於自尊受挫、報復心態，或是認為自己很重要。這些情報特務擅長挖掘有意招攬對象的弱點，從賭癮、藥物或酒精依賴，到性關係糾葛皆然。此外，金錢因素也是一大關鍵。

俄羅斯情報機構還使用一些蘇聯時代的間諜手法，連德國的反情報專家也難以相信這麼老的手法竟然還存在。二○一一年揭發的全職特務海德倫（Heidrun）與安德列亞斯．安施拉格（Andreas Anschlag）夫妻疑案就是證明。這對俄羅斯公民早在蘇聯時期便由情報機構以極其複雜的方式偽造身分，並為所謂的「非法」E諜報任務準備多年。兩人在德國活動時，看似一對普通的中產階級夫妻，潛伏境內長達二十三年都無人察覺。兩人在這二十三年間進行情報蒐集並送回數百份資料，當中包括北約及歐盟的機密文件，都放在所謂的「死信箱」F中送出。直接受俄羅斯對外情報局ＳＷＲ總部指揮的兩人透過一部麵包盒大小的裝置，每週一到兩次將情報以加密的無線電訊號傳回莫斯科。到了後期，妻子海德倫甚至改用另一種方式與莫斯科總部連繫，她會以「Alpenkuh 1」這個帳號（譯按：意思是「阿爾卑斯母牛一號」）在YouTube影片下面留下加密過的評論文。

自從這對間諜夫妻曝光之後，憲法保護局便推估必定還有更多「非法」特務潛伏德國境內。一名反情報人員表示：「我們可以確定，還有其他像這樣的夫妻存在。」這類間諜活動唯有在人員多到具有一定密度時才有實際效益。但敵方要是無人叛逃，要發現這些非法特務其實相當困難。依照德國安全部門的判斷，俄羅斯運用了冷戰時期蘇聯用過的所有間諜手法，就算在外界聲稱德國總理施洛德與普丁的情誼格外密切的年代，這做法也是被默許的。直到二○二二年十二月，德國聯邦情報局才在一個夥伴情報機構協助下，揪出一名暗中為俄羅斯進行諜報工作的德國高階官員。

普丁政權也不避諱使用蘇聯時期「冷戰工具箱」當中的其他手段，二○一九年八月震撼德國政壇的一起政治謀殺事件正是一例。當時，車臣前武裝指揮官漢戈什維利（Selimchan Changoschwili）正住在柏林尋求政治庇護，但在小蒂爾加滕區（Kleiner Tiergarten）的大街上遭人開槍暗殺。行凶者在逃離現場時被逮。調查顯示， 凶嫌是以偽造身分入境德國，而且顯然有人協助，但俄羅斯方面拒絕配合本案調查。法院最後判處行凶的克拉西科夫（Wadim Krassikow）無期徒刑。克拉西科夫實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特務人員，並以假護照化名索科洛夫 （Wadim Sokolow）行動。德國法院認定他罪責重大，排除了日後提前假釋的可能。德國安全部門很快就明白，這種謀殺若未得最高層首肯，是不可能發生的。普丁本人也公開顯示他相當熟悉本案，而且兩度評論這起事件。他在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於巴黎舉行的烏克蘭問題高峰會上表示，受害者「不是喬治亞人，而是一名戰士，是極度殘忍、手上沾滿鮮血的人」。十二月底，他在面對逾千名記者的年度記者會現場，再度談到漢戈什維利，稱他是「徹底的血腥殺手，在高加索的一次行動中殺了九十八個人」。14

柏林法院在判決理由中指出，根據俄羅斯二○○六年三月六日頒布的一項反恐法律，為了「排除威脅」，俄國即便在境外也可進行殺害行動。雖然這類行動需要總統下令，但屬於「完全可能採行的政治手段」。由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在二○一二年就將漢戈什維利列為恐怖分子，法院因此認為，此等暗殺在俄方的立場看來是可預期的。但法院同時也明確指出，本案並不符合該法律所說的「排除威脅」。因為漢戈什維利在事發當時已不再對俄方構成任何現實上的危險。主審法官表示：「其動機並非排除威脅，而是純粹的報復及仇恨。」至於殺手選在白天公然行凶，法院也認定並非偶然。「此舉是要傳遞一個訊息，」法官還補充說：「這全然是國家恐怖主義。」

一起發生在自家國境之內，而且法院明確定調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委託謀殺事件，理當會引起政治上的強烈反應。然而柏林方面的反應卻只有在審理期間將兩名偽裝成外交工作者的情報人員驅逐出境，以及在案件宣判後再驅逐另外兩人。相較於英國對於前特務斯克里帕爾遭人毒殺事件的反應，德國對漢戈什維利一事的回應就顯相當保守。倫敦當局當時先是驅逐了二十三名俄羅斯外交官，隨後更是在一場國際聲援行動中，促使二十八國將總計逾一百四十名的俄羅斯外交官及情報人員驅逐出境。德國聯邦政府這次顯然不願意因為一名死者而讓自己跟莫斯科之間本已緊張的關係更加惡化，更何況由於該名死者在車臣戰爭中的角色而被認為「手上同樣沾有鮮血」。德國總理府和外交部一直認為，德國在解決多項國際衝突時，都需要俄羅斯的合作，無論是在烏克蘭、敘利亞，或是利比亞問題上皆然。

小蒂爾加滕區街上的這起謀殺案，不過是俄羅斯針對德國、歐盟，甚至整個西方發動的許多攻擊行動之一。德國政府本該從中識破普丁政權的性格，採取相應的反制，但柏林方面對於這起攻擊的反應卻是無所適從。梅克爾的總理府確實已意識到必須強化德國社會對於俄羅斯的宣傳及假新聞攻勢的抵禦能力。政府在二○一七年的聯邦大選前夕已預期俄方可能會對此次大選進行操弄，多名閣員因此對於假新聞和宣傳問題提出討論，梅克爾本人也公開談到此事。梅克爾已然看到普丁正加速其分化西方、削弱歐盟的企圖，卻始終下不了果斷對治的決心。

二○二○年春天，情報單位在一次彙報中向梅克爾說明，二○一五年聯邦議會遭受網路攻擊那時候，她本人使用的電子郵件信箱帳號以及該信箱也曾遭駭客竊取資料。梅克爾對此大為惱火。她的議員辦公室電郵信箱主要是用於處理選區相關的往來通訊，總理層級的政治溝通不會在這地方進行。即使如此，梅克爾還是相當憤怒俄國人居然在她的帳號底下四處翻找，尤其是她還投入了大量時間試圖改善德俄關係。在她多年的任期將盡尾聲時，梅克爾在二○二○年五月於一場聯邦議會質詢中罕見地直白表達出自己的挫折感。她談到「進行混合戰的策略」，當中包括「網路迷惑」及「扭曲事實」。她稱當初針對聯邦議會的網路攻擊「駭人聽聞」，隨後也談及漢戈什維利謀殺案，並表示德國政府仍保留對俄羅斯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梅克爾明白表示俄羅斯的行為──也就是普丁的行為──對她造成的衝擊。「我可以非常坦白地說，這讓我痛心不已。」最後，她說她畢竟「日復一日努力在與俄羅斯建立更好的關係」。她說到自己所處的一種緊繃狀態，同樣是出於「渴望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而那是一種「即使是我，也無法從內在抹除的東西」。15

該如何解讀她這些話？梅克爾對普丁並沒有根本的好感，也沒有情感上的依附。但她有意好好理解普丁，和普丁見面的次數多過任何國家領導人。多年來儘管雙邊爭議不斷，她還是和他培養出一種特殊的親近感。她希望藉由約束普丁，以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然而基於年輕時曾多次前往蘇聯的個人經歷，梅克爾對「俄羅斯」本身懷有一種情感連結。也許在關鍵時刻對她造成干擾的正是這份感情，讓她無法果斷拉下對俄政策的槓桿，決絕地將之轉向更強硬、孤立與嚇阻的方向。

捐款、訪問團和響噹噹的頭銜

有影響力的社民黨人士在談起德國的對俄政策時，往往會竭力將論述框架拉得極大無比：德國的歷史罪責，布蘭特的政治遺產，原物料依賴進口，或是歐盟在美、俄、中三國之間的地緣戰略困境，也就是「大局」，政治上的「大面額硬幣」。但這一段內容要轉而關注例如政黨獻金這種大家不太樂意談、但仍有其角色的「小硬幣」。德國的政黨捐款金額通常缺乏高度透明。依據《政黨法》規定，唯有同一人在一年內政黨捐款總額超過一萬歐元，才需公開捐款細目。你可以避開這個法規，像是巧妙地拆開捐款，或透過人頭轉交即可。幾年前，在另一脈絡中，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社民黨周邊就被人揭露做過如此安排。下薩克森邦的社民黨並不打算主動公開一萬歐元以下的政治獻金收受，因此外界目前也僅能依它超過此門檻的申報資料進行檢視。

前文已談到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在踏入下薩克森邦政壇時的異常高額匯款。從社民黨的財務申報資料可以看出，施洛德在卸任總理後，仍持續向社民黨捐款。此舉本身並無異常之處；除了現任政治人物，離任的民選官員也常在某種程度上資助自己所屬的政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遊說百科」（Lobbypedia）G的資料庫顯示，施洛德在二○一一、二○一二、二○一四、二○一五，以及二○一七年的捐款，都超過依法必須公開的門檻。這恰巧發生在一個敏感時期。此時期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正逐漸進入關鍵階段，同時下薩克森邦社民黨也正面臨好幾場關鍵的邦議會選舉。施洛德的最高捐款金額是在二○一二年，達一萬八千四百歐元。施洛德在漢諾威的好朋友弗倫策爾同樣在這個時期表現得特別慷慨，他在上述那五個完全相同的年度的捐款全都超過需公開的一萬歐元門檻。當中最高的一筆是在二○一七這個選舉年，金額為二萬三千四百零一點九二歐元。同一年，駿騰集團也對社民黨送上一萬二千五百歐元獻金。但根據帕彭堡這位建商、同時也是施洛德友人的自陳，他數十年來一直都是基民盟的成員。在漢諾威九六足球俱樂部的貴賓包廂圈子當中，還有第四位對社民黨出手闊綽的金主，那就是魏澤。魏澤的個人捐款在二○○九、二○一一以及二○一五年都超過了必須公開的門檻。魏澤在談到此事時表示：「社民黨裡其實沒多少人有錢到可以掏出來捐。」然後就會有人說：「拜託，你好歹也捐點什麼吧。」16不過這位業務重心放在俄羅斯的顧問否認他的捐款與「試圖影響對俄政策」有關。

魏澤顯然也意識到，必須避免讓人留有如此印象。因為他就在二○一六年獲命為俄羅斯駐漢諾威的名譽領事。據他所述，這個職位是帕彭堡居中引薦得來；而帕彭堡自己在同一時期也獲命為哈薩克的名譽領事。身為莫斯科在漢諾威的外交代言人，魏澤顯然也知道自己不適合再以當地社民黨的捐款人身分現身。於是，出手闊綽的不再是魏澤本人，而是他的魏澤顧問公司。二○一七年該公司捐款總額一萬四千歐元，其中單是捐給下薩克森邦社民黨地方黨部的金額就有一萬歐元之多。

但這麼操作，問題仍舊未減。因為二○一四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之後，下薩克森邦邦長暨社民黨邦主席魏爾曾多次出席相關活動，出面為老戰友魏澤和他的顧問公司站臺，助他與俄羅斯的業務能夠繼續運作，並對商界的重要決策者釋放正面訊息。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魏澤顧問公司在漢諾威的路易森霍夫（Luisenhof）高級飯店內舉行了一場「危機時期的德俄商業關係」座談，邦長魏爾以「德俄關係對下薩克森邦的重要意義」為題親臨現場致詞。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魏澤顧問公司又在漢諾威舉辦了一場「俄羅斯晚間沙龍」，魏爾此次在會上發表的講題是「德俄關係的前景及其對兩國經濟的影響」。而魏澤在二○一六年二月十七日獲任命為俄羅斯名譽領事時，在席間致詞的還是這位邦長。

俄羅斯駐德大使格里寧在一本書中回憶道，魏澤曾在柏林的俄羅斯大使館內組織過「非常有助益的經濟對話」。17這位大使指的可能是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的那場「下薩克森─俄羅斯經濟對話」。魏澤當時和格里寧在掛著老式蘇聯水晶吊燈的使館大廳內，與下薩克森邦的魏爾邦長以及澤勒進行了討論。當時澤勒這位溫特斯哈爾的前任執行長，正帶著奧地利石油公司一步步陷入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二○一九年，魏澤在路易森霍夫飯店又舉行了另一場「德俄經濟對話」，邦長魏爾再度出席。魏澤還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特別為俄羅斯大使格里寧的七十大壽策劃了一場由漢諾威的莫斯科人脈網絡圈子舉行的慶生活動。格里寧在這本回憶錄中寫到，施洛德席間發表了「一場妙語如珠的致詞，我十分欣賞」。時任外交部部長的嘉布瑞爾也撥空出席活動，而且在向大使致敬的演說中呼籲「重啟緩和政策」。這場在音樂高等學院舉行的活動，出席的還有帕彭堡以及時任漢諾威大區區長的亞高（Hauke Jagau）。社民黨籍的亞高早在二○一五年就曾隨施洛德率領的代表團前往中國遼寧省的營口。魏澤在當地正在推動一項名為「健康之城」、規模可容納三十萬人的城市開發商業計畫，總投資額為二百億歐元。他為了這個計畫，也曾在和嘉布瑞爾部長共同出訪中國期間積極遊說。

格里寧壽宴的到場賓客中，甚至還有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儘管當時她正在公開處理自己與丈夫施洛德以及他來自韓國的新伴侶之間的關係問題。那時候施洛德─科普夫自己已經在和下薩克森邦的內政部部長皮斯托里烏斯（Boris Pistorius）交往。雖然日後出任德國國防部部長的皮斯托里烏斯不是下薩克森邦社民黨裡的親莫斯科派系核心人物，但他當然對施洛德─魏澤這個舊有的人脈網絡並不陌生；畢竟，皮斯托里烏斯曾擔任施洛德時期內政部部長葛洛勾夫斯基的私人幕僚。克里米亞被俄國併吞之後，皮斯托里烏斯同樣對歐盟的對俄制裁有所批評。二○一六年十一月，他與魏澤、格里寧，以及俄羅斯總領事霍圖列夫（Ivan Chotulew）聯合出席在漢諾威的一場活動，同樣在會中呼籲結束制裁俄國的政策。對於魏澤這樣的遊說者而言，這種等級的高階政治人物能頻繁出席無疑是難得的幸運助力，因為這類人的出席讓他顏面有光，同時也增添了活動的分量。

此外，各家顧問公司也竭力爭取在高階政治人物訪問海外時，能以企業代表團身分隨行。魏澤在這一點上相當順利。他自己或是他的顧問公司員工不僅能隨社民黨主導的下薩克森邦政府代表團出訪俄羅斯，還曾隨團訪問過土耳其及伊朗。魏澤甚至直言自己在代表團籌備行程時曾協助過魏爾，但魏爾的邦總理府對此說法則回應，魏爾「無論檔案紀錄或記憶，皆無相關線索」。事後來看，魏爾這位邦長對於自己和俄羅斯的接觸就顯得不太多說。邦政府以書面表示，從魏澤在二○一六年出任俄國的名譽領事之後，魏爾與這位過去會一起喝酒唱歌的老朋友的談話內容就屬於保密性質，因此出於「國家利益」和「下薩克森邦的外交利益」，無法提供相關資訊。至於二○一六年之前，邦政府則以「時間久遠」為由，邦長「已不記得相關談話內容」。針對魏爾是否曾就德國對俄政策與施洛德有過交流，下薩克森邦政府對於議會質詢採用了「兩種身分理論」回答：魏爾並未以邦長身分就此議題與施洛德前總理有過交談；至於他以社民黨黨主席的身分與施洛德的談話內容，則不在邦政府的答詢義務範圍。

社民黨聯邦層級部長在二○一三至二○一七年間的出訪行程，格外耐人尋味。聯邦經濟部部長嘉布瑞爾讓自己的友人、同時也是競選經理的魏澤隨團出訪中國及俄羅斯；薩米醫師陪同他兩度訪問伊朗；弗倫策爾則與嘉布瑞爾同行前往希臘。帕彭堡顯然比較喜歡貼近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隨他出訪過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以及喬治亞。除了因德國前總理身分而難加入部長級訪問團的施洛德，以及長年在各地巡演、行程滿檔的天蠍合唱團主唱克勞斯．麥內之外，漢諾威九六貴賓包廂這個小圈子的核心人物，在出訪團內幾乎全部到齊。這個「施洛德之友」的小圈子依然緊緊貼著社民黨，尤其是出訪世界各地威權國家的時候。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贊助的沙爾克○四足球隊的背後老闆、肉品大亨特尼斯，也曾隨嘉布瑞爾出訪中國及塞爾維亞。除此之外，這當中還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名字：在史坦邁爾訪問黎巴嫩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嘉布瑞爾訪問埃及和摩納哥期間，霍格雷夫顧問公司的霍格雷夫（Jürgen Hogrefe）也在出訪團中。該公司在官網上自稱是「德意志─阿拉伯關係專家」。

有一群人一九八○年代曾在漢諾威的政治圈內，此後就一直在施洛德的軌道當中打轉，霍格雷夫正是其中之一。出身下薩克森的霍格雷夫最早是在一家帶有毛派色彩的出版社工作，之後擔任家鄉的綠黨議會黨團的新聞發言人，然後轉職《明鏡週刊》。他在施洛德的總理任期內出版了一本對他相當友善的書，並在書末特別感謝施洛德夫婦「對我的理解、信任，以及為我付出的時間」，且表示這份感謝「帶有格外特別的意義」。不久之後，霍格雷夫就隨「施洛德之友」成員克拉森轉職到能源企業EnBW，在那裡被任命為全權代表。施洛德關係網絡裡的人也許還會對霍格雷夫的另一本書感激不已，雖然這本一九九○年出版的《下薩克森醜聞紀事》（Niedersächsische Skandal-chronik）要比那本施洛德傳記的立場還更批判。該書寫的是當時基民盟邦政府的連串醜聞，「恰好」在邦議會選舉前夕出版，那場選舉最終將施洛德推上了下薩克森邦長之位。

對施洛德這麼友善的輿論並非個案。我們不免要問，究竟是誰一直在將施洛德塑造成一個行動力充沛、魅力十足、略帶粗獷氣質的政治新星的成功形象？前文已經提到施洛德的多年好友、《明鏡週刊》記者萊納曼，同樣在幕後伸出援手的還有畢辛根。另外必須提到安達，他跟霍格雷夫一樣，幫施洛德寫過一部友善的傳記之後，就開始在施洛德的人脈網絡中賺錢。疫情期間安達和施洛德合開了一檔Podcast，這位前總理在節目中嘲笑烏克蘭大使梅利尼克（Andrij Melnyk）是「烏克蘭來的小角色」。安達商務溝通公司也替特尼斯和他兒子開了一檔Podcast，這位肉品大亨在節目中大談自己和普丁的「男性情誼」。

不過，為施洛德的總理任期給予歷史定位的不是記者。這項任務是由知名歷史學者索爾根負責。施洛德從二○一一年起開放自己的檔案文件給他使用，四年後這位在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創立「應用歷史中心」的學者交出了一部長達一○三八頁的傳記。索爾根這部磚頭大書由於敘述詳細且脈絡清晰，很快就成為有關施洛德的標準參考著作。索爾根對施洛德總理任期的評價非常寬厚，《日報》（taz）稱之為「三十五歐元的馬屁」。大學歷史學者索爾根當然沒有略過施洛德生涯的敏感議題，但是在他的巧妙安排之下這些東西幾乎都對施洛德無傷。例如批評施洛德在俄氣公司任職，索爾根判定這「絕對站不住腳」，因為波羅的海國家與波蘭已經接受北溪管線，這位歷史學者認為「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施洛德」。前總理施洛德對俄氣公司的投入已經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索爾根熱情地斷言：「此人無疑已確立他在史冊中的位置。」18

做出這麼強烈的評價，倒也是歷史學家的學術自由。但世人對學者的基本期待，是其評價不該受到金錢因素左右。疑點就出在這裡。因為索爾根在撰寫施洛德傳記時，他所主持的「應用歷史中心」開始收到捐款。本書在撰寫時的調查發現，捐款來自與俄氣公司關係密切的溫特斯哈爾。這家巴斯夫旗下的公司曾兩度聘請施洛德前來演說，一次是在奧斯陸舉行的公司活動，另一次則是在卡塞爾。溫特斯哈爾公司在回覆本書詢問時表示，當時支付了「這類活動常見的演講酬勞」十萬歐元，但款項並非直接支付給施洛德本人，而是流向索爾根的研究機構。這正是施洛德身上屢屢可見的三角交易。這種看似公益的捐款，優勢就在於資金可流向要去之處，又毋須讓真正受益的勞務提供者浮上檯面。在這個例子裡，也就是施洛德。

索爾根回應詢問時雖未否認溫特斯哈爾的捐款，卻是言詞閃爍，既沒有說明這些資金具體用於何處，也未解釋為何在他那本關於施洛德的書中完全未提及此事，反而聲稱私人來源的第三方資金並未對他的歷史詮釋有任何影響。

還有另一筆來自施洛德人際圈的資金流向德國南部的埃爾朗根（Erlangen）。根據《世界報》記者堤拉克（Hans-Martin Tillack）的報導，在索爾根寫的施洛德傳記出版後，巴伐利亞法蘭肯地區的億萬富豪弗萊爾（Bernd Freier）就將一筆款項匯入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19不論校方或索爾根本人被問及此事時，都沒有否認有此款項。但對於資金的來源、運用以及具體金額，雙方都拒絕說明。紡織企業奧利弗的創辦人弗萊爾不僅早年就認識施洛德，而且還如前述，從二○○三年就聘請施洛德的親信魏澤為自己企業的外銷總監，特別經營俄羅斯、中國和土耳其市場。弗萊爾在二○○五年更公開支持一場支持施洛德競選連任的活動，這場活動也是魏澤在背後操盤。

弗萊爾也是社民黨的大金主。單是在二○○九這個大選年，他和兒子克里斯提昂就向社民黨送上合計八萬八千歐元的捐款。二○一一至二○一七年間，弗萊爾個人和他的奧利弗公司又分別捐出達到必須公開申報門檻的金額。社民黨在二○○九至二○一七年期間的聯邦黨主席正是嘉布瑞爾。二○一五年，時任德國經濟部部長的嘉布瑞爾造訪了位於符茲堡（Würzburg）近郊的奧利弗企業總部。根據《世界報》記者提拉克的調查，那次會談的核心議題正是企業在俄羅斯的業務。

俄羅斯另一種拉攏德國政治人物的特殊手法，是授予各種榮譽。最容易被普丁的國家及機構表彰打動的，當數社民黨的政治人物。二○○三年，聯邦總理施洛德獲得聖彼得堡大學頒授榮譽博士，而且是由普丁當初就讀的法學院頒授。頒授的官方說法，是藉此表彰施洛德致力於國際緩和政策。更教人訝異的是，二○○八年五月，已擔任北溪管線監委會主席的施洛德，又獲選成為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部門的通訊院士。他究竟在此領域有什麼具體的學術貢獻，外人實在難以想像，官方說法中只列舉出他「對社會民主的耕耘」。這種學術頭銜對政治人物是一種裝飾，就像榮譽博士頭銜有助提升個人形象。外交部部長史坦邁爾在二○一○年也得過此類頭銜，在葉卡捷琳堡的葉爾欽大學（Boris-Jelzin-Universität）獲頒榮譽博士學位，他在兩年前曾在該校以德俄兩國之間的「現代化夥伴關係」為題發表過演說。

魏澤這個施洛德的親信獲頒的榮譽博士學位尤其荒誕。二○一六年五月，他在聖彼得堡大學演講過後，「出乎意料地」獲頒該校榮譽教授及榮譽博士的頭銜。二○一七年，俄羅斯政府將授予外國人的最高國家榮譽「友誼勳章」，頒授給兩名長年與其維持密切關係的社民黨人物：普拉策克，以及時任麥佛邦邦長的賽勒凌。相形之下，梅克爾在政治生涯中獲得了世界各地多達二十個榮譽博士學位，以及數量幾乎相當的國家級勳章，但是當中無一來自俄羅斯。

社民黨內的俄羅斯之爭，以及納瓦尼事件

社民黨在兩次試圖重返總理府但均告失利之後，希望二○一七年聯邦議會選舉再戰一回。但關鍵問題是，該派誰出馬？嘉布瑞爾身為黨主席，握有提名該黨總理候選人的主導權，甚至有一段時間認真考慮過親自參選。同時，這位社民黨領袖也在思考黨的競選經費該從何而來。根據巴爾瑟與里澤兩位記者所揭露，此時魏澤被指派一項非正式任務，就是擔任該黨競選經費的募款人。這則報導指出，嘉布瑞爾是親自就此事直接連繫魏澤。20相關知情人士也證實了這個說法。

有鑒於自己的民調低迷，也或許是因為個人內在的遲疑與自我懷疑，副總理嘉布瑞爾最後放棄角逐總理候選人，並在二○一七年初的一次訪談中，出人意料地提名時任歐洲議會議長的舒爾茨擔任社民黨在聯邦議會大選中的領軍人選。嘉布瑞爾此舉也迅速在隨後幾週啟動了所謂的「舒爾茨列車」效應。因為舒爾茨在德國政壇起初被視為是還未被消耗、堪稱腳踏實地的政治人物，在被提名之前，也有一些文化評論者將他塑造為歐洲事務的思想型人物。但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俄羅斯之間的諸多關聯。舒爾茨早在二○○九年就獲頒加里寧格勒大學的榮譽博士，當時的致詞者正是施洛德。卸任總理施洛德特別讚揚這位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黨內同志，稱他「深諳歐俄經濟及能源關係的重要性」，而且「大力支持重要的歐俄基礎建設計畫」。

舒爾茨在二○一七年的競選路線，想必也深得克里姆林宮的歡心。因為當時社民黨競選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明確反對北約的「百分之二目標」。有鑒於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德國二○一四年曾在威爾斯的北約高峰會上再次承諾，會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百分之二用於國防支出。但隨著二○一七年聯邦議會大選的選戰升溫，嘉布瑞爾率先和這個德國當初立下的目標保持距離。這位社民黨黨主席在當年二月表示：「我也清楚我們確實這麼承諾過，」但他隨即補上一句，但要「稍微注意，對此勿過度解讀」。到了三月，德國的這個承諾，對嘉布瑞爾而言不過是「指導原則」。總理候選人舒爾茨甚至更進一步，在該年夏天將一段文字寫入社民黨的競選綱領內，稱二○一四年提出的「百分之二目標」是「錯誤又毫無意義」，而且「在德國未經議會正當授權」。

對社民黨的選戰而言，拒絕履行這個既定目標可說好處多多。舒爾茨可藉此將自己塑造成是緩和政策與和平運動傳統的繼承者，還警告別陷入新的「軍備升級螺旋」。這個策略也呼應社民黨在二○一七年不斷強硬阻擋政府採購武裝無人機的立場。舒爾茨的口號是「裁軍，而非軍備競賽」，他認為由此省下的國防預算，能夠重新分配到其他社會支出。於是當基民盟和基社盟要求遵守國防預算承諾時，社民黨就能反過來指責對手，說他們被新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牽著鼻子走。但舒爾茨這個立論可說徹底忽略了一個關鍵現實，那就是川普的不確定性，歐洲因此更有理由需要強化自己的防禦能力。

但是在舒爾茨選戰打得正熱之際，一則消息卻闖進了選戰核心：施洛德被提名進入俄羅斯石油公司這個俄國國有事業的監事會。施洛德這個新職位報酬非常優渥，因為俄羅斯企業付給監委的酬勞，遠遠高過同類職位在德國的標準。據悉，該職位的年薪約有六十萬歐元，加上先前擔任北溪管線股東委員會主席時約二十五萬歐元的年收入，以及卸任總理職後的國家待遇和其他零星職務的進帳，雖難精確估算施洛德的整體收入，但外界一致認為，從進入俄羅斯石油公司開始，他的年收入至少有百萬歐元。二○一七年八月底，施洛德在漢諾威的一場競選活動上為自己辯護，說：「這是我的人生，不是德國媒體的。」因為儘管施洛德人在輿論風頭上，下薩克森邦還是繼續拉他前來為選戰站臺。他是應社會部國務祕書雅斯敏．法希米（Yasmin Fahimi）之邀，來到漢諾威市政廳的花園廳。法希米當時是漢諾威第二選區的參選人，競選對手是基民盟的國防部部長馮德萊恩。社民黨競選活動中暗藏的親俄政策和反美情緒，在施洛德這次出場中表露無遺。這位前總理坐在黑色皮革扶手椅上，抨擊迫在眉睫的「新一輪軍備升級螺旋」。他質問，究竟誰會對歐洲有侵略性？「我希望社民黨足夠勇敢，說清楚我們究竟是受到誰威脅？」他還聲稱，北約的百分之二目標，根本「從未獲正式通過」。坐在一旁的法希米也附和稱這個目標是「徹徹底底的無稽荒謬」，表示國家的稅收究竟是該投入她所負責的社會部門，還是投入她的競選對手所掌管的國防部，這問題才是「德國真正的衝突所在」。施洛德隨即說：「那就讓它變成衝突吧。」瓦希里亞迪斯也在市政廳臺下的群眾席間。他不單是法希米的伴侶，也是德國礦業、化工與能源產業工會的主席，同時也在巴斯夫集團、魯爾煤炭公司和斯迪亞公司擔任監委。這位化工工會領袖正是北溪二號支持者中影響力最大的其中一人。

社民黨原本寄望舒爾茨能順利勝選，最後卻是以慘敗收場。大眾愈來愈清楚，舒爾茨這位一度以百分之百支持率獲選為黨主席的社民黨候選人，政治上根本沒有清楚的輪廓與方向。社民黨支持度跌至歷史新低，僅獲二○．五％的選票支持。看來成為在野的反對黨幾乎已成定局。但是自由民主黨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在長達四個星期的試探性談判之後，宣布終止原本計劃中打算由基民盟／基社盟、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合組的三方聯盟政府，德國頓時陷入沒有政府前景的窘境。這正是史坦邁爾的好時機。這位聯邦總統對社民黨高層強力施壓，要求他們再次和總理梅克爾領導的聯盟黨合作組成大聯合政府。舒爾茨原本表明自己絕對不會加入梅克爾的政府，但沒多久又企圖轉任外交部部長一職，因而與有意續任的嘉布瑞爾起了衝突。嘉布瑞爾在某次報紙訪談中甚至使出難堪的手段對付舒爾茨，把自己的小女兒瑪麗扯進這場鬥爭當中。嘉布瑞爾向記者轉述女兒對他說的話：「不用難過啊，爸爸，現在你有時間多陪陪我們了。這樣不是比跟那個臉上有毛的人處在一起更好嗎？」舒爾茨最終在輿論壓力下辭去所有職務，而嘉布瑞爾仍繼續為保住自己的職位而奮戰，使盡全力確保自己一直都能站在鎂光燈下。他多次前往土耳其並和總統艾爾段兩度會晤，積極斡旋釋放遭該國拘押的德國記者尤傑爾（Deniz Yücel）。當尤傑爾最後獲釋時，嘉布瑞爾更是將此事塑造城市自己的個人功勞。其實此事在幕後運作的還有施洛德這個嘉布瑞爾的重要支持者。這位前總理兩度前往土耳其與艾爾段會面。土耳其外交部部長卡夫索格魯（Mevlüt Çavuşoğlu）甚至直言：「施洛德是土耳其的好友。只要雙邊關係出現動盪，他幾乎都會出面介入。」

二○一八年二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時間點恰好與德國記者尤傑爾獲釋重疊），嘉布瑞爾再度重申他的主張，認為《明斯克協議》即使尚未履行，也應該逐步減弱對俄制裁。東方委員會主席比歇勒隨即向他致謝，並表示：「且願您，親愛的嘉布瑞爾先生，爾後個人也能再次發揮您的影響力。」嘉布瑞爾企圖透過這類的外界公開聲援產生壓力，迫使社民黨代理黨主席蕭茲和已確定將接任黨主席的安德蕾亞．納勒斯無法繞過他。但在蕭茲和納勒斯兩人眼裡，就政府運作順暢、甚至黨內權力結構穩定而言，這個出身古城戈斯拉、行事和性格都不穩定的政治人物將會是一大風險。決定嘉布瑞爾去留的因素，並非全然是他對普丁的親近立場。不過，在挑選外交部部長繼任人選時，俄羅斯因素的確是部分關鍵。納勒斯與蕭茲都不希望再任用「施洛德─史坦邁爾─嘉布瑞爾」人脈圈的人。出身薩蘭邦又得到納勒斯力挺，最後脫穎而出的馬斯，就不在這個圈子之內。在新的大聯合政府成立時，納勒斯、蕭茲與馬斯便已在德國對俄政策達成了政策重心轉移的共識。新任外交部部長馬斯在部內的世界廳的就職演說，以及隨後一次訪談中明確表示：「俄羅斯的敵意正日漸加深。」英國發生前俄國特務斯克里帕爾遭人毒殺未遂的事件後，馬斯隨即下令驅逐德國境內的四名俄羅斯外交官。如果說史坦邁爾和俄國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之間意見雖有分歧，但還能偶爾一起喝杯啤酒、吞雲吐霧，新任的馬斯則是完全不吃這套老式的交際習慣。

施洛德的核心圈子對這個政策轉變大感不安。對魏澤來說，如果社民黨背離既有的對俄政策，那將是對他商業模式的一大打擊。在嘉布瑞爾退離權力核心之後，這是短時間內的二度重擊。也難怪魏澤對馬斯這位新任外交部部長和國務部長羅特（Michael Roth）都無好感。於是，這位俄羅斯榮譽領事委託和施洛德關係密切的民調機構Forsa進行一項調查，背後用意是想藉「大眾的聲音」對抗當前多數主流媒體中俄羅斯的負面形象。受訪民眾約有二千人，最後結果想必讓魏澤相當滿意。當中七九％的德國人認為，威脅世界和平最甚的是時任美國總統川普，認為是普丁的僅有一三％。八三％的德國人認為毋須提防俄羅斯，只有一三％主張應加強對俄制裁。五○％的受訪者認為俄國是可靠的能源供應者，在社民黨選民中這麼認為的有六四％，在社民黨員中甚至高達七八％。這些數據意圖向蕭茲和納勒斯傳遞一個明確的訊號，那就是如果他們對俄改採批判路線，那麼無異是在和黨的基礎民意對立。

但馬斯並未動搖。二○一八年五月，他在首次出訪莫斯科時直接提起先前德國外交部遭受駭客攻擊的事件，稱這起據查是俄羅斯所為的事件「完全稱不上是好客之舉」。針對前特務斯克里帕爾遭人毒殺一案，他也明白指出莫斯科並未展現出想進行建設性調查的意願。馬斯這般冷靜地直陳俄羅斯的問題，這是俄羅斯在面對德國外交部部長、甚至還是一位社民黨出身的外交部部長不習慣的態度。但馬斯說的不過是事實，而且是外交部內的俄羅斯專家反覆向他提醒的判斷。不過，馬斯並沒有一百八十度徹底翻轉德國對俄政策的方向，而是從中做了路線修正。他認為應該結束原本對普丁和拉夫羅夫那種太過親暱熟絡的往來方式，也需要更加公開批評俄羅斯侵害人權的問題，而與莫斯科之間的分歧和衝突也應更加清楚表明。至於國際間對普丁政權的孤立、更嚴厲的制裁，以及聯邦國防軍的備戰擴軍，則並未提到。

對社民黨某些黨內大老而言，這種更現實、更冷靜的對俄態度顯然太過頭了。於是黨內有人私下開始質疑「馬斯還算是我們的人嗎？」一位社民黨人回憶說，當時施壓的主要還是那些「大家料想得到的老面孔」：魏爾、施韋西，以及沃伊德克。他們四月底在社民黨執行委員會上直接表達不滿。魏爾提到對此態度的「困惑與不安」，但當時馬斯並不在現場。五月底，社民黨執委會召喚這位外交部部長前來說明他的立場。來自下薩克森邦、麥佛邦以及布蘭登堡邦的三位邦長是會上的主要發言者。據一名與會人士形容，這場會議「活像是一場審判」。他們指馬斯背棄了布蘭特的東方政策的基本原則。這在社民黨內等同於被指為異端，因為這項政策一向被視為和平與自由的成功之道。馬斯和國務祕書羅特則是據理力爭回應，稱他們對布蘭特的理解太過單一，因為布蘭特在推動東方政策的同時，也始終強調可信的嚇阻力量。馬斯也強調，德國仍然在諸多領域中持續和俄羅斯保持對話。納勒斯和蕭茲出面聲援馬斯。此時的黨主席納勒斯明確指出，驅逐俄羅斯外交官員是馬斯和她以及蕭茲協調過後所做的決定。最後，社民黨內達成折衷的共識：「和俄羅斯不是需要少對話，而是要多對話。」21馬斯保住了顏面，但社民黨內也明確與他劃清界線。

社民黨最後在對莫斯科的立場上出現分歧：一部分人忠於施洛德路線，另一部分人則與之切割，例如黨內外交政策專家尼爾斯．施密特（Nils Schmid），以及有俄語能力的國防政策人士費根特羅伊。他們認為，以施洛德、史坦邁爾和嘉布瑞爾為代表的那種以個人關係為基礎的對俄政策，也該成為過去了。「社民黨過去的對俄政策強烈受到這種思維支配：黨內幾個領導人物夜裡一起和普丁坐下來談個幾小時，事情自然就朝預期的方向發展。」施密特說：「但如今證明，這顯然是誤判。」

二○一八年春，梅克爾的對俄態度也出現了一次稍微的轉向。她在四月和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會談過後，隨即在一次與普丁的通話中明確表示：「如果我們無法釐清烏克蘭將來在天然氣過境運輸中的角色，那麼從我們的角度看來，北溪二號是不可能進行的。」事實上，梅克爾之前就要求過，一旦北溪二號開始運作，烏克蘭必須保有轉運俄國天然氣的過境地位。真正令人訝異的是她隨後的另一句話。先前梅克爾一直以北溪二號「純屬經濟工程」為由，回絕所有停下該計畫的要求，但如今卻表示：「當然，也必須將政治因素納入考量。」梅克爾的這個轉向，也和新一輪的大聯合政府有關。嘉布瑞爾和史坦邁爾此時都已不在當中，現在經濟部是由梅克爾的親信、和她同屬基民盟的阿特麥爾領導，外交部則是由社民黨的馬斯出任，而馬斯無意延續嘉布瑞爾與史坦邁爾兩位前人所走的「施洛德路線」。歐盟此時也透過修訂天然氣指令，阻止北溪二號進行。按照新規定，歐盟內部能源市場的規則將適用於那些連接第三國與歐盟的天然氣管線。依照這些規定，天然氣供應商不得同時經營管線；此外，管線營運者還必須允許其他公司使用這條管線。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對此大表反對。除了歐洲議會外，歐盟各成員國也必須同意這項新規定。德國聯邦政府對此是站在反對的一方。梅克爾最終還是沒能下定決心公開反對北溪二號計畫。德國政府僅是成功促使莫斯科答應繼續讓烏克蘭提供過境天然氣運輸。

隨著莫斯科的攻擊性變得益發強烈，外界也更懷疑北溪二號在政治上是否仍能進行下去。一起原屬俄國內政的事件在這當中扮演了要角，迅速在國際層面、尤其在德國產生重大意義。在前俄國特務斯克里帕爾毒殺事件近兩年半後，二○二○年八月，西伯利亞發生了另一起謀殺未遂事件。暗殺目標是俄羅斯當時最重要的反對派政治人物納瓦尼。在普丁大幅削弱國內的反對黨派之後，納瓦尼這位一九七六年生的律師便透過一連串的非常規行動聞名全俄羅斯。他在網路上發表調查紀錄片，揭露俄國高層政治人物的貪腐行為。其中最著名的一部聚焦在前總統麥德維傑夫的巨額資產從何而來，在YouTube上有三千六百萬次點閱。二○一三年秋，納瓦尼在莫斯科市長選舉中獲得二七％的選票，僅以極微小的差距未能進入次輪投票。但普丁此後阻止了他參與任何選舉的可能。不過，二○一八年在準備參選總統的過程中，納瓦尼在全俄國各地建構起一個地方辦公室構成的網絡，並提出「聰明投票」的策略，呼籲支持者無論個人政治立場為何，都將票投給最有可能對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構成威脅的候選人。

納瓦尼在俄國境內的所有行程，多年來幾乎都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人員全程跟蹤。二○二○年八月的這趟西伯利亞行程也不例外，納瓦尼此行是為了將至的地方選舉而前往當地與支持者見面。同一時間，白俄羅斯正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有數十萬人上街抗議獨裁的總統盧卡申科在選舉中舞弊，這情勢也令克里姆林宮極度緊繃。納瓦尼在從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Tomsk）飛回莫斯科的班機上突然感覺劇烈疼痛，隨即陷入昏迷。飛機緊急迫降鄂木斯克（Omsk）後，納瓦尼被送往當地市立醫院救治。診治醫師最初判定為中毒，並使用對治神經毒劑中毒的標準解毒藥阿托品（Atropin）醫治。但隨後院方顯然承受上面的壓力，改口稱納瓦尼的狀況肇因「可明確排除」中毒的可能，並且聲稱此名病患不宜轉診醫治。但納瓦尼的妻子尤莉婭堅持將丈夫送往國外治療，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同樣這麼要求。她透過原先就安排好要與普丁通話的芬蘭總統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詢問普丁，是否可將這位反對派政治人物送來德國。普丁最後同意了梅克爾的請求，事後也親口證實此事。顯然，他也不想在俄國自家土地上創造一位殉道烈士。

納瓦尼在八月二十二日搭機移送到柏林後，隨即轉至當地的夏里特醫院（Charité）。柏林的醫療團隊確認納瓦尼是遭人投毒無誤。於是這起俄國反對派人物遭謀殺的事件，至此演變為德國國內的重大政治議題。到了九月，瑞典與法國兩地的實驗室先後各自得出結論，稱這位政治人物是遭人以「諾維喬克」（Nowitschok）軍用神經毒劑的新型變種毒害。先前俄國前特務斯克里帕爾正是被俄羅斯軍事情報單位格魯烏以同類毒劑毒殺，幾乎喪命。德國的國安單位判定，唯一可能毒殺納瓦尼的就是俄羅斯情報單位，而且原本是要他在飛機上當場身亡。當時梅克爾每天都會聽取這位俄國病患的病情會報，還親自到醫院探視。對於梅克爾竟然對自己的宿敵納瓦尼如此關切，普丁顯然大感不悅，認為這是對他個人的冒犯。

這起謀殺未遂事件在柏林政壇造成極大震撼，外交部部長馬斯甚至因此將停止北溪二號計畫納入考量。他表示：「希望俄羅斯別迫使我們改變對北溪二號的立場。」基民盟的新任黨主席安妮格雷特．克朗普─凱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也明白表示，可將這條波羅的海管線納入可能的對俄制裁措施中。她表示北溪二號「並非心中所好」。在治療將近一個月後的首次受訪中，納瓦尼直指這次暗殺行動的幕後主使正是普丁。他呼籲制裁普丁核心圈內的重要人士，並且停止構建北溪二號。納瓦尼提到施洛德時，稱這位前總理是「為普丁跑腿，掩護殺人犯」。儘管沒有確鑿證據，納瓦尼仍毫不懷疑施洛德有「收受祕密款項」。施洛德本人則在一檔Podcast節目上聲稱，關於這位反對派人士遭人毒殺並無明確事證，「至少在誰該為納瓦尼先生遇襲負責這方面沒有。」至於納瓦尼對他的指控，這位前總理表示將循法律途徑回應。

施洛德並非唯一一位試圖淡化這起俄羅斯毒殺反對派人士事件的社民黨政治人物。下薩克森邦邦長、社民黨邦主席魏爾在納瓦尼遇襲後表示，他「完全不認為」此刻有必要對克里姆林宮採行更嚴厲的制裁。這位社民黨下薩克森邦黨主席在二○二○年九月七日發表了〈制裁是無可行的死巷〉一文，事後還強調該文是由他親自撰寫，未經任何幕僚協助。該文主張，那些高呼停止北溪二號的反對聲音，背後其實是「美國有意銷售其天然氣的利益」，而德國不該依循如此訴求。魏爾為此還引用「塑造了緩和與和平政策」的社民黨元老巴爾二○一三年和學生對談中的發言：「國際政治向來無關民主與人權。國際政治談的是利益。不論你們在歷史課上聽到什麼，都要記得這一點。」對一名社民黨政治人物而言，引用這段話格外耐人尋味，因為就在前一年，魏爾的社民黨同志都還在聯邦黨大會驕傲地高唱「全世界的工人為爭取人權而鬥爭」。H

更讓人不安的是魏澤在二○二○年九月對這起暗殺事件的評論。「根本毫無證據。」他在電話上這麼表示。「大家得自問，是誰會從中獲益？事發在北溪二號即將完工的前三個月，這件事顯然對俄羅斯不會有好處啊。」魏澤還「示警」稱納瓦尼其實是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在政治立場上甚至比德國的另類選擇黨還右。」納瓦尼二○○○年代確實曾經發表過一些民族主義言論，也曾參加過反對派的示威活動，當中有民族主義團體參與。但他後來並沒有延續這條路線。

二○二○年中，納瓦尼親自揪出了來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行凶者。他在德國以一個經過技術偽裝的電話號碼，打給該組織的特務庫德里亞夫采夫（Konstantin Kudrjawzew），佯稱自己是普丁的親信、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祕書帕特魯舍夫的私人幕僚。這名特務在通話中供稱，他負責的是蒐集納瓦尼的衣物，並清除衣物上的毒劑痕跡，包括清除掉殘留在納瓦尼藍色內褲上的毒劑。至於納瓦尼能死裡逃生，是因為班機緊急迫降，在鄂木斯克迅速得到醫治，這一連串的演變並不在原本的計畫想定中。三天後，普丁在克里姆林宮的年度記者會上談到這位反對派人士表示，他看不出有什麼需要毒殺他的理由。「他算哪號人物？」普丁說：「要是真有人想殺他，早就把他幹掉了。」

納瓦尼在二○二一年一月十七日從德國返回俄羅斯，一抵達莫斯科的謝列梅捷沃（Scheremetjewo）國際機場就立刻被逮捕，遭快速裁定先行羈押三十天。幾天之後，納瓦尼的支持群眾在莫斯科及俄國其他城市發起示威抗議，德國、瑞典和波蘭的外交官也到場參與。俄方隨即違反所有外交慣例，將參與的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儘管普丁持續採取強硬的對抗態度，德國政府依然堅持北溪二號管線必須完工。

聯邦總統史坦邁爾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從二○一七年開始擔任這項職位的史坦邁爾，在二○二一年二月初的一次訪談中嚴厲批評俄羅斯在機場逮捕納瓦尼一事。不過，在北溪二號的議題上，史坦邁爾還是堅持他既有的立場。「過去這幾年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之後，能源關係幾乎是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目前僅存的最後一座橋梁。」史坦邁爾這番話透露出他顯然還是囿於自己過去的外交部部長思維。他的立場之所以有爭議，還在於他將北溪二號的興建，與德國在二戰期間於蘇聯造成數千萬人的死難綁在一起。他提醒，德國入侵蘇聯將屆八十週年，「蘇聯當時有逾二千萬人死於這場戰爭。這不能為今日俄羅斯的政治失當辯護，但我們也不能忽視更宏觀的歷史背景。」但德國總統的這番論述並未提到，那些死難者當中約有八百萬是烏克蘭人；他同樣沒提到的，是這些死難者的後代多年來正承受俄羅斯加諸他們身上的戰火。

因此，北溪二號續建與否爭論中的舊陣線絲毫沒有動搖。尤其德國工商貿易東方委員會依然強力主張管線工程必須繼續下去，還形成一個極不尋常的同盟。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東方委員會的執行長哈姆斯（Michael Harms）與左翼黨的政治人物恩斯特（Klaus Ernst）一同出現在聯邦議會的左翼黨黨團會議室。兩人之所以在此，是準備為北溪二號的續建發聲。先前美國已有多位參議員積極推動一項法案，打算對參與北溪二號管線鋪設的企業及個人進行制裁。哈姆斯表示，這條天然氣管線有助於保障歐洲的能源供應安全，提升德國及歐盟的競爭力，而且還有益氣候保護。至於外界批評該計畫會加深德國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程度，甚至讓國家陷入遭俄國要脅的地步，在他看來，這些說法全都是「假新聞」。恩斯特更進一步主張應該要對美國天然氣課徵懲罰性關稅，並且直接制裁那些支持制裁政策的美國政治人物。雖然哈姆斯並未附和恩斯特的對等制裁主張，但他坦承，在其他方面，東方委員會與左翼黨國會黨團在這個問題上已有「八至九成的共識」。恩斯特微微一笑，這番操作看來似乎見效了。

在此同時，德國卻又重新翻出將近五十年前的威廉港（Wilhelmshaven）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計畫案。先前該計畫一直擱在繼承意昂公司的尤尼珀公司抽屜裡發黃，因為先前德國一直以這項興建計畫缺乏經濟效益為由，將之否決，完全未從戰略層面去考量。相形之下，歐洲其他國家早已建有這類接收站。像是波羅的海國家不僅因此在能源上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而且手中握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這張王牌，在與俄氣公司談判價格時還更具優勢。

但德國政府此時卻試圖以「交換方案」遊說美國政府，也就是德國以十億歐元的公共資金補助建設一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為條件，換取華府放行，讓北溪二號續建完工。德國此時的財政部部長蕭茲以書面、但非正式的方式將這項提議送交給他的對口美國財政部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22據一位知情人士回憶，德美雙方隨後曾在一個防竊聽的空間進行過一次高層電話會議，美方與會者包括梅努欽、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德方則是社民黨內對俄較採批判態度的蕭茲和馬斯；經濟部部長阿特麥爾也是與會者。但這個構想最終還是失敗了。至於為何失敗，各方說法不一。基民盟這方指出，德國商界對於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始終沒有投資興趣；社民黨方面則認為是阿特麥爾的人馬洩露風聲，因而扼殺了後續的可行性。無論如何，公眾的爭議很快就落到川普身上，認為分明是美國在強迫德國接受它昂貴的頁岩氣。威廉港計畫的相關人士也表示，德國社會普遍排斥美國的頁岩氣，是導致該計畫流產的因素之一。尤尼珀公司最後判斷，這個接收站興建計畫在政治上缺乏足夠且明確的支持，於是在二○二○年底再度將之束之高閣。

施韋西與虛假的基金會

二○一八年五月，有人在波羅的海海濱散步時，在格賴夫斯瓦德潟湖（Greifswalder Bodden）附近的海灘上發現一些不尋常的可疑異物。波羅的海將數百顆呈粉紅色的油脂團塊沖上岸，當中有些還是拳頭般大小。相關當局立刻公開發布警告，提醒民眾切勿觸碰這些不明物質。麥佛邦的環境部在經過數日推測和查證後表示，這些團塊很有可能是從日前開始進行的北溪二號管線過程中排放出來的。北溪二號公司稍後也承認，該公司的挖泥船「彼得大帝號」在施工期間船身出現一處洩漏點，但未及時發現，因而導致大約一百四十五公斤的潤滑油脂流入海中。

沖上海岸的外洩粉紅色油脂團，最終不過是讓工程暫停了幾週。對北溪二號而言，更大的威脅在於川普正在推動的制裁。而它要繞過制裁的關鍵，就在麥佛邦的首府施威林。這二十年來，麥佛邦政府都是由社民黨掌政。俄羅斯早已注意到德國聯邦體制中這些可利用的切入點。在這個聯邦制度下，某些邦，例如巴伐利亞、薩克森或下薩克森，有時會樂於進行某種次級外交。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陣營當中的瓦尼希和施洛德，早在多年前就開始在麥佛邦布局，與邦政府代表大量會談，並依循一套屢試不爽的模式，逐步為北溪二號打開有利的環境。北溪公司會以贊助者身分出現在地方公眾的生活中，例如它會支持波羅的海愛樂樂團，贊助施威林的職業排球俱樂部ＳＳＣ，施洛德甚至會在主場賽時到場觀賽。贊助一點高雅文化，支持一點頂級運動。

早在二○○九年七月，在梅克爾親自促成下，一名俄國投資人接手了幾座破產後被接管的當地重要造船廠。這名投資人是年僅二十九歲的維塔利．尤索夫（Witali Jussofow），他父親是俄氣公司高層伊戈．尤索夫（Igor Jussofow），此人也是普丁昔日的能源部部長。兒子尤索夫對管線產業不算陌生，他先前曾擔任瓦尼希的辦公室主任，以及莫斯科北溪公司分部總經理。同年，隨著維斯馬東方研究院（Ostinstitut Wismar）成立，麥佛邦又多了一條可與俄羅斯連結的管道。這家機構的研究重點，在於對俄經貿的經濟法層面。負責溫特斯哈爾公司俄羅斯業務的經理提耶森（Ties Tiessen），以及活躍於俄羅斯關係網絡、在莫斯科執業的律師蒂申多夫（Falk Tischendorf）後來也加入這個機構的董事會。由這所研究院發起、在麥佛邦舉辦的大型「俄羅斯日」活動，從二○一四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施威林的邦總理府也直接參與活動籌備工作。活動的主要贊助者有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北溪二號聯盟，以及俄氣公司與溫特斯哈爾合資的子公司卡斯凱德（Gascade）。二○一四年首屆俄羅斯日的壓軸來賓是施洛德，第二屆則是嘉布瑞爾在「俄羅斯晚宴之夜」致詞。二○一八年第三屆的與會明星人物則是聯邦議會副議長歐伯曼（Thomas Oppermann）。不過，活動前夕綠黨質疑，既然「俄羅斯日」辦得這麼盛大，邦政府怎麼不考慮再增設一個「波蘭日」？畢竟從經濟角度來看，波蘭這個鄰國對麥佛邦的重要性還遠勝俄羅斯。綠黨同時也指出，在施威林營造的這種近乎民俗節慶般的「俄羅斯敘事」，卻從未提過普丁政權正有系統地在踐踏人權。

當地執政的社民黨人對這些批評表現得毫不在意。施韋西在二○一七年七月接任因病卸職的賽勒凌出任邦長之後，不到數週便率領一支龐大的代表團出訪俄羅斯。她在賽勒凌的提議下，二○一八年秋天又成立一個「德俄夥伴關係協會」，隨即由賽勒凌本人出任協會主席。協會的董事會成員還包括維斯馬東方研究院董事、律師蒂申多夫，以及北溪二號的公關主管艾伯特（Steffen Ebert）。北溪二號公司每年會提供兩萬歐元資助這個協會。邦政府原本還有意對賽勒凌的這個新嗜好投入更多公共資金，規畫在四年內撥款六十萬歐元作為該組織的啟動資金。和俄羅斯合作已成為麥佛邦的首要優先事項。

對俄國議題表現特別積極的，當屬這個社民黨四人組，分別是賽勒凌、施韋西、年輕的能源部部長佩格爾（Christian Pegel），以及戈伊（Heiko Geue）。戈伊是施韋西在二○一九年五月從柏林延攬來到施威林，擔任邦總理府主任。他曾和史坦邁爾長期共事，和施洛德也認識已久。施洛德擔任德國總理期間，戈伊曾任史坦邁爾的私人助理。在二○一三年聯邦議會選舉之前，他負責帶領社民黨當時的總理候選人史坦布呂克的競選團隊。至於佩格爾，則是社民黨中罕見掏錢不手軟的捐款人。二○一六年，這位能源部部長與後來因貪汙遭判刑的雷根斯堡市長沃貝格斯（Joachim Wolbergs）分別是當年向社民黨捐款者中唯二金額逾五萬歐元的個人。佩格爾的捐款額高達七萬八千六百四十八歐元，高居全德個人捐款金額首位。二○二○年，他仍以三萬五千二百九十二歐元的捐款額，在個人對社民黨捐款者中排名第二高。

賽勒凌、施韋西、佩格爾與戈伊，這四人曾以不同的組合，分別與瓦尼希和施洛德這對搭檔，或是北溪二號公司的管理層，有過數十次的會談交流。二○二○年九月，邦長施韋西在波羅的海烏澤東（Usedom）島上與瓦尼希和施洛德共進晚餐，會談三個小時之久。需要討論的事情確實不少。雖然基民盟與社民黨合組的聯邦政府已在布魯塞爾為北溪二號計畫積極遊說斡旋，德國聯邦議會也在二○一九年十一月為它排除了國內的障礙，但就在該年耶誕節前夕，美國政府正式對參與北溪二號建設的企業實施制裁。結果，相關公司立刻將特殊鋪管船撤出。全長一千二百二十四公里的北溪二號管線幾乎就快要完成，僅剩最後一百六十公里，但最後這剩餘的管線若是未能鋪設，參與的俄氣公司等企業就等於是將一百億歐元丟進海裡，沉在波羅的海泥濘的海床上。

但這個困境還是有一條出路，關鍵的鑰匙就在親俄的施威林。由於川普不斷收緊的這個制裁措施主要是針對私人企業，國家行為者並不在制裁範圍內，於是便產生一個構想，由麥佛邦出面成立一個基金會，藉此確保北溪二號能繼續完工。這個基金會在制度設計上要和國家權力夠接近，好讓川普政府的制裁無法適用，同時又要與國家權力保有足夠距離，從而能將北溪二號包裝成一個民間商業工程計畫。於是，施韋西、科伊和佩格爾在二○二○年秋天頻頻與北溪公司的管理高層會面，反覆商討這項安排。但有一個未解的問題：是誰想出這個以基金會為架構的方案？事後，這幾位社民黨人特別強調，方案是他們主動提出的，絕非任由北溪方面主導。但種種跡象顯示，基金會的設計過程受到北溪公司的強烈影響。能源部部長佩格爾在某次與北溪方面會談後，就立刻向邦總理府傳達對方的訴求：「他們對三項修改特別在意，我已將之納入，並以黃色標示出。」23德國聯邦政府也獲告知此項計畫，但反應相當冷淡。十二月十八日，施韋西和梅克爾通了電話；據報導，梅克爾認為基金會計畫的操作實在太明顯。經濟部部長阿特麥爾則向施威林方面表示，他對這個計畫「不怎麼高興」（not amused）。

二○二一年一月六日，麥佛邦議會召開緊急會議，議程僅有兩項，其一是批准同意成立「麥佛邦氣候與自然保護基金會」。在表決中，社民黨、基民盟、左翼黨與另類選擇黨的議員無一投下反對票，而自由民主黨與綠黨當時在邦議會沒有席次。不過一天之後，監管機關便核准該基金會成立。基金會主席一職是由賽勒凌擔任，也就是施韋西的前一任邦總理。這個新職位甚至不用他多走幾步路，因為該基金會和他主持的德俄夥伴關係協會共用同一個地址，甚至同一個信箱。

「我們的重點在於推動氣候與環保專案。」邦長施韋西在一段配有十足未來感音樂旋律的基金會影片中這麼宣稱。但德國各環保團體隨即拒絕與這個基金會合作，因為該基金會給自己裹上的綠色光環，顯然是虛偽的惺惺作態。環保團體的質疑，可從一封邦議會在表決前一日寄給戈伊的電子郵件得證。那封信明白說：「如果我們在基金會創立宗旨加上『自然保護』與『環境保護』這類字眼，賽勒凌肯定會反對。」因為一旦如此，賽勒凌就得和黨內同志、農業部部長巴克豪斯（Till Backhaus）協調，但他和巴克豪斯過去往往意見不同。

施韋西格如今聲稱，讓北溪二號完工只是該基金會的「暫時性附帶目標」，不是基金會設立的真正原因。但對照實際的資金流向，這個說法無疑難以教人信服。24基金會成立之初，麥佛邦只投入二十萬歐元作為創始經費，北溪公司反而提供了二千萬歐元給這個以公益為名義的基金會。基金會確實有一些象徵性的作為，比方提供五百歐元給幼兒園用於綠化（名為「為樹而挖」），然而卻有一億六千五百萬歐元是透過這個基金會用於續建北溪二號管線。多位施威林在地的社民黨政治人物的另一說法同樣令人存疑。他們聲稱，基金會與北溪二號管線施工無關，不過是充當工地材料的倉儲。然而在二○二一年夏天，基金會購置了一艘取名「Blue Ship」的專用貨船，用以協助管線最後階段的施工。

基金會這套欺人的可疑設計，旋即引發眾媒體批評。北溪二號的公關主管艾伯特表現出的動作，顯然是急於密切協助社民黨主導的邦政府。他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給能源部部長佩格爾的信中說：「我們應該試著用一種幽默的方式，將基金會定位為是對美國強硬作風的某種『聰明回應』。」艾伯特也頻繁與邦長施韋西直接連繫，為她提供論述上的建議，並且在她於聯邦議會就北溪二號發言後大表讚許。「感謝您對我們計畫明確且堅定的立場，以及您強而有力的支持。」艾伯特在信中這麼寫道。艾伯特在一九八○年代曾被東德祕密警察單位「史塔西」以「公牛」為代號，列為非正式合作者。這位公關甚至要求允許將他和記者進行的背景會談I錄音下來。

施韋西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在和具有情報背景的人往來時毫無顧忌的程度，從二○二一年四月發生的一件插曲表露無遺。當時她在格賴夫斯瓦德參加一場紀念活動，活動是為了追念這座漢薩城市在二戰末期，在未經戰鬥的情況下移交給紅軍的歷史時刻。活動發起人是俄羅斯人葉列緬科（Oleg Eremenko），他是當年這條戰線指揮官的孫子，他還為這個活動製作了一塊紀念碑。出席活動的包括葉列緬科本人、格賴夫斯瓦德市長，以及俄羅斯駐德大使內恰耶夫（Sergei Netschajew）。施韋西近年常會在各種場合與這位大使同臺。但這位邦長沒注意到的是，葉列緬科在柏林為一個名為「俄羅斯軍官」（Offiziere Russlands）的可疑俄國組織工作，多年來在德國境內為該組織籌募資金，資金有部分流向「頓巴斯的捍衛者」，也就是烏克蘭分離主義的「頓內次克」以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俄國人葉列緬科還與前東德高級間諜魯普（Rainer Rupp）密切合作，後者曾以「托帕斯」（Topas）為代號，潛伏在北約總部進行了長達十二年的間諜行動，直到一九八九年為止。透過魯普的協助，葉列緬科能接收到金額可觀的捐款。按魯普所述，他在二○二一年初曾於柏林蒂爾加滕公園的蘇聯榮譽軍人紀念碑前，在活動上以捐贈給在世蘇聯老兵的名義，將一張金額逾十萬歐元的支票交付給葉列緬科。活動發言人表示，這個捐贈行動意在「對抗那些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外交政策」。除此之外，葉列緬科還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國家人民軍暨邊防部隊傳統維護協會」有連繫。他在二○二二年一月以不甚流利的德文致函該協會，聲稱有意將募得的資金用於支援那些「法西斯的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三國」的老兵，因為這群人在當地未被視為英雄，而是當成叛徒對待。這個與俄國情報單位關係密切的「俄羅斯軍官」組織，在俄國境內致力重建捷爾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的紀念雕像。捷爾任斯基是布爾什維克祕密警察組織「契卡」（Tscheka）的創建者，他當時的恐怖統治曾令數萬人因此受害。莫斯科ＫＧＢ總部前的盧比揚卡廣場（Lubjanka-Platz）上曾立有捷爾任斯基的紀念雕像，但已在一九九一年拆除。支持重建雕像的，還有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捷爾任斯基警衛團」的成員。這群人主張，在這個俄羅斯遭到汙名化的年代必須追隨捷爾任斯基，以強硬態度對抗俄羅斯的敵人。根據施韋西的發言人的說法，這位邦總理既不認識葉列緬科，對他的相關活動亦無瞭解。外界在二○二二年初才知道，葉列緬科實際上是為俄羅斯軍事情報單位格魯烏工作。

二○二一年九月，由邦政府與北溪二號這個俄氣公司的子公司組成的聯盟，終於走到了目的地：北溪二號海底管線完工。對歐洲而言，其實並不需要這條新管線，因為既有的輸氣管網路足以滿足供應需求。然而對克姆林宮來說，北溪二號管線計畫有其背後意義，將來一旦向歐洲輸氣不再需要如先前那樣經過波蘭和烏克蘭，或是若俄國有意升高東歐軍事衝突，那麼這些海底管線就有戰略價值了。這正是新任美國總統拜登設想到的未來狀況。但和前任的川普不同，拜登希望能與德國一起找出雙方都接受的解方。二○二一年七月，華府和柏林就對俄政策達成共識。雙方認知是，如果俄羅斯企圖「以天然氣充作武器」，或以其他方式侵略烏克蘭，那麼德國將會在國家層級與歐洲層級對俄羅斯採取「有效措施」，當中也包括制裁。隨後的這句話是關鍵：「此協議旨在確保俄羅斯不得濫用任何管線，包括北溪二號，把能源作為武器以實現政治上的侵略目的。」德國聯邦政府內部的態度至此已然明確，一旦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較以往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北溪二號這第二條波羅的海管線就不會投入運作。其實，相關徵兆在管線仍未完全鋪設完成之時就已浮現。二○二一年四月，普丁已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了將近十萬名俄軍士兵。

此時，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德國的儲氣庫也出現了異常狀況。這家俄羅斯國營能源企業位在雷登的儲氣庫內的儲氣幾乎被抽空，創下它自二○一五年收購之後最低的存量紀錄。這個儲氣庫沒有為即將到來的歐洲寒冬儲注新的天然氣，儲量一直在五％到一○％之間起落。德國政府理當對這個情況有所警覺，因為光是雷登一處的天然氣儲量就占了全德總量的五分之一。而且，烏克蘭邊境的俄軍集結與德國儲氣庫接近見底，兩者之間的關聯也顯而易見，但卻始終不見德國政府對此有所行動。某位政治人物後來表示，他在秋天某個時候確實對這個情況起了疑心。但經濟部的官員卻解釋說，之所以沒有儲氣是因為此時天然氣價格高於往常。然而問題應該是，為何當時的天然氣價格已高於往常？況且天然氣的價格其實是在七月之後才開始明顯拉高，但儲氣庫空掉的狀況在此之前就有異常了。各種安撫大眾輿論的聲音中，也包括奧地利石油公司執行長澤勒。他在二○二一年八月以德俄對外貿易商會主席的身分提出說法，聲稱德國的儲氣庫之所以空掉，是因為北西伯利亞有某座凝析氣處理設備出現技術問題。但若真如他所說，那應該全德國所有儲氣庫都會受影響，而不是僅有俄氣公司控制在手上的那座。當時儲氣產業內部另有一種說法流傳，稱俄氣公司並未嚴格遵守歐盟對能源企業不同業務部門必須拆分的規定。其他公司無不恪遵歐盟自由化天然氣市場的規則，但俄氣公司卻幾乎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客戶。同年十月，根據媒體報導，德國聯邦經濟部完成了一份五十四頁的風險評估報告，分析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一眾專家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目前並無足夠跡象顯示德國的天然氣供應正面臨具體威脅。」

藝術、榮譽領事，以及一座頒給普丁的和平獎

二○一七年，人在漢諾威的施洛德心生一念，突然想以一件大型藝術作品，作為自己留予世人的記憶象徵。這位前總理一向刻意親近藝術，樂於將自己塑造成一位具有文化涵養的政治人物。他為此也可刻意和一批知名畫家密切往來，例如呂珀茨（Markus Lüpertz）、巴澤利茨（Georg Baselitz），或是已故的伊門多夫（Jörg Immendorff）。對畫家而言，和總理親近不僅能提高個人知名度，間接也能拉抬自己作品的市場價值。在這群藝術家當中，施洛德與「畫壇親王」（Malerfürst）呂珀茨關係最親密。呂珀茨長年擔任杜塞道夫藝術學院院長，是德國藝術界影響力甚鉅的人物。施洛德的構想，是希望呂珀茨能為漢諾威創作一件藝術作品，以此妝點他的家鄉。至於陳設地點則選定老城中心哥德式的漢諾威市集教堂。這個選擇倒也頗合適，因為當時正值宗教改革五百週年。雖然施洛德曾坦言自己信仰稱不上虔誠，但他仍刻意保有新教教會成員的身分。而這座市集教堂的理事會主席，正是施洛德最年長也最親密的朋友沙依貝（Reinhard Scheibe）。沙依貝這位社民黨人早年是施洛德邦總理府的首位主任，也是施洛德個人政治生涯中最早也最忠誠的夥伴之一。

在艾倫里德（Eilenriede）城市公園旁的施洛德自宅與他會面時，他向我們闡述了這個構想。我們到訪時，見到幾位年長男士正從他書房離開，臨走前還朝這位前總理打了招呼說：「那我們就莫斯科見了。」施洛德在滿室畫作中找了位子坐定，說起自己原本是想在教堂入口旁立一尊雕像。「當時我想的是，乾脆讓呂珀茨在那邊立個馬丁．路德的雕像好了。」但教會團體完全不喜歡這個構想。彼此到最後有了共識，那就做一扇窗吧。由藝術名家為教堂設計彩繪玻璃窗，此前幾年已成為一種風潮。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為科隆大教堂創作過一面窗，勞赫（Neo Rauch）為瑙姆堡（Naumburg）大教堂設計了甚至更多面。既然如此，施洛德的好友呂珀茨何不也為漢諾威的市集教堂創作一扇大型的宗教改革紀念彩繪窗呢？對於一個希望自己身後能常駐人心的捐贈者而言，古教堂裡的一扇彩窗，確實是再好不過的選擇：地點居中、使用年限長、製作成本相對可控。於是呂珀茨設計出一扇窗，可是卻引起市民強烈反彈。大眾的反感主要倒不是因為窗面那位救世主的形象，雖然看起來像是一個被X光掃描過的中世紀騎士。真正引發公憤的，是這位藝術家讓五隻閃著藍光的肥滋滋肉蠅出現在彩窗圖面上。在二○一八年呂珀茨的創作公開說明會上，有人試圖為這五隻蒼蠅賦予崇高的寓意，稱那是對昆蟲滅絕的警告。但也有人尖刻解讀說，那是在隱喻施洛德的五位前妻。這項爭議甚至還鬧上法庭。負責在戰後重建這座磚造教堂的建築師，其繼承人以無法接受這面彩繪窗的配色為由提起訴訟。他們認為這種色彩破壞了市集教堂本有的「樸拙但有力的莊嚴感，以及粗礪卻宏偉的氣質」。這種爭議在法律上本來就勝算不高，卻也讓整個計畫拖延了數年。

彩窗製作的資金來源同樣引起討論，因為這扇彩繪玻璃窗並不是由前總理本人出資。施洛德表示，呂珀茨的創作酬勞是由一位贊助者支付，這名贊助者既認識藝術家，也認識他本人。至於彩窗本身的製作費用，施洛德說，資金來自曾邀他擔任演講者的一些企業，這些企業沒有直接支付演講酬勞，而是改採捐款形式，將勞務費用投入這項藝術計畫。對於外界質疑資金是否可能來自俄羅斯，施洛德和教堂方面都加以否認。只是企業捐助者名單始終沒有公開，支付藝術家創作酬勞的實際出資人也依然匿名。這讓外界不免起疑，這扇玻璃彩繪窗背後的資金或許不是直接來自俄羅斯，但很可能是來自與俄羅斯有往來、因而刻意找機會和這位前總理拉近關係的企業。

***

嘉布瑞爾在二○一八年先後失去社民黨黨主席與外交部部長的職位之後，又回到他在二○○三年曾經待過的位置，也就是在政治上毫無地位。但他沒有就此退場，反而想出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與他當年在邦議會敗選後的做法如出一轍，也就是成立顧問公司。二○一八年八月七日，一家名為ＶＩＢ國際策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正式出現在柏林的商業註冊登記上。除了嘉布瑞爾，公司合夥人還有柏林的稅務顧問雷曼。此人是嘉布瑞爾的中學同學，早在二○○三年就曾在柯內斯公司與他有過合作，這家公司恰好在嘉布瑞爾退出福斯汽車監事會後不久，就從沃夫斯堡取得顧問合約。JＶＩＢ國際策略集團登記的地址同樣耐人尋味。這家公司設於貝倫街七十三號，正是魏澤顧問公司的所在處。為何？因為，魏澤也列名該公司的合夥人。第四位有限合夥人是4Pro專案管理與溝通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是由奧地利前總理、奧地利社民黨政治人物法伊曼，以及他昔日的發言人歐伊勒─羅勒（Matthias Euler-Rolle）各持一半股份。後者同時也是ＶＩＢ的無限責任合夥人。

ＶＩＢ原本描繪的藍圖相當宏大。它在官網上自稱是由「高階經理人及決策者組成的頂級網絡」，專業服務範圍涵蓋晚宴、會議，以及代表團出訪。它將能源產業列為首要客群。然而這些期待顯然沒能實現。這家公司後來表示「因疫情停止營運」。法伊曼與他的發言人此後轉而專注於房地產事業，嘉布瑞爾則早在二○一九年四月便已退出。與這家公司有往來的圈子傳出消息，稱這位前德國外長與公司之間意見不合，魏澤和嘉布瑞爾這兩位老友的關係也轉趨緊張。箇中原因，可能是行事向來多線同時進行的嘉布瑞爾不想讓自己囿限在ＶＩＢ策略集團。二○二○年三月，嘉布瑞爾開始為肉品大亨特尼斯工作。特尼斯的肉品集團每月支付他一萬歐元，另加每個出差日四位數金額的酬勞。依該公司說法，嘉布瑞爾的職務是處理集團當時在中國面臨的問題；他並未參與集團龐大的俄羅斯業務。此外，嘉布瑞爾也擔任燃氣渦輪製造商西門子能源（Siemens Energy）的監事會成員，此外還進入德意志銀行的監事會。前社民黨黨主席嘉布瑞爾的這項職位，是在卡達（Qatar）方面的力促之下獲得。該國不僅是福斯汽車的大股東，同時也是德意志銀行的重要股東。

二○一九年末，嘉布瑞爾也以演講者的身分出席溫特斯哈爾企業在卡塞爾舉行的一百二十五週年慶。嘉布瑞爾在任內曾為這家公司就北溪二號的利益積極奔走。根據本書調查，溫斯特哈爾為這場演講支付了兩萬歐元給嘉布瑞爾的經紀公司。經紀公司在回覆詢問時表示，這是「常見的演講酬勞」。

***

與此同時，魏澤似乎著迷於他從二○一六年獲任之後的「榮譽領事」世界。這位資深社民黨人倒還不至於開著掛有「ＣＣ」外交車牌的豪華禮車四處張揚。儘管俄羅斯頒給他榮譽博士與榮譽教授頭銜，但論頭銜的氣勢，仍難與施洛德的老戰友戈爾曼（Klaus Goehrmann）相提並論。此人的頭銜清單可謂琳瑯滿目，祕魯名譽領事、盧森堡大公國功績勳章大軍官勳位、馬爾達拉騎士勳章，這些還只是一小部分。25但魏澤顯然有意至少在「德國領事團」（Corps Consulaire Deutschland）內跟隨戈爾曼的腳步，競逐主席職位。戈爾曼在二○一三年之前一直長期領導這個名譽領事聯合會，直到論文抄襲指控K浮上檯面，他才卸下這個職務。隨著爭議後續發酵，很快的，戈爾曼那套耀眼的頭銜收藏也出現了幾道令他痛心的缺口。

就競逐德國領事團主席而言，魏澤的條件堪稱完美，他在二○一九年便成為下薩克森邦領事團的團長。為了這次競逐，他還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晚宴，施洛德與戈爾曼同為座上貴賓。這個來自漢諾威的領事小圈子在全德國層級的德國領事團同樣握有影響力。「下薩克森在這裡可是相當強勢，」戈爾曼語氣自豪地說。於是魏澤開始為一場成功的選舉鋪路，他親自拿起電話，預訂下薩克森邦的駐柏林代表處，準備作為二○二一年十一月會議的活動地點。大會的正式宴會則安排在阿德隆飯店的宮殿廳，地點離魏澤顧問公司不過相距幾步。在來自全德國各地的榮譽理事面前，魏澤毫不掩飾地直言，他自視是俄羅斯利益的代言人。如此表態並沒有阻礙他的競逐主席之路，現場各個名譽領事最終還是推選魏澤為主席，毫無異議。

***

漢諾威的藥妝業億萬富豪羅斯曼（Dirk Roßmann）聲稱，二○一九年某天他夜半驚醒，似醒還睡之際，一段小說情節突然迸現在他眼前：在漢諾威附近、格羅斯堡韋德爾（Großburgwedel）的「科肯霍夫」（Kokenhof）餐廳裡，有四個男人在玩紙牌遊戲，分別是一名藥妝億萬富翁，一名助聽器製造商、一名牙醫，以及一位前總理。席間，藥妝富豪羅斯曼將一本由女自然科學家所寫、探討章魚生命的書遞給前總理施洛德，施洛德又將此書在普丁位於新奧加廖沃的官邸中親手拿給他。普丁受到這本書的啟發，沉思良久，隨即主動與習近平及美國政府進行對話，商討深化合作的可能性。最後，在二○二二年十一月舉行的「Ｇ３」會議上，俄、美、中三個超級大國達成協議，為挽救地球免於氣候災難而結為合作同盟，而且為此削減了各自的軍事預算，普丁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普丁前往奧斯陸領獎時帶了施洛德隨行，施洛德則帶了羅斯曼一起。

以上皆屬虛構。但現實中羅斯曼真的將這段情節公開出版，在二○二○年底以《章魚的第九條手臂》（Der neunte Arm des Oktopus）為書名，陳列在他旗下所有的藥妝店販售。這本書旋即登上暢銷榜，售出逾四十萬冊。羅斯曼希望普丁也能拿到一本。二○二○年底，當他的朋友施洛德又要飛往莫斯科參加俄羅斯石油公司監委會議時，羅斯曼託他帶一本給普丁，並在書中寫下一段獻詞，大意是：「我是您的小拉斯普丁，L您的小預言家。」


		譯注：德國天蠍合唱團的經典名曲〈變遷之風〉（Wind of Change）創作背景是一九八九年正值冷戰末期與經濟改革時期的蘇聯。主唱克勞斯．麥內在該年參加莫斯科音樂和平節，深受當時莫斯科開放氛圍、蘇聯體制瓦解前夕的希望與改變所啟發而創作，隔年發行。這首歌不僅紀念了蘇聯末期，隨後更成為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及東西德統一的時代主題曲。	↑

		譯注：諾曼地模式這個名稱源於二○一四年六月在法國諾曼第舉行的二戰登陸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上，德、法、俄、烏四國領導人首次在場邊會談。	↑

		譯注：憲法保護局是德國聯邦與各邦的國內情報與安全保護體系，負責防範極端主義、間諜活動與威脅民主秩序的行為。	↑

		譯注：榮譽庭院（Ehrenhof）是三面被建築包圍、一面朝街道敞開所形成的空間。該空間通常用於國賓到訪、禮儀迎接、車隊進入、軍禮或儀式，故有「榮譽庭院」之稱。	↑

		譯注：非法（Illegale）特務，意指沒有外交身分，沒有官方掩護，而且長期深度潛伏。這是情報界最高級別的一種特務類型。	↑

		譯注：死信箱是一種祕密交換情報或物品的方式。兩人毋須直接見面，而是一方將情報或物品置於某個雙方預先約定的地方，另一人之後再去取走。	↑

		譯注：Lobbypedia是專門記錄和分析德國遊說活動的公開資料平臺，由反貪腐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德國分部建立及維護，旨在讓公眾更瞭解政治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	↑

		編注：這是德文版〈國際歌〉的歌詞，原文為Die Internationale erkämpft das Menschenrecht。	↑

		譯注：背景會談（Hintergrundgespräch）是指政治人物、機構與記者之間的非正式說明會。其目的在於提供背景資訊。記者不可將之公開，也不可「直接」引用：可以引用內容，但不得透露消息來源。	↑

		譯注：沃夫斯堡（Wolfsburg）是福斯汽車總部所在地。	↑

		譯注：戈爾曼在二○一○年取得工程博士學位，但二○一二年有人發現其博士論文大量抄襲漢諾威雷射研究中心一份研究報告的內容，未標注引用來源。	↑

		編注：拉斯普丁（Grigori Rasputin）自稱擁有神力，因能緩解俄國皇太子的血友病而深受沙皇夫婦寵信，其干政醜聞與放蕩生活加速了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	↑




7「他騙了我們所有人」俄烏戰爭爆發後

二○二二年初，社民黨開始大動作與前總理施洛德保持距離。導火線是這位前黨魁在與安達共同主持的Podcast中發表的言論。當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重兵準備入侵該國之際，施洛德卻說，基輔才是真正挑起烽火之危的那方。施洛德在節目中表示：「我衷心希望烏克蘭最終能確實停止這種軍事挑釁。」他也批評烏克蘭對德國的指責，「尤其是要德國撤回拒絕提供武器的合理立場，將責任全推到德國身上。這種說法有時實在離譜至極。」社民黨如今堅稱，這位前總理已和該黨及該黨的對俄政策完全無關。不過，在莫斯科人脈網成員的一場聚會曝光之後，外界不禁又懷疑起社民黨是否真與施洛德劃清了界限。一月五日當天，下薩克森邦國會議員暨聯邦內政部國會國務祕書薩托夫（Johann Saathoff）、普拉策克、魏澤，以及社民黨友好組織艾伯特基金會的現任主席舒爾茨等人，在漢諾威與施洛德共進午餐。這是一場社民黨三位前黨主席皆在場的聚會，施洛德、普拉策克、舒爾茨這三人都因為和普丁政權關係密切而受人注意。薩托夫曾有一年半的時間擔任聯邦政府的特別代表，負責德、俄兩國之間的交流合作。然而他在任內幾無建樹，反倒始終在為北溪二號管線辯護。對於這場餐會，薩托夫聲稱，是他向施洛德提出見面的要求，目的是要和施洛德討論俄羅斯的公民社會議題。他說，聆聽盡可能不同的意見對他非常重要。然而，薩托夫自二○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起，就不再是德國新政府的俄羅斯事務特使。既然如此，那他為何還和俄氣公司的說客施洛德以及俄羅斯名譽領事魏澤碰面？再者，施洛德這位前總理與魏澤向來對俄羅斯公民社會議題沒有多大興趣，普拉策克和舒爾茨歷來也是更喜歡和俄國官方往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的最後幾天、甚至最後幾個小時，下薩克森邦的社民黨高層依然堅信施洛德不會成為自己黨內的負擔。他們認為，如果俄軍當真入侵烏克蘭──當時幾乎無人相信這真的會發生──那麼德國民眾屆時反而會感謝施洛德，因為他可能可以靠著自己與普丁的私人交情出面居中斡旋調停。然而社民黨高層的這種想法不僅嚴重誤判了德國境內對施洛德的公眾輿論，最令人錯愕的，是他們竟以為施洛德與普丁是以平起平坐的身分在對話。如此想法在漢諾威當地的社民黨內部尤其根深柢固。即使在俄軍入侵烏克蘭數週之後，漢諾威的現任社民黨政治人物還是深信，施洛德這位在自家愈來愈受人唾棄的前總理，將會在莫斯科以一場「騎兵般的英勇壯舉」調停俄烏烽火。「施洛德會再次告訴世人，事情該怎麼處理。」當中一人這麼說。

俄羅斯在二月二十四日週四開始發動攻擊的幾個小時之後，下薩克森邦邦長魏爾隨即在邦議會發表聲明，宣告他與自己過去的對俄政策徹底切割。但這位社民黨的政治人物完全沒有檢討自己過去的立場。被問及俄軍攻烏一事時，魏澤表示自己「毫無頭緒」，並宣稱將辭去所有外交職務。施洛德則透過LinkedIn表示，此事俄烏「雙方都有錯」，並主張歐洲在制裁俄國之際，「不可完全切斷目前歐洲與俄國之間僅存的那些政治、經濟與公民社會層面的連結」。施洛德強調，這場戰爭必須由俄羅斯「盡快了結」，但沒有明確解釋他口中的「盡快了結」語意究竟為何，也未表明近期即將完工的北溪二號管線是否也屬於他所謂的既有「連結」。施洛德沒有說到自己是否會卸下他在俄羅斯企業的職位。在此同時，德國警方也在他位於漢諾威動物園區的住家外面增派警力，除了制服員警外，聯邦刑警局也在現場部署了便衣人員。

基民盟一開始還遵從聯邦主席梅茨（Friedrich Merz）對內部的指示，對這件事保持克制的態度，但如今也開始猛烈抨擊施洛德。漢諾威市議會在週四當晚便有人提議，倘若施洛德不主動辭去他在俄國企業的職務，議會就要撤銷他身為這個邦首府的榮譽市民身分。社民黨對此怒不可遏，社民黨的議會黨團主席稱此要求是「可恥」之舉，認為施洛德畢竟在任內也有過貢獻。然而他的這番辯護在黨內的討論已不合時宜，因為此時社民黨內部的動盪愈發激烈。「局勢已經完全不同了。」緊急電話一通接一通，黨內共識也逐漸清晰：施洛德確實已經成為社民黨的負擔。社民黨最初的盤算是不要公開對施洛德做猛烈的抨擊，而是想辦法讓這位前黨主席自行醒悟，知道他應該與普丁保持距離，並辭去自己在北溪與俄羅斯石油公司擔任的職務。下薩克森邦邦長魏爾原本要和施洛德會面，雙方甚至也討論了週六可能的會面時間。然而這場預期的會面最後還是胎死腹中，沒能進行。根據下薩克森邦社民黨內部透露，在最後一刻斷絕這場會面的是施洛德那方。他們顯然也沒將雙方以電話深入長談列入考量，其中一個原因是，根據多方一致的消息來源，施洛德的談話極有可能受到外國情報組織監控。

於是社民黨便在未與施洛德商議的情況下，重新界定了該黨與施洛德的關係。週六下午，下薩克森邦社民黨主席魏爾，以及薩絲吉雅．埃斯肯（Saskia Esken）與克林拜耳這兩位社民黨聯邦共同主席，分別在相隔極短的時間內各自發表了顯然已經協調過的聲明。魏爾表示，施洛德必須「終止他在俄羅斯企業的相關職務」，兩位聯邦主席也提出了類似要求。於此同時，施韋西和其他社民黨政治人物也紛紛表達同樣的意見。

然而施洛德對黨內的這項要求置若罔聞。到了週一，這位前總理在柏林的辦公室僅存的四名員工也不再繼續為他工作。「施洛德還想繼續這樣搞，但再這樣下去不行。」漢諾威市議會的社民黨黨團領袖這麼說，並指出施洛德要是再不辭去他在俄國的各項職務，漢諾威將考慮撤銷他的榮譽市民身分，「期限就到本週末為止。」漢諾威的市集教堂則表示，暫時不會安裝呂珀茨設計的那面已經接近完成的彩繪玻璃窗，也會退回施洛德的贊助款項。呂珀茨表示對教堂的這個決定「深感失望」；至於對施洛德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他則不表示任何意見。1結果，由於雙方已簽有合約，教會得自行負擔彩繪玻璃窗的所有費用。

幾天後，施洛德取道伊斯坦堡前往莫斯科，據稱在當地與普丁會面。根據聯邦政府的說法，施洛德此行事先並沒有和德國政府協調，事後也未見任何成果。這位前總理在七月底又飛往莫斯科的行程也是一樣的狀況。施洛德在家鄉漢諾威經營多年的綿密人脈網絡，此時也開始出現多處斷裂。當漢諾威市議會多數共識傾向撤銷他的榮譽市民身分時，施洛德在三月十五日主動去信市長，表示自己要主動放棄這個榮譽頭銜。他也在漢諾威九六足球俱樂部除去他的會籍之前，自己先退出了這個協會，2而他的「施洛德之友」貴賓包廂也同樣被終止租約。漢諾威社會似乎上上下下都在驅逐這位名人成員。不過這僅限於表面可見的領域，因為和施洛德關係緊密的核心圈子依然和他互動頻繁，多位漢諾威企業富豪背地裡也和這位前總理持續有所往來。

社民黨此時也意識到，外界輿論不僅質疑施洛德的角色，連帶也開始重新檢視其他社民黨成員過去的對俄政策立場。多數社民黨人對這個局勢感到相當惱怒。下薩克森邦移民事務官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就得承受基民盟的邦議會副議長奧斯特黑韋格（Frank Oesterhelweg）對她的批評，稱她因為過去的背景，已不適任移民事務專員一職，不可代表邦政府接待烏克蘭難民。施洛德─科普夫反稱這位基民盟的政治人物「不具備值得她回應的資格」，稱自己「當年根本無從看出普丁現在示人的面貌」。同時，對於她的前夫獲頒的下薩克森邦最高榮譽是否該被撤除，討論也益發激烈。該邦的自由民主黨議會黨團主席畢克納就建議，應當撤回施洛德獲頒的邦勳章。然而邦長魏爾否決了這項提議，而且他在三月二十二日就烏克蘭戰爭發表的政府聲明中，再次迴避了對過去親俄政策的自我反省。

四月二十日當天，《畫報》公布多張照片，照片拍到嘉布瑞爾一大清早前去拜訪施洛德，並在他家中待了一個半小時。嘉布瑞爾事後表示，他去見施洛德是為了聽取施洛德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結果說明。然而施洛德的莫斯科之行已是一個多月前的事。漢諾威的觀察人士不免懷疑，同樣身陷輿論批評的嘉布瑞爾為何甘冒被人拍到與施洛德同框入鏡的風險，也要和他親自見上一面，而不是以電話連繫？

施洛德本人在這段期間裡也接受了《紐約時報》訪問。與該報駐德國記者卡特琳．班霍德（Katrin Bennhold）相談時，他首度談及自己的責任問題。《紐約時報》直接引述施洛德的話：「我不道歉。那不是我的風格。」3

施洛德的態度使得社民黨面對的情勢變得更加棘手。社民黨聯邦主席埃斯肯如今就公開要求這位德國前總理主動退出社民黨，這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會建議他這麼做。」埃斯肯在柏林的中央黨部「布蘭特之家」這麼表示，並稱施洛德為普丁的戰爭罪行辯護根本是「荒謬至極」。施洛德先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曾表示，俄軍在基輔附近的布查（Butscha）殘忍殺害數十名當地百姓一事，應該不是普丁親自下的命令。但施洛德避而未提的，是普丁在布查屠殺事件之後不久就頒發勳章獎勵加害者。施洛德告訴《紐約時報》，他不會主動請辭自己在多家俄國企業的職位，唯有當俄國主動停止向西方輸送天然氣與石油，他才會「退出」理監事席位。至於自家社民黨提出的要求，他則毫無回應。

社民黨有好幾個基層黨部都要求黨中央開除施洛德的黨籍，然而相較於先前薩拉辛（Thilo Sarrazin）的風波，A社民黨高層對於施洛德則是保持低調。社民黨祕書長屈納特（Kevin Kühnert）形容施洛德是「腦袋顯然已經不靈光」的老人，要求黨內不該再為他提供額外的舞臺。這位祕書長說：「我不想讓他有那種『我沒被開除黨籍』的勝利快感。」五月，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指社民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決議撤除施洛德在聯邦議會的辦公室和員工編制，只讓他保有個人維安人員和總理退休俸。官方提出的理由是，施洛德並未履行身為德國前總理應盡的義務，因此「為前聯邦總理提供人事及辦公空間配置的理由已不存在」。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施洛德退出他在俄羅斯石油公司的監委會職務，瓦尼希也同時退出。施洛德的這個舉動，顯然是對外界督促歐洲議會將他列入俄羅斯寡頭名單並予以制裁的反應。退出俄油公司也意味著社民黨對他刀下留情的機會隨之提高。施洛德的黨籍歸屬在漢諾威社民黨東動物園區支部，因此第一階的黨紀審查是由社民黨漢諾威基層黨部的仲裁委員會負責處理。八月，委員會裁決施洛德可以繼續留在黨內，並且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施洛德的行為有違黨紀，也無充分理由可對他提出譴責。

此時外界對施洛德的關注，也讓社民黨內與莫斯科有關聯的人得以暫時躲過自己應負的責任問題。社民黨的聯邦主席克林拜耳在三月表示：「如果回頭來看俄國入侵喬治亞、併吞克里米亞和幾件政治暗殺等所有事情，那麼，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我得說我們本該早點對俄羅斯的走向另有評估才是。」但克林拜耳並未說明當初黨內為什麼沒有如此判斷，也沒有談及自己過去的角色，像是他曾在施洛德和魏澤底下工作，而且還在「德俄新世代」這個親克里姆林宮的協會任職。施韋西則將罪責全冠到普丁一個人頭上。她在三月底表示：「顯然，他騙了我們所有人。」

不過，克林拜耳還是在二○二二年十月提出社民黨對俄政策的幾項錯誤：其一，社民黨一直堅信一種按照過往經驗形塑而成的俄羅斯形象；其次，未能意識到「以接觸帶來改變」的原則其實無效；第三，德國因自己的能源政策而對俄羅斯產生依賴；最後，德國並未充分考量東歐及中歐盟友的利益。4二○二三年一月，這些檢討最終載入一份社民黨國際委員會的文件當中，承認德國長期以來「完全著眼於與俄羅斯將來的合作」，因而忽略了「制定其他可能的對俄政策方案」。對於俄羅斯益發專制、侵略企圖日益增強的行為，柏林的反應遲鈍且不足。然而當年為何會如此，這份文件隻字未提，既未提及理解錯誤的東方政策導致的致命後果，也未提及該黨的和平主義和反美態度的影響，更未提及前總理施洛德和他那張由諸多社民黨政治人物織構而成的人際網絡與普丁之間的關係。這份文件寫道：「只要俄羅斯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歐洲的安全就要以防範俄羅斯為前提去架構。」

二○二二年四月初，史坦邁爾在美景宮（Schloss Bellevue，德國聯邦總統官邸及辦公處）召集記者，承認他的對俄政策失誤。這位聯邦總統擔心自己職位不保。原本這場記者會僅設定為背景談話，但史坦邁爾的發言人隨後卻釋出了幾段引述聯邦總統的原話。「我對北溪二號的堅持顯然是個錯誤。」以及，「我們一直死守著俄羅斯早就不相信的橋梁、我們的夥伴也向我們示警過。」儘管俄烏戰爭的責任在普丁身上，但不表示「我們就毋須自我反省，看有哪些錯誤的責任在我們這方」。史坦邁爾承認，他從未料到普丁會甘冒毀掉俄羅斯的風險，也要逞一己的帝國妄念。「和其他人一樣，我在這一點上也誤判了。」史坦邁爾甚至在二○二二年三月，就悄悄退回了俄國葉卡捷琳堡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政治人物當中，沉默最久的當數梅克爾。她一直要到二○二二年六月，才在柏林劇團（Berliner Ensemble）接受與她關係友好的記者奧桑（Alexander Osang）提問，為自己在二○○八年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辯護。她表示，當年的烏克蘭還「不是一個穩固的國家」，是《明斯克協議》讓烏克蘭有了時間得以革新，而她是努力在牽制俄羅斯。她說：「外交不是沒能成功就是錯的。所以我不會因此道歉。」梅克爾在一場不久之後的訪問中，也為自己對北溪二號的堅持態度辯護，表示德國商界當初之所以選擇從俄羅斯以「管線輸送天然氣」進來，是因為成本比較便宜。當時沒有任何企業願意建造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在另一篇梅克爾卸任滿一年、同樣由她最愛的記者奧桑所寫的長篇人物報導中，她再次堅稱自己當初的政策其實是為烏克蘭爭取到時間，因而更能妥善抵禦後來俄羅斯的攻擊。至於德國這段期間並未協助烏克蘭強化防衛能力，她卻隻字未提。長期與梅克爾共事的蕭布勒（Wolfgang Schäuble）B對這位前總理的立場表示不解。他很訝異，「即使到現在，她還是無法承認我們確實在俄國相關問題犯了錯。」

這樣的態度在那些一向反對梅克爾對普丁政權施行制裁政策的社民黨政治人物之間同樣普遍。魏澤在五月二十三日就發信給下薩克森邦的其他名譽領事，聲稱自己「以同樣的所知，還是會做出一模一樣的決定」，還有所謂「俄羅斯人脈網」的揣測根本是「毫無根據」。而下薩克森邦的邦長魏爾在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明顯就在迴避所有可能會質疑其對俄政策的對話場合，一直要到數週之後，才以相對謹慎的方式承認自己判斷有誤。至於社民黨內部是否有一個親莫斯科的網絡存在，魏爾堅決否認。這位社民黨政治人物在記者容格（Tilo Jung）的Podcast中表示，在他的黨內，親俄的也就只有施洛德一人。「就這樣。沒有什麼親俄網絡存在。」


		譯注：薩拉辛的排外言論在德國引起強烈與論批評，社民黨極力想開除他的黨籍。	↑

		譯注：蕭布勒是基民盟的重量級人物，德國政壇極具權威的長者。	↑




結語軟弱的訊號

柏林，林登大道五十號，聯邦議會大樓所在。四樓的四○一七號辦公室大門深鎖。相鄰的四間辦公室從二○二二年底開始也已經熄燈，連續好幾週無人進出。一扇門上貼著「禁止進入」標示，那是「前聯邦總理施洛德」的辦公室。施洛德使用這間辦公室已逾十六年，從他的書桌位子望去，看見的正好是對街的俄羅斯大使館。聯邦議會已經撤銷前總理對這個空間的使用權。對許多人而言，如今的施洛德成了一個不被認可的人物。若是以信用評等機構的詞彙形容，這位遊說者已是「違約」等級，因為他過往的人際網絡價值趨近於零。這般下場完全是施洛德咎由自取，因為在普丁下令對烏克蘭發動戰爭時，他不願與這位好友劃清界線。

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造成的苦難無法估量，雙方士兵陣亡者數以萬計。烏克蘭平民成為俄國炸彈及火箭攻擊的受害者，慘遭射殺，受酷刑折磨，遭到性侵。數百萬人逃離原本的家園。雖然直接承受這場戰爭傷害的是烏克蘭人，然而戰事影響卻也擴及全球，最貧困的一群人尤其正承受能源及糧食價格飆升之苦。德國的經濟能力儘管還能為自家國民擋下最直接的困苦窘境，然而戰火的衝擊在國內依然有跡可循，不論是在民眾個人的錢包，或是國家財政上皆然。德國政府投入鉅額經費進行「雙倍重拳」（Doppelwumms）政策，A以驚人天價儲備天然氣，耗資數十億歐元將魯爾燃氣公司的後繼者尤尼珀公司收歸國有，並且在極短的時間內以極高的成本建造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儘管俄羅斯大幅削減對德國的天然氣供應，德國在這次天然氣供應危機的情況仍比原本擔憂的要好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德國受益於其他歐洲國家早在多年前就在沿海地區建造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俄烏戰爭同樣衝擊到那些歷年來不斷在淡化普丁威脅性的人。由於與俄羅斯往來以及北溪管線毀損所帶來的相關虧損，無不在溫特斯哈爾或巴斯夫等企業的財報留下深刻痕跡。德國建材公司可耐福設在烏克蘭索列達爾（Soledar）的工廠，如今因為戰火而變成一片廢墟。魏澤在他的商業指南裡是怎麼寫的？他說，如果你在俄羅斯投資碰上「完全損失」，那麼你可能是「忽略了『政治層面』這個關鍵因素」。這位前社民黨政治人物確實說對了。然而他自己和施洛德的莫斯科人脈網卻都在政治上判斷錯誤。施洛德在卸任總理之後，其實本有多次機會能走另一條不同的道路，本書兩位作者在寫作調查過程中，也曾耳聞他之所以沒有改變的一些原因，包括性格的固執、貪婪和倔強。即使如此，施洛德的行為還是令人費解。

相較於施洛德本人，他的政治網絡中的其他政治人物幾乎沒有承擔到對俄政策失誤的後果。這些人沒有一個必須在二○二二年辭職下臺，如今當上聯邦總統的史坦邁爾依然神聖無可侵犯。嘉布瑞爾在二○一三至二○一七年間任經濟部部長，一路踩著油門將德國推向仰賴俄國天然氣的境地，如今卻擔任「大西洋橋協會」主席。這一切怎不令人詫異？因為該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外政策迄今所犯最嚴重、影響最深遠的錯誤負責的，正是這些政治人物。他們多年來無視數不清的警示，到二○二二年二月之前，都還在淡化及粉飾普丁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升級行為。如此態度使得德國的國際聲譽深受損害，尤其是在周遭鄰國和最親密的盟友之間，而且這個損傷持續至今，因為在其他國家看來，德國總理蕭茲領導的聯邦政府對於軍備援助烏克蘭的遲疑態度，無非是延續過去施洛德和其他社民黨人對俄政策的種種牽連和糾葛。

然而，德國沒有一個政黨有意去批判和反思這段經過，或是探究其成因。社民黨不會自己坐上被告席；基民盟也一樣無意檢討，畢竟德國從二○○五至二○二一年的執政總理都是他們家的梅克爾。雖然梅克爾對普丁的本質從未有過虛幻的想像，在德國與歐洲的層面也都支持對俄制裁，但在德國過度仰賴俄國天然氣，以及聯邦國防軍劣化的問題上，卻也不見她斷然反制。面對俄羅斯的挑釁與攻擊，她也總是選擇循外交途徑解決，而不是強硬反擊。此外，梅克爾也放任自己內閣中的幾位社民黨部長延續施洛德的對俄路線，她自己最終也沒能讓德國的對俄政策真正改弦易轍。除此之外，聯盟黨的內部同樣也有一些與俄羅斯之間如膠似漆的連結存在，值得單獨拿出來檢視。

左翼黨與德國另類選擇黨因為在意識形態與政治上和克里姆林宮有牽連，無法成為推動反思的動力，因此這些年來僅有綠黨和自由民主黨是以相對較清楚的眼光在審視對俄政策，而身為反對黨的兩黨也常積極地釐清和揭露實際情勢。在地方層面，綠黨在施威林的麥佛邦邦議會成立了唯一一個調查委員會，自由民主黨黨團先前在下薩克森邦邦議會亦然。然而這兩個政黨作為社民黨的執政夥伴，卻沒有多少意願想從聯邦層級去進行全面檢討。結果，聯邦議會裡形成了一種跨黨派的無聲共識，那就是與其揭露過去已發生的事，不如讓它就此沉寂。這種態度等於是議會的失職，因為調查委員會遠比記者更具權能，更有可能徹底揭露事情全貌。

問題的核心是：儘管普丁其人的殘暴和攻擊性格已如此明顯，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為何還會長期沉迷在普丁的權力體制幻象當中，無法自拔？之所以如此，當中有一個重要關鍵，那就是歐洲各國的地緣戰略思維其實非常薄弱且不成熟，無法將政治、經濟、軍事與情報等諸多面向整合在一起看待。各國若是能整併各面向，以一體審視之，即可發現俄羅斯的走向其實有其內在的統合性，包括：俄軍的武力擴張，圍繞普丁形成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政府對人民日益增強的灌輸洗腦，政府全面剷除反對派及自由媒體，以及最終、也是最關鍵的一點，讓國營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深入滲透到歐洲的能源供應體系內。克里姆林宮的策略，就是在外國建立看似無害的前哨據點。在德國，從打造「德俄論壇」或「聖彼得堡論壇」等對俄國政權友好的平臺，到金錢贊助沙爾克○四足球俱樂部，再到授予名譽領事、名譽博士等頭銜，都是這個手法的一環。

拉攏施洛德這樣的前政治人物的行為，也要放在這個背景脈絡去理解。因為歐洲政治人物當中接受普丁酬庸的並非只有施洛德一人，施洛德只是克里姆林宮有系統在構築的支持者網絡中最有名的那個。從克里姆林宮的視角來看，出於諸多因素，這位德國前總理絕對是它要拉攏的完美人選：施洛德與普丁的個人背景和行事習慣有許多相似之處，這讓ＫＧＢ情報員出身的普丁得以順水推舟拉近兩人關係。俄國協助施洛德夫婦收養俄羅斯小孩，可能也在情感層面強烈深化了施洛德夫妻與普丁的關係。施洛德的政治經歷一直都帶有某種潛在的反美傾向，如果認為這個反美傾向僅局限在他對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的正當反對，那就是不適當的過度簡化了。

施洛德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終和各類威權人物保有引人側目的緊密關係，完全不受那些人的爭議行為所動搖。他的交往範圍從卡斯楚、何內克，到普丁和艾爾段，甚至延伸到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早年，讓這些交誼得以建立的或許是彼此契合的意識形態，但後期的往來則更像是出於商業利益上的考量。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施洛德個人身邊的這些男性親信友人大致也屬於整個拉攏配套的一部分。施洛德在漢諾威的男性小圈子歷來都不太排斥與聲譽不佳的可疑人士有所往來。沙文主義是這個小圈子的運行基礎，而俄羅斯對陽剛氣概的崇拜恰好能與之契合。

於是，兩邊也就在如此基礎上快速建立起各方面的商業接觸。施洛德在卸下德國總理職位後幾近無縫接軌轉職到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也絕非唯一個案。不論是在施洛德個人的政治生涯，或是他周邊的人脈網絡當中，都有一大串的例子，讓人不免質疑，部分公職人員在職時的決策是否與他們之後以私人身分獲取的收入有所關聯？

在與俄羅斯的合作中，「貪腐」是格外敏感、帶有爆炸性的議題。普丁權力體系中的政治和經濟領域，其腐敗程度大多已爛到骨子裡。這裡的貪腐不是裙帶關係中雙方單純相互輸送利益，而是俄羅斯權力運作不可或缺的組成。普丁的統治體系沒有只將貪腐留在自家境內，而是還將貪腐「出口」到其他國家，在俄氣公司周邊尤其明顯。這與西方企業在出口商品時，為了適應當地文化而默許某些黑箱小動作的一般情況不同。一個國家在與俄羅斯的合作中，貪腐問題反而會沿著能源合作鏈回滲到該國的經濟體系，繼而影響到該國的政治體系。曾任外交部部長的史坦邁爾就稱社民黨的對俄策略是「以緊密合作帶來改變」，原本寄望藉由緊密合作促成俄國民主化，最後反而使得部分德國政治與經濟菁英階層遭到俄國反向操縱。這是目標與結果徹底顛倒的荒謬。

對普丁而言，施洛德在社民黨內仍舊存在的權力無疑是這個拉攏配套的重要組成，至於社民黨內一些高層聲稱這位前黨主席在卸任總理之後已無影響力，而且還因哈茨四號改革（Hartz IV Reformen）B而遭黨內厭惡的說法，著實不可信。這種貶低施洛德的說法對部分基層黨員或地方黨工或許還能成立，但對聯邦層級的社民黨領導階級則是絕對不然。出身下薩克森邦的史坦邁爾與嘉布瑞爾在社民黨內長期具有極大影響力，兩人都是施洛德的親信，而且對俄政策也是延續施洛德原本的路線。除此之外，社民黨內還有一長串的民選官員和黨工，也屬於施洛德的延伸網絡。不論在漢諾威、柏林或施威林，施洛德在各地都有他的人馬。他在社民黨內的權力並沒有因為卸任總理而告終，反而留有深遠的餘蔭。

除了黨內人士延續施洛德時期的對俄布局之外，還有第二個原因造成社民黨在與莫斯科過度親近時特別容易出問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儘管數十年來都是反共的政黨，但黨內那些在一九七○年代曾積極參與社民黨青年團活動，或是曾在哥廷根求學的人，對於這種反共界線的掌握很可能比理應具備的還要薄弱。而且，社民黨的「緩和政策」與西方陣營的連結其實並不如該黨一向樂於強調的那麼穩固，尤其是在第二階段。在這表象底下，始終隱約透露出一個舊有訴求：那就是德國希望能在西方與東方之間走出第三條路線，同時藉著向莫斯科靠攏，擴大自己對華盛頓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自主空間。普丁押注的正是利用社民黨，拐個彎將德國拉離西方陣營，以此繞過東歐各國，直接與德國做生意。

後來被吹捧成社民黨神話的緩和政策，反而讓黨內無法看清普丁暗地裡的真正企圖。社民黨長期沉溺在「和平」與「裁軍」之類的高度道德化口號當中，對普丁政權的武力擴張和暴力行為視而不見，甚至不斷祭出布蘭特與巴爾之名，恐怕就連決策者自己的判斷目光也都被迷霧給蒙蔽了。對社民黨而言，徹底從歷史脈絡反思緩和政策這個黨內遺產，已是當務之急。

外人難以判斷這些人行事依循的原則究竟是否出於正直。對於施洛德人脈網絡內的成員，我們也應該分別看待。對於史坦邁爾、施韋西或魏爾等政治人物，目前並無跡象顯示其行事是出於個人的金錢利益。但旁人若從整體來看，施洛德本人，魏澤和嘉布瑞爾三人的情況可就不然了。不過，外界的觀感未必與三位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主觀認知相符。他們也有可能是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促進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即使有人將社民黨「緩和政策」的神話用作自己的政治資源及財務資源，也不表示他們並不相信那個神話。但真要如此，就必定得有系統地無視東歐各國、俄羅斯境內的人權活動者、學者，以及西方記者和專家提出的與此立場相反的論述。施洛德周圍的圈子一有機會就會清除這類不同意見。

施洛德和他周圍的人馬在政治上造成的客觀損害，則是另一層面的問題，絕對不能與俄國的侵略戰爭混為一談。因為俄羅斯侵略開戰，責任全然在於莫斯科政府。除此之外還得注意，評判一起事件不應以「事後檢視」作為標準，評判任何行為都要以這個行為當時能掌握的資訊為準。考量過這些前提之後，仍有必要指出，施洛德、史坦邁爾、嘉布瑞爾等社民黨政治人物，打從一開始就誤判了俄國對西方國家與德國的明顯敵意，而且在俄羅斯隨後不斷升高的侵略態度中持續將之淡化，甚至在某些階段還徹底否認俄國有此敵意。車臣、喬治亞和克里米亞的遭遇，以及數起政治暗殺事件，這類警告訊號早已無所不在。即便必須承認梅克爾在任時，對俄國的侵略挑釁也未有充分回應，但同樣明顯的是，這位基民盟的總理在推動制裁俄羅斯之際，不僅要竭力在歐盟內部與部分成員國協調，在自家德國還得應付施洛德陣營的社民黨政治人物在她背後的持續掣肘。這些人公開發表的言論等於是向普丁發送出連串的示弱信號，引發外界對於作為中等強國的德國在西方陣營中的立場是否堅定、程度是否穩固的懷疑，同時還強化了克里姆林宮的期待，認為俄國大概可以將侵略行動再進一步，毋須顧及後果。

然而德國政府不單在言論上發送出如此示弱訊號，在兩個關鍵領域的具體行動亦然。聯邦國防軍裝備不足的問題，聯盟黨及其歷任國防部長絕對要負起責任。但在國防軍備這個領域，問題主要還是在於社民黨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施洛德圈子裡的人，長期都在政治上對北約百分之二國防支出的目標進行抹黑和詆毀，訴諸自己一貫的反美情結。現在有人聲稱《明斯克協議》為烏克蘭爭取到了一些時間，讓它得以強化自身防禦能力，這麼說倒也沒錯。然而德國自己在援助烏克蘭強化武力以對抗俄國方面，倒是沒有多少作為。

另一個領域是能源政策。一個常見的辯護說法是，德國的經濟復甦與競爭力很大程度是奠基在俄羅斯便宜的天然氣上。這個說法雖非完全錯誤，但俄國的天然氣與其他供應國之間的價差，其實並沒有他們屢屢暗示、眾人常以為的那麼大，尤其是仔細檢視合約條款便能發現。這當中的問題根本不是得在「便宜的俄國管線天然氣」與「昂貴的美國頁岩氣」之間粗暴地二選一，問題關鍵在於天然氣供應來源的多元化，尤其是一旦某供應國切斷供應，德國是否能夠立即彌補這個供應缺口。數十年來，在施洛德和繼任的梅克爾執政之前，德國政界和商界一直都有留意這項風險。然而特別是在嘉布瑞爾掌管經濟部期間，德國竟冒險般地增加了自己對俄國天然氣的仰賴程度。德國天然氣產業原本遵循的能源單一來源不可超過三成的「三○％規則」，此時已完全拋諸腦後。

反駁意見稱這個缺失要歸咎於歐盟，畢竟那時大力推促能源市場自由化的，不就是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嗎？這乍聽似乎合理，實則忽視了許多面向：布魯塞爾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能源政治風險，看得還比柏林當局清楚，而德國卻在制定歐盟能源規範及在國內實施規範的過程中，屢屢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在袒護俄羅斯。有一種說法聲稱歐盟以競爭法為由，不讓德國以國家補助方式在本國海岸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然而德國聯邦政府在二○二○年，正是以願意由國家出資在沿岸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為條件，想藉此換取美國允許北溪二號管線完工。這事實就直接駁斥了聲稱是歐盟阻止德國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說法。

德國本來能採行一連串的措施，預防自己陷入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例如以策略性投資看待建設自有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開發自家境內的天然氣資源，以及避免讓德國的天然氣儲存設備因交易轉手而落入俄國手中。但德國毫無作為。這些行動無一不需要政治上的推進力量，然而無論是梅克爾、嘉布瑞爾或阿特麥爾都沒展現出這樣的行動魄力，反而一再重述「德俄能源相互依存」的虛構神話，稱說俄羅斯同樣也仰賴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向它採購能源，一如歐洲仰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普丁打從一開始就將能源當成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工具，甚至是武器，然而社民黨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和德國商界卻始終不願意看到這個事實。

北溪二號的能源政治意義常在公共辯論中為人高估，因為這條管線的額外輸送量，對於俄國天然氣的進口總量只有微幅增加而已。莫斯科真正的目標並不在於提高天然氣供應量，而在於改變供應路徑，也就是進一步減少穿過波蘭和烏克蘭的陸路管道，改而依賴走海底管線的海路運輸路線。俄羅斯如此一來即可省下管線行經他國的過境費，這當然是基輔與華沙之所以強烈反對興建北溪二號管線的原因之一，但烏克蘭和波蘭之所以反對的主要論點還是有道理：兩國認為，興建北溪二號的主因是出於地緣政治，才不是能源經濟，否則要如何解釋俄羅斯為何會意願擔負北溪二號的營建成本和相關的外交衝突。對俄羅斯而言，北溪二號是用來繞道並削弱烏克蘭與歐盟東歐成員國力量的工具。但德國聯邦政府否認這個論點，一再宣稱北溪二號不過是「單純的民間商業計畫」，德國的這個態度因此讓普丁政權得以利用這條管線分化歐盟，並挑撥離間德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美國對於北溪二號的制裁固然有過度干涉的越權之嫌，但施威林那家氣候基金會（指麥佛邦氣候與自然保護基金會）同樣也是明目張膽，毫無顧忌。就北溪二號的爭議，德國等於也向莫斯科傳遞出一個信號，那就是西方與歐盟並非緊密團結，而且德國有意越過東歐各國的頭頂，直接與俄羅斯協商。這又是另一個對俄示弱的訊號，當中大部分的責任一樣要歸咎於社民黨的莫斯科人脈網，因為要不是施洛德、嘉布瑞爾和施韋西從中施力，北溪計畫很可能根本無法推進到最終可能的階段。

普丁的目標是持續削弱和分化民主的西方，摧毀由美國主導的舊有秩序，而德國之所以是別具價值的攻擊對象，是因為其政界及商界菁英一直都有親俄傾向。因此，讓德國對俄羅斯能源產生依賴，同時再加碼投資政治宣傳及滲透工作，也就成了俄羅斯順理成章的策略。對於俄國這個攻擊性的政策，德國長期以來都僅以合作提議和外交手法回應，這種態度無疑助長了克里姆林宮持續加碼其侵略行動。因此，德國長期對俄國的威脅視而不見，最終導致烏克蘭遭到俄羅斯侵略，陷入駭人的戰爭，施洛德的莫斯科人脈網無疑要擔負無可抹除的責任。


		譯注：德國總理蕭茲為因應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危機所提出的紓困計畫，一方面救援能源產業，一方面補貼用電及燃氣價格。	↑

		編注：哈茨四號改革是本書前面提到的「二○一○改革計畫」的其中一部分，涉及重大的社會福利與勞動政策變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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